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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教的葡萄园: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研究

内 容 提 要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在于透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天主教会因应时

局的变化和发展，教会内部结构组织演变与健全，信徒的信仰及成分的演

化，以及教会在社会服务方面努力及特点，尽力还原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

会的历史原貌，从而梳理出台湾天主教会的发展、变化、变迁所展现的历

史意义。因此本文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角度，着眼于教会本身、

信徒、教会与台湾社会三个向度，籍由对日据时期天主教各层面之探究和

耙梳工夫，完整地展现了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发展的脉络和图像。

    本文研究认为，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与清代相比有较大的发展，在

整个时期基本呈上升发展的态势，教会因应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在一些方面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具有历史的局

限性，并且与同时期长老会相比具有明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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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analyze and discuss various

  rjportant factors of Taiwan Catholic Church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church, the interior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believers'

components and belief, and the Catholic social work,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looks of the Taiwan Catholic Church under

Japanese rule, thereby, to explore and reflect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Focusing on the church itself, believer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aiwan socie饥this thesis, with the methods

including history, sociology, and religion, reveal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and rebuilds a complete historical picture.

    This research shows: Compared with the situation in Qing

Dynasty, the Taiwan Catholic made a big progress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took on ever-increasing tendency and the features of

times,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ome aspects. But in the

meantime, it had limitations in comparison to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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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对于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研究，在日前国内外学界，基本上还是空白。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在于透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天主教会因应时局的变

化和发展，教会内部结构组织演变与健全，信徒的信仰及成分的演化，以及

教会在社会服务方面努力及特点，尽力还原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会的历史原

貌，从而梳理出台湾天主教会的发展、变化、变迁所展的现历史意义。因此

本文着眼于教会本身、信徒、教会与台湾社会三个角度，分别探讨以联系出

较为完整的、全面的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会的历史。本文章节架构安排，除

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分为五章。在此前提下，先以宏观的角度来了解日据时

期的台湾社会状况，细致地阐述该时期的宗教政策及其对包括天主教和新教

在内的台湾整个基督教会的影响。再结合殖民政策分阶段详细地剖析日据时

期天主教会的发展及其各阶段因应时局表现出的各自特点，并以专题的形式

深入地剖析该时期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竞争和对比。最后以微观角度切入

并剖析教会的成员、组织、社会服务及传教方法等方面，分章节进行阐述。

绪 论

    首先提出了对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着重从教会

史、信徒与仪式礼仪、教会社会事业、天主教建筑等四个方面，回顾了目前

海峡两岸、国内外从对台湾天主教的整体的研究状况和已有的成果，由此指

出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台湾天主教研究的不足。接着对本论文运用的主要的中

西文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介绍。在明确研究状况和占有中西史料的基础上，从

历史、政治、社会及宗教学的角度，架构了本文的写作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东方的巴比伦:殖民军刀下的台湾。

    本章首先简要介绍 1895年日本据台时台湾的社会景况及之后的殖民统

治，以期明了当时天主教所处的内外环境。然后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渭殖民统

治的宗教政策的沿革，并着重阐述了殖民宗教政策对在台基督教整体的影

响，指出殖民统治为基督宗教在台发展既提供了契机又带来了挑战。



第二章 耶稣的脚踪: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的传播。

    在第一章的基础上，以台湾政治社会发展与变迁为入手，依照教会的发

展脉络进行论述。首先追溯日据之前天主教在台传教的历史过程，着重讨论

了1895年日本据台时天主教在台的处境;接着以此为基础，结合殖民宗教

政策的变革，分三个阶段对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的传播和发展进行阐述，着

重论述在日本殖民政策下传教遭遇的困难及应对的办法以及各阶段呈现出

的特点。并从几个层面深入阐述当时台湾天主教会与岛内基督教新教的竞争

及对比状况和原因，从另一角度来体现当时台湾天主教在台传播的景况。

第三章 神的事业:教会之经营。

    本章承接上一章的论述，以教会内部的景况为着眼点，从传教人员、教

会的团体组织、传教方法等三点，对教会经营具有影响力的因素进行论述。

籍着上述三点的讨论，试图建构出日据时期天主教会在个层面经营下的完整

图像。本章认为在日据时期传教人员的成分和角色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化。外

籍传教人员的形象在台湾信徒及普通民众重塑.以及女传道员及道明会修女

的加入，极大促进了教会的发展。此外教会团体组织在此时期得以迅速发展，

并因应社会变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对信徒生活及教会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而此时期教会也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在沿用旧有传统的传教

方法外还积极采取新的传教方法，极力进行传教。

第四章上帝的子民:教会的信徒。

    信徒是教会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信仰与教会对外形象的代表。因

此本章从社会学、宗教学等角度，细致地讨论了天主教之于信徒的作用，与

信仰在信徒身上的展现。为此，从日常显而易见的信仰生活、生命礼仪，进

而分析信仰对信徒的影响，并深入地探讨日据时期台湾信徒团体形成及所呈

现的特点.本章认为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克守旧有的天主教信仰传统，同时

也显示出明显的地方特色，仍然保有台湾本地一些传统习俗，说明信徒除了

信仰不同外，仍然依循传统的社会习惯，显示了信徒与非信徒同样生活在台

湾生活，同属于一社会生活形态的社会成员，也从一侧面的反映了日本同化

政策并未使台人文化传统产生本质的变化。另外，日据时期台湾的天主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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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成分也比清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台湾汉人信徒上升为主要成分。日据

时期台湾天主教的初代信徒入教的因由也因时代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此外

信徒信仰生活与教会及信徒团体密切联系，并籍由信徒团体活动对社会产生

影响。

第五章 人间的关怀:教会的社会事业。

    主要介绍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所办的两个社会事业:孤儿院事业和教

育。由于前人对日据时期的天主教社会服务未有过论述，介绍也极为不周全，

有关历史文献也十分零散稀少。基于这一点，本章在对各种文献考辨的基础

上，详细的介绍了日据时期天主教仅有的两项社会服务事业，论述了孤儿院

和教会学校因应台湾社会的变化也呈现出演化的特点，最后着重分析天主教

社会事业对传教和社会的影响，肯定天主教的社会事业的历史作用又指出了

其局限性。

结 论

    总结回顾了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及教会经营及信徒与信仰

各方面状况，指出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因应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肯

定了教会在一些方面的所作的历史贡献和作用，指出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基

本呈上升发展的态势，同时也点出其局限性及与同时期长老会相比所具有明

显的不足。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天主教东传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提出了一系

列的重要问题并出版了许多相关学术的论文和专著。但综观这些研究的成

果，大多集中在16-17世纪尤其是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t对近代天主教在

华活动则较少研究，而区域性的近代中国天主教的研究更嫌不足。近代天主

教在华活动，是中国天主史的重要一环，许多方面是直接关系到当今中国天

主教的现状。区域天主教研究更是不容忽视，它是还原中国天主教历史的基

础。因此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在华的区域传教史的研究，当为今后在华天主教

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天主教在台湾传教比大陆很多地方要早很多年，但国内外学者对台湾天

主教研究并不十分重视，这方面的论著也是寥若晨星。早期在这方面作过较

为深入研究有日本的学者中村孝治，之后有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天主教著名学

者的方豪神父。目前继续在这方面研究且着力较深的主要有台湾台大历史系

教授古伟截先生;但值得提出的是近几年来，随着罗膺、万金几个台湾道明

会建堂百年活动的陆续开展，台湾方面的学界开始对台湾天主教研究产生兴

趣，一些年轻的学人相继崭露头角。

    对于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目前仍停留于史料的翻译和介绍，除了古伟

派外，还没有人对这一阶段的天主教进行专门的论述，或就个别方面进行深

入探讨z;即使是顺带提及，论述也及少，更不用说综合各种史料，并结合

，关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参看: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载《新史
  学》七卷第一期.张先清:(1990-1996年间明清夭主教在华传描史研究概述》，载《中国史学研究
  动态》1998年第6期。张西平、刘峥、边晓利:《中国基督教论文索引》，载卓新平、许志伟主编:
《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1999年版. 许海松:《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
流论著目录》，载黄时鉴主编:《东西关系史论坛》第二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2对日据时期的讨论主要是以台湾第一位本地籍神父涂敏正为对象的研究，有以下几篇:施丽兰。<涂
敏正神父与里胁浅次郎教区长》，‘铎声》第362期，1997年l月，页55-60。古伟滋 (台湾天主教
史上的里胁浅次郎与涂敏正》，国史馆主办《二十世纪台海台湾历史与人物学术讨论会》抽印本(台
北:国家图书馆，2001年)。陈梅卿，(代打者·台湾神父涂敏正》，《史苑》第63卷第2号(日本



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在理论层次来专门的综

合评介整个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或就日据时期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因

此日据时期的天主教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的阶段，这在下面的研究状况介绍

便可显见。

    鉴于台海相隔，加上许多资料不易获得，3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是在于着

重耙梳前辈整理的资料和近年来编译的史料和发表或摘载于各种有关论文

的文献资料，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角度，来重新阐述日据时期的天

主教发展史并在此基础上对台湾天主教几个较为关键或有特色的方面进行

尝试性的探讨，以此作为抛砖引玉，并以期对此时期在台天主教乃至台湾社

会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由此也论释了战后台湾天主教呈现诸多特点的部分

因缘。

第二节 学术回顾

    台湾天主教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西班牙据台时期

(1626-1642)、清统时期(1859-1895)、日据时期(1895-1945)、战后时期(1945

年以后).有关台湾天主教史研究，古伟攘有多篇文章对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4古氏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后认为，关于台湾天主教史目前的研究研究状况

处于刚起步的阶段，而且以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较多，第二时期以后的还有

一些资料未曾加以利用，未来研究方向还可以从事不同的主题进行细部的探

  理讲授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台北:辅大，2001年〕，页265-279。以上专门论述日据时
  期台湾天主教仅有几篇论文。古氏也写一些有关日据时期的文章，但从内容看来，均为介绍性的
  文章。

’1}}1}黑篡瓢9h}}.                            写《台湾早期史纲》中第十一章“西班牙的占据台湾北部”时，曾
                            虽然古氏在其回顾性的文奄归纳了一些档案和文献资料，但这些

  西文资料大多还封存于西班牙、菲律宾等地的档案馆里。目前李肺中等少数几个台湾年青的学者，
  利用各种方式，开始进行这些珍贵的译介。可惜所译的资料多为于第一时期.并未有日据时期的
  资料。

.古伟该回顾性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台湾天主教:史料与研究简介)，载于林治平主编的《台湾基督
  教史:史料与研究回顾》.合北，宇宙光出版社，1998年，页131-152;台湾天主教史的一些反思)，
  《庆祝辅大创校70周年 台湾天主教第二次开教14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台北:辅大，1999
  年)，页1-21‘台湾天主教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睑》，收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编的《七十年来中西交通
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以辅仁大学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系。2000年)，
页265-288;(台河天主教:史料与研究简介)，
(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也417-435.

张殉、江灿腾 《当代台湾本土宗教宗教研究导论》



讨。古氏还认为第二时期和第四时期最具研究的空间。古氏在对过往研究成

果进行回顾的同时，还介绍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档案、文献及资料，并对研究

的成果、现状和前瞻提出了个人的反思，反映了其对台湾天主教史研究关注

的向度。

    天主教的研究，不应只是教史方面的研究。对一个教会的研究，应该是

多方面、多角度的。天主教史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古氏对台湾天主教

史研究的回顾，仅是台湾天主教研究的一大部分，但不足以反映台湾天主教

研究的全貌。同样，日据时期台湾的研究，也不应该着重于天主教史的研究、

或是个别人物、信徒及仪式方面的探讨，而是应该是全面性的关照。本论文

正是本着这样的观点，鉴于资料的匾乏，在尽可能获得的材料的基础上，对

日据时期传教史进行研究外，还旁及了仪式教义、信徒信仰、社会服务等方

面，这些都是前人极少或没有述及的。目前关台湾天主教的研究，除了教会

人士进行的神学研究外(这方面相对较多，且集中于战后)，一般的学者大致

从教会历史、教会建筑、社会服务、仪式礼仪等方面切入研究。但目前为止，

以日据时期为一个阶段来对台湾天主教进行断代史的专门的探讨，目前还未

有相关的文章出现。限于笔者学力尚浅，加上台海相隔不易网罗资料，以下

从教史、信徒与仪式礼仪、社会事业、建筑四个方面，对有关日据时期乃至

整个时期的台湾天主教的研究状况，分别论述之。

一、教会史研究

    目前台湾天主教的历史研究有两个趋势，一是专作17世纪西班牙据台

时期夭主教史，另一是作近代台湾天主教史。前者的研究，以中村孝治、方

豪、翁佳音、鲍晓鸣等人研究最受瞩目。5近代天主教史这里指的是19世

，中村孝治，赖永样译，<十七世纪西班牙人在台湾的的布教》收录于《台湾史研究初集》(赖永样编，
  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第107-120页)和 《台北文献丛辑》(二)(中国方志从书台河地区第
  91号，台北县文化委员会编印，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43-56年版，第215-230页)。方衰，《台湾
  早期史纲〕(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其第II章 (西班牙人的占据台消北部》.对西班牙在北部
  台湾的布教考证精详)。翁佳音，(西班牙道明会在北台湾的宜教)，《台湾教会公报》，2381期，1997
  年10月19日第1041版:同氏著，(十七世纪的台湾荃督教史— 史料与研究》，录于《台湾荃督
  教史— 史料与研究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1998年)，页19-32.鲍晓鸣(lose
  Eugenio).(The Catholic Dominican Missionaries in Taiwan 1626-1642)，收于《台湾基份教史—
  史料与研究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B(台北:宇宙光，1998年)，页33-76:同氏还著有:(Spanish
Presence in Taiwan 1626-1642) 《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1992年12月，页315-330:及



纪天主教重新传入台湾直至战后1945年以来150多年 的台湾天主教史，这

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及清统、日据、及战后)。对这时期的研究的人比较
多，以古伟淑着力最深。而对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研究涉及较多的也只有

古伟派一人。以下着重论述涉及日据时期的有关文章。

    现为台大历史系教授的古伟派，本身是天主教徒，这几年对台湾对台湾

天主教史多有研究，除了上文提及的对台湾天主教史进行研究回顾之外，还

有对一些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古氏对19世纪台湾天主教的传教策略与发

展进行深入的研究，陈述了道明会会在台传教的情形，并进一步分析其传教

的策略与发展，涉及了传教人员、教堂建筑风格与礼仪的地方化、对外传教

的模式和诱因、社会服务事业、及传教的困难等诸多方面。6由于日据时期

天主教的传教策略与清统时期的有承传性，所以此文对日据时期天主教的传

教策略的探讨，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古氏对台湾第一位神父涂敏正及日据晚期日籍台湾监牧里胁浅次郎生

平及两位神父的相互关系作过专门的探讨，主要论著有《涂敏正蒙席》与《台

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与涂敏正》两篇。7《涂敏正蒙席》一文中，古

氏除了利用了一些文献资料特别是涂敏正的日记，不过此文属于介绍性文

章，并未作深入的探讨。此外，古氏对日据晚期里脸浅次郎监牧与涂敏正神

父两人之互动关系研究，亦有深入之研究。古氏先是精简地介绍涂神父一生

的经历，并援引其它资料，呈现出涂神父接任监牧职以及到嘉云地方传教时

的一些历史景象.后来进一步将研究焦点触及与涂敏正有密切关系的里胁监

牧，并探讨日据晚期时局环境背景下，两人接触、互动的情形。这两篇文章

运用一些现在比较难见到的宝贵原始资料，并在文章大量摘引一些资料的原

文和数据，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

    最后，古氏还有一些散见于教会刊物的杂文，8大多为有所感或是介绍

一《Spaniards in Taiwan Va1.2D(台北:南天书局，2001).
‘古伟派.(十九世纪台湾天主教(1859-1895)一策略与发展>，《台大历史学报》22期 (台北:台湾
  大学.1998年12月)，页91-123.
，古伟该，(涂敏正蒙席》，《见证月刊》，2000年7月号:及 (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与涂敏
  正》，国史馆主办 《二十世纪台湾台湾历史与人物学术讨论会》抽印本 (台北:国家图书馆，2001
  年)，承蒙古教授慷慨赠送此文，在此表示致谢.
‘参阅(见证月刊》:1999年11月(近百年来本地使用的要理书)，2000年1月 (话说一百四十年
  前)，2000年2月 (堂区登记薄)、2000年3月 (天悯其苦我惜才》，2000年4月 (姑婆》，2000
  年5月号 (静修女中》。



性质的小文章。古氏也曾以四字经文为主题进行文本研究，9由1935年台

湾版的《四字经文》谈起，先与艾儒略的《天主圣教四字经文)略作比较，

再分析书中蕴含的本位化色彩，并进一步提出本位化在台湾天主教上适应当

地文化、传教对象的有利传教方法的重要性。

    除古伟碱外，触及近代台湾天主教史研究的还有蔡蔚群、赖永祥、杨惠

娥、郭文般等人。

    蔡蔚群对清季台湾教案有突破性的研究’”，蔡的研究在时间断限上以

1859年道明会重新来台开教开始，至1885年道明会未到北部传教结束，虽

然不是专论天主教，亦有可观之处。蔡氏以外交史的角度出发来看传教史，

并将台湾教案与大陆作一对照，突显出台湾传教与外交的特色。从蔡氏的研

究，发现1885年以前天主教教案比基督教少，之后就有增加的趋势，其因

素在于中法战争的影响。

    台湾长老会出身的赖永祥，有多篇叙及天主教历史发展的小文章。“这

些内容性质属于介绍史料，并追述分析若干史实，从天主教传入台湾到西班

牙势力的撤退导致天主教传教的中断，郑经与天主教关系，天主教在清末再

度来台传教之经过和发展，多有精简扼要的介绍，尤其关于郑氏与天主教关

系有详细的分析。不过。引注所列的赖氏的几篇文章中，仅有 《天主教的步

伐》一文，简单述及日据时期天主教传入台湾各地的时间。

    上述赖永祥、蔡蔚群、古伟派多以历史学方法进行论述。而杨惠娥、郭

文般等人则突破单纯从史学角度，同时引进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

法，进行多角度的阐述。

    杨惠娥为成功大学的硕士生，其在硕士论文《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 以罗Fa教会为例》12中以史学、人类学等角度考察了整个天主教传教背

，古伟该，(<四字经文>、本位化与台湾天主教)，载《第七届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中国教理讲授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台北:辅大，2001年)，页265-279.
1o蔡蔚群，《清季台湾教案研究(1859-1885)·以地方交涉为重心》(台北:正大历史所硕论，1997
  年);及将硕论修改出版的《教案:清季台湾的传教与外交》(台北:博扬文化，2000年)
‘’赖永样.(天主教传入台湾)、(西班牙的擞退卜(郑芝龙是天主教徒)、(郑成功优遇神父李科罗)、
  (李科罗与郑经)、<郑氏的吕宋政策)、<康熙教士测绘台湾地图》、(天主教卷土重来》、(天主教
  的步伐》、(同治天主堂被毁案》、(民恶天主教人》等，收录于同氏著《教会史话》(一)(二)(台
  南:人光出版社。1990年)，(一)页143-158. 263-270;(二)页45-46.
1z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盾教会为例》，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未刊稿)，2003年.



景下罗借教会发展及教会的各层面，重点着眼于当代社会中罗膺教会。作者

利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一些可贵的文献，里面不乏日据时期的资料。此

论文对本文的完成助益甚大。

    郭文般以社会学方法着手研究，也有三篇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17《台湾

历史过程中的基督宗教:以天主教和长老教会为例》发表于“宗教传统与宗

教实践”研究会，《台湾天主教的本土化》于“社会科学理论与本土化”研

讨会宣读，《台湾天主教的政教关系》为行政院国科会1999年专题研究计划

报告。因《台湾历史过程中的基督宗教:以天主教和长老教会为例》与《台

湾天主教的本土化》为初稿性质，而《台湾天主教的政教关系》又是尚未发

表之计划报告。因此郭此3篇均未见于任何出版物，故此本人无缘得见，在

撰写本篇论文时亦未能加以引用。现在根据杨惠娥的介绍，对郭文般的这三

篇文章转介如下:

    郭文般的研究主要以社会学角度入手，如《台湾历史过程中的基督宗教:

以天主教和长老教会为例》一文，以社会大众、受教者的观点，来区别基督

宗教在台湾历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被看待。另外，《台湾天主教

的本土化》是教会礼仪、神学的一大课题，目前仅止于教会内对本位化的探

讨，真正有研究的学者仍不多。而政教问题更是今日天主教研究中尚未开发

的领域，《台湾天主教的政教关系》在此对于战后国民党与大陆来台之教会

领导人士之关系，有深入之分析，详明指出了天主教在 1950年代至1970

年代教务兴盛之有利政治因素的源由。除此之外，该文也提及70年代教会

面对当时政治环境，如对党外运动的看法与回应。如此，让外界了解到当时

天主教会也有所反应，而不只有长老教会一枝独秀，虽然天主教会因内部意

见不协调，所以反应不如长老教会。

    郭文般的研究可谓有十分的启发性。台湾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对比研究是

台湾天主教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新颖的课题。目前除上面所提的郭一文外，没

有相关的论著。郭从整个历史脉络来探讨台湾天主教和基督教各自的历史角

色，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对两者的联系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特点

未免有所忽视。清季和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和基督教除了各自在台发展外，

。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未刊稿)，2003年，页6e



之间还存在矛盾与竞争。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的现象，是有十分探讨价值的，

然直至现在，仍未有人专门提出并予以论述。
    台湾天主教的政教关系也是一个较新的研究点。目前学界涉及很少。从

杨惠娥的介绍来看，郭文般的研究是有开创意义的。不过除郭文般的研究时

间断限是1950-1970年代，对日据时期的天主教的政教关系未予探讨。关于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政教关系，目前没有相关的专著出现。翁伟志、

Willian Richardson在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新教，主要以长老会为

对象)有涉及一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信徒与仪式礼仪的研究

    对于台湾基督教信徒研究，是近年台湾学界逐渐兴起的一个热点，这正

是以前为人忽视的研究的空挡。这方面的研究，多以社会学、人类学为入手

点，针对某一信教家庭或信教聚落，利用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考辨，对教会信

徒各个层面进行探讨。而对信徒研究也往往带出对教会的仪式礼仪的探讨，

因为后者是前者信仰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近几年进行台湾天主教信徒研究的主要有杨嘉钦、刘益城、林鼎盛三人。

这三人的硕士论文均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杨嘉钦的硕论是以前金教会为研究对象。’‘本身为前金教会第五代信徒

的杨嘉钦，以前金教会聚落变迁为贯穿论述的主轴，先论述聚落变迁的始末，

在进一步讨论了其对教会及信徒的影响。不过该文未能讨论聚落变迁后信徒

和非信徒的关系的转变，未免有些缺憾。

    刘益城的硕论是以万金、赤山地区天主教众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6

刘首先从文献资料的解读和重构，深入地阐述了万金、赤山两地的族群的分

布及其活动，以期明了当地天主教众的背景身份;然后介绍了万金、赤山两

地天主教的传入和发展，探讨了万金圣母圣殿的组织和活动，着重介绍主保

瞻礼以及圣母游行的精彩过程，目的在于对万金圣母圣殿现今的发展作一详

“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之研究— 以台湾长老会为中心“895-1945))福建师范大学历史
  系硕论(未刊稿),2001年。Richardson, Willian. 1. Chritianity in Taiwan under扣panese Rule. 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 1971. Ph.D.Dissertation.231pp(纽约圣约翰若望大学博士论文，1971年)。
.，杨嘉钦，《高雄前金天主教聚落研究》(台南:成大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
场刘益城，《万金、赤山地区天主教众日常生活研究》(台南:台南师范学院乡土文化研究所硕论，
2003年)。



细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以生活方式为切入点，利用参与观察和访谈以及

问卷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万金、赤山两地教众的日常生活现状的各个

层面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刘益城的研究虽然着眼于万金、赤山地区天主教

的现状，对日据时期的教会和信徒状况鲜有述及，但其研究方法无疑十分具

有启发性。

    林鼎盛研究视野则锁定在罗膺教会的信徒，”采取人类学的角度切入

以田野采集到的资料，从天主教仪式出发，对信徒进行时间观、空间观人对

三个面向的记录，并加以探讨分析。林的研究、撰述立场己从传统传教史七

注在教会、传教士身上转移到信徒的生活的层面。不过该文以探讨人类学理

论和社群性质为目的，不是进行历史性讨论，因此对教会的历史、事件、人

物发展与变迁等历史课题，虽多有提及但非重点，对日据时期的教会更鲜毛

论述。本文在论述日据时期天主教会的各层面时，积极借鉴林鼎盛研究方法

但同时也顾及其不足并加以完善.

    除了以上三者外，杨惠娥在其硕论中也专门分章论述了信徒及仪式礼

仪，在研究比前三者有明显的进益。不过杨氏的硕论着眼于罗盾教会，所述

基本上是罗盾教会的现状，自然鲜有对日据时期有深入的专门的探讨。

    就专门的仪式礼仪的研究，目前台湾天主教仪式礼仪研究方向，大多偏

向于讨论仪式礼仪与本位化之关系。’，谢文琦就天主教丧礼进行研究，尝试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以及天主教神学及礼仪学的理论为基础，对台湾天

主教丧葬礼仪本地化之理论基础，和丧礼本地化之内涵与意义予以肯定。不

仅讨论丧礼仪式的内容与过程，进而评析台湾天主教丧葬礼仪礼的功能和意

义，并以新竹县横山九赞头天主堂“做七”为例，探究九赞头“做七”的基

础、内容与仪节，并评析仪式的价值.最后再次确定丧礼本地化的重要性。

可见谢氏所研究的仍着眼于当前的台湾天主教。

    综上可见，对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信徒的研究，只是个别在论述过程中

附带提及，还没有专论或者较深入的研究。日据时期，天主教信徒迅速W长夕

并且因应社会的变化，呈现出许多与前一期不同的特点。日据时期的天主教

的仪式礼仪虽然延续前期的做法，但由于信徒变化，仪式礼仪及节庆也兵有

17林鼎盛，《仪式与意义:以台海夭主教罗唇堂区为例》(台北:台大人类所硕论，2003年)o
.s谢文琦，《台湾天主教丧礼研究》(台北:辅大宗研所硕论，1992年).



特定不同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对于以上两者的研究，是有很大的空间和意

义的。

三、社会事业研究

    天主教在台湾社会服务方面，1945年之前仅有孤儿院、教会学校(静修

女中)两项事业，到1949年诸修会来台后才逐渐呈现多元化。因此，关龄天

主教之社会服务研究，多集中在战后时期的讨论。如李玲玲与张英阵之研究，

1.专论战后天主教在台湾所进行的社会服务事业。经研究显示，天主教的社

会服务模式随著台湾社会产生的问题与需求，而有所调整与转变，并且为满

足不同的需求，服务事业不断扩充，因而建构出一套完整又填密的行政服务

体系。

    此外，王顺民从非营利事业组织进行之研究，20大抵都紧扣着台湾社会

发展背景，针对天主教社会服务事业进行考察与设释。对于天主教社会服务

模式的转变，王顺民的研究结果与李玲玲、张英阵之研究相同，同样是肯定

天主教关照台湾社会变迁及其需求而作调整、修正。另一方面、王顺民还进

一步以储蓄互助社为对象进行研究，就天主教引进储蓄互助社，及早期储蓄

互助社作为天主教外围组织进行历史考察。

      对于日据时期天主教社会服务的研究或探讨，目前还未有相关的文章

出现.可见此方面也是日据时期研究的空缺.而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的孤

儿院事业和教育事业是该时期传教的重要的内容，因此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

考述分析。

四、天主教建筑研究

    在天主教建筑研究方面，有张政章、韩蕙芳、张志豪等人之研究。21张

19李玲玲，(台湾天主教的社会服务)，收录龄内政部编，《宗教论述专辑:社会服务篇》台北:内政
  部，1995年。张英阵.(天主教在台湾的社会服务)，载《社区发展季刊》第89期，2000年3月。
2”王顺民，(宗教关怀与社区服务的比较性论述:传统乡村型与现代都市型的对照>，《社区发展季刊》
  第39期(台北:内政部社区发展杂志社，2001年).王顺民，(战俊台湾宗教福利服务模式的探讨
  一西方宗教与本土宗教的对比)，载《思与言》第36卷第2期(台北:思与雷杂志社，2001年).
  王顺民，《当代台湾地区宗教类非营利组织的转型与发展》(台北:洪叶文化，2001年).
21张政章，《一九四五年以援台湾西部平原地区天主教教堂建筑之研究》(台中:东海大学建研所硕
  论，199工年).韩慈芳，《台湾天主教教堂礼仪空间形式研究一以台北市天主教教堂为例》(台北:
  台湾科技大学建筑所硕论，2001年).张志豪，《花束地区夭主教教堂建筑研究》(台南:成大建研



政章以1945年以后台湾西部各天主教堂进行研究，首开教会建筑研究之风

气。该文不仅建立台湾地区天主教教堂建筑的基本资料，并对支配教堂建筑

形式之影响因素内容进行初步的分析讨论。其中对影响教会建筑形式之支配

因素内容进行讨论，包括台湾地区之年代背景方面，教会本身之教廷中心，

地方教会组织，建堂神父三方面，及建筑专业方面等五部份。研究显示1945

年以后台湾西部平原地区天主教教堂，建筑形式呈现多元化，其原因在于支

配因素的多元化发展趋向.

    韩葱芳以教堂礼仪空间形式著手，论述过程中藉由天主教进入台湾的路

线与教务发展情况，提出天主教会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传教方法，并实践在教

堂建筑上，进而产生不同的空间形式与样貌。由此与张政章的研究相比，在

教会建筑上有深一层的研究贡献。至于张志豪之研究，则依循张政章研究模

式进行论述，从探讨花东地区天主教堂的发展概况，进而对支配教堂建筑发

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

    除了上述之研究成果，傅朝卿有一篇极为精简重要的文章值得提出。傅

朝卿以台南后壁警寮天主堂为研究对象，文中不仅讨论了早期天主教在台传

教，建堂之背景因素，研究成果也显示教堂建筑形式，风格，见证了天主教

在台传教历程，并阐明了台湾天主教藉由教堂建筑在教会本土化上的可能

性。

    至于日据时期天主教的建筑，由于此时期的教会建筑均延续上一时期，

在建造上没有什么特别显见的特点。上面几个学人在研究时已有附带述及。

本人认为日据时期是教会建筑应与清季一体研究，方有价值。基于此点，加

上有关建筑的资料的缺乏，因此本论文对日据时期的台湾天主教的建筑不予

讨论。

    回顾过去和现在，可以看出整个台湾天主教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

日据时期台湾的天主教研究，目前除了就涂敏正和里胁两个日据时期台湾天

主教人物的探讨外，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

所硕论，2002年)。傅朝卿，‘苦寮天主堂)，载《大地地理杂志》第153期(台北:大地地理，2000
年)，页17.



第三节 资料的运用

    与在华的耶稣会不同，西班牙道明会是个注重传教的热情，较不注重文

字传教的教派，所留下的资料相当有限。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曾留下大量的

书简论著，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的史料。然道明会会士不一样，留

下的文字记载不多，因此给后人的研究也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下面就本论

文主要运用的文献资料作一介绍。

    在台道明会传教士也一样，目前能看到只是道明会传教士留下的为数很

少的书信。这些书信一大部分发表在E1 Correo Sino-Annamitr、Missiones

Domincanas", El Siglio de las Missiones Dominicanas24等刊物，有的存于西
班牙、菲律宾、罗马教廷等地的档案馆里。Pablo Fernandez O. P.曾将这些书

信翻译英文并选辑成《OneHundredYears of Bominican Apolate in Formosa,

1858-1959)) 21，黄德宽把它译成中文出版，名为《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

士的百年耕耘》。本书辑录了道明会重返台岛以来至台湾光复前的69封道明

会士所写重要的传教信件及几篇的传教简史和一些当时报刊文摘，里面有近

一半为日据时期的资料.本文对道明会资料的利用，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这本

书。不过此书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有附有当时传教的统计数据。日据时期的台

湾天主教史料，除了道明会会士留下的书简外，日本官方的文件，如《台湾

事情》也载有一些，不过大多是很简单的记载，但 《台湾事情》对1915年

-1941年台湾天主教有精细的统计数据。此外当时的天主教报纸和年鉴，

如日文天主教半月刊《声》和日文天主教报纸《日本分卜9夕少新闻》对同

期的天主教在台活动也有些许报道，并有载有一些年度详细的统计数据:另

外，J.M. Planchet编的法文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26，对日据时期的台湾天主教有精细的统计。本文利用的另一重要史

22一月刊，创刊于1866，包含有许多在台湾传教的传教士写的信件及年度向马尼拉写的台湾教务报
  告。

n为在马德里编辑的月刊，创刊于1917年，也有一些信件.
2̀  1914年创刊，出版于西班牙的Bilbao.
2，主要从El Correo Sino-Annamita. Missiones Domincanas. Ult~ 三个刊物登载的台湾道明
  会信件中，分别摘要编辑而成的.本文以英文版为荃准，但译文主要参照黄德宽译书.
26 1916年为第一辑，本文利用收集到的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等六个年度的辑刊本
  所载的数据。



料是涂敏正的日记(1924̂-1950)，该日记录了日据中后期许多详细教会活动

情况，弥补这一时期史料的不足，且由于涂乃第一位本地籍神父，因此其日

记提供不同于道明会士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鲜为人知的资料。还有一个为本

文主要参考的重要史料是大国督编的日文的《台湾力卜夕夕小史》n，该书

记述了17世纪道明会首次入传台湾到1940年台湾天主教的传教经过，里面

有许多的日据时期天主教资料.由于该书主要是根据台湾第二任监牧杨多默

(Tomas de la hoz，任期为1920年至1941年)的口述的基础上编辑而成，

因此是研究日据时期的必不可少重要参考资料。以上这些都是研究日据时期

的台湾天主教珍贵的资料，也是本文所尽力利用的一部分宝贵资料。后人对

其它一些资料也进行了一些译介和整理，出版和发表了一些资料性的书籍和

文章，如徐敏正等人28。特别是各个教会出版的周年纪念册，里面有不少珍

贵的教会档案史料.另外许多教会报刊上也发表近年一些田野调查和新史料

发掘介绍，也是本文所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对本文的完成有着莫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本文还大量引用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教长老会的资料，以便以更为

宽阔的视角对日据时期的天主教会发展的状况进行关照。这也是与其它论述

台湾天主教的文章最大不同点之一。

第四节 论文架构

    基于目前所占有的资料，本文正文从五个方面对日据时期的台湾的天主

教进行探讨。

    第一章殖民军刀下的台湾。本章首先简要介绍1895年日本据台时台湾

的社会景况及之后的殖民统治，以期明了当时天主教所处的内外环境。然后

着重分析日据时期台湾殖民统治的宗教政策的沿革及其对在台基督教整体

27己由陈嘉陆译中文名为《天主教来台传教壹百年简史》，由高雄天主教道明会于1960年出版，本
  文利用的该书的网络版。陈嘉陆的译书里面有在人名上有不少毛病，中文也也有所欠缺.本文在
  引用时以大国督书为准，并有参照陈鑫陆的译文。
，涂敏正除了留有日记外，还撰写了《云林县的传教史》及《云林县方志》等文章，都是日据时期
  台海传教史的珍贵资料;1953涂敏正撰写了《天主教史》，除了收进 《云林县的传教史》外，还对
  天主教的教理教义、天主教的特点以及与新教的区别做一番阐述，体现其宗教观，因此 (夭主教
  史》是研究涂乃至日据时期及光复前后台湾天主教信徒宗教思想的重要文献。(参见 《云林文献》
  第二卷，第三期，第445页，中国方志丛书台湾地区第92号).



的影响。

    第二章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的传播。在第一章的基础上，以台湾政治社

会发展与变迁为入手，依照教会的发展脉络进行论述。首先追溯日据之前天

主教在台传教的历史过程，着重讨论了1895年日本据台时天主教在台的处

境;接着以此为基础，结合殖民宗教政策的变革，分三个阶段对日据时期天
主教在台的传播和发展进行阐述，着重论述在日本殖民政策下传教遭遇的困

难及应对的办法以及个阶段呈现出的特点。并从几个层面深入阐述当时台湾

天主教会与岛内基督教新教的竞争及对比，从另一角度来体现当时台湾天主

教的景况。

    第三章教会的经营。本章承接上一章的论述，以教会内部的景况为着眼

点，从传教人员、教会的团体组织、传教方法等三方面，对教会经营具有影

响力的因素进行论述。籍着上述三方面的讨论，试图建构出日据时期天主教

会在各个层面经营下的完整图像。

    第四章教会的信徒。信徒是教会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信仰与教会

对外形象的代表。因此本章讨论天主教之于信徒的作用，与信仰在信徒身上

的展现。为此，从日常显而易见的信仰生活、生命礼仪，进而分析信仰对信

徒的影响，并深入地探讨日据时期台湾信徒团体形成及所呈现的特点。

    第五章教会的社会事业。主要介绍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所办的两个社会

事业:慈善事业和教育。由于前人对日据时期的天主教社会服务未有过论述

介绍也极不周全。基于这一点，本章在对各种文献考辨的基础上，详

绍了日据时期天主教仅有的两项社会事业，论述了这些社会事业对传教和社

会的影响。



    我一直很惊讨，这些教友处在堕落的社会风气中，身边有那么多的诱惑和陷阱，

仍然能够度诚率主，不为所动.教友生活在 “现代的巴比伦”，而维持坚定的信仰，实

在令我感动.只有天主的恩惠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一一天父随时照拂他的选民.

                                            — 林茂才 1906.6.20

引 言

    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台湾岛上只有加拿大长老会、英国长老会以及西班

牙多明我会三个教派。日据时期，在日本人宗教自由政策之下，日本国内的

一切宗教，无论是基督新教、天主教、佛教、神道等一概传来。仅从日本传

来的基督教教派有:日本基督教会、日本圣公会、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救世

团 (又名救世军)、日本圣教会、日本美以美会、第七日再临团 (即安息日

会)等。从日本传入的天主教派别有:日本天主教、日本哈里斯特正教会(即

希腊正教会)。1926年又从大陆传入的真耶稣教。一时间岛上教派林立，各

派都积极采取措施争取信徒。

第一章 东方的巴比伦:殖民军刀下的台湾

    台湾，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美丽的岛屿，自古以来即为中国神圣的领土。

十六世纪葡萄牙殖民者经过台湾海峡，望见其岛上树木葱郁，景色秀美，不

禁发出一生感叹:"EL FORMOSA!"，即为“美丽之岛”的意思。今人称台湾

为“美丽岛”，即为此由来。然台湾在中国史册早有记载，为世人所知。大

陆先民老早就有人陆续渡海抵台，与台湾原著民一道共同开发宝岛，并交合

繁衍，形成台湾的早期人民。由于台湾地处战略要冲，明末以来，随着西方

的殖民势力的东扩台湾就成了列强凯靓和掠夺的目标。其中地处东洋海面上

的弹丸之地的日本，也几度对台湾蠢蠢欲动，早有侵吞的企图。1894-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终于遂了日本数百年的掠夺之梦。由于清政府战败，《马

关条约》的签定，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再度沦为异族的臣民，在

日本的殖民军刀下，被蹂晌达50年之久。兹就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地统治

作回顾。



第一节 台湾殖民统治历程概述

    1895年6月14日。日本海军大将、台湾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抵达台北，

17日下午，在旧巡抚衙门举行施政典礼，这一天以后被定为“始政纪念日”，

标志着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正式开始。

    为了确保殖民秩序的稳定，日本在岛内逐步建立起殖民统治机构与法律

体系。总督的独裁权力、特殊的警察统治和保甲制度，构成了日本殖民统治

的三大支柱。

    首先，日本政府赋予台湾总督以独裁的权力。1896年3月的《台湾总

督府条例》以及随后颁布的“关于在台湾施行法令之法律，’(简称“六三法”)，

赋予台湾总督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人民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1907年，替代“六三法”的“三一法”开始实施，但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

别。根据手中的权力，台湾总督发布了《匪徒惩罚令》、《台湾刑事令》、《法

院条例改正令》、《保甲条例》、《治安警察法》、《台湾新闻令》等一系列的律

令，台湾人稍有异动，就会受到严惩。如 1908年公布 《匪徒刑罚令》，对

抗日志士一律处以极刑:“不问何等目的，只要是纠众集伙而以暴行协迫之

手段达成目的者，皆构成匪徒之罪状，首魁及教唆者处以死刑、参与谋议者

或易任指挥者处以死刑、附和随从者或者为杂役者处以有期徒刑或重惩役.

反抗官吏或是军队处以死刑.”’

    其次，日本殖民者还充分运用警察机关这一暴力机器。在台湾，凡是同

老百姓直接有关的措施，都要通过誉察来执行。他们权力很大，对一般警务、

外事、户籍、保安、兵役、征役、防火、防空、防疫、风纪、卫生、征税、

派捐、经济管制、劝募公债、征求储蓄、强制收购土地，以至婚丧祭葬、演

戏娱乐，无所不管，横加干涉。

    再次，日本人还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移植到近代的台湾，并

加以强化。1898年的 《保甲条例》规定，所有台湾居民以十户为一甲，置

甲长一人;十甲为一保，置保正一人。保甲内的所有居民都要订立保甲规约，

互相保证遵守执行;如出现有“犯罪”行为，“保甲内人民负有连坐责任，’o

保甲制度的实质就是让台湾人民自相监视告密，以实现其“以台制台”的恶

毒目的。

，黄昭堂著，黄英哲译《台湾总督府》，(台)自由时代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在总督的独裁统治之下，建立理想的殖民体制是一贯不变基本的政策。

为达到此目的，总督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根据策略的演变，可以

分成三个时期，:

    一、绥抚时期，从1895年据台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

期的七任总督全部由武官出任，又称作武官总督时期。起初，台湾各地起义

风起云涌，总督府一面忙于武力镇压，一面全力建立 “殖民地体制”，部署

统治机构，“安抚”台民，完善殖民统治。同时竭力驱逐来自英美和中国大

陆的资本，肃清各种经营台湾的障碍，并强制推行旨在保护日本资本家利益
的各种政策措施，从而在广泛的社会经济方面完成对台湾的独占统治。

    二、同化政策时期，从1919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这一时期的九
任总督都是文人出任，又称为文官总督时期。在此期间，日本承一战之机，

坐收渔利，国力急速膨胀，挤身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它踌躇满志，对台湾经

营亦大有进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风靡世界的民主自由思想和民族自决思

潮，特别是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浪潮，有力地促进了台湾民族

民主运动的开展。日本人为顺利地进行统治，转而采取所谓‘旧 台一体”的

民族同化政策，大谈“一视同仁”、“内台一如”，高倡“内地延长主义”，并
实施骗人的“地方自治”，妄图用欺骗手段笼络台胞。

    三、皇民化时期，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到1945年台湾光复。此时期

台湾恢复武官总督执政，全面配合日本对外战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进

入战时体制。继而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在侵略战争中，日本人力、物力消耗

殆尽，急需台湾出人力供驱使，出兵员当炮灰，出物资供军需。为此日本殖

民当局大倡台人‘旧本化”，全力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从精神上消灭台

胞的民族意识，从生活上改变汉族的风俗习惯，从而全面动员台胞参战。

Z参考:田压，《宝岛百年— 日本殖民统治以来的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9-11页;
  王诗琅，《日人治台政策试探》，载黄富三、曹永和主编《台湾史论丛第一辑，(众文图书有限公司，
  1980年)，页345-347.



第二节 怀柔至压制:殖民宗教政策的沿革

    1895年，日军入侵台湾，在兵荒马乱中，焚毁了台湾著名的寺庙多座，

破坏神像不计其数。日军占领台湾后，为避免过度刺激民心，乃揭集信仰自

由的口号，对台湾民间宗教采取尊重的态度。等到殖民统治日渐稳固，台湾

人民反抗意识日趋薄弱，即积极利用台湾的宗教信仰，作为协助其殖民地统

治的工具。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愈趋快速，对外侵略扩张的白热化，

使得国家神道的发展走向极端，而台湾的固有的宗教亦遭到前所未有的破

坏。直到光复后，台岛才恢复宗教信仰的自由.

    日据前，岛上的宗教既有传统的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还有外国传

入的基督教与天主教。日据台后，日本本土各种宗教一概传来。在日本整个

治台政策的影响下，根据其特定的政治意图及宗教政策的演变，宗教政策可

以分三个时期:“放任、温存”时期 (1895-1915),“奖励、控制”时期

(1916-1930),“压制、消灭”时期 (1931一1945)。兹概述如后:

一“放任、温存”时期 (1895-1915):

    日据初期，台湾人民连连揭竿起义进行武装反抗。为了安定民心，日本

统治当局根据其“帝国宪法”保障信仰自由的条款，尊重台湾人的信仰自由。

对台湾的寺庙，原则上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

    1895年5月27日，第一任桦山总督在前往台湾赴任的途中，就已发表

“治台宣言”，采行恩威并施的方针来统治台湾，对于抵抗日军侵略的台湾

人民，予以排击消灭，对于一般顺民，则行绥抚。因此，桦山总督到任后，

即积极利用郑成功的信仰，图谋借着中国民族情绪达到其绥抚台民的目的。

此点可由桦山总督赠与延平郡主祀 “力挽回澜”的匾额一事得到证明。

    工896年1月18日，台湾总督府发表有关对台湾固有宫庙寺院保存的谕

告，其全文如下‘:

    “本岛固有之窗庙寺院等;子其建立虽有公私之别，但是其信仰车索之

结果，为德义之标准，秋序之本源，于保民治安上亦不可或缺.现在际于兵

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页84-85.
李嘉离，《日本治台— 宗教政策考(一)》(合)《派光》第128期.陈玲蓉前引书，页86.



务位惚之时，供于军用虽属势所难免，但须注意不得滥为损伤旧惯，尤其破

毁又像，散乱种器和具等行为，绝不容许肆意妄为.因此，今后应更注意保

存，如有暂供军用者，著即尽速恢复旧观，特此谕告.”

    第二任桂总督亦发表对台绥抚的训示，其内容如下:

    “内地之法律规则难须使之渐次普及于台湾，然相?之人情风俗若不分

彼我之别，而笠于同一法律规则之规范下，则不得无法免除两者之冲突，亦

不能达成安固人民生命财产之目的。因此，施行地方行政之际，亦应同时考

查各地之人情、风俗、语言，使之适用补法律规则。束令及律令之外，尚须

酌情规定例外，以达到法律则之目的。”，

    第三任乃木总督亦依循此训示，其施政方针中亦明白指出:

    “本岛土民对于祖先遗留下来之旧贯风俗，信仰颇深，几乎成为不文之

法度.其中，若有明?达反本国之定例而造成施政上之障碍者，固然应予废

止，但如辫发、缠足、衣帽之类，其是否更改，则一任土人之自由，又吸食

鸦片之恶习，须于一定之限制下，渐收其遇止之效果。其他痕美风俗，则应

多保存;以供施政之便一 石
    此外，日人的施政方针也见于明治天皇的训示，1898年8月2日，明

治天皇于京都对乃木总督颁下如下救语7:

    “台湾诸岛归附肤之版图，为日尚浅，其新附之民或有未能其安者;宜

视察民情旧惯，加以抚恤.”

    可见，几届总督的施政方针和明治天皇的训示乃是基于当时民心未定、

统治未稳，为减少民怨及统治的困难而发出的，是安抚妥协政策的表现.

    此外，该时期也确定了台湾的“殖民地”性格，即要在台湾发资本主义

的产业。出于这个目的，第四任总督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根据“生物学”原

则，进行“旧惯调查”，开始施行“旧惯温存”政策，对台湾的传统宗教采

取所谓比较温和的放任制度。后藤新平在台政策施行的“成功”，也使后继

的主政者沿袭他的政策，采取宗教“放任”、“温存”的策略。.

，扮巢敦哉.《台海统治回顾谈》(台湾赞察协会。昭和18年9月〕。页247-248.陈玲蓉前引书。第
  87页。

‘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页87.
7蔡铺堂，《日本据台时期的宗教政策— 奉祀大麻”及发行<神宫历>》，郑裸生主编《第二届中国政
  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台北，1991.页313-332.
‘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之研究— 以台湾长老会为中心(1895-1945年)》，福建师范大学硕
  士论文 (未刊稿)，2001年，页8.



    这一时期日本国家神道被引进台湾，并在台北建造象征日本统治台湾的

“总镇守”— 台湾神社，但在台日本人对此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因此，

初期的台湾宗教政策在明治天皇及各任总督的指示下，依照“尊重民意”的

基本方针而推行。于是，除了严重违反日本国内法律之外，台湾一般风俗及

信仰，都在总督府的绥抚政策之下而得以保存和发展。

二、“奖励、控制，，时期 (1915-1930)

    1915年，总督府对台湾宗教政策作了一些调整，这和“西来庵事件”

有关连m。日本认为，“台胞对本岛固有之宗教信念浓厚出乎意料之外，与社

会福利关系甚大，同时往往被好黯之徒，利用迷信以乘，不测之弊多。因此，

当局认为有调查其实情，研究适当措施之必要，以之作厘定宗教政策之参

考。”’‘1915年9月，宗教调查开始，由台湾总督府编修官兼翻译宫丸井圭

治郎等人，调查台湾宗教系统的沿革、教义、组织、系统及台胞信仰等，1919

年印行了《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准备在第二卷中对基督教等一些

宗教派别进行调查。不料，调查就此中断，有关基督教的调查没有进行。日

本政府一面进行宗教调查，一面在总督府设置社寺课，专司宗教调查辅导与

监督。1922年，总务长官向各州下了一道“通达”，对于台湾宗教教务所、

说教所、寺庙等之设立与废止，确立一基本方针:1.淫祠邪教 2.经营不确实

3.设立地及附近街庄之寺庙有供奉同一神佛 4.设立寺庙时，拥有相当资产之资金提

供者未足五十人 5.于同一市街庄内，同宗派、教派之教务所、说教所的设立等，均

须尽量避免。

    另一方面，总督府为顺利推展对台湾人的教化事业，经常推荐日人僧侣

担任台湾寺庙的住职或堂主，一则美其名为宗教交流，一则以监视控制台湾

人的宗教活动。’2与此同时，统治者鉴于台湾是以武力而夺得的殖民地，

蔡锦堂，《日本据台时期的宗教政策— 奉祀大麻即及发行《神宫历》》，郑裸生主编《第二届中国政
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台北:1991年)，页313-332.
西来庵事件.又称憔吧啤事件.或余清芳事件。由于受辛亥革命的影响.1914年余清芳等人利用
宗教信仰.以台南市的西来庵聚众密谋起事，但通日普发觉，余等率众转战喉吧哮 (今台南县玉
井).余等发谕告文，提出“恢复台湾，的口号，斗争约坚持一年，后邃到日方镇压。参阅参阅台
湾总督府法务部《台湾匪乱小史，，或程大学编译，《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档》，四辑八卷 (台湾省
文献委员会，1974-1976).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重修台湾省通志》卷3‘住民志·宗教篇》。
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页91.



加上民风保守，其历史背景、文化渊源都不同于是日本本土，若以强制的方

式改变其固有传统，必遭到强烈的反抗，于是制订各项法规与办法，将“神
道”与“宗教”分开管理。于是其对台湾的宗教政策便从“温存”、放任转

为调查、整顿。‘，

    虽然总督府在政策上作了调整，但此时期的信仰自由仍得以保证，而且

殖民当局还直接参与并“奖励”一些宗教活动.不过另有其用意。

    这一时期，由于勤俭努力，台湾人的经济状况渐见改善，殖民当局便企

图利用寺庙、神明来增长台人的迷信和浪费，图谋藉此阻止当台湾民族资本

的发展，并抑制台湾人学问、知识的提升，以谋求其殖民统治的利益。于是，

各寺庙的迎神祭典、建醛等宗教活动，不但未遭到总督府的取缔禁止，反而

被明来暗里地鼓励支持，因此，各式祭典极为铺张，殿宇亦大兴土木。例如:

1924年11月1日的台此妈祖庙建蘸，即在大稻埋地区举行盛大的祭典，长

达五日，可见其铺张浪费之情形。同时，统治者亦亲自参加民间各式宗教活

动，给予奖励支持，如每逢农历五月十三日迎城陛，历届台湾总督夫妇，必

亲临台北大稻埋郭某住宅，与民众共同参观霞海城陛庙的迎神行列，习以为

常，以示全力支持 “拜拜”的盛大举行.

    日人奖励迎神拜拜，鼓励各式宗教活动，其原因不外是:一、藉著敬神

宗教活动的参与来缩短统治者与一般人民的距离，并增进彼此间的感情;二、

透过宗教活动的友好行为，诱导台湾人民奖其注意力集中在有宗教信仰中，

以期淡化抗日的民族意识，坐收统治阶层的利益。14

    日据中期的宗教政策，就在这种“奖励”与“控制”的矛盾政策下而施

行。

三、“压制、消灭”时期 (1931一1945)

    1930年2月7日，总督府通令各州厅，须加强取缔未申请而建立的寺

庙、斋堂，以消弥滥设的弊风，并贯彻社寺行政。这一举措已显示出其排斥

台湾旧惯的决心。

.，蔡锦堂，《日本据台时期的宗教政策- 奉祀大麻”
  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页313.
“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卜

及发行<神宫历>，，郑裸生主编 《第二届中国

页89-9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台人对中日双方持何种态度，对于日本

殖民统治当局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1936年，新上任的台湾总督小林跻

造在一次内部演讲中忧心忡忡地说:‘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防上重

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

地居住的日本人(按指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忍想，情力谋私，

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扰如坐在火山

口上。”为了适应时局，他强调必须 “排除万难，不断致力于教化事业，使

之成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别无他径”，要求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力日本 “国

运兴隆”作贡献，力图通过灌输国民精神、振兴普通教育、纠正言语风俗等

手段来“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因此，把握台湾人民的思想动向，扫

除中国文化的影响，将台湾人民从汉民族一员同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忠实臣

民，防止他们响应祖国的抗战，利用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己

经成为摆在台湾总督府前巫待解决的一大课题。

    1937年之后的“皇民化运动”，可以说是解决这一课题的集中体现。“‘皇

民化运动’可以说是一种日本极力推行的同化运动，包括普及日本语、崇敬

神社、奖励为国动员的共同奉什工作、打破不属于日本人的风俗习惯等，其

运动的本体包罗万象，但是其完成则必须以‘信仰的皇民化’为必要条件。”

仍“所谓 ‘信仰的皇民化，，就是所有台湾人都瞻仰日本的神，赞美日本的神，

相信日本的惟神之道为无上的真道，并进而成为自己的生活规范、且将这规

范纳入实际生活中具体实行.因此在推翻旧信仰之前，必须确立一足以取代

旧信仰的 ‘对策，，而 ‘对策，施行之时，就是民主化运动的完成.”‘，由此

可见，皇民化运动，着重于思想信仰的改造，也就是以国家神道的思想来代

替台湾固有的宗教信仰。这里所说的“对策”，应是彻底消灭旧有信仰、推

展惟神之道的方式。’旧

    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人更强调“敬神崇祖”精神，也开始出现“国有

神社，家有神棚 (神完)”的口号。神社与神棚乃是在战争时期敬神的两大

支柱。在“国有神社”这个口号出来之后，则开始强调神社的建造、神社的

“峨国烽，《台海与台湾人》，研文堂，东京，1980年，页208;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页412.
16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制下的台湾宗教政策，，页230-231.
口白并朝吉、江间党吉著，‘皇民化运动》，东台湾新报社台北支局，昭和十四年十月。第 !0卜109
  页，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制下的台湾宗教政策，，页231.
1e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页231.



参拜、“奉仕”或者“神前结婚”。“家有神棚”则强调每个家庭要安置“大

麻”。“大麻”就是神符。这个神符是要放在“神棚”里面，早晚奉议祀。”

    在小林总督之前，台湾全岛已展开所谓“民风作兴运动”，要求奉把“神

宫大麻”.虽然“大麻”发行量虽然年年增加，但距“家家户户奉拜”的目
标尚远。小林为达成日本南进策略中的所谓使台湾成为南进基地的重大任

务，积极策划使台湾人无论在生活或精神方面都能够被“同化”(皇民化)

的活动。在1936年的“神宫大麻发行奉告祭及发行式”上，台湾小林总督

发表训辞:

    “我皇国之羊皇与敬神一体不二，崇敬神抵之念愈深.尊皇之赤诚便

愈益完美。崇敬神抵乃循祭祖大义，使日常生活更醇化，信仰更坚贞。换

言之，时皇祖举行皮敬的祭祀，实乃身为我皇民信念之根本.本岛官民亚

宜深思，无论所信宗教为何，每家应设神棚，安五‘神宫大麻’以为祭祖皇
祖之圣坛。”’。

    不论日本人在台湾推广神社或发行 “神宫大麻”，成效并不显著，究其

原因就在于拒绝接受者多以“信教自由”作为抗拒之藉口。但是这个最后防

线却为小林总督的“无论所信宗教为何”之辞所冲破。小林总督亲自参加“大

麻”发行式及提出训辞，其中首次提出“国体明征”的逻辑“敬神等于尊皇’、

并且强调无论所信宗教为何，各家应设神棚安奉“大麻”以为祭祀天皇的圣

坛。在此所谓“无论所信宗教为何”之一词实为这篇训辞之重点。自从发行

  “神宫大麻”以来，日本据台以来，台湾总督无视“信教自由”而公然倡导

国家神道的发言，此当为其首。2，自从发表这个训辞以后，国家神道在台湾

便“非属于宗教”，而是高踞“其他宗教”之上，故其地位等于己获得官方

之肯定。由于小林总督推动奉祀“大麻”的意志坚定，故各地方官员与神职
者也开始尽力配合，其他宗教，例如佛教会也不得不安奉 “神宫大麻”:并

劝导其信徒往奉祀它。m

19蔡锦堂主讲，《日据时期台湾之宗教政策》，《台湾风物，第42卷第4期，页118.
30《敬恢》十一卷门(1938.30，第8页)，蔡锦堂:旧本据台时期的宗教政策— 奉祀“神宫大麻”
  及发行<神宫历>》，郑裸生主编《第二届中国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页318.
”蔡锦堂，《日本据台时期的宗教政策— 奉祀“神宫大麻，及发行<神宫历》》，郑裸生主编《第二
  届中国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页318.
”准愉堂.哎日本抿合时期的宗教政黄一 奉祀“神宫大麻.，及发行<神宫历>》，郑裸生主编《第二

届中国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页319.



第三节 殖民统治对台湾基督宗教发展的影响

    随着日本在岛内统治的逐步确立，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应当指出，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带来了相当的契机。

    首先，基督教获得了日本统治者的认同。也许正因为在日台最初的冲突

中，基督教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所以此后基督教逐渐获得了日本统

治者的认同，“基督教的传道师经常受日本官员的邀请给那些完全由非基督

教徒的市民们组成的听众，时有关道德改革的问题发表演讲。基督教正逐步

被认为，是民族的宗教之一，也是一股有利于个人与国家公正的力量，而不

只是外国的宗教.”23

    梅甘雾牧师在《异教徒的心》一书中，也曾谈到，日据之初，彰化城的

城门在白天都有人站岗，晚上都要关门、如果不出示保证书或同类的代用品

  (token or guarantee)就无法进出。从乡下来的基督往那时常出示他们的

圣诗集，这也被哨兵认为是有效的通行证。24

    其次，教会的活动范围得以扩大。日本占领台湾后，并没有打算承认清

政府与外国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中所包含的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协定

关税、外国人的居住及拥有不动产等特权。但是为了使在台外国人安心，并

进而和列国维持和谐关系，日本决定让外国人继续享受这些特权的一部分。

清廷治台时期的开日港有安平、淡水二港，以及作为其附属开口港的打狗(高

雄)、基隆二港，实质上共有四港。日本政府除指定上述四港为开口港，可

以居住外，并准许外国人在开口港和台南居住从事商业。台湾总督的这个措

施，使外国人居住的范围扩大了。因为以前外国人仅限于居住在淡水、安平、

打狗三港的某些地区，现在基隆也可以了。台南城内大部分也改做“杂居区

域’，，同时把大稻埋当作淡水港的一部分而准许外国人在这里“杂居”。外国

人的居住空间比以前扩大了。’5

    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为稳定政局而颁布的一些政令也为基督教的发展

提供了条件.

Macleod. Duncan, The Island Beautiful,p217
Moody, Campbell N, The Heathen Herat; An Account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Gospel
among the Chinese of Formosa, Edinburgh and London,1907,p34.
黄昭堂著，贾葵哲译 ‘台油总普府》.自由时代出版社.198，年。Na 47.



    在社会风俗方面，特别是在妇女问题上.如对缠足，日本人比较宽容，

并不强求她们放脚，但在年青人中，就禁止缠足。上学的女孩的数目越来越

多，她们可以与男孩子自由自在地玩耍。妇女闭门不出的风气业已改变，年

青的妇女们也可以自由地外出，经常有些人和朋友来教堂听布道，这样没有

信教的妇女与信教妇女之间的交流，也增加了基督教的影响。对教会来说，

  “这是一个最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事实.”28

    在教育方面，日本人在岛内设立了众多的学校，要求适龄孩子都必须去

上学一这样就扫除文盲的障碍，在早些时候，台湾岛上 1000人中只有 6

个人可以阅读，无知的人数是惊人的，随着日本人公立学校在岛上的建立，

这些完全改变，环境对基督教信仰的快速传播非常有利，很明显地表现在诸

多方面:基督教书籍的梢售量、宗教小册子，和圣经章节(Bible Portions)

的分发数目都稳定增长。”2，

    在宗教信仰方面，日人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台民的信仰自由，并受到政

府的保护。这样使得人们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按自己心中所想行事，而不用

顾虑来自父辈、社会以及政治等各种权威的威胁。28在 1888年，台南医院

想在南部买一块地进行扩建，不料却因为当地人以会破坏“风水”而强烈反

对。在此后的7年中，双方进行不断的谈判，最终未果。但到了日据时期，

该事不费一点困难就解决了。.

    当然日本的统治也给基督教会带来了一些挑战。

    在清代，由于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传教士在台湾有各种的特权。但随着

政权的更替，传教士在清王朝统治下原有的特权也随之而逝。传教士已没有

了当初的种种便利，以查验护照之事为例，“当满清统治台湾时，他们从来

不会无缘无故的检查护照;我不记得，有任何清朝官吏曾生动和欧洲人攀谈

或查看护照.日本人正好相反，他们对护照最苛刻，绝不放弃任何检查护照

的机会，即使日本警察知道我们带了护照，他们还是要查看护照有没有过

期。”30

    在与日本官员打交道过程中，传教士碰到以往未曾遇到的不便:“使人

m Mecleodg, Duncan, The Island Beautiful,p220.
17 Macleod.  DUncan, The Island Beautiful, p213.
2e Macleod, Duncan, The Island Beautiful, p216.
”Band, E,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p130.
加Fr. Pablo Fernandez O.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台北光启出版
社.1991年，页151.



困恼的事就是日本警察的态度.·..一 个人除非事先报告从何处来、往何处

去，否则不能在城外过夜。⋯⋯除这一切外，还必须回答一些不相干的问题，

如: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情，非要出城不可?在外面要停留儿天?为什么还要

回来等等.”3，
    特权的失去，也对教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完全拉制本岛

事物后，传教士已不再有这个 ‘保护，的特权，日本人推行各种计划时，不

喜欢别人，尤其是欧洲人来千扰二”所以传教士感叹到 “现在不再有人来找

我们寻求保护了，如果有人来圣堂，那必定是天主引导他籍信仰的真光除去

迷信的黑暗。这也说明传教为什么进展那么慢，”32

    日本为了同化台人，积极在岛上推日语。传教士为了与当地台湾人交流

必须学本地方言，为了与不全懂台湾话的日本官员充分交流，又必须学习日

语.虽然在台的大部分人口都是讲台语，而且长老会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以汉

人为主.但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要使整个岛上的居民的身体、灵魂、精神“日

本化”，学日语就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巴克利曾指出“下一代传教士将必须

学习日语.”3;1在这一点上，后来也成了日本人千涉教会的一个借口。

    “在日本人的引进的现代教育中，西方非基督教的文化的输入正腐蚀着

人们精神上的信仰。学生们正学着来自反基督教哲学与科学的‘错误’结论，

而科学与基督教在日本的许多大学中被认为是对头冤家。但是大量的台湾学

生正在日本，通过他们这些思想都传入台湾。A99而且随着日本人的大量涌入，

在岛上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风气也有子很大的变化。进行赌博、偷窃和抽食鸦

片的人数不断下降，但在清王朝统治时期人们都不敢公开缥妓现在却成了正

当的，同时酗酒与抽烟现象也趋上升。1‘而且日本人在岛上兴建了大量的医

院，积极推广与强制执行公共卫生，这些措施也使基督教以医疗或关心公益

来吸收信徒的方法受到冲击。

Fr. PabID Fernandez O.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79.

Fr. Pablo Fernandez O.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52-153.

Hollington K.Tong, Christianity in Taiwan: A History, p54
Macleod, Duncan ,The Island Beautiful, p215.
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ese Korean and Formosa-Year book, 1921,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1921, 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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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耶稣的脚踪: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的传播

第一节 日据前天主教在台传播的简单回顾

    对于天主教开始传教于台湾，史界有不同看法。台湾第一位本地神父涂

敏正认为，天主教最早传入台湾是在明末万历四十七年 (1619)，由多明我

会神父传入的。‘而日本学者中村孝志则认为台湾天主教最初是由西班牙多

明我会会士马地涅(Bartolome Martinez,或称马蒂内)于于明天启六年(1626)

春传入的。2目前大部分的学者倾向后者的看法。3

    天启四年(1624)荷荷兰人入据台湾台南市安平一带，以菲律宾为根据

地之西班牙人，恐其对日贸易航线被荷人截断，遂于天启六年派兵入据台湾

北部之基隆，建筑圣萨尔瓦多城，设置炮台与教堂，谋久居之计。崇祯元年

(1628)，西班牙人进而侵入淡水，筑圣多明哥城;崇祯五年 (1632)并溯

淡水河进入台北盆地，一面打通台北至基隆航路，一面平服武湾等社 (今台

北县新庄一带)，此后西班牙人东向噶玛兰(宜兰平原)，南向台湾西海岸平

原积极发展。

    西班牙人占领台湾北部以后，与军队同行之神父马地涅 (Bartolome

Martinez)等四亦开始学习土著语言，并向土著传播天主教。西班牙天主教

在台湾迅速发展，引起占居台湾南部荷兰人之不满，遂起兵攻之。崇祯十五

年(1642)荷军围攻淡水，西班牙人不支投降，在各地传教之神职人员六名

被捕，天主教之第一阶段传教活动结束。这些信徒，后来大多接受荷兰人之

指挥，改宗基督教。

1涂敏正《天主教史》，《云林文献》第二卷，第三期，第445页，中国方志丛书台湾地区第92号。
2中村孝志著，赖永样译，《十七世纪西班牙人在台湾的布教》，中国方志丛书台湾地区第91号，台
  北文献丛辑 (二)，第219页，台北市文化委员会1952-56年编印。
，其实，马地涅早在1619年就曾来过台湾。1619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为保护与中国的贸易权益，
  派遣道明会玫瑰省会会长马地涅神父为使节前往中国福州，在回程中遇风浪漂流至台湾，该船机

  关长雅斯L(Gaspar de Numez).趁机登陆，对台湾岛上状况略作调查.待马地涅神父回到马尼拉后·
  即将此报告给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这个意外的收获让西班牙菲律宾政府与台湾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井促进日后道明会马地涅神父再次来到台湾。(参见陈嘉陆译，《天主教来台传教壹百年简史)
  高雄:天主教道明会，1960年出版。本文使用是网络版。)据目前文献大部分的文献来看，一般认
  为台湾天主教第一次正式传入是1626年，即马地涅第二次来台的时间，此次方为正式传教，因为
  第一次只是中途暂留，逗留时间很短。涂敏正显然是把第一次当作天主教入传时间.



    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旋即病逝，次年郑经嗣立，

听从陈废华建议，兴学校、建庙宇、禁淫祠。天主教非中国固有信仰，亦被

查禁。此后直至清咸丰八年(1858)，将近二百年间西洋宗教无法在台湾立

足。

    咸丰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天主教凭借条约的庇护得以正式

在华传教，台湾亦为通商口岸之一，西班牙天主教遂趁机再度传入，并在高

雄前金区建立第一所教堂。因当时台湾屡受英法等国炮舰侵凌，民间对西洋

宗教之传入有浓厚之抗拒心与排斥感，汉人信教者颇少。

    天主教以高雄为中心，一面南向屏东，一面则沿台湾西岸主要城市台南、

彰化、台中、台北、基隆一路发展上去。在日本据台前，天主教已在西部、

南北几个据点建立起基督教会，据1889年的教务统计当时有7座正式的教

堂(圣堂Church):万金天主堂、前金天主堂、山脚天主堂、台南天主堂、

沙仑仔天主堂、罗借天主堂、及和尚洲天主堂;另有三处传教所 (小圣堂

chapel):沟仔干传教所、老坤传教所、大稻程传教所;五位道明会神父(何

安慈、黎克勉、高煦能、雷赛逸、林茂德)。教徒信徒1100位。4

第二节 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传播

    1895年(光绪21年)日本据台以后。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仍继续传教，

教务不断进展。台湾天主教原隶福建教区，归于之厦门教区管辖，民国2

年7月，罗马教廷传信部通令成立台湾监牧区，并发表林茂才 ((Clemente

Fernandez)为第一任监牧.至民国30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人伤

令教会与外国宣道会断绝关系，旋由日人里浅次郎代理台湾地区监牧，天主

教之教务亦朝自主化发展，力图摆脱外国教会之控制。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

仍然主要为西班牙道明会。5这里就以多明我会为中心，来阐述日据时期台

江传德 《夭主教在台清》.页157-158。又:第二时期来台天主教传教士详见后面的附表六。
日据时期台湾的天主教，除了西班牙的道明会外。还有从日本传来日本哈里斯特正教会(即希腊正
教会)。哈里斯特是古代希腊语，意为“基督.，此教与罗马天主教略同，但不属于罗马天主教。
哈里斯特正教会系1914由日本传入，最初在客义东门外设置教会，之后又在万华新起街设立教会，
旋于民国II年废，仅剩燕义一教会，平时教会少有活动。据1933年台湾总督府统计.有教会一所，
司教一人.信徒日人152名，台人17名，总共仅I。名.“台湾省通志》卷二，页92b-93a.)从
现有文献看，日本哈里斯特正教会与在台的道明会并未有往来.本文所论迷的台湾天主教并不包
括日本哈里斯特正教会。



湾天主教发展的脉络。根据台湾天主教教会组织的发展及台湾殖民地宗教政

策的演变，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过渡时期

(1895-1913年)、快速发展时期 (1913-1937年)、阻滞时期 (1937-1945

年)。以下结合殖民宗教政策，对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进行分时期论述。

一 过渡时期 (1895-1913年)

    日本正式接管台湾初期，台湾各地不断发起反日抗暴运动，抗日的义军、

游击队与日军彼此战斗激烈。就连村庄也遭受摧毁，到处一片火海。城镇更

是风声鹤峡。传教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而停顿了下来。6其中对传教工作影响

最大的是，教会在1895-1897年间受日本殖民政府、台湾民众双方的怀疑，

处于两难的境地，因而遭受很大的伤害。

    一方面，台民怀疑教会勾结日军，认为传教士在给日本人当向导，帮日

本人占领台湾。当时台湾部分地方谣传基督徒与日军勾结，不时出现民众攻

击教会的事件。日本据台当年8月底，义兵进攻驻扎在斗六大林的日军，由

于武器不精，无法成功，“遂把一切都归咎于基督徒。散布谣言说教友为日

军做向导，指控我(高恒德神父)是前锋，而当时以去世的林茂德神父紧跟

在后”这些谣言 “激怒了台湾人，他们(台湾人)决定要致基督徒于死地，

有一部分教友事先得到警告，幸运的逃走，有些被处死，另外的被充做炮灰，

许多妇女受到凌辱”.，同年9月，黎克勉神父在大稻煌的报告说:

  “嘉义地区的教友们，受到黑旗军的野蛮的蹂确，情况凄惨非言语所能形

容.他们搜捕妇女，加以凌辱后就杀死.男人则被下到监狱，过着非人的生

活。一有战斗，就命他们做先锋，无一人幸免.

  不知道为什么，民众传言说教友私通日军，和日军合作，给他们精神和物

质的支援。黑旗军没有查明谣言真相，就派了一股匪徒进攻沙仑，掠夺圣堂，

并侵入教友住宅抢夺财物，屠杀了三十人，或许死亡的数目还更大.”“

    另一方面，日本殖民政府也怀疑基督徒唆使民众抗日，并诬告信徒联合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1.
'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7.
8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2-143.



反叛，认为 “欧洲人，是抗日事变的煽动者.他们(日本人)更相信抗日军

的武器和军火都是欧洲人供应的。”1895年7月斗六的日军被黑旗军打败，

不得不退往彰化。当时在斗六的高恒德 (即高煦能Francisco Giner)神父在

事发前几日调走。事后日人“认为高煦能神父嫌疑很大，他们(日本人)质

问说为什么上次发生反日事变时，高神父不在斗六?日本人一口咬定高神父

事先知道内情而离开.”日本殖民当局还籍以上理由，以拒发护照来为难教

会神父。由于日本发给外籍人士的护照只限用一年，而且只适用于往来台湾

本岛和澎湖间，并且对于护照的规定甚为严密，决不放弃任何检查护照的机

会，以查看护照是否过期，这种情形在满清统治并不常见。’

    在这两方的怀疑中，天主教遭受到巨大的损害，教务停滞无法开展，“教

友团体大部分被毁”，传教人员遭受创伤，’“信教人数不断减少。直至1896

年到1902年台人抗日基本停止为止，这期间仍不断有基督徒被双方杀死的

事情发生。当时日军为镇压抗日义军，在台湾各地进行“清庄”运动，有些

基督教徒也因此遭受屠杀:1896年 5月，日本人诬告三位天主教徒联合叛

变。“他们(日本人)假装开庭审判后，就将他们 (天主教徒)杀死了。””

    整个时期，天主教以中部地区受创最为严重，除了嘉义地区受到抗日黑

旗军的迫害外，在沙仑、斗六、斗南、树仔脚等处的教堂也被洗劫一空。只

有彰化地区的情况比较好.日军占领之后，局势逐渐平静下来。12同期在台

的英国长老会和加拿大长老会也遇到相同的困境。1895年10月14日台南

发生“麻豆惨案”，共有基督教男女信徒15名及非基督徒4名共19名，被

“受从嘉义撤出的败兵煽动”的麻豆村民所杀。’3在此之前，在打猫(今民

雄)有信徒林添丁、求道者2名、天主教徒1名亦被诬告为帮助日军而被村

民杀死。14 1895年12月18日，东部教会(长老会)的土库礼拜堂被日军

烧毁。巧与天主教不同的是，在这场冲突中，长老会北部的教会受创最为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9-151.
'0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8.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9.
"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3.
" Barclay's Reminiscences, quoted妙Band, op.cit.pp.91一 黄武东、徐谦信合编，赖永样增订《台湾
  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年谱》(台湾:人光出版社，1995年)，页89.
is黄武东，徐谦信合编，赖永祥增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年谱，(台湾人光出版社，1995年)，
  页吕日.

's Campell, Handbook, 475:12,闪79.黄武东、徐谦信合编，赖永样增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年
  谱》(台湾:人光出版社，1995年)，页91.



严重。据统计，北部长老会的信徒被杀和失踪者共735名，为日军强占教堂

有20所。16使长老会北部中会的教势在很长时间内难于恢复。

    表面上天主教和基督教受创地区和各地区的受创程度不一样，但实际上

是一致的。至1895年日本据台，天主教在北部台湾的开教不过八年的时间，

还处于开创时期，因此虽然也面临着十分严竣的局面(从当时淡水的教务报

告可看出)，但毕竟信徒人数很少，受到的冲击就小得多。而靠近北部的中

部教会，在1895年己具规模，形成一些天主教小聚落，因此随着日军的南

下，受到冲击就较大。基督教主要集中在南部和北部，中部相对较少。早在

1872年，加拿大长老会牧师偕钮理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通称马偕)

就开始以淡水为中心进行传教，并与次年首创台东长老教会，此为台湾北部

和东部的基督教会的嘴矢。17经过20多年努力布教，在日据前台湾北部的

长老教会己俨然大观，因此战争中受到的冲击就比较大。1893年，据偕牧

师统计，有教会60所，信徒2641名。到了1897年，根据大仪见的报告，

北部长老教的教会数虽然保持不变，但信徒却锐减至2132名。‘“相比之

下，南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 (长老会)受创就较轻。1894年南部长老会成

人信徒有1456人，到1895年统计时，仅少了11名，剩下1445名，过了一

年，成人信徒总数便又超过了战前，达到1466人。”通过对比可见，整个

台湾教会在战争遭遇的情形，与日军占领台湾情形是一致的。北部台湾教会

遭受巨大伤害，可能与日军初入台湾，对基督教的认识不明有关。2“而中

部天主教会相对南部较接近北部，因此便紧接北部遭受攻击。然而主要是来

自台民方面的攻击，这跟日军占领北部初期时传出的有关教会勾结日军谣言

有关。随着战事的推移，日军对基督教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加上义军不

断被打击，因此南部的教会伤害就少很多。

    随着日军对抗日力量的肃清，日本的殖民统治逐渐地落实下来，台湾的

局面也渐渐的稳定下来。日人对基督教逐渐有了认识之后，对基督徒就较少

16《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页600.
17《合湾省通志》，卷二，页136.
Is‘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页‘00.
w Campell. William,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1915. p382.
20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之研究一 以台湾长老会为中心(1895-1945))(福建师范大学历
  史系硕士毕业论文，2001年)，页17.



迫害，甚至对基督教徒有相当的信任，“新来的日本统治者发现接受基替教

的台湾人，过着道德的生活，勤劳，并没有像异教徒一样对政府官员，他们

在某种情况下对基督教徒有所照顾.”2，日军在镇压义军时，若发现是基督

徒的，便看作是善人，不予杀害.这从当时在台英国长老会牧师Moody,

Carnpell N.的记载可见一般:有的基督徒被指控为“盗贼”而被捕，便出

示《圣歌集》来证明自己是基督徒，日本人随意翻开书中的一些地方让其阅

读，证实无误便释放了他们;还有一些长老同样受到怀疑，但在他们正确复

述了十二使徒的名字后，也被释放了.22

    因此虽然在日台冲突中，有些信徒被杀，但基督教和日本殖民者的关系

还是比较和谐。原因除了日本统治者除了发现信教的比较不排斥新来的统治

者外，还与日本军队中也有一些基督徒有一定的关系。1895年10月4日，

日本军慰问使细川浏(Hosokawa Kiyoshi)牧师在基隆登岸后便访问了当地

一些台湾教会，当月6日抵澎湖后立即前往该地礼拜堂访问长老会传道师林

赤马，23这些对台湾教会影响不小。日本殖民统治阶层也有一些是基督徒，

比如第一任工业局局长新渡户稻造便为基督徒，其与后来第四任总督儿玉太

郎所倚重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腾新平同为乃木的左右手，并与后腾关系

密切.24日人与在台天主教会也所往来.日军在占据淡水时，对天主教会

不予侵犯.1895年7月6日，刚到淡水协助何安慈神父传教的年轻的传教

士林茂德神父在其信中写道:“有许多日本人来圣堂拜访我们.他们会写汉

字，所以可以用笔互相沟通。昨天有一名皇家卫士来访，他是教友，圣名若

望.我们成了朋友，希望有机会和谈中南部教友们的处境.”25因此这些日

本基督徒多少对殖民者对台湾基督教会的态度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此外，为了适应新形式的变化，基督教会也积极转变自身的立场和角色.

    新教长老会对时局的变化，应对较为主动。这与日本军队里的基督徒基

较多是新教教徒有关，比如前文提到的细川浏牧师。战时之初，这些日本基

21董显光Christianity in Taiwan: A History, Taipei, China Post, p.55.
a: Moody, Campell N, The Heathen Heart: An Account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Gospel among the Chinese
of Formosa. Edinburgh and London. 1907. p.34
。细川浏.《小麟回顾录》，页50·引.黄武东、徐谦信合编，赖永祥增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年
  谱》(台湾:人光出版社，19”年)，页87-88.
24田压，‘宝岛百年— 日本殖民统治以来的台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44.47.
”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2.



督徒和台湾基督教会便有些往来。而在1895年10月日军迫近台南城之际，

当月20日，长老教会传教士巴克礼及宋忠坚两位牧师携带台南城士绅的请

愿书，前往会见乃木将军，请求日军立刻进入无政府状态的台南城，以定民

心;翌晨，日军以巴、宋两牧师为向导和平地占领台南城。26此举对日后

台湾总督府对在台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采取的温和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长老会在民众中已有相当的影响。

    相比之下，天主教的对战时的形势的变化应对较为被动，大部分是坐等

形势的变化。南部虽然是天主教传教的重心，但主要集中在前金、万金一带

乡村，在台南、高雄城内的教势显然不及长老会，在民众的影响较小。战争

一开始，由于时局不明朗，天主教传教士对教会的处境忧心忡忡。虽然日军

在占据淡水时，对教会表现出友善的举动，何安慈神父1895年9月在淡水

写的报告中仍表露了这份忧虑:“仃立马关条约及日本占领台湾后，会有什

么样的变化，目前还很难说，但4;4乎不太乐观。n 27这代表了战时天主教会

许多人的想法。但随后日军对基督教徒较为友善的态度，使天主教徒稍稍定

了心。特别是中部大部分教会受到义军的冲击时，而彰化地区由于日军进驻，

情况较好:

      “彰化地区的情况比较好，自从日军占领后，一切都很平静.如果日军

节节胜利，终有平静的一天.可是如果他们战败，我(黎克勉神父)担心遭

受严厉的报复，对基替徒也不利.”28

    可见林茂德神父积极与日军信徒的交往，并向对方表露了对中南部教会

的关怀，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林茂德还希望在日军占领后有一番的作为，

并信心百倍的认为他可以在几个月内学会日文并和日本当局建立友好关系

以推展传教工作。遗憾的是，林茂德构想还未来得及实践便于当年 7月7

日患病去世，其刚从厦门返回台湾不久。可见战时天主教会倾向于认同日本

殖民者，并寄希望于日本统治之后能给教会发展带来契机。天主教徒对新的

殖民者持此态度是与天主教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有关的。天主教会是世界

性的宗教，一般标榜不参与政治，他们关心的是能否有个安定的传教环境，

m Barclay's Remiscences, quoted妙Band, op.cit., p99-102黄武东、徐谦信合编，赖永祥增订《台湾基
  督长老教会历史年潜》(台滴:人光出版社，1995年》，页89.
n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
a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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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在于统治者是谁。清朝时期，由于基督教是挟不平等条约传入中国，台

湾天主教也不例外。因此清统时期，天主教在台湾的传播遭受到极大的排斥，

在一般的台湾人眼里，天主教终难脱洋教色彩。日本据台初期，天主教受到

诬告、迫害，即便是‘。大家原本相处很平安、很和谐的”，29此时也是成为
众矢之的，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传教士就寄希望予新来的日本殖民者。而

日本领台后一系列措施，使天主教似乎看到了希望。“也许，日本人控制全

岛后，会使传教工作容易些.他们已经表示不喜欢中国人的迷信，开始有计

划的破除工作，那么我们将可能少一些阻碍了‘”3。高恒德神父于1895年

11月在前金不无希望地写道。而这时，日军已控制了台岛大部分地区。

    1895-1897年间，台湾时局特别动乱的期间，台湾天主教教会主要由西

班牙籍神父李嘉禄(Ramon Colomer)、何安慈(Celedonio Arranz),黎克勉

  (Isidoro Clemente)、高煦能(Francisco Giner)四位神父照料，加上前面提

及于1895年重返台湾的林茂德(Nernesio Femandez)神父。林为年轻的神父，

对台湾教会的未来有许多构想，在台天主教会曾寄予很大希望，可惜抵台工

作不久便因病逝世。1895年间来台还有白若瑟(Jose Alvarez)、良雅约(Leon

Gallo )。这些神父对动荡时期天主教会，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之后，马守仁

  (Manuel Prat)、多玛斯(Tomas Pascual),洪罗烈(Angel Rodriguez )、良

伯铎(Predro Prat)在1898年间相继来台，传教队伍得以充实。随着局面的

日趋稳定和神父陆续来台，1896年以后，台岛各地渐次恢复传教。1895年

-1913年台湾教区成立前，整个过渡时期教务发展比较稳定，呈现出动荡过

后和新政权下恢复传教的诸多特色.传教拓展较快的仍集中在中部彰化一

带。 现把过渡时期堂区发展概况A* 如于.伟l1成表2-2-1.(见反40.)

以看出，此时期的整个台湾的天主教会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特色。

前期10年(1895-1905)的台湾天主教会发展相当缓慢。特别在头5年，教

务基本没有拓展.只在1897年间发展了员林、鹿寮、树仔脚等三处，便没

有其他新的传教点出现。1903年，马守仁在寄自罗盾的教务报告中就苦恼

的写道:32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6.
w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48.
31方蔽，(台鸿天主教史略)(初稿)，暇《台南文化(旧刊)》卷二第2期，中国方志丛书合湾地区
  第.Y.:号.页45.
'=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52.



  + ii)台湾五年来，首次提笔向您(指菲律宾道明会玫瑰省会会长)问

候⋯ ⋯说实在的，这里(指罗屠)的情形与别的的地方差不多.以前我

没写信，因为实在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种种外在因素限制，使我们不

能事事如意。’，

  “，二我觉得传教进展很慢二，⋯为本地人要得永恒的信仰真光是相当不

容易的.”

    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教会刚遭受打击，元气大伤，一时难以恢复过来。日本据台初期，

台湾天主教会遭到严重的破坏。中部地区受创最为严重，除了嘉义地区受到

抗日黑旗军的迫害外，在沙仑、斗六、斗南、树仔脚等处的教堂也被洗劫一

空。1895年抗日义军与日军在埔姜仑激战，埔姜仑的教会也遭到灭顶之灾，

直到1905年仍未完全重建。”其他各地也相差无几。然而人祸过后，又来

天灾。1902年，罗膺地区发生30年来未有过的大地震，教会损失惨重。34真

是漏屋又遭连夜雨。因此，等一切较为稳定下来后，教会的当务之急便是重

整原有的堂区，联络和安抚失散的信徒。

    二是传教人员及资金的缺乏。 留在台神父只有李嘉禄 (Ramon

Colomer )、何安慈 (Celedonio Arranz).黎克勉 (Isidoro Clemente)、高煦能

(Francisco Giner)四位神父。1895年重返台湾的年轻的神父林茂德(Nemesio

Fernandez)，对台湾教会的未来有许多构想，在台天主教会曾寄予很大希望。

可惜抵台不久便因病逝世。1895年间来台还有白若瑟 (Jose Alvarez)良雅

约 (Leon Gallo)。之后，马守仁 (Manuel Prat)、多玛斯 (Tomas Pascual ).

洪罗烈(Angel Rodriguez )、良伯铎(Predro Prat)在1898年间相继来台。
这些神父在此期间主要的工作还是旧堂区的建设。由于传教人员的缺乏，仅

有的几位神父不得不各地来回跑动，没有固定的传教地区。1898年，马守

仁抵台后，便奔波于各处，协助恢复教务的开展，先是在北部呆了三年多，

后到中部呆了半年，直到1903年初才调到原本被指派的堂区— 罗膺，时

隔5年左右.”传教人员不固定往往会影响教务的进展。而且，新来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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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台湾的环境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教务的进展也因此受到制约。此外，经

费的短缺，也影响传教的一个很大的因素。1902年，遭地震损坏的罗膺天

主教教堂，由于经费不足，只修了个屋顶。另外，生活费用的不断攀升，使

经费短缺的问题更加严重。36有限的人力和物力，使传教的开展处于瓶颈

状态。

    三是教会对新来的统治者还抱有疑虑的态度。虽然殖民政府声明不干

涉台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对任何宗教都无偏积”，但“有些下层的官燎，似

乎羞辱或麻烦教会为乐事.1) 37并且在日本本土，基督教实际上仍处于受敌

视的状态，直到1899年，政府才在内务省第42号令正式承认基督教的合法

性。因此，虽然日据初实行宗教自由，在台教会不免还被笼罩在总督府惺惺

作态背后的反教阴影之下。1897年还发生了“护照风波”，38就表明了这一

点。日本殖民政府也明显出对在台的传教士不欢迎的姿态。39这些促使教

会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四是台民对教会态度   战争期间的谣言的影响还未消失，部分台民仍

对天主教会抱有偏见40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大部分人则持冷漠的态度41。另

外有些台民对日本殖民者的宗教政策还不了解，因此不敢贸然加入教会。

    五是教会原有吸引信徒的一些诱因消失。在清统时期，在一般中国人

眼里，教会是外国势力的象征。虽然教会为此遭到民众的攻击，被斥为洋教，

但也有不少信徒为求教会保护或其它世俗原因而入教，“每当有大量阪依者

或民众的突然热心的时候，常是因为世俗的动机，甚至是自私的理由，也许

神父对他们有好处，或相信神父会保护他们.”这在台湾是屡见不鲜的。“但

自从日本人占领台湾以来，即使这种错误动机的信仰也荡然无存了.日本完

全拉制本岛事物后，传教士已不再有这个 ‘保护’特权，⋯⋯现在不再有人

来找我们的神父寻求保护了.”42日本据台后，极力排挤各国在台的势力，

以西方列强为背景的教会昔日的一些光环不复存在，一些台湾民众也就失去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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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入教的兴趣。

    这五点原因也是整个过度阶段教会呈现出诸多特点的原因。只是在前期

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随着殖民政府统治日渐稳定，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

这五个因素也有所转化。1899年7月，日本内务省第41号令“关于神佛道

以外的宗教宣布及堂宇会堂等之规定”中，基督教经过多年的劫难，终于在

日本的本土获得了合法性。43当年12月，由53条条款构成的“宗教法案”

在第14回帝国会议贵族院中被提出，指出国家尊重信仰自由而给与所有的

宗教平等的的待遇，但是国家对宗教的表现于外的行为，则采取监督、取缔

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对佛教、基督教及教派神道采取相同的对待

方式，虽然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基督教敌对的态度真正的改变，并且后来该法

案因佛教势力的反对而以少数票遭否决，但毕竟顾及了宪法信仰自由的规

定。礴礴日本政府这些“宗教信仰自由”的相关法律条文的相继出台和实施，

进一步保障了日本据台初提出台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有助于消除教会和

民众的疑虑，同时客观上也对教会的保护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加上传教士陆

续来台，传教队伍不断扩充外，早一些抵台的传教士适应了台湾的环境 (如

语言、气候等)。因此教务便稳步的拓展开了。

    从1900年始至1905年，天主教会的发展开始略有起色。1900年开始

从大陆来的传道姑 (称姑婆)及1903年开始从菲律宾来台的道明会修女的

加入，有力的支援了传教队伍。1902年台湾教区长黎克勉巡视时重新修筑

台北和尚州 (芦洲)天主教堂，促进北部台湾的教务恢复和发展，1905年

建立新化 (台南)，南部台湾的教务取得了实质的进展。此间还新建了埔姜

仑教堂 (1900年)和重新设立沙仑仔 (1903年)和西螺 (1905年)两处传

道所。这处传教点的重新建立，对台湾中部教务的回转起关键性的作用。以

上几处传教点的开拓发展，可以说是过渡期的转折点.

1903年开始，结合日本殖民统治以来社会变化的情况，教会开始总结

传教得失和传教方法。

43日本在1873年就除去禁教的旗帜，但朱予正式的承认，只是采取默认的态度，见陈玲蓉，《日据
  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台北:自立晚报社.1992年)，页38.

N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泊下的台湾宗教政策》(台北:自立晚报社，1992年)，页43-45.



    经过几年的布教，新来的传教士感到教务进展相当的缓慢。这不免使他

们不安和焦躁。针对这种情况，鉴于自身布道的经验及借鉴同期在台布教的

英、加长老会在台布教的成功的经验，传教士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建立新的传教地区。传教士体会到，局限于原有的堂区，教务是

很难得到拓展的。因此，基于几年的传教经验，马守仁神父在 1903年的教

务报告中指，“要使传教工作更有活力的话，必须扩展传教区。”45这个提

议很快便付诸实践。从1905年开始，除了在原有传教点设立传道所和建立

教堂外，许多地方相继快速地建立新的传教点。(见表2-2-1)

    二、新的布道方法的提出。天主教早在1866年就传入台南，但台南的

教务情况十分不尽人意。杜尔默神父认为原因有几点:一是民众难以放卯‘旧

有的恶习”、“迷信”和“拜拜”;二是民众对天主教抱有偏见。耳6所谓“旧

有的恶习”、“迷信”和“拜拜”，自然指的是台湾人固有的传统宗教信仰，

如信仰佛教、道教、尤其是民间宗教。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杜尔默认为，

要是台湾人放弃这些“恶习”，抛弃“偏见”，从而成为“真正信仰的子女”

还是很有希望的。通过他在台南的传教经验，他提出了在台南这样人口比较

多的市镇的布教方法:

    “我们的秘诀是不要很着急的想他们(台湾人)传教。.，⋯如果我们和

外界保持隔离的态度，民众反而会来找我们。⋯⋯他们会自动来诸我们到他

们家去，或彼此谈些有趣的事.⋯⋯闻风而来的民众就挤满了座子。这时，

真是布教的理想时刻，我们设法将话题慢慢的转到有关信仰的问题上面，他

们都仔细地倾听，并会提出意见，而得到更多的光照，交谈愈多，效果愈

好.⋯⋯在讲道中，我们不错过任何光荣天主、解释信仰的机会.”47

同时，杜尔默特别提醒讲道时要特别注意不要说错话，哪怕是一句无心的话，

都会引起全部人的敌视甚至是永远的偏见。这种采用以退为进，消除对方的

敌视态度和偏见，抓住民众的好奇心理的布教方法，使杜尔默的布教获得很

好的效果。可见，在日据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教会原有的优势丧失，

于是寻求新的布教方法。这种顺应社会心态、注重心理战术的布教方式，体

现教会传教策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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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始重视文字事工。 由于在台的新教 (长老会)利用发行报纸、

印刷传教书籍和传单，对教会的宣传和发展起到显著的效果。这对天主教刺

激很大。杜尔默在 1903年台南的教务报告中，对台南长老会拥有一部印刷

机羡慕不己，于是向玫瑰省会表明拥有一部印刷机的重要性和愿望。次年

(1904年)，马尼拉圣托马斯大学的巴雅神父((Paya)便给在台的道明会送了
一部小印刷机，大大方便了传教，促进了教务的进展.48除了印刷事业外，

部分的传教士传教之余也从事翻译和创作.高恒德在1905的教务报告中提

到，有一位神父正在努力编写西斑牙一汉文字典，另有一位正在翻译有关亨

利八世的书，而他已翻译有一些文章，诸如:有关真正教会的四大特征，十

六世纪基督教的起源、马丁路德的生平事迹等等。很明显这位传教士翻译这

些文章，很大原因是为帮助教徒或普通民众认清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魂9

    四、扩充传教人员。如前所述，传教人员的短缺一直是束缚教会的发

展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03年马守仁在罗膺成立传道师养成

所，开始招收台湾子弟培养本地传道员。此外，为了方便对妇孺传教，道明

会神父于1900年开始从厦门教区带了2位姑婆 (女传道，与战后的女传道

员略有不同，故战前女传道本文一律称姑婆)来台。1903年，道明会向菲

律宾圣道明传教女修会(Religious Missionaries of St. Dominic，以下简称圣

道明女修会)，5“请求派遣修女来台协助传教。应此要求，1903年约瑟修女

(Sr.Mo.Josepha)来台，随即接任孤儿院为第三任院长。圣道明修女会来台

主要协助孤儿院。这些女传道员和道明会修女的加盟，有力的充实了传教队

伍。

    五、积极地与日本人建立和谐的关系. 日本据台后，传教士逐渐的意

识到殖民政府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认识到当局不喜欢“欧洲人”干预其决

策，于是采取一种配合当局的姿态。日据时期，殖民政府在各地遍设警察，

监视民众。传教士外出传教必须对其汇报，这传教带来了麻烦;但传教士还

是配合警察，并未像在清统时期那样向当局提出抗议。马守仁还认为日本人

都表现得很好，从未骚扰过传教士的工作。“不过传教士也意识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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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一些措施如在台湾推行新的宗教信仰、灌输新的习俗带给传教带来

一些新的问题。为此，为了取得日本人的认同，林茂才认为传教士事先要作

好特别的准备，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学识，因为“欧洲人如果受过好的教育，

知识渊博，就很容易为他们(日本人)信服.相反的，如果只会说自己国家

的语言，日本人则会视他为无知而轻视他，不与他为伍.� 52

    经过传教策略的调整及前面几年的努力，从 1905年起，台湾教会进入

全面的恢复时期，传教事业有了实质拓展。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台湾的民众开始转变对教会的看法.教会和民众逐渐建立和谐的

关系。1906年白斐理在信中写道:

    “最值得安慰的是，我发现传教士很受中国人的尊敬，教友视他们为精

神上的父亲，待之于一种特别的礼貌，甚于对待亲生父亲。一般的人对神父

也很客气、尊敬。”5」

    白斐理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人喜好和和气气的缘故，也可能是东方人固有

的习惯，或是别的因素.虽然白斐理多方揣测，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神父受

到普遍的尊敬是事实:也正因为这样，传教士才能过平静的日子，可以自由

的传教，不受到任何人的千涉。

二、与殖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逐步增强。 白斐理在信写中也提到这点:

“连日本政府对天主教和传教士也很尊敬。”白斐理还进一步点出个中原由:

“事实上，他们考虑的是，天主教对社会有益处，且在老百姓遭受灾祸时，

是他们的慰籍。所以日本人宣布天主教是三个官方核准的宗教之一。”当时

日本虽然外表友善，但内心还是怨恨甚至想伤害天主教会和传教士。马守仁

在教务报告中对此持否定的态度，虽然他也提到日本普察对他们传教造成一

些麻烦，他认为日本人都表现得很好，从未骚扰过传教士的工作。54不过

从马守仁这个教务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天主教会对殖民统治者存在两种

看法.一个是疑虑，另一个则是积极地认同殖民政府。新来的传教士较多持

后者的看法，比如白斐理、马守仁、还有后来成为台湾首任监牧的林茂才。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73.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68.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78.



天主教会与当局这种复杂的关系进一步体现在大稻埋天主教重建事件。55

    三、传教区发展及新的传教点的建立。虽然1906年，台湾发生一连串

的地震，中、南部的教会如打狗(高雄)、树仔脚、斗六及罗膺颇受影响，56

但教会很快地调整过来，从1906年开始接下的几年间，新的传教点和教堂、

传道所陆续建立。过渡时期台湾天主教会的拓展主要集中在台湾北部和中

部，特别是中部地区，发展最快。(详见表2-2=1)

    至民国2年 (1913年)7月19日台湾教区成立为止，全岛共有临时圣

堂18座，传道所21所，传道师养成所1所。传教士 (又称宣教师)8名，

童贞女(修女)3名，传道师20名，传道姑 (又称姑婆)9名。信徒3438

人，其中高雄地区630人，屏东万金赤山地区760人，台南地区93人，埔

姜仑地区367人，树子脚地区328人，田中地区276人，罗詹地区436人，

大稻埋地区454人，淡水地区88人。57

表2-2-1  1895-1913年新建立的传教点、教堂、传道所

时

间
初传地区 新建级堂、传过所 备 注

1897

员林 irf时圣堂 并设司祭馆、传道所，陈沛然传道便是此堂区的最初信徒。

鹿寮 传道所 1897年由该地一木匠引入，林齐德传道员负责传教.

斗六树子脚

该村一村民于当年开始研究要理，后把其住宅充作修道所 求道者日众，该

氏便前往他里雾请洪神父赴该村传教，洪神父把他里雾交给吴达查掌管.便

亲往并住该村传教，井子1904年建一木构教堂。

1900
土库埔姜仑

教堂

早在1877年就已传入，1895年战时许多信徒聚居该处，1897年

希烈神父在该处设住所。1900年建教堂，初由洪神父代为本堂。

1902
和尚州天主堂

(重建)

即芦洲二886年传入该地，1898年临时圣堂被洪水冲毁，教务

因此陷于停顿，1902年厦门主教黎克勉巡视时重新修筑.

1903 沙仑仔传道所

1876年传入，1895年先有白若瑟神父常赴该处传教。后马守仁

于 1903年建一竹造的简陋传道所。后该村因屡遭洪水摧毁而迁

往离田中村西北五、六十丈高地，即后来的大新。

1905 大埔下埠头 建教堂一座。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72. 184-188,
A大国督编，《台湾力卜i少小史》，页353一54.
”大国督编，《台湾A hi，小史，，页287-288.



台南新化 杜尔默常至该处传教。

西螺传道所

1882年便传入西螺，但因传教人员不足，未能实现正式传教;

1905年在西螺附近小茄冬村，有树仔脚派出的传道师来此传教，

并设一传道所，后1934年转移至西螺。

1906

大稻煌天主

堂(重建)

1905年新店人林坤，因素与长老教传道师莆安居不睦，乃改宗天主教，并劝

安坑庄庄人陈员外数名，请何安慈来此地建教堂，初借民家讲道.1906年林

茂才在大格埋新店街盆建天主堂.教友增至 100名左右.

淡水教堂(重建)
1895年即传入(在日据台前).1906年重建教堂并设有司祭馆及传

道所，林茂才负贵建立，经费由厦门主教黎克勉拨款800元。

田中大新
沙仑仔村民振到大新后，其中四家族的信徒亦搬到该地，经闪佑

道努力，于附近获近百信徒，形成大新小教区。

1907 台南长与教堂 最初信徒为郑用一族人.后经传道师江高麟、黄茂盛宣传，方建此教堂.

190! 三水鼻仔头 建有传道所一所。

1910

员林教堂
原员林临时教堂因林茂德神父事件被烧毁，后1903年租一民房

暂作传道所。因信徒增加，由马守仁出面在市中心购地建堂.

基隆 山子脚传道所 林茂才建立。

蕃子田 在彰化地区，19功年洪罗列初来传教。

台中胡芦墩
即登原.此传教点后遭废撤，1914年罗盾马守仁巡视台中，于

靠街市中心购房做传道所，才恢复传教。

新店、士林 1910-1914年间，林启明神父于新店与士林设立两处传道所传教.

后因靠近台北，求道者人心虚浮而废止。

1911
林纪埔 即竹山.1911起两年间洪罗烈探入该地附近传教，后在该地建一传通所.

劳水坑 传道所 洪罗烈传入，与竹山同时，初借求道者住家，后正式设传道所.

士的百年耕耘》，页156-186;大国督编，《台湾A h 7 0小史〕，台北:衫田书店，昭和16年。

略有订正。

二、发展时期 (1913-1936年)

    日据初期，台湾天主教还隶属于厦门教区，直到1913年7月19日才成

立台湾监牧区(Precfectura Apostolica de FORMOSA)，从福建厦门教区独立
出来。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原有的宗教及基督宗教，原则上一律不干涉，采

取容忍、放任自由的的态度。5“因此天主教天主教不曾再受到太大的阻挠，

”蔡锦堂，《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宗教政策》(东京:同成社，1994年)，页15.



传教工作进展顺利。但整个日据时期，日本统治台湾的政策的本质是同化政

策，台湾隶属于厦门教区时，天主教始终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这对逐步进

行同化主义政策，尤其是提倡“内地延长主义”的日本殖民政府来言，是相

当敏感和排斥的，加上台湾与厦门在政治上分属中、日两个不同的国家，所

以在教务联系上给道明会传教士带来些许困扰。为了方便传教，道明会神父

希望台湾从厦门教区独立出来。终于1913年7月19日奉教廷传信部通令，

台湾自厦门教区独立为台湾监牧区。1913年台湾监牧的成立是过渡时期台

湾天主教会的转型完成的一个标志。表明台湾天主教会开始全面纳入殖民统

治系统。日据时期，台湾监牧区的监牧共有3任监牧:第1任监牧林牧才

  (Clemente Femandez )，西班牙籍道明会士，任期1913年至1920年。第二

任监牧为杨多默 (Tomas de la hoz )，西班牙籍道明会士，任期是1920年至

1941年，第3任为里胁浅次郎((Joseph Satowaki)，日本籍，任期1941年至

1946年4月。基本上担任监牧者都是待在台湾的道明会士，唯一特别的是

第3任监牧里胁浅次郎，为从日本来的日籍非道明会士。

    1913年至 1936年，这24年间，在台的天主教会基本上是处于平稳且

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

    1913年左右，天主教完成了过渡时期的转型，教会各方面发展都呈现

出新的态势。特别是此时正处于殖民统治政策稳定的时期，“宗教自由”的

口号得以提倡，日本也与欧美的关系正处于十分密切的阶段。台湾天主教与

殖民统治者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13年大稻坦天主教堂刚重建完成不久，

林茂才便在信中欣喜地写道:

    “我希望这封信能编入《中国一一安南来鸿》中，使欧洲的教友们了解，

在这里即使是非教友的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权力是多么的尊重。(不幸地，

在许多巷督宗教国家反而做不到。)我也希望籍此机会，向所有帮助我们的

人，致于最高的敬意。”5，
    此信写于1913年8月3日，正是林茂才就任台湾教区监牧不久。所谓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件事当然与统治当局搞好关系。林茂才自然明白这个

道理。

    据1914年10月1日调查，当时全台教务情况如下:信徒中台湾人有3,452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84.



人，日本有65人，外国人有15位，总计3,532人;道明会中有会院长(即
台湾道明会长)1人，传教士9人，传教员31人，小教区9处 (高雄、万

金、台南、埔姜仑、树仔脚、田中、罗唇、大稻坦、淡水)，教堂34座，小

圣堂或临时圣堂10所，祈祷厅20处，传教学校1座，学生16人;道明会

修女3人，小学9所，学生320人，孤儿院2座，其中有77名儿童。60

    此时期，台湾的社会也逐步的开化，对外来事物逐渐习以为常。对西方

的宗教逐渐有所了解并给予接纳。1915年5月10日，刚到台湾一年的余智

谋神父在树仔脚写道:

    “我发现现在的生活在这而很愉快.没有不幸的意外和抵制，一切显得

非常的平静.树仔脚算是一个新的堂口，但传教士深受当地的居民的欢迎与

接纳，这是最近几年的情形.早期的神父却吃尽了苦头，似乎连大自然也在

作弄他们。⋯⋯现在，我们享有和平，也可以四处传教.”

    此后教会发展极为迅速。但1918年后几年间教会仍遭受了一些困难。

一战后，欧洲各国忙于战后重建，缩减了对海外传教的经费。1918年开始

海外对台湾教会的援助也逐年减少，天主教会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

    “素来本岛之我教会之维持费，系每年由罗马教皇厅及各外国之教会所

供给，至大正7年((1918年)起渐次减少，致本岛教会之经济拮据，不得不

由各方面节约费用，及施行裁减传道人员，而引致本岛之传教事业上遗受莫

大之打击。虽经第一代之主教林茂才为突破此难关计，于最大决心之下设立

传道会，为补充传教费用之一部份，策励全岛教友之乐捐，但此策亦不能永

续而以半途而废.”‘，

    林茂才为解决传教经费的困难，成立传道会，发动全岛信徒进行募捐。

而各地也纷纷采取各种相应的对策，如成立各种善会 (玫瑰会、圣母会)，

有的还办私塾(书房)，一边传教，一边给传教提供一些经费.‘“经过教会

努力，教务得以继续发展.

    大正7年 (1918) 10月1日时的教务情况则为:教友中台湾人有4,122

人，日本有 120人，外国人有 10位，总计4,252人;道明会中有会院长 1

60高木一雄《大正·照和天主教会史4)(东京圣姆骑士社，昭和60年)，页20,《声》,no.471(1915102),
  页46.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7小史》，台北:杉田书店，昭和16年，页367.
62详见“第二节十字纵队:教会团体组织的发展”一节·



人，传教士则有10人，传教员36人。63

    此时期的教务关系上也由福建逐渐转移到日本的四国教区，因为该区也

是道明会玫瑰省的托管地。1920年9月16日台湾教区长林茂才调回马尼拉，

12月8日四国教区长杨多默(Tomas de la Hoz)兼任台湾教区长(即台湾监

牧主教)而返台。但其实在此调动之后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前一年的8月，

日本政府代表信次郎海军大佐向罗马教廷交涉在南洋群岛的德国籍传教士

遣送的问题，同时也暗示台湾监牧区应该脱离厦门主教而独立。64杨多默

上任后，自西班牙购入印刷机，于是出版了《善牧》及 《公教要理》以及其

他的汉字出版社品。6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际联盟委任日本管理南洋群岛，而要建立

军事基地，台湾成了日本帝国防卫的最前线，尤其是美国针对菲律宾的防御

而在太平洋强化其海军基地后，台湾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因此有好

几道法令公布施行，希望渐渐地使台湾与日本内地相同的情况，66即所谓

“日台一体”的民族同化政策。此时期殖民政府大谈“一视同仁”、“内台一

如”，高倡“内地延长主义”，并实施骗人的“地方自治”，妄图用欺骗手段

笼络台胞。不过这一政策下无形中为教会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政治环境，

在台天主教得以迅速地发展。

    此期间，台湾教会史上有一件较特殊的事件是1923年1月罗马教廷驻

日代表前来台湾视察天主教会;67教廷使节由一位日本神父陪伴，1月10

日自东京出发，2月1日自基隆返回‘先到台北，参观大稻埋教会及静修女

中，并受到总督府高规格的接待;再转往台中，参观布道大会;再往南部高

雄，有乐队欢迎，参观孤儿院;又到万金，访问原住民教友:再回高雄，北

上台南，再参加台语布道会;访毕由台往埔姜仑教会，途中顺便经过斗南教

会，接受台糖公司接待，再到斗六教会，再赴田中教会，从田中到员林教会，

67《声》，no.517(1918112)，页46.(本文有关 (声>的资料均转引自古伟该 (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
  浅次郎与涂敏正》一文)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5.
“大国督编，《台湾A h 7 9小史》，页326.
a6以上资讯，均请参见:高木一雄，《大正，昭和天主教会史4),页13-19.
67早坂善奈朗，《台湾的‘.，，使节‘;随行1, C p，上中下.载《声》，no.568;569;570(1923103;04;05),
  页20-28,39-45,26-32。大国督书也记载:1924年教皇使节Giardini来台岛各地教区巡视，并赐500
  元给五块膺教会作修教堂之用。这两处记载应该是同一件事，只是时间有些出入。另据日本力卜
  ，̂r>年鉴》(t卜,) 7 Y中央协议会。1985,《年表》，页26-27.):日本在1919年首次有教廷派
  遣使节驻扎，首任便节为Fumasoni Biondi总主教。古伟城因此认为此次访台是这位使节.根据大
  国督书，古伟该的推断是错误的.



再到附近极具田园风光的罗盾庄，最后才取道员林返回台北，教廷使节对道

明会在台湾的传教工作印象深刻。

    教会发展至1923年8月，其信徒总数有5,145人，外国传教士11位，

男传教员23位，女传教员14位;而道明会修女也有8人，圣婴会女3名.68
次年8月，其信徒总数有5,264人，有73位成人受洗，外国传教士10位，男

传教员28位，女传教员14人;而道明会修女也有7人，圣婴会女3名。69

1925，其信徒总数有5,362人，外国传教士11位，男传教员27位，女传教

员14人;而道明会修女也有7人，圣婴会女2名;11所教会，12所圣堂。70

    据1928年的教务报告:1926年信徒总数5362人，其中本地人5131人，

日本人217人，其他国籍的人14名。1928年台湾全岛有20位男传道员，

17位女传道员，有3所男传道学校，9所女传道学校。”

    昭和继位后，台湾教会继续发展，由于日本本土也有天主教会，也有一

些日本人随着殖民政府前来台湾定居，这些人的宗教生活需要照顾，因此逐

渐发展成在台北建筑一座专为日本教友使用的桦山天主堂，于昭和 4年

  (1929) 7月1日完工。由杨多默监牧负责建造。在此时期台湾全岛人口约

有4百50万，本岛人400万，原住民14万，日本来台的有22万，中国内

地来的有4万人，欧洲人大约100名，其中台湾信徒数为6,114名，日本信

徒虽仅270人，但有不少替会组织，如青年部及女子部等，相当活跃。72

    此年也是罗马教宗比约十一世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缔结拉特朗协

定(Lateran Pact)，教廷得以城市国家之身分派遣外交官到各国，73而日本

要在1942年3月才正式派遣日本驻法国参事原田健氏担任首任全权驻教廷

公使，这是日本外交上的一次胜利，因为在重庆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早在

两年前申请派遣使节赴教廷，一直没有结果。74

    1930年以后，殖民宗教政策转入压制消灭时期，但在1937年11月5

日小林参加一年一度的“神宫大麻发行奉告祭及发行式”时发表训示之前75

“《声》，no.578(1924/03).页54.
69(声》，no.588(1925/01)，页60.
70《声》，na.611(1926/12).页68-69.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1-192.
n江传德，《夭主教在台湾》，页26-27.
”结城了悟，《方济各·沙勿略到今日之日本与梵蒂冈》(东京:女子保录会，1989)，页170.
，《声》，no.794(1942/05),页4-6.
”蔡锦堂:《日本据台时期的宗教政策一 奉祀“神宫大麻”及发行<神宫历》》，郑裸生主编《第二
  届中国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页318.



统治政府并没有去除“宗教自由”的口号。因此1937年之前民众仍常以“宗

教自由”来对抗殖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另外，殖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主要是“去

中国化”，消除台湾的中国民族意识，以达“内地化”的目的。因此其宗教

政策针对的是台湾的固有的传统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传播的是西方的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帮助殖民者消除台民原有的“国民性”，因此殖民统治者

对基督教持的乃是较为冷淡的态度，但不予排斥。特别是天主教，此时占总

人口的比例尚小，统治者亦更加未予重视。这无疑给天主教创造了一个良好

的发展的环境。另外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时也十分注意与统治者保持良好的

关系，尽量避免触犯总督府的相关法规.如在基隆开教时，由于基隆是日本

的军事基地，因此神父在此传教格外小心，以免引起误会。1932年基隆天

主堂落成，山济慈(Felix Sanches)神父任初任本堂时，便特别 “细心从事，

且市民对天主公教认识，与军部之严正指导，始终相安无事。”’6

    因此，虽然日本殖民政府加紧对台湾固有传统的宗教的控制，在台的天

主教仍得以正常地发展。这从1936年白斐理写的台湾的教务报告可以看出:

      “日本占领台湾以来，我们的传教工作从未间断，教友的热心日渐增长，

这些迹象的显示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深信传教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

展，我们的重担似乎也轻了一些。”77

    白斐理在信里还对各堂区发展的近况做了介绍，并表现出了他所说的

“充满信心”;此外，白斐理在信中还提到一件特别的事:

    “台北是现在的首府。最近我们有一件很得意的事，就是接到邀请为医

学院的教授和学生讲解天主教要理.邀请函是用最客气的话，由学校当局送

来。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现在，杨多默监软每周为他们讲一次.杨监枚实

在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日本住过十六年，精通日文，亦即现在大学用

语.”78

    虽然信中没有具体说明是哪所医学院，但据推测，很可能是台湾总督府

医学校(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医学专门部)7，。日据时期台湾的高等教育机构

前后总共才 8所，医学方面高等教育机构仅有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936年

76大国督编，《台湾b卜I，小史》，页296.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5.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9.
'0 189，年设立，初名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919年改称为医学专门学校.1936年并入台北帝国大学，
  更名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医学专门部。台湾学生大多集中在该部就读.徐南号主编，《台湾教育史》
  (台北:师大书苑，1993年)，页.64.



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医学部。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便并入帝国大学医学部成为台

北帝国大学附属医学专门部。天主教神父受邀到该总督府直属的公立高等院

校，当然别有一番意义。不仅反映了教会的影响日渐扩大，也从一侧面说明

此时天主教会仍未感受当时日趋紧迫的宗教政策的压力。

    据统计，1932年 (昭和7年)全岛信徒本地人有6,669人，日本人有

293人;欧洲人5名，合计6,967人，从事教育之修女有6名外国人，1名

日本人;圣婴会女有3名外国人，1名日本人，传教员男性有27人，女性

有22人。8”办有台北静修女中(或静修高等女学校)，及两座孤儿院:罗

膺的慈仁堂和高雄养生堂。“‘昭和9年 (1934)时甚至还有一位日本籍的传

教员高井，在高雄教会协助传教。82
    此时期堂区的发展也很快，不仅开拓了新的传教点，还建立了不少新的

教堂和传道所。见下表:

表2-2-2 发展时期 (1913-1937)新建立的传教点、教堂及传教所

时问 初传地区 一}新建堂区、传教所 备注

1913
东势、二林大

    排沙

马守仁派陈沛然传道驻东势传教，并引二林乡大排沙

邱氏一族入教，1914年在大排沙增设传道所。

1914 新店 1
1915 田中 卓乃潭〔即田中A堂 闪佑道神父建立并于1917年5月任该堂本堂。

1916
嘉义小梅 }小梅传道所 吴达查建立，后良雅师派传道师前往传道。

高雄凤山 一} 一}陶神父(Toval即杜巴鲁或杜尔默)由高雄至该地传教.
1917} 二林竹围仔教堂 从罗盾教堂分出

1918

斗六临时圣堂(重建) 1882年传入.建有临时圣赏 1895日据台时教堂受到破坏 1918

年马尼拉道明会佑识灵会长巡视台河，见斗六教堂荒顺。归后

汇欲以修理教堂，建一两层梭房，后余智谋任本堂，幼建传道

所。1940年信徒200多名。

1919

台中夭主堂 1910年传入，1914年重建传通所}I915年建临时圣堂和司祭馆，

并派田中传道师进驻，1916年2月洪罗列任初任本堂，1919年

皿建圣堂，并在两侧建男女传道员宿舍。

台北石旋庄 白斐理神父

1921

台南夭主堂(重衡 1866牟即传入，1892年高恒德重整台南吸会，192.年以余韧谋

从关国寄来的捐救2025元为蓦础加上洪罗列从各方葬捐的

6000元，盆建板堂井改建司寮馆及道理厅.

1924 五块唇教堂〔重建) 在高雄，fu 年始建小堂区。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
al:一鸣，《荷西入台传教观，，载(台湾文献》6卷4期.1955年。页397.
u《声》，昭和9年12月号((1934/12)，封面内页照片，刊登高雄教会4名信徒领洗的纪念照。



1925

1926

1927

1927

1928

1929

1929

竹山天主堂

新化天主堂

1911 I}rE*鱼鲤. 1925近鱼5远燮 t.
洪罗列建立，并建有道理厅。

屏东潮州

云林土库 土库传道所

台北桦山盯天主堂

大林传道所

1928年建临时圣堂，1937年重建圣堂。

杨多默监牧

为对抗真耶稣教而建立，兼管小梅教区。

田中

彰化面前借教堂

1929} 器义大湖

高雄旧城

高雄夭主堂(重建)
旧城教堂

彰化

1930

基隆暖暖

1931}彰化三家春}三家”1“时教堂
云林仑仔顶 1仑仔顶传道所

19321932袱 韦}}Fh
1932

淡水石门

基隆天主堂

石门传道所

1933
彰化大东传道所

1934
嘉义教堂、传道所

斗南(他里雾)

秀水教堂

1934} 彰化秀水

1935} 彰化刘借

1938 新竹

云林北港

1939

北港传道所

南投赤水传道所

彰化鼻子头传教道

基隆四脚亭传道所

建堂原因二林大排沙不敷使用，加上该地交通便利

建堂资金为信徒的3000日元的献金。

派一姑婆常驻该地.

1929年兴建，经六年方建成.
即左营.

初借民房，派传道师及姑婆传教:1931年购地，1932
年建临时圣堂，由高恒德兼任本堂。

四脚亭的信徒张圳德于1930年迁入时传入，林茂才

常到此传道，并任阮成添为该地传道员。

由一少妇请传道姑罗撒前往传教，颇受欢迎;高恒娜即率祀传

道前往，终在1931年建教堂，并建有传道所初次施洗33名.

1930年传入，1931年良雅师借慕道者之屋作传道所。

派民雄传道师与姑婆轮流至此传教.

1926年由一信徒引入，1932年派神父和传教师传道
并建传道所。

并建有司祭馆，山济慈为初任本堂神父.

1933年杜尔默在小基隆林要村设里传道所，派传道

师传教失败，于当年迁至石门村。

当年一大东村民至面前唇面请传道师前往该地传教，成绩不错，

陈若瑟闻之。亲带传道师前往传道.并建传道所一间.

嘉义原属埔姜仑管辖，1934年建圣堂后方独立出来.

1892年传入，建临时传道所 1916年建临时圣堂，1934重建.

约3. 4年前高恒德在此设一传道所.1934年购地并

以400元购附带建筑物，19” 改建为临时圣堂及传

道师宿舍，1936年增建司祭馆并派陈若瑟兼管堂务。

1923年便有邀彰化的神父来试讲教理，但无效果而

一度中断。1933又联名邀杨监牧前往口述要理，后

年转由高神父负贵。1935年始得35人受洗。

1938年在新竹购房地以备建教堂之用。

1939年2月设立，1940年信徒30多名。

常驻一传道师.

与赤水同时开设，1940年己有百余名信徒。

1893年传入，1939年重建传道所.

  资料来源:《台湾省通志》卷二，页92-93;《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页376-378:大国督编，《台
湾力卜i夕小史》，台北:衫田书店，昭和16年:方豪，<台湾夭主教史略》(初稿)，载 《台南文化
(旧刊)》卷二第2期，中国方志丛书台湾地区第%号，页45-46.略有订正.



此时期台湾天主教会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信徒的增长和堂区发展。

    这一时期，不少堂区的信徒数都有明显的发展，但表现出不平衡的发展

态势。根据M. Planchet编的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制表如下:

        表2-2-3 发展时期各地堂区部分年份的信徒数一览表

堂区 1913 1923 1925 1927 1932

高雄(Takao即打狗) 630 913 913 1002 1269

万金(Bankinsho) 760 800 800 872 944

台南(Tainan) 93 165 165 236 250

埔姜仑(Hokiurun) 367 578

斗南(TO-) 532 532 532 689

斗六(Toroku) 519 519 557 658

台中(Taichu) 175 175 140 232

田中(Tanaka) 276 447 447 464 597

罗膺(Lochuchng) 436 798 789 945

树子脚 328

员林(lnrin) 231

淡水(Tamsui) 88 86 93

大稻N(TSitotei) 454 636 636 664 599

    资料来源:1913年的数据引自大国督编，《台湾力卜，夕小史》页287-288. 1923年、1925年、
1927年、1932年年度的数据引自M. Planchet编，"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Sixi6me Anne
e(1925,p394),Speti6meAnnbe(1927,p4l3),  Huiti6nicAnn6e(1929,p449),DixibmeAnn6e(1933,p569);
另:“罗借气一栏在1923. 1925. 1927年度数据在M. Planchet的年鉴是"Rasekisho”地区的数据，
因为年鉴标明这几年“Rasekisho”的本堂神父是F61ix Sanchez，而据大国督书，FAlix Sanchez在1907
年至1930年在罗屠任本堂神父，因此Rasekish。是属于罗屠堂区。

    从上表2-2-3可以看出，从旧有堂区的发展来看，北部台湾的教会信徒

的增长速度较慢，而南部和中部发展却十分快速，特别是天主教拓展一直很

困难的台南市，在这时期有所突破，不过相对万金和高雄，仍不理想。表

2-2-3也体现出天主教传教点大多集中在台岛中部地区，而从前面表 2-2-2



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天主教堂区的发展和新传教点的建立，仍集中在台岛中

部，体现了台湾中部教会自开教以来一贯的蓬勃生机。

    另外从表2-2-2也可看到，这时期许多旧堂区都重新修建教堂。大部分

堂区积极利用在新圣堂落成之时，举行盛大的献堂礼，进行布道宣传。同时

许多堂区还建有完善的堂区附属设备，如道理厅、司祭所等。不少堂区内还

建有传道学校，培养训练本地传道员。天主教还利用有利的环境，积极的拓

展新的教区。

    综合表2-2-2和表2-2-3及前文所述，1913-1937年间，台岛南北中的天

主教教会都得到拓展。但所有的传教区都在西部。83天主教传教士也试图向

东部原住民(山地人)传教，但未能成功。“心台湾东部的传教仍然没有突

破，直到光复后天主教才到此传教。5

2.新的传教方法的出现。

    这一时期，教会仍然主要采用传统的传教方法:“深人民间，籍各种机

会，毫无构束的聊天，这样有更多人的交谈，往往扯东扯西之后，对方就会

要求听一听道理。”8‘不过，教会在原有的传教方法上，顺应社会的变化，

采用了一些新的传教方法。如成立各种善会87、成立西乐队、办私塾(书房)。

此外还利用播放宗教电影来进行宣传。可谓使尽浑身解数。

    其中，特别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举行布道大会产8布道大会是大约1928

年起，台湾天主教会开始流行采用的方法。就是由善于言辞的神父、传道师

主持，在教堂、道理厅、甚至任何可能租到的场所，一连几天举行公开的布

道大会。群众往往会因好奇前来听讲，特别是外国传教士演讲的时候。有时

在开布道大会时，先播放电影来召集群众。每次布道大会的举行，都吸引了

不少人来参观.但是在初期，布道大会的成效似乎不是太大。听的人很多，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0,
"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6,
”虽然台湾东部没有建立教会也没有传教人员前往传教，但仍有一些人归信天主教，这些人应该是
  在临近地区的教会如台北受洗入教的，不过人数极少，很有可能是在台日人。据大国督书载:1940

  年的台北桦山叮教会管辖的238名信徒中，就有48名是来自新竹、台东地区的。(参见大国督编，
  《台湾力卜，夕小史》，页442).

"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191-192,
”详见“第二节十字纵队:教会团体组织的发展”一节.
ae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1,



但大会一结束，大部分便离开，很少留下来询问有关信仰的事，阪依的人极

少.89不过经过神父努力推广，布道大会的方法渐被台岛各地的教会采用，

效果也逐步好起来。白斐理在1936年的教务报告写到1936年左右在基隆、

高雄、斗六及嘉义等地举行布道大会并取得不菲成绩的情景:90

    “在基隆望教的人数显著的增加，这是因为由于本堂神父赖台北的传教

师的帮助，举行了几次的布道大会，吸引了不少人.这几次布道大会是在秋

天举办的，正巧有不少人，尤其是有钱人，到基隆来享受这里的理想的气候.”

    在高雄，同样也举行了许多次布道大会，出乎意料地成功，吸引的群众

超过四千人.这些布道会分别在山仔脚(鼓山路)、旧城(左营)、离子内举

办.结果有四十九人领洗.

    小东茄是斗六区的一个小村庄，设有一间传教所。早在1901年就开始

传教工作，..⋯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仍无进展，于是斗六本堂在那儿租了

一个小房间，暂时住在那儿举行布道大会，会中和基督教徒有教义讨论.从

最近受到的效果来看，会有更大的希望，前途光明，⋯⋯

    最近，我们在嘉义举行一连串的布道大会，长达数日，为了维持人们的
信心，由三位神父和五位传教师轮流向本地人宣讲。在最初的三个晚上参加

的民众超过四千，最吸引他们的是电影。电影的放映机对我们来说真是价如

黄金，因为没有它，我们比无法召集这么多的人.我们选择了宗教电影，以

无比的影响力向民众传布重要的信息。在中间空档时，神父向民众解释邓稣

塞赞的教诲.”

    可以看出，天主教在利用布道大会是不遗余力的.一是推广的地区面很

广，南北中各地都采用。另外也讲究了一些策略，比如考虑到气候的因素，

并且利用当时新兴的媒体电影来吸引观众。而用电影来传播福音，也是此时

新采用的重要传教方法之一 同时在布道大会时与新教徒进行辩论，澄清了

民众对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区别的认识，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力。

3、传教人员的扩充及人员结构的变化.

  1914年开始，道明会神父开始陆续来台。传教队伍日渐壮大。同时由于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1.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6.



此时期的教务关系也由福建逐渐转移到日本的四国教区，与日本天主教会的

交往日趋密切，加上在台的日籍信徒的逐年增加，因此这一时期也来了一些

日籍的传教人员。9，加上各地相继建立的传道学校培养的许多传道员，至

1928年，台湾天主教传教人员，照当时教会说法，“照顾教友团体绰绰有余，

而且还能够向四周扩展。”92因此传教人员的大量扩充，也是推进着时期教

务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此外，天主教培养本地神职有了突破，出现了本地第一位神父— 涂敏

正。这在台湾天主教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4、传教组织和教化事业的突破。

    这时期也成立各种善会:如圣母会、玫瑰会，青年信徒也积极活动，成

立青年会。1918年左右林茂才为解决传教经费的困难，成立传道会，发动

全岛信徒进行募捐。1930年由陈若瑟神父成立了全台第一支西乐队，籍此

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93这些团体组织的成立，极大促进教会的发展。

    此时期，许多堂区都成立传道学校，并出现专门培养女传道员的女传道

学校。此时期教化事业取得重大的突破是静修女中的成立。静修女中也是台

湾光复前天主教在台湾成立的唯一的面向社会的正规的学校。为了协助教会

发展，天主教还办书房，不分教内教外，招收本地人子女，教授汉文。一方

面是更多的人接触教会，一方面给教会增加了一笔收入。94

三、阻滞时期 (1937年1941年)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起，台湾就与日本内地一起进入战时体制，直到

二战结束，日本几乎与在台传教士的母国欧洲国家对立，日本殖民政府开始

对天主教由放任态度转到严密的监控，对于在台的外籍传教人员的外出旅行

等活动，也加以限制。天主教发展受到阻滞。

    为了有效的控制各个宗教团体，1939年，日本殖民政府颁发了“宗教

91参见“日据时期来台的天主教神父一览表气

羚撰罗嘿燕赘翼豁瑟瓮簇贾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蛛》，“193.
参见本文“二、日据时期的天主教教育”.对于教会办得的书房有否收费，在此节中有专门探讨。



团体法”，将各宗教团体分为神道、佛教、基督教三类。“宗教团体法”，宗

教团体法是日本战时体制下对宗教进行控制的依据.1940年年日本政府更

要求各宗派合同，天主教遂于1941年5月组成日本天主公教会，基督教也

在同年11月组成日本基督教团。95在台湾“宗教团体法”同样是日本殖民

政府控制各种宗教的法律依据，台湾天主教不得不加入日本天主公教会，成

为公教会下的台湾教区，接受日本方面的教会的指挥。又在一连串的皇民化

的宗教政策下，台湾天主教终屈服于日本殖民政府采取听从的软弱的态度，

1942年8月7日加入“台湾基督教奉公会”.9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政府对在台的外籍人士就更加防范了，尤

其是日本政府以台湾作为南进的基地，基隆港和高雄港更是海军基地，为避

免在基隆和高雄的军队、船舰、军火等被敌人发现，所以深怕在的外国人成

为英法美等国的间谍。因此，再疑虑下对传教士采取诸多的限制与迫害.如

在基隆、高雄两港为战略要地为理由，不准有宗教政策，并要求基隆、高雄

两港的所有外籍神父都要迁出当地，其中将天主教的神父送中部、北部监禁。

当时在台的天主教神父大多已到年迈之际，面对这样的处境不营是一大困

境。97所幸的是透过从日本来台的第三任监牧里胁浅次郎及台籍神父涂敏

正，天主教会教务在战时不至于中断.

    里胁浅次郎由日本来台湾接任监牧一职，是因日本对美发动太平洋战争
前，日本殖民政府为防止天主教外籍神父与美方接触，对神父采取诸多的限

制和迫害，使得神父向教廷请求派遣一名日籍神父来台。再者，当时日本军

国主义当权，对于天主教中外籍神父的角色过重不甚满意，于是有将各地教

会首长撤换为日人当人的动作，台湾教会也不例外。98教廷配合时局的需

要，敦请当时的台湾监牧杨多默辞职，改由日籍里胁浅次郎来台担任新监牧。

    里胁浅次郎来台担任监牧，名义上是协助传教，实质上是希望籍此来降

”陈玲蓉，《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的宗教政策》(台北:自立晚报社，1992年)，页57-61.
%“台湾荃督教奉公会”有日本基督教团台湾教区、日本圣公会台海传道区、日本天主公教台海教区、
  南部台湾长老会、北部台湾长老会、台清基价教音年会基怪教妇女矫风会台湾部会等七个台湾宗
  教团体组成，并于童年8月28日改名为“台海墓督教奉公团.。郑连明主编，《台湾塞督长老会百
  年史》(台南:基督教长老教会，1995年〕页263-264.
m玫瑰天主堂，《高雄主教座堂开教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高雄:玫瑰夭主堂，1994年)，页
  19.

，.古伟派，(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国史馆主办的《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学
  术讨论会》抽引本，(台北:国家图书馆，2001年)，页8.



低日本对教会的疑虑，并保护在台的神父和信徒，以及保有教会的权利和自

由。99

以下根据《涂敏正日记》’00，以日籍神父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神父在战

时体制下的互动作为主线，对1937-1945间的台湾天主教会一阐析。

1937-1941年

    1936年4月11日，涂敏正在厦门晋升五品执事。同年12月19日，于

鼓浪屿主教座堂，由马守仁主教主礼，晋升天主教司铎。典礼完成后两天，

涂敏正便从厦门返回台湾。准备于元旦举行首祭。1月1日正好涂敏正的故

乡— 罗膺天主堂的主保瞻礼’。，。因此，原来在日本学习日语的本堂神父把

若瑟(Jose Ma. Arregui )特地赶回来，筹备这台湾教会史上首次本籍司铎的

首祭。102

    1937/1/1日，往回故乡罗屠庄举行首祭纪念日，事前承良会长主催筹备

一切，并全台十五、六位司祭及全岛教友各派代表到处参加祝贺，一共约有

二千余人，欢迎人员由咒林铎至罗屠，沿途的欢呼声音起声汽车数十台，并

摄一卷电影.

    首祭日人海人山，各堂几无立锥之余地.助祭主教、白公、高公、帝、

包等，下午开庆祝大会，会中全台代表为台湾教务起见，要求主教改革传教

方针，几起冲突，后经余数语，即暂为和平解决，因主教意见不解之故⋯。

首祭前特与台岛老功臣李翁振鹏夫妻及其他六人付洗纪念⋯⋯

总一句，这番热闹，实全岛未曾有的一段光荣史呀!’。，

    1937年元旦的首祭可以说是台湾天主教会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标志着道

明会士来台传教的具体成果，因此全岛神父几乎都参与此盛会，而且也就因

99玫瑰天主堂，《高雄主教座堂开教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从高雄:玫瑰天主堂，1994年)，页.S.
，皿这里有关《涂敏正神父日记》未刊稿(以下简称“涂敏正日记a)，均转引自古伟派的(台湾天主
  封中卜的里胁烤欢郎和涂敏不》和旅丽兰的 (涂敏下与里协浅次朗教区长》〔《铎声》35释 t期.

  1997年1. 2月号，页54-60).两篇著作均大量详细的引用了(涂敏正日记)原文.本节的得以完
  成，得益于此两篇著作，尤其古氏一文。
lot亦即每一位新受礼的人或新建的教堂，教会都会为其找一位“主保圣人”(patron saints)籍以纪
  念并祈求该圣人的特别助佑，该圣人之纪念庆日即称为“主保眩礼气
in黄竹榻，《台中教区天主教罗借教会开教一百周年简史》，1975年7月。
103《涂敏正日记》。



为此难得机会，使得信徒、神父及主教间有彼此交换传教看法之机会。但没

想到竟然会造成意见不合之冲突。台湾天主教徒素来尊敬神父，称之为“叔

公”，一般在每个地区教堂内虽然也有协助神父传教的本地传教员以及为妇

女小孩传教的单身“姑婆”，但教会大事及传教方针仍由本堂神父决定，从

来没有像此次，信徒神父齐聚一堂讨论教务的习惯及机会，刚好籍着此次涂

敏正神父首祭，全台神职人员以及教友重要代表齐聚一堂，信徒乃趁此场合，

将传教方针的意见加以表达，但显然主教有不同看法，幸而经过新神父的调

停，才化解此事。冲突之内容，如今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教友对于教

务有意见，对于传教政策也有不同看法，这对于涂敏正来说，应该是印象深

刻的事，也应对涂之未来教务观念，有所影响。然而在当时，涂神父心情很

好，也吟诵一首他自己所选的诗:

    略感一首

    开窗一望已员林，略点行装又整襟，

    想自随人下车去，岂知亲友已先临。

    (破天荒一段空前绝后的光荣史，记之不忘也。)

    1937/1/4日，回员林受诸友祝贺，并举行大礼弥撒⋯

    1937/1/6日，同白公往高雄与男女儿童六十余人初次告领圣体大礼，由

我主祭一切，并受欢迎，热闹非异，是夜领受诸位的欢筵⋯

    1937/1/7日，到台南又受诸位故交好友一翻热烈?庆，宴会于银座楼

上.⋯loo
    涂氏的独特身份意识，亦即作为台湾第一位本地的，地位崇高的，且受

教徒尊敬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也强烈浮现于自己记载的日记中，在该年的复活

节到达高峰，我们且看当天的日记:

    1937/3/28日

撒仪式，岛都信友，

御复活大祝日，大礼由我登台举行，一切罗马式隆得弥

实初次参与，

友的心中，英不悲喜交集，表示台

辱呢!101

并全岛未曾有本岛第一司铎献祭，诸位信

民信友信仰的精神也.并去八十余年的耻

在涂氏心中，全台湾诸位信友看到他作为全台首铎，一方面是高兴，但

:os《涂敏正日记》.
《涂敏正日记》。



却也觉得有些悲哀，更是认为有了本地司铎才不觉得可耻，至少此处可以见

到涂氏以及其他信徒的台湾意识。

    从此时起直到1941年5月期间，涂敏正作为台湾的一位教区神父，首

先被派在蓬莱叮天主堂助理教务，然后又调往石旋，担任本堂神父，直到

1940年9月20日被调往树仔脚，而其间的主要活动可以从他的日记手稿中

略知一二:

    1938/10/9日 受了不折不挠的精神，并诸位姐妹青年等的援助，得产

生了全台未曾有的台北姐妹会，并定主保德兰，是日适主保祝日，故大礼弥

撒欢感不尽也.

    1938/12/22日 敬爱的老师白公荣转于埔姜仑，实一生别离的悲伤事

也。

    1939/3/14日 教长杨多默往南部视察教务，命余代理其本堂桦山叮教

会并举行主日弥撒，初次与日本教友交际，意见一致，并受他们的欢迎，感

激不已也.

    1939/3/21日 二位道明会司祭由香港修院卒业，奉命来台，一位在台

北庆祝大礼弥撒，事前经余筹备一切，提倡欢迎，感激底热闹非常也。

    1939/11/14日 石门乃是五年前余亲身开教设布教所之地，此次受了诸

位求道者稚意，于百忙中抽一时与方传道前往鼓励一番也。

    1939/12/8日 在洲仔(芦洲)举行弥撒，后见到司铎的住所破坏不堪，

感慨而流泪.

    1940/1/4日 拄新竹湖口讲演布教三日后回北堂.

    1940/2/11日 夜八时在北堂举行日本纪元节，以宗教礼节举行，多默

教区长演说;当时一日本信者以无礼言词轻视台湾读者，被余严重抗议而驳

斥之.

    1940/9/2。日，承多肤教区长之命来斗六树仔脚为本堂，因高公有病到

台北，并因树仔脚教友教会前皮德神父及林汉冲突后，教友四散冷淡，无法

维持，西铎亦怕其杖持日本警官之威力压迫，皆不欲前往，故多默特与我商

童，委任我到该堂维持一切残局.

    1940/12/8日 是夜遵照教区长之托吃在树堂举行盛大祝贺会，并邀当



地警官八位保正茶话会等以资感情之联络.’肠.
    可见一方面涂神父忙着传教，另一方面也在协助外籍传教士处理在传教

过程中与当地的人士发生的冲突;并以身为台湾人的较有利的身份，奉教会

长上之合，代表教会与日本殖民当局周旋，以争取教会之利益。

1941-1945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随日本本土全面进入战时体制。在战时体

制下，日本军国主义当权，对日本天主教会中西方人角色过重不甚满意，乃

有将各地教区长一职由日本神职担任的举动，台湾也不例外，该年三月里胁

即被任命为台湾天主教教区长 (台湾监牧)，年方37岁。

    里胁之所以被任命，除了当时的政治局外，身为日本非修会的教区神职

人员，加上长崎离台湾较近，并且他在罗马受过完整训练，较为国际观且熟

悉教廷情况及拉丁文，当为主要因素。

    而原来监牧杨多默对让位实是百般不愿.依据道明会台湾教务报告的记

载:"1941年，良善而有才干的杨多默监牧发现必须放弃职位，而移交给别

人.因为日本当局已积极备战，视台湾为战线上的一环，且坚持必须由日本

人出任教区首熊。为此，来自长崎教区的日本神父里胁浅次郎被任命为台湾

署理监枚，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才交却职务回国.”107

    1941年7月2日抵达里胁抵达基隆，7月6日为星期日，里胁正式在台

北桦山盯就职。对于就职情形，日本报纸有详细的记载，其新闻标题为《里

胁台湾教区长划时代的就职仪式，内地及台湾教友热烈参与》。108

    这则新闻报导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指出此为划时代之大事;其次，

将此次事件描写得十分庄严盛大，新旧教区长交接也显得雍容有度，一团和

气;最后，记者从深具日本民族主义色彩的角度出发，引以为傲地指出，在

里胁教区就职弥撒时，共祭的两位，一位是里胁从日本带来的秘书;一为是

台湾土生土长的涂敏正神父，两位在当时都属于“邦人”，意味着台湾天主

教的领导权已由外国传教士转为自己人。

.肠《涂敏正日记，。

101.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史，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台北，光启出版社，1991)，页209
昭和16年(1941) 8月3日，(日本力卜，，r新闻》，821，二版.



    涂敏正对新任教区长里胁的来台也有一些记载:’。，

    19415/23日 余应把司铎之邀，到台中参加圣心祝日并迎圣体弥撒前余

讲道。中餐时接到新教区长里胁浅次郎要到台之消息.

    1941/6/29日 余到台北准备欢迎新主教，是日被旧主教多默及戴神父

气坏，无理说语，不欲欢迎新主教之意，本想夜行车回到南部，适后被洪公

温情劝慰挽留参加欢迎。

    1941/7/2日 星期三，下午一时同五位司铎到巷隆码头欢迎新主教专车

到桦山教会休息.

    1941/7/6日 主日在蓬莱叮大堂举行就职民，中午开了盛大欢迎会。

    1941/7/8日 承新教区长之意，慰劳到草山间游一天，同车有岩永神父、

竹田秘书等。”。

    上面资料证明了里胁来台及就职日期，以及初来时的情况。里胁来台时

有两位随行，一为竹田秘书，一为岩永神父。从日记可以看出里胁之来台，

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并不很乐意，而涂本人则相当高兴，从云林北上要来迎

接，但受到杨多默及戴刚德的反对;不过台湾道明会会长洪罗烈神父(Angel

Rodrigues)川却对涂表示支持。而里胁就职后，立刻到附近的草山郊游一
天，以慰涂敏正的辛劳，并有随员陪同，也可能就近了解台湾教会的情况。

    里胁就任台湾监牧后，并不在台北定居，一个星期后即开始巡回全岛。

最后在高雄落脚，以荃雅寮教堂作为临时教区长的公署，管理六个地区的教

堂以及3,000位的教友.此一经过，除涂敏正日记外，目前并没有太多详细

的资料。涂日记中有如下记载:112

    1941/7/10日 同新教区长到台中。

    1941/7/11日 到台南(余暂时在斗六下再往).

    1941/7/12日 到高雄，帷是多默等不能下，留在台南，因警局禁止。

    1941/7/14日 警局命令洋择等不能居留高雄要塞地带.

    1941/7/15日 余被命到万金教会接任.

M《涂神父日记》。
，’“《涂神父日记》.
，’‘洪神父为道明会玫瑰省在台湾的区会长(即台湾道明会会长)，前后两次担任会长，管理所有在
  台道明会士的修养生活，年高德韶，居住在田中.
川《涂神父日记》。



    1941/7/17日 洋人司铎修女等一共十余人奉命撤退高雄要塞地带。’”

    从上述记载中可知，里胁相当重视涂敏正，要他随时陪伴，就任四天后

就到台中，但未久留，次日到台南，而涂在斗六下车，可能因为他要回自己

的本堂处理私事，但次日又立刻跟上团队。此时由于警察局禁令，西班牙传

教士只能滞留在台南，不能到高雄。此处“多默”应是指卸任的前监牧杨多

默。在日籍新监牧赴任后十天，由于所有洋人司铎都不准留在高雄，里胁于

是留在高雄，并将涂神父由云林的树仔脚调到高雄邻近的万金天主堂，这显

然有其用意，因为涂神父在树仔脚担任本堂不到一年，新官上任，就近可以

商量;况且涂的本地出身，为日本当局所接受。Il4

    对里胁留驻高雄，道明会神父也有如下记载:

    “接任后，里胁监枚即南下视察教务，经过台中，最后抵达高雄，这里

的一切让他深具信心.他看到为数约井千人的教友大团体，看到一座漂亮又

庄严的圣堂一一这是李安斯神父的杰作一，里胁监牧决定留在高雄。因此高

雄成为监牧办事处，以前是在台北.但促使监软迁移的主要因素是，高雄已

对外国传教士关闭，故需要一位能被日本当局接受的人驻留该地，以照顾教

友.””，

    对于被派遣来台的使命，里胁十分清楚。因此鉴于高雄教会对台湾天主

教的作用和当时教会的处境，他选择了留在高雄.50年后，里胁在回忆其

在台湾服务的岁月时，也清楚了说明这一因由;

    “日美关系恶化之后，外国传教士的行动开始不自由，必须依赖日本传

教士之支援，由于台湾与长崎教区最近，本人就被派遣到那儿去了.

    1941年5月渡台，立即，总赞府由于有三位传教士有间谋嫌疑，要我们

接受将他们驱逐。不久战争爆发了，传教士被安笠在两个收容所，我致力于

传教士的间谋嫌疑加以洗清，以及传教士可以从收容所中出来自由行动等，

我逐渐了解我被派遣来的意义了.由于台湾南部成为军事要塞，外国人不能

进入此地，因此我不得不照顾三个小堂区.不过在终战前一年，大约十个月

左右的时间，我也被征召入伍染上战尘，但在主日可以回教会施行圣事，r !l6

，”《涂神父日记).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00.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消》，页201.
116《里胁浅次郎枢机卿二闻少}，页9.可能是事隔五十年，里胁的记忆有所遗忘或锗误，例如，他
  来台赴任为7月，回国则是在4月，这些事件在报纸杂志上都有记载.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两国结成军事同盟，形成轴心国。日

本便公开与英美为敌，要求台湾教会“断绝与外国宣道会的联系”，所有的

英美传教士必须回国.“7当年11月，在台英美传教士(主要为长老会传教

士)被迫全部离开台湾.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也受到影响。从上面里胁的回

忆引文中可知，殖民当局也千方百计的想迫使西班牙传教士离台。殖民当局

先以间谍嫌疑为借口，后又把天主教传教士拘留于各地拘留所。里胁来台伊

始，便利用日籍教士的有利身份，与殖民当局斡旋，极力为教会辩解，洗清

了班籍传教士被指控为间谍的嫌疑，并致力于要求当局把传教士从拘留所释

放。在里胁的努力下，使西班牙传教士免于被驱逐出日本的命运，也减轻了

不少的迫害。

    1941年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道明会神父在台遭遇如下表:

时间 神父 道遇

战争前赛:1941年初为了避免

舰队和军火储存的活动情况被

发现，El本当局命令高雄和基

隆两个日本海军基地所在地的

所有外国人必须离开

孙继慈 原在基隆，不得不搬到斗六，接替包德良。

包德良 把斗六堂区交给孙继慈后，搬到树子脚.

洪罗列 原在高雄，掇到嘉义。由新任监牧里胁接替。

白斐理 原在高雄，搬到罗膺.

吴达查 原在高雄万金，由涂敏正接替。

战争初期:1941年12月8日(圣

母无)F,i罪节)的黎明。日本偷袭

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所

有的班籍神父和修女都受到监

禁，只有日箱和本地籍传教人

员才有活动的自由。总的说来，

台北地区的神父手监禁最久:

台中及邻近吃苦最多;台南的

神父较幸运，仍可以与外界联

系和做牧灵工作。

戴刚德 三人均在台北基莱盯.12月8日下午两点，日本苦察到教堂搜查，

带走所有文件，包括从马尼拉发来的传教信件，三人受到监禁.

禁止与外界联系，12月13日才解禁重获活动自由

杜尔默

苏以道

杨多默 被迫辞去监牧，仍留在桦山叮教堂，同样受到监禁。

马西略 两人与吴达查、包德良、孙继慈、洪罗列，共六位神

父一起在台南被监禁。若 瑟

陈若瑟 在台中与三个信徒被关进监狱，12月6日才获释放。

巴多玛 三人同时受捕坐监，高恒德被拘留在员林。三人加上

陈若瑟，都属于中部堂区，因此受到监视最严密，吃

的苦头也最多。

良雅师

高恒德

资料来源: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00-202.

，”黄武东，《黄武东回忆录》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页!38.



    里胁来台第二年即1942年的8月，台湾基督教及天主教会各界，随着

日本国内的发展，成立战时体制。”“里胁也按殖民当局的规定，在台北参

加了日本基督教奉公会的成立以及事前的教师研习活动，并代表天主教会发

表演讲。此时期日本当局加紧对教会人事进行控制，以为战时服务。

    涂敏正调往万金后，便积极的配合里胁处理战时台湾天主教教务。下面

仍就涂敏正日记，对当时教区中的情况作一分析。

    1942/10/20 A 教区长向我说明，古川神父推选张素娥为基隆女传道.

    1942/11/20日 戴刚德撒任到台中，人rregui上任台北.

    1943/9/22日 由罗(马)传信部批准台湾设立一本籍女修院姐妹会.

    1943/12/25日 (原稿写十月，应属笔误)全岛修道女集合万金一周时

间的j)11练。”，

    可见里胁十分重视涂敏正，基隆教务也参考其意见:而此间与道明会神

父戴刚德发生一些冲突，涂氏深以为辱。120后经洪会长调停，将戴调往台

中了事。1943年教廷批准成立一在地的本籍修女团体，这是教会地方化重

要的一步，因为修女有其一定的崇高地位。且有利于妇女及儿童之传教，可

以深入社会，散播信仰的种子。

    在担任台湾监牧的期间，里胁还碰到台湾教务上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

要处理外籍传教士与本地神职及教徒之间的纠纷。对此，可涂敏正日记中略

知一二.涂在1944年4月20号的日记中如此记载:

    台南若瑟神父被迷唆使杨多肤前教区抗告里胁教区长要弃绝刘决治全

家，并假冒书信，诬余及刘为Spy等，(台南事件)1944年4月21日同里

胁教区长一同到台南与杨多肤及若瑟神父理论对讯，结局他们理屈，承认错

误，被迷诬告之责任，向余等道歉息事。’”

    这件事就是当时教会中所谓的“台南事件”。In文中的若瑟神父应该是

Jose Villaverde.杨多默则在里胁来台时即与涂神父之间有些不愉快，也与

接替他的新监牧里胁格格不入.刘决治的身份仍待考，可能是一重要的台南

【‘.《日本力卜1) r r新闻》，昭和17年(1942年)8月9日，第872号.
119《涂敏正日记》.
lm《涂敏正日记》中记有冲突之情形，见1942年，月14, 21日及11月2日之记载.
III《涂敏正日记》.
122施丽兰的哎涂敏正与里协浅次郎教区长》，载’《铎声〕35卷1期，1997年l, 2月号，页58.



教友家庭，如今遭到被控间谍之罪名，属于相当严重之事件。经过里胁亲自

调停，并要求外籍传教士道歉，这场争执才告结束。“台南事件”呈现出台

湾教会的一些问题，也反映了新任监牧的较高处理事情的能力和公允的态

度。

    1944年，台湾天主教会的处境益发困难。不过此年，李天一自日本修

院晋铎回台，台湾教会又增加了一位本地籍神父，为教会带来一丝新的气象。

1944年末到日本投降前，台湾教会状况如下:

    1944/10/25日 万金教会圣堂，神父宿舍，男女两座讲道所全部均被日

军强制进住，不遗一所.神父、修女、传道亦同时疏开教友家借住，占礼(作

者按:此原称 “瞻礼”，意谓教会应该举行崇拜仪式的场合)主日均在露天

广场举行弥撒圣祭。

    1944/11月初 李天一神父晋择回台.

    1944/11/19日主日往树子脚准备欢迎李天一新铎始祭庆祝典礼.(后因

时间迫，再改日)为此余过于劳动准备之故，不幸在西螺染病卧床，隔日负

病回万金庄本堂治疗。

    1944/12/1日里胁教区长应召入营当兵长。

    1944/12/16日古川、天一雨神父到潮州来慰问余之病.

    1944/12/20日里胁出营，特到潮州探视慰问余之病体.

    1933/12/25日是夜万金教友筵会，欢迎天一新司铎，极一时之盛，可

惜那时余尚在外病，不能参加.

    1945正月中美飞机不断日夜不停炸封高雄等处.

    1945二月中旬高雄、嘉义被爆炸得惨重，房屋倒坏不堪，以后至八月

中一直美机群来空炸台岛.

    1945八月初 美机以原子弹投下日本广岛.

    1945/8/13日又投下原子弹第二颖于日本长崎，死伤惨重。’”

    里胁神父在1944年12月受到教育召集令征召，次年1月应召入伍，担

任高雄航空队特别警备工兵队附卫生下士的身份，5月移驻松山航空队附，

该队参加了琉球的作战。在8月15日从收音机中知道战争已结束124,  9月

仍《涂敏正日记》。

124很凑巧的的是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月15日)刚好是圣母升天节。



25日除役，回到高雄，致力于教会教堂的修理。台湾天主教会在战争中遭

到严重破坏。战争一开始，许多教堂和教会建筑被日军占用。1944年10月

17日开始，美军开始不断的轰炸台岛各地，特别进入1945年，轰炸越来越

猛烈。’25台北蓬莱叮的主教座堂被炸毁，高雄、台南及基隆的三座教堂及

其附属设施受到损坏。.m而几处大城市的神父也被迫撤离。在台北的陈若

瑟、苏以道、杜尔默和台北的所有的道明会修女都逃离到罗盾，杨多默则到

了埔姜仑。嘉义的神父分散开，道明会会长洪罗列去了斗六，罗道真到树子

脚.台南的若瑟神父也到了树子脚。台中的戴刚德则到田中。12，直到战争

结束，所有的神父才回到原来的堂区。

    日本投降后，里胁知道自己在台的使命已经完成，于是决意回国。对此

里胁后来回忆道:

      “··⋯ 然而由于日本战败，日本人开始离开台湾，台湾教友向中国政府

请愿将我留在台湾，而外交部长签署的许可书也送到了.不过，在台湾的教

会日本人神职的角色结束，我乃归国.”.路

    1946年4月3日，里胁任命涂敏正为代理监牧，负责台湾的教务。129不

过，依据涂神父的日记，任命时间则有些出入:

  "1946/4/5日里胁教区长被遣送回国(日本)五块屠作味增德占礼.夜

间教友给里胁教区长钱别会.隔日台湾教务正式委任余代办统治.”’3，

    对于里胁为什么把代理监牧一职交给涂敏正而非西班牙道明会士，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131

    第一，涂氏南部协助里胁监牧，期间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从当时日本全

国动员投入战争的情况来看，面对欧美等国，同为东方人的两位，相对之下

应有较亲切的感觉，因此在携手共同处理台湾天主教事务的过程中，建立相

互信任的关系。这种在战争中互相支援及依赖的经验。

    其二，出于里胁的台湾生活经验。由于外籍神父不能呆在高雄传教，因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02-203.
《里胁教区长、小松师等归来，，载《日本A卜，，少新闻》昭和21年((1946)5月19日，第，81期.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05.
《里胁浅次郎枢机卿二闻r D.页9.此新闻是50余年后根据里胁返日的回忆写成.
《里胁教区长、小松师等归来).
《涂敏正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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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古伟滚，《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肋浅次郎与涂敏正》，页204-206.



此里胁来台一周后就将大部分时间放在高雄，可能为了较快的熟悉教务，里

胁一开始就重用涂敏正。从前文可知，涂敏正从南部北上去欢迎新监牧从日

本抵台时，就遇到遭到杨多默等人嘲讽和反对。不过在洪罗列会长的支持下，

才消除不愉快的心情北上。欢迎会结束后，里胁招待涂神父及日本随员前往

草山(阳明山)休闲一天，之后就南下，并要求涂敏正离开才上任不到半年

的树仔脚本堂，转任屏东的万金木堂，因为万金为台湾重要的最早及最大的

本堂之一，又是教友村的所在，更重要的是，万金离高雄很近，很多事情可

以就近商量。因此，涂神父很早就参与了里胁的决策团队，对台湾教务也相

当熟悉。

    第三，涂神父还是日本教会新闻所称的台湾第一位“邦人司祭”‘32，况

且，教区长在面对力量庞大的外籍修会时，为了教区的运作，有必要重视教

区神父的职责，再加上涂神父在当时与道明会一些会士之间有些不太愉快的

情况，甚至被控有间谍之嫌，里胁临走时，在修会会士及教区神职之间，选

择了教区神父，这种安排也不令人意外。

    最后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即是涂神父为中国人，对于日渐兴盛的

新兴民族主义而言，尤其是对日战后的中国，里胁更有理由将台湾教区长之

职务交给一位本地神父。我们从涂神父在接任代理监牧职务前后的日记中可

以看到此决定的重大意义。

    1945/8/15日日本皇帝败战投降中美等国，第二大战就此停止。

    1945/9/20日 日军退出万金教会.余等搬回圣堂，余并向败战日军交

涉，偿还一切损坏，后由日军部运橱、桌、持，家俱什物很多.

    1945/9月中在潮洲郡下到处受各界人士欢迎讲演，屡次博得宦衙学校

等诸人士的好感，万金教友亦不再受人轻视而提高身分也.(光复后到处受

欢迎讲演)

    1945/10月双十即被邀到万金参加会议，曾向五万多民众讲演，博得

拍掌欢呼声不已.中午与政军诸界人士一同是会，被列为首席.

    1945/12/8乃是万金本堂主保占礼，顺此举行一盛大感谢大祭礼。日本

主教及教区神父全体筱临参加，社会人士亦多有到堂占礼，是夜教会中全体

132《日本力卜9 r h新闻》，昭和12年(1937) 2月7日。第590期.



教友开一盛筵，欢迎来宾。’”

    日本战败投降后，教会情势有了改变，首先日本军队退出教堂，又补偿

了许多家具。有意思的是天主教会的地位也提高了，似乎西方盟国胜利意谓

着其背后所代表的基督宗教力量高涨不少。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年的12月

9日万金主保庆日，里胁教区长率领所有教区神父参加由涂神父所主持的礼

仪，此行动己在相当程度上预示出里胁对于未来的接班安排，也多少表示了

里胁本人对于涂氏的尊重及支持。

    从以上邦人司祭涂敏正和里胁钱次郎的在日据时期后期传教活动极其

两人的互动中我们清楚了了解了阻滞时期的台湾教会的发展的脉络。

1937-1941年皇民化日益兴起期间，虽然台湾天主教会的处境日趋紧迫，但

由于外国传教士和修女还处于自由的状态，教会的传教活动基本上还是正常

运作。因此，此时期天主教仍有一定的发展。

    据1940年教务统计，全台共有14处堂区(桦山盯、蓬莱叮、淡水、基

隆、台中、罗膺、田中、斗六、树脚仔、埔姜仑、嘉义、台南、高雄、万金)，

巧处分堂(石旋、和尚洲、彰化、员林、面前仑、大新、竹山、斗南、鹿

寮、民雄、沙仑子、大湾、新化、五槐膺、山下).22所传教所 (新店、小

基隆、石门、四脚亭、暖暖、刘膺三家村、秀水、番仔田、大东、赤水、鼻

仔头、劳水坑、水尾、西螺、土库、仑仔顶、小梅、大湖、北港旧城左营、

凤山、潮州)。至于在台的传教人员，有神父20位(道明会西班牙籍的高煦

能、多玛斯、洪黎烈、陶神父、吴达查、杨多默、白斐理、山济慈、怀神父、

良雅师、李安斯、陈若瑟、马西略、若瑟、罗道真、戴刚德、包德良、及3

位本地神父 (涂敏正、李添一、李惟添)，21位传道员，姑婆29位，以及

总数9737位信徒。134另外还有台北传道学校(1915年立)、静修女学校(1917

年立)、高雄女传道学校(1921年立)，及高雄(1868年立)罗膺(1875年

立)两处孤儿院等教会事业。

    1941年以后，战争已波及台岛，许多教堂被日军占用，岛上的教务陷

于停滞。只在里胁和涂敏正的竭力维持下，才不至于中断。1945年，美军

:::《涂敏正日记).大国督编 ‘台湾力卜̂r夕小史》，页410. 433-044.



飞机轰炸台岛，教会倍受重创，损失惨重，直至光复后才慢慢恢复。1945

年全岛的圣堂教有27座，临时小堂有13座，神父数目有日本籍的教区长以

及古川镇三神父，台湾岛籍3名神父，西班牙道明会神父14名。135

    总的来说，在传教士和其他传教人员以及部分信徒的共同努力下，台湾

天主教信徒呈不断的增长态势。整个日据时期的天主教的发展表现出阶段性

的特点。而且每个阶段也有自己的特点。教会总会根据社会风气的变迁、政

治环境的演化，积极的采取不同的方法与对策，竭力传教。综观整个日据时

期教会的发展，虽然在后期因战争受到影响，但整体基本上处于稳定发展的

状态。虽然对比光复后的情形，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发展是缓慢的，但比

起清统时期，却是极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信徒数及传教区上，也表现在传

教方法的演进及完善上面.所以从后者看来，日据时期的台湾的天主教是一

个兴盛发展时期。不过对比同时期在台发展的基督教长老会而言，天主教的

发展仍有不少不足之处。

第三节 无声的圣战:天主教与新教的竞争与矛盾

    众所周知，天主教与新教，36是基督宗教的两大宗派。天主教〔罗马天主

教)早在明嘉靖31年 (1552)年传入中国大陆。而迟至清嘉庆12年(1807

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才来到中国传教。137清末，随着传教的扩张，两教

在中国大陆的矛盾日益显现，出现不少争斗的现象和事件。天主教和基督教

重新入传台湾后，在初期，由与规模都比较小，传教地区不一样，加上共同

要面对仇教的局面，两教之间的正面冲突较少.但随着教务日渐扩展，两教

的矛盾就不断的表显现出来，特别是从清统末期开始。日据时期，随着两教

在台的迅速发展，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之间差距逐渐拉大，两者之间的矛盾和

摩擦也就日益的显现出来。

135《里胁教区长、小松师等归来)，载《日本n卜，，Y新闻》昭和21年((1946)5月19日，第981期.
136基督教或基督宗教，包括罗马公教、新教、东正教。在中国、习惯上把罗马公教称为天主教，把
  新教称为基督教 (有时也称作耶稣教)。清朝末期，东正教传入中国后，主要在中国北部和东北部
  活动，工作的重心是收集情报和研究汉学，为沙俄俊华服务，因此与其他两教极少有冲突。
137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65.



一、殖民地背景下新的角逐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威丁堡(Wittenberg)

教堂门前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由此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的序幕。19a此

后一个多世纪，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的血雨腥风席卷了整个欧洲，但风骤雨

狂之后，迎来的却是跨入近代的西方资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沉寂了二百多年

后，这对“冤家”在古老的东方找到了新的演练的战场。139于是台湾，这个

位于太平洋一隅的美丽之岛，在一个新世纪交替之际，随着近代的殖民扩张，

再度掀起一场无声的圣战。

1.日据时期天主教和墓怪教发展的对比

    日据之前，台湾只有天主教多明我会和新教长老会。日据之后虽然有传

入日本系统的基督教教派，但在台湾还是以道明会会和长老会为主导，因此

从这两教发展的形势，就可以看出日据时期新旧两教的异同。140

    从信徒人数的增长来看。新教(长老会)重返台岛比天主教(多明我会)

迟了近十年，但教务进展却天主教快得多，1895年日本据台时，全岛新教

(英、加长老会)的信徒已超过4000人，41，而天主教仅为1290人，aza 1898

年，根据 《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基督教长老会的信徒则猛增至

Williston Walker, A History of Chrisdan Church, P305,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ons, 1959.李志
刚，《基份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61.
  张钟盆，《本土化与信誉重建一 泉州地区基督教会研究(1857-1949))(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未刊稿，2003年)，页28-29.
在日据中期开始，台海天主教发展日益显著，这引起了基督教的注意.据《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March 1936, P190, Val. LXVII, P1677.)报道:当时的基督教长老会本地牧师己对墓努教
和天主教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similarity & dissimilarity)的研究产生特别的兴趣.
北部:1894年台湾北部有长老会信徒，1895年日本领台时死失迁移735人，信徒人数降至1906.
(黄六点主编《北部教会大观，.1972年.页，21〕 中南部:1894年南部长老会成人信徒为1456
人，1895受日本据台的影响，降至1445人1896年又回升至1466人.(Sketches from formosa,户92)
1207 tF右翻信姚户也荃”” 人_(士种爪#9告.亡贾住合油省诵吉》撤三，而600。)因此，综观

  南北长老会状况，1895年台湾长老会信徒当在4000人以上.
1} John R. Shepherd, From Barbarians to Sinners: Collective Conversion Among Plains
Aborigines in Qing Taiwan, 1859-1895,载Daniel H. Bays, Chritianity in
China,Stanford,California.1996.



10148人，43。日据时期，基督教每年信徒数己远远超过天主教。

    以下是日据时期天主教和新教长老会的每年的信徒数和增长趋势图:

图2-3-1 日据时期在台天主教和长老会信徒增长趋势对照图

尸“

一琳。.输严 8424898““’“““’ 士r}rsr}

尸产4429篇      23352
尸丫厂005 17167
r. ’

    资料来源:根据前台湾总督府各年统计书材料编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统计室编，《台湾省五

十一年来统计提要》，台北.1946年，总第 1315页，表513“历年基份教说教所所属布教师及信徒

按教派之分配”。(具体每年的数据请参看本文后面附表一)

    从上图可看出，1903-1942年间，天主教和长老会信徒增长均呈现上升

的趋势;天主教在1942年的信徒总数是1903年的近4倍’44，基督教则的达

到5倍多.说明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日据时期都得到相当的发展，同时表明，

长老会信徒的增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天主教，从图中两曲线之间的距离逐渐拉

大可以看出。

    为更为清楚的体现两教的信徒的增长的速度，根据上表，以每3年增长

的信徒数制成增长速度变化对照图如下:

t43《台湾51年来统计提要》表62.
1.据大国督书，天主教在!942年的信徒总数己近一万人，照此计算，则1942年台湾天主教信徒数
  应是1903年4倍多;按这数据，天主教信徒的增长的速度仍不如长老会.



图2一3一 日据时期在台天主教和长老会增长速度变化对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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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图2一3一2清楚的体现，基督教每年增长的信徒数变化比较大，天主

教则比较平稳.不过，除了个别的年份外，基本上基督教长老会每年增长的

信徒数远比基督教来得多。

    可见，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无论在信徒的总数上还是在信徒增长

的速度上均超过在台天主教教会。

    从传教点拓展来看。一个教会的发展，除了表现在信徒的增长上面，另

个重要的表现便是传教区的拓展。传教区的拓展在于新的传教点的建立，其

往往表现在新的传教所的竖立.

            表2一3一 1916一1，42年台湾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所对照表

年份 191‘ 191，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23 1924 1925 192‘ 192 7 1姐目

夭主教 33 32 31 34 33 33 33 32 32 28 29 2， 29

墓普教 l枯 l妇 l妇 1，1 1弓翻 l拐 匕叨 1，1 1弓2 151 习5‘ t印 1能

年份 1，29 1，加 1妇 1 1” 2 193 3 1妇4 1935 19肠 1，3， 1938 1939 1940 1941

天主教 30 30 31 3l 31 32 33 33 33 33 33 33 33

基督教 l盯 l祠 17. l皿 皿83 1肠 157 I肠 已日1 比， 1盯 1目7 匕日7

    资料来源:《台海事情》(日文)(大正四年~昭和16年，即19巧~1941)，(中国方志丛书，台

河地区，第193号，日本总督府编，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影印)。为了论述方面，这里的传教所包

括:教务所和说教所 (包括教堂和讲义所).

    从表2一3一2可见，1916一1942年间，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所呈逐年



递增的趋势，而在台的天主教会的传教所则徘徊在28-33之间。对比上面两

组数据，不难显见长老会和天主教会发展呈现出的差距。

2.冲突:同病不相怜

    天主教与新教在相继传入台湾伊始，由于传教空间十分狭小，传教地区

又彼此十分接近，于是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不过刚开始只是不正

面的攻击诽谤对方。1865年郭德刚神父在信中抨击新教长老会传教士的传

教工作“仅限于散发圣经给村民，然后就坐下来休息”，郭嘲笑长老会所谓

的在当地有成百上千信徒不过徒有虚名，因为这些信徒把圣经的封面切下来

作鞋底了，而且长老会的信徒“仍和异教徒一样家里到处是偶像，他们(长

老会信徒)的‘神，是金钱且沉浸在情欲中”。145而长老会信徒也不甘示弱，

抨击天主教崇敬圣母行为是偶像祟拜，大讲天主教神父独身的不是，并嘲笑

天主教信徒拒绝去菜市场宣讲福音是一种懦弱的表现。146天主教和长老会

这种背后互相攻击对方，愈演愈烈，终于在清末爆发了正面的冲突。

A.导火线的引发:台北和尚州事件

    1883年何安慈在北部台湾开教，与当地的长老会发生冲突，正式引发

了两教的之间的正面的冲突。据大国督《台湾力卜夕夕小史》(日文)147，详
细经过如下:

    1883年，当时台湾北部长老教会创建人马偕牧师，与信徒和一传道师意见不合发

生冲突。为此该长老教信徒伙同传道员，南下抵罗膺请天主教北上传教，意图与基督

教长老会对抗。于是罗膺本堂神父何安慈，于次年5月下旬，派两名信徒赴北进行实

地调查;经一月后，何又派李益传道师前往调查后。于1886年6月下旬，何安慈神父

又亲自前往北部调查，1887年3月7日当时台湾道明会副会长良方济正式派神父何安

慈神父赴台北和尚州开始传道工作，于是何神父则率陈沛然传道师与两名教友即行北

上，途行凡十二日平安抵达。当时此处系属于长老教之范围内，对其它宗教极力排挤，

对于此种情形何安慈神父之传教工作势不得不小心翼翼留心等惕。何利用夜晚人多的

14S参见当年3月31日郭德刚写的传教信件。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
  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54.
i} I871年12月4日良方济神父写自万金的传教信件.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
  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06-107.
is大国督编，《台湾b卜少夕小史》，台北:杉田书店，昭和16年。



时候进行讲道，并辅之分发教会印刷品，得到不少民众的欢迎。何于是在各地筹建传

道所，并发函向台湾道明会副会长良方济报告和尚洲和大稻埋传教状况。良方济听到

汇报后倍受振奋，决定将道明会会馆迁往和尚州。为了对该地教务有更深的了解，良

方济亲自前往和尚州视察教务，受到当地信徒和民众的热烈欢迎。良方济在停留时间

内为当地信徒望教者讲授教理，获得显著的效果。良方济返回南部的道明会馆时，当

地民众以锣鼓热烈欢送至城门外。天主教的如此动作，引起当地长老会极度不满。便

以良方济回途时乘坐“除知府外无人敢乘之豪华之轿”为借口，攻击天主教，先 “买

通满清官吏，诬告我天主教为先年攻击台湾之法尔西国教”，为此台北知府下令何安慈

离开台北并严禁民众，“如有买土地与我天主教会者，决严究辫之非理命令，并以投狱

威叮责令和尚州，大稻理两处之地主，自动与教会庆约收阿房屋，受权势焙煽动之街

民成群涌至各传道所，将门外之门标牌除下不知去向.”何安慈即将此事申诉于当时

受西班牙委嘱为副领事的英国领事，英领事实地调查向知府抗议指其非法，“讴知府以

英人无权过问为由拒之不理，于是英领华即将始末转送至厦门之西班牙总领事，后受

西总领事之强硬抗议，知府始表歉意，而此纠纷方获圆满解决。”长老教徒此计不能奏

效，于是在和尚州街上各要道，大开讲演会，攻击天主教，并极力 “谗谤圣母玛利亚

之无染原罪”。何对此采取不以理会的姿态，勉力传教，并于1888年6月费资1千5

百元购买6百余坪土地，及地上附带之建筑物四户一栋的家屋，一为临时圣堂，一为

神父宿舍，其余二户为道理厅及传道妇宿舍。148

    从和尚洲事件可以看出，天主教传入台湾北部因由乃是长老会内发生内

让、一派为对抗基督教长老会而南下邀请天主教前去传教。这也就埋下两教

冲突的一大隐患。加上后来天主教传教势头猛速，自然引起长老会的不满和

嫉妒，从而利用各种借口、采用各种方法对天主教进行攻击排斥。后来长老

会还攻击天主教的“玛利亚”崇拜，体现两教冲突一些传统的特点。其看起

来似乎是教义引发的，是两教冲突的“旧恨”延续。其实不然，从和尚州事

件可以显见，两教之所以发生摩擦，完全是由于争夺传教的空间引起的。加

拿大长老会自1872年传入台湾北部，在这里一教独统10多年，教会取得很

大的进展，自然容不得别人来分其杯里的羹，更何况对手是昔日的死对头.

    .和尚州的事件开启了台湾天主教和长老会的正式对垒。清统末期两教还

.姻大国督编，‘台湾力卜7夕小史》，页249-254,



发生两起较大的冲突，地点均在台北淡水。兹简述如下:

    189。年3月12日欲赴兴化店就任的雷赛逸神父，经过淡水街，在通过一个长老教

徒的房屋的走廊时，突然头上遭到恶嗅的尿水的淋沐，当众出丑，以致于后来“损及

健康”而在1895年2月1日归返菲律宾马尼拉。149

    1891年何安慈神父应淡水小基隆乡长之请，到该处开传教演讲会，“结果会场却挤

成空无立锥之地，而能收意料不到之成绩.”于是何在淡水设立传道所.并派吴钱传道

师驻该地传教，“由其极烈之宣道而求道者与日俱增，对此盛况而感不快之长老教收师，

遂嫉妒不堪，”面请淡水乡长即刻封锁天主教传道所并将神父、传道师、教友等逐出该

乡。淡水乡长故婉言推i.1。长老会牧师十分不满，“即买集无赖之徒百五十名，自为领

队而堂堂袭击我传道所，有的投石破坏房屋，有的闯入屋内撕破圣像，破坏桌椅等种

种不端行为，”天主教信徒及慕道者闻训，率众与之对抗。双方大张旗鼓，一时械斗十

分激烈.。，。
    结合1890年和1891年淡水这两起事件来看，很明显天主教与基督教长

老会的冲突是和尚州事件的积怨的延续，而实质显然还是由传教空间的争夺

引发的。

B.日据时期天主教和荃督新教的冲突

    日据时期，清季天主教与长老会的之间争斗，并没有因为台湾更易新主

而停止。随着教会的发展，传教区的拓展，两教的矛盾有呈加剧的趋势.特

别是在日据前期和中期，矛盾尤为明显。不过日据中期以后，由于殖民政府

加紧对岛内各宗教的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也颇受影响。因此两教之间在第

三个压力下，转移了矛盾的主要目标，之间的冲突也就逐渐减少。日据时期，

台湾天主教除了与在台的长老教会发生矛盾外，还与该时期传入的真耶稣教

派发生摩擦。为了明了台湾天主教与这两个教派的冲突经过，据大国督书所

载，.兹就几个事件全段转引如下:

与长老会的冲突:

    田中大新。“该神父(指闪佑道)系一罕见之传教士，上任伊始即显出其敏捷手腕，

设立四个之模范传教区，致力于传教率业，尤其对当时极力仿害我传教之长老教徒等，

为导引其觉悟回头计，神父以和蔼之态度，苦口婆心，谆伴善诱.孰料长老教徒以为

神父软弱可欺，便率众授入传道所，交相诽谤辱写我公教.经神父逐一引出圣经之有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r q小史》，页256.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夕小史》，页256-257.



关章节从容解答，使长老教徒等一干人无由逞能而悄然离去;后来再无人敢来传道所

取闹，甚至其中有一部份长老教徒转奉我公教.神父的怀柔策略收英大之效果.”’5，

    台中。 “至大正5年(1916年)二月，洪罗肋(Angel Rodriguez)初任本堂神父

起，招集来往之居民等，数个月之间连日盛开演讲会，将我天主公教之真理与救灵之

道，介绍于世人之结果，求道人数与日俱增盛况空前.目睹我教发扬之长老教徒，由

于嫉妒而每夜流入演讲会场，以排言逆理攻击我教义之不当，但每其提出攻许时，洪

神父均片之驳斤得体无完肤，使长老教徒哑口无言，自知理亏不能自圆其说之长老教

徒，另拟仃牵制我传道所之策，改变作风，坚请我求道者至其家，虚意善待，巧施阴

谋，鼓如养之舌，百般谗谤我天主公教，使求道者恐惧顿生，是非莫别，以致畏缩不

来，因之人数减少，景况日减.但洪神父，已意料及此，更以不屈不挠之决心，乐观

奋斗之勇气，依旧不断努力，以冀挽回颓势.惜乎恶徒之笨，不择手段，任意胡为.

时巧有品行不端之二三无赖者，受其利用假装求道而再接近我教会学道，而数布流言

大贬我教之价值现，因求道者心理上受其影响，所以有口难分，是非莫辫，以致传教

前途，无法宏扬.至今成绩尚不举而保旧态，实使人叹惜不已。我教虽受恶徒频频打

击，但我教友尚保持近百之数一‘52
    左营(旧城)。 “昭和4年(192，年)高雄教会圣堂落成为一值得纪念之专业，

旧城系传教时所收获之一个小堂区。原来旧城之地方系属于长老教之势力范围，于我

天主教至该地听始传教时，长老教徒为防止我教之传布，即刻策动其教徒等，尽其所

能不计手段舫害我之传教事业.尤其在开催演讲会之先，极力行宜传以卑邵言行诽谤

我公教企图使我演讲会停止，甚至诉之警察，或于讲演中率众暄哗，为达其卑劣之目

的.最后召集村众特开所谓宗教裁利，(即辩驭大刽 ，信口雌雄极力胃涣我公教，不

借以恶言侮写，离间.问煽动等阴谋以期收买人心，但其卑劣计划终被村民所拼弃，

不能收到其预期之效果，反之我教之求道者急增，，一，二，153

与真耶稣教冲突:

    民雄。 “二，⋯时巧有于昭和7年(1932年)起，有一称为真那稣教之怪教派流入

该地，致力谗谤我公教，一面扩充其布教势力.对此我教会当然不能澳视，于是派两

位神父与两位传道师轮流至该地，一连三日间放映电影及公开演讲会，彻底的反取真

那蛛教之谬论，立证我奋教之真实性.其中参加此演讲会亦有不少长老教徒.自此会

开后，民众对我教之研究如火如茶，求道者人数急剧增加.天主教遂乘机租民房为传

，，‘大国督编，(台河brv9小史D页329.
In大国督编，《台海分卜，9小史)，页305-306.
17)大国督编，《台湾h卜，夕小史》，页375-376.



道所.当时有一任长老教传道师多年之某氏，率其全家至传道所研究要理.最后全家

改奉我教，后来在西螺任我教之传道师.此外尚有一长老教内之重要人士，亦继而改

奉我教，而现在该地之圣堂(宽二十四尺，深三十六尺)，及传道所等之用地皆为该民

所献，后来我教会当局再投一千六百元增建神父住所.”’“

    大林。 “昭和4年(1929年)年真那稣教于大林等处，不但对我公教仇视，甚至

其它各派之宗教，悉遗该教之谬论所攻击，致引起各教派之不满纷至我教会共诗我教

出之据理揭破真那稣教之谬理，我教会当局即于昭和5年(1930年)年三月中旬，利用

放映叁督为题之电影，开演讲大会据理将真那稣教之谬论勃理遂一曝霉，使其哑口无

言，无词可辩而返迹，自此事以后多数之求道者来所研究道理，于是租一民房为传道

所派一传道师驻于此，兼管小梅区一，“
    小梅。“于是至昭和6年(1931年)年调成另一传道师交接，先从散居山区之教友

与小梅村之教友，集中热心研究要理.尤其致力于当时新至该地诽谤我教之真那稣教

对抗为主一156
    从以上引文所叙的各个事件，不难看出几点特点:

    一从事时间分布上来看，基本上发生在1910̂ 1930年代。以20年代最

为频繁。

    二从空间的分布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台岛的中部和南部，以中部最为突

出。并且基本上在乡下农村地区。

    三从当事者的身份来看，攻击一方往往是长老会或真耶稣教，受攻击的

是天主教。而长老会和真耶稣教一般是信徒或传道师为主要参与者，牧师或

教中主要人物基本不出面或不参与其中。而受到攻击的天主教常常是有神父

携同传道师一起出面抵抗。

    三从冲突的过程来看，激烈程度已不如清季，大多流于口舌之争，如诽

谤、煽动、抨击、诬告等等，并常上升到教义的辨争，但基本没有诉诸武力。

并且在面对共同的对手时，往往产生一些教派联手对敌的现象。比如在大湖，

几个教派便延请天主教代为出面与真耶稣教对峙辩论。

    四从冲突的结果来看，天主教传教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基本上每次都是

天主教取胜而归，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此处引文乃出自天主教会口述资料，

157所取的资料自然较偏向与天主教会。不过也反映出当时中部台湾天主教

，，大国督编，《台湾tr79小史》，页358-359,
155大国督编，《台湾力卜7夕小史》，页362-363.
156大国督编.《台湾h卜̂r夕小史》，页361.
15，大国督的《台湾力卜I夕小史》，是在台湾第二任杨多默 (Tomas de la hoz)口述史的基础上编撰
而成，



势力较其他教派为强，印证本章第二节所提出的中部台湾发展较为快速这一

观点。正因如此，大湖地区的天主教方被其他几个教派延请去对抗真耶稣教.

    五从冲突的影响来看，往往会扩大胜方的声势，从而促使更多的民众入

信，甚至一些教派的信徒会改宗转信取胜的教会。天主教在这几次辩论中，

除了获得不少的慕道者，还赢得了几个长老教徒的改信。使天主教会颇为自

得，认为是 “收莫大之效果，’o

    教徒改宗这一现象在日据时期并不鲜见。以真耶稣教最为典型.真耶稣

教1926年春传入台湾后‘58，先在台南传教，其后扩展至牛挑湾、清水、和
美等地，轰动一时，起初吸收的教徒大半是长老会信徒159，也有不少其他基

督教教派的信徒，60。为此倍受长老会等各基督教教派的攻击。从上面引文记

载来看，天主教也受到真耶稣教的冲击。对真耶稣教咄咄逼人的气势，天主

教没敢掉以轻心，而是严阵以待。由于得到其他教派的支持，声势自然压过

真耶稣教。另外，且对手只是大多为真耶稣教信徒，并且只是初传该地，以

教理争辩上自然敌不过准备充分且传教经验丰富的天主教的神父和传教师。

    天主教在于长老会和真耶稣教的争斗中，显示自己的实力，也辩明自身

教义与其他教派的不同所在，赢得不少民众的入信，特别是长老会的改宗。

不过，除了这种情况外，也有一些长老会信徒通过与天主教信众的接触，从

而改宗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国督书便载有一例，兹引如下161

    土库。 “.⋯ 但由于传教人员之不足，至昭和2年(1927年)年五于放任之状态

下无人经管.巧于当年有一户之埔姜仑教友迁居于此，广交近郁，而成为知己.其中

有一长老教徒，常与之交谈，而该教友亦常于谈话中引证天主教道理，后来两人竟至

  据林献生著 《真耶稣教会史〕:真耶稣教是先由“黄呈聪之父黄秀两，于1925年秋，回台在故乡
缘西，向其亲戚证道，⋯”(参见林献生著《真耶稣教会史》，台中:真耶稣教会神学院出版，1981
年。页13-14); 1926年春，真那稣教的张巴拿巴(张毅举)、郭多马、高路加、吴道源等人，从福
建渡海来台传教.〔参见《台湾传教三十年纪念刊》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1956年页31-34.)
台海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页171b。台湾真耶稣会创建人中就不少
原是长老会，如郭排利门(郭歪)、黄呈聪等人，其中最典型当为台湾真耶稣教最初的创建人之一
吴道源
学行医，

(吴约翰).吴氏毕业于台湾长老会办的台南神学院。吴氏原籍嘉义县牛挑湾，后在台南求
便落箱为台南人.台南神学院毕业后，本拟献身传教，但后来却立志行医济世。1895年

长老会传教士巴克礼、宋忠坚引日军乃木将军带第二军团和平入台南城，便是吴氏从中牵线斡旋
促成。吴氏原为台湾长老会长老，于1911年前往厦门鼓浪屿行医，曾在当地创建“中华荃怪教会”
一所;约在1925年间，吴氏改信真耶稣教，重新接受漫礼，之后大发传教热心，率其家人全部9=
入真耶酥教会。1926年与首批真耶稣教传教人员抵台后，便前往台南和牛挑湾传播福音，在两地
创立两处“真耶稣教会”。(参见:杨富森，
卷52第4期，2001年12月，页91-92.)

《台湾真耶稣教会史及发展原因分析》，载 《台湾文献)

;w如台湾真耶稣教建立初期的重要人物萦圣民长老先于1921年在嘉义市“日本基督教会”受点水
  洗礼.
;61大国督编，《台湾h卜7夕小史》，页348-350.



意气相投，进而成为知友.有一圣诞大占礼日，该长老教徒随同该天主教友，同至埔

姜仑圣堂参与庆祝弥撤，受神父热诚之讲道所感动之长老教徒，即刻要求神父派员至

土序传布真理，神父即准其所求.与传道师轮流数次至该村阐解要理.当时长老教徒

中为其教义之异见分裂成两派，而反长老派之新教徒即议决支持我天主教，并助我易

于传教之起见，特以参与我教之演讲会，以应援支持我公教为口号，因之该地之求道

者日日急增，..⋯而有建设新传道所之议，有一断教归奉之某氏，自愿献地给建，因

神父虽知其意可嘉，但该氏当时于外病床中，且生计亦不甚丰，故于教友会议之上，

于昭和3年(1928)十一月以八十元之代价，将该氏之九百坪土地购定，

    上面叙述可以看出，土库这一长老会信徒转信天主教有以下几个诱因:

    一是姜埔仑天主教信徒的人格力量及传播福音的努力。由姜埔仑入迁土
库的天主教信徒喜欢“广交近邻，而成为知己”，这一人格魅力，使他赢得

不少朋友，包括长老教徒在内。因此土库这一长老会信徒方乐于与之交谈，

最后“义气相投”成为知友，并在天主教信徒的宣传下，逐渐产生改宗的想

法.可见长老会信徒的动念的最初的诱因乃是为天主教信徒的人格所感而转

向天主教信仰的诉求。

    二是受神父热情和教堂节日气氛影响。这一因素当为促进剂。长老会信

徒在天主教信徒的说教下已动改宗的念头。因此天主教信徒把握时机，利用

天主教瞻礼节的隆重的气氛感染长老会信徒，己坚定其改宗的信心。天主教

瞻礼节往往比基督教新教来得隆重热闹，在对比中，已有改宗的意念的长老

会信徒自然被这所感动，终于接受天主教的信仰。

    三是长老会内部的矛盾。引文中虽然叙述长老会信徒改宗在先，而长老

会内部的发生矛盾在后。但不能排除在长老会信徒改宗之前，土库长老会内

部就已发生矛盾。如果这样，那么长老会信徒的改宗就带有另一层原因.长

老会内部发生矛盾，受拥护原有长老会传统的信徒所排斥的另一方自然要找

一个教会来依靠，以免处于势单力薄的境地。因此同在该地的天主教会也就

成了其最好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土库长老教徒的改宗，也就变相的

表现为天主教与长老会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土库长老会信徒的改宗也带来与前面几个事例的同

样的结果，即促使更多慕道者产生。这种屡见不鲜的现象，无疑说明了普通

民众的一种趋力的心理。

二、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与竞争的分析

    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由来已久的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日据时期



的台湾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是不是单纯由

孰轻孰重，对此有必要深入分析。

    归结起来，两者矛盾的原因不外乎两点:

兹就此两点作一阐析。

，日恨”引起，或是有别的原因，

一为历史原因，二为现实原因。

A.历史原因

    16世纪欧洲天主教内部的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并陆续

分化出一些脱离天主教会的新宗教 (及耶稣教或更正教)。新产生的宗教与

天主教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义纯在分歧。天主教除了把 《圣经》奉为经典外，其教义的来

源还包括“圣教”(古代先知、使徒口传下来的“上帝的启示，’)和教皇的决

定;而新教只承认 《圣经》，认为是“永恒的真理”，强调其绝对的权威，反

对把 “圣教”教皇的决定作为教义的来源。

    其次，“圣事”的区别。天主教有七种圣事:洗礼、坚振、告解、圣体、

终傅、神品、婚配。新教一般主张两种圣事:洗礼和圣餐，少数的宗派甚至

反对举行任何的仪式。

    第三，组织不同。天主教组织严密，各修会都在罗马教廷的管理之下，

共同奉教皇为宗主。因此天主教权力的运作是由上而下的。基督教各差会是

各自独立的，互不统属，不过各差会内部自己也有一套完整的组织。

    天主教和新教这些不同，往往引起两教派的门户之见，之间互争正统，

各不相让。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的

斗争，这种成见和争斗自然也殖民的扩张带到新的传教地区。而在彼此的斗

争中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点 (如一些仪式教义等)，常常成为双方相互攻击

的口实。这点在清季和日据时期的台湾天主教和长老会及真耶稣教的冲突

中，表现十分明显。

    1865年郭德刚神父在信中嘲笑长老会所谓的在当地有成百上千信徒不

过徒有虚名，因为这些信徒把圣经的封面切下来作鞋底了，而且长老会的信

徒“仍和异教徒一样家里到处是偶像，他们〔长老会信徒)的 ‘神，是金钱

且沉浸在情欲中”。162

162参见当年3月31日郭德刚写的传教信件..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
  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54.



    1871年良方济在信中专门谈到天主教受到长老会教徒攻击的事实队

      “近来，基督徒 (指长老会教徒)开展日益蛮横的活动，鼓吹民众捏造

谣言，毁谤攻击我们;他们作得如此的狠毒，以致目前本地人的热门的话题，

就是基替徒和天主教徒的冲突.

    这些基督教徒宣道士一谈到神，上帝，基督耶稣.我们的救主时，好像

在呼求异教徒的偶像似的.毫无敬意.完全忽视了信仰是才中圣奥秘的.而且，

他们的指控是那么的虚伪和可笑，我想必须加以澄清，以终止他们的狂妄、

无知和轻率的行动。

    基替徒一再的说，天主教徒崇拜偶像，因为我们恭敬圣母和圣人;这种

论调已不知被驳倒多少次，他们仍喜欢一再的提出。墓督教徒又说，神父守

贞独身，拒绝结婚是不对的，如果大家都照样做，那世界就完了;他们更暗

示说，我们拒绝去菜市场宣讲福音，是懦弱的表现.

    他们给信徒灌输诸如此类的荒谬思想，而基督教信徒也像鹦鹉似的，喋

喋不休地重复这些话，反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真理，即获得永恒的救恩。”

    基督宗教一向反对崇拜偶像，因此崇拜偶像就成为天主教和新教互相指

责对方的口实和把柄。引文中，良方济指责长老教徒对待神就像对待异教徒

的偶像，但却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相反，长老会信徒却抓住天主教的把柄，

指控天主教崇敬圣母和圣人行为是祟拜偶像。这点历来是两教斗争中，天主

教的致命伤。可见在台湾，天主教仍难逃其运。基督教这种指控在一般的台

湾人的眼里，似乎更为有理有据。天主教无可否认有崇拜圣母和圣人的行为，

而且在教堂摆设也与中国神庙很像。清季和日据时期在台传教的天主教仅为

道明会一个修会。按台湾道明会的传统，教堂正面安置的是圣母玛利亚像，

两旁有许多的圣像，或多明我(即道明会的会祖)。I"台湾道明会教堂的如

此摆设，在普通人看来，其实与庙里神像是一样的，即使在台湾的一些天主

教信徒眼里，也很难理解这与普通神庙的偶像有什么不同.天主教这种做法，

无疑给基督教新教落下一个攻击的把柄。

    天主教和新教相互争正统，互相指责对方是假宗教，而标榜自身为真宗

教。这方面以天主教较为主动。清季和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无论是神父还

是信徒，基本没有作过专门宗教论说的著作，因此后人很难窥及当时台湾天

主教教会人士特别是本籍的人士普遍的或特别的宗教思想和人生观。这不免

163见当年12月4日良方济写于万金的传教信件。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
  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06.
is《台南县志》卷二人民志，页661.



给这一时期天主教的研究留下不少的遗憾。

    光复后，个别几个从日据时期走过来的天主教本籍人士在撰写回忆录或

传教史时，方透露了些须日据时期留下的思想印痕。其中当然以台湾第一位

本地神父涂敏正最为典型。涂敏正出生于1906年，为涂心家族的第三代天

主教信徒，自小与教会接触频繁，18岁进入台南传道学校就读，后相后在

厦门和香港修院修完神学。1934年就学期间回家调养时就曾到台湾北部一

带传教。1936年大神学院毕业，并于12月19日在厦门晋铎。随后于12月

22日返台，1937年1月1日回到家乡罗膺举行首祭，开始正式在台湾传教
生涯。‘“涂一生，可谓走过了日据时期的大半部分，其一直在台湾道明会的

影响下走上了神职的道路。因此，他的思想，在日据时期天主教会特别是本

地的信徒，应该是有十分的代表性的。不过涂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仅有几部

大多是传教史著作，没有自身宗教思想的剖白。涂还留下一本日记，为日据

时期重要的史料，然其中也很难窥及其宗教思想。不过1953年，涂应云林
县文献委员会之邀，担任《云林县志》人民志宗教篇的主笔时作《天主教史》

一文阴，详细清楚的阐述了其对宗教及天主教的看法。虽然此文作于台湾光

复后8年并有受战后的一些天主教新的思想的影响，但由于涂是日据时期台

湾重要天主教人物，并屡受当时教会的熏陶培养，因此从该文仍可以看出涂

那旧有的天主教思想的模式，也可反映出日据时期台湾信徒的一些普遍的宗

教观。

    兹以此文为根据，对日据时期以涂敏正为代表的台湾天主教信徒作一剖

析，由此来明了当时台湾天主教信徒与基督教信徒的宗教观的不同从而一窥

两教冲突的一些因缘。

    涂敏正的 《天主教史》一文洋洋万余言，除“综说”外，共分七大部分

167:前面第一到第三部分均剖析对天主教认识，是了解涂的宗教思想现唯一

可见的重要资料。

167古伟该，(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国史馆主办的《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学
  术讨论会》抽引本，(台北:国家图书馆，200，年)，页13.
166涂在该文综说部分，交代了撰写此文的用意:“⋯ 以为国人县民对天主教为中心的西方文明有
  更深的认识，进而与我国固有道德传统的思想生活，发生交融的作用，为我国民族文化发挥新力
  f与新光辉，则幸甚矣.”(参见涂敏正，《天主教史》，《云林文献》第二卷，第三期，第材5页，
  中国方志从书台湾地区第4号。)
167七大部分包括:一、宗教的意义;二、天主教是什么宗教;三、对天主教的几种误会;四、天主
  教传入台湾史略;五、天主教近百年来台传教史;六、云林县下传教史:七、台湾成立教区史略。
  后面几个部分均为传教史叙述，保留不少日据时期的台湾天主教史料.特别是云林县的传教史料
  较有价值.



    涂在第一部分“宗教的意义”首先提出宗教有三个特点:一是宗教是神

与人的联系;二是宗教是一种有组织的团体;三是宗教能造福与社会;并在

再此基础上进指出“宗教有真假”。他认为 “真宗教，应该是由真神来设立

的.宗教既然是神与人的联系，既是为尊敬真神，来邀得真神的恩佑，自然

应该由真神(天主)来立教.如果由假神邪魔而来，不是真教;尤其是由人

组织而设立，更不是真宗教.真宗教应该完全合理。那自然不能和我们人类

的理性有什么冲突.因为真神是一切真理的根源，所以真理绝对亦不能和科

学有什么冲突，绝对不会被任何真科学所推翻一’68从涂氏的这一番真假宗

教的论说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涂氏的宗教观。从整体上来说涂氏的神学观乃是

依循天主教旧有的传统神学思想，然而也可看出涂氏试图圆说科学与宗教的

关系，流露出其受到近代神学影响的痕迹。不过涂的论说重心不在于求得宗

教与科学的和谐，而是在于宗教的真假之辩。因此涂在对宗教意义的一番阐

述后，最后认为‘认口气应当寻求真宗教”。涂氏在这部分对宗教意义的论述，

为的是接下去对天主教信仰论述做铺垫。涂氏在第一部分论述中，虽然屡屡

提到真假宗教，也对宗教的一些特点作了一些说明，但并没有真正说清楚辨

别真宗教与假宗教的标准是什么，也没指明什么样的神才是真神，什么才是

假神邪神，为什么真神一定就是 “天主”.因此，这就是这一番的真假宗教

阐释未免缺乏确实的理据，落下一堆凭空的说教而己。

    涂氏在第二部分，是基于第一部分对宗教意义论述，主要阐释了“天主

教是什么宗教”问题，包括四点:一、天主教的名词。二、耶稣基督的宗教:

三、罗马公教会;四、基督教真教会有四大标记。在这一部分中，涂氏先解

释了天主教名称的由来，在说明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宗教和罗马公教会，并进

而提出基督教真教会的标志。涂氏在第二点“耶稣基督的宗教”说明中，便

直接矛头指向新教长老会:

    “⋯⋯那稣基督给我们人类立了一个真宗教，所以那稣基督的宗教，也

可以简称为 ‘基督教，.他的教义，可成为 ‘基督教义，。只不过在我们中国，

人们往往不明了其真相，把从那稣基督那里所设唯一的真教，混合于十六世

纪，路得马丁叛乱所设的‘誓反派，与 ‘长老教派，等，籍那稣墓督的圣名，

混而为一，以致鱼目泥珠，扰人视听。n 169涂氏对新教这一批驳，活脱的拷
贝了天主教会攻击其他基督教会原有一贯说辞。涂氏为证明罗马天主教唯一

:二涂敏正，《天主教史》，《云林文献》第二卷，第三期，第446页，中国方志从书台湾地区第92号。
徐敏正，《天主教史》，载 《云林文献》第二卷第三期，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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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真教，进一步提出了天主教的四大标记，即:统一:圣善;大公;从使

徒继续传来。涂氏这一举证也是沿用天主教会的一贯的说法。

    第三部分“对天主教的几种误会”分三小点论述:一、天主教不是洋教;

二、天主教不是旧教;三、天主教不是法西斯。170从第一点和第三点来看，

涂氏显然是试图消除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偏见以及二战时罗马教廷因与法西

斯国家关系暖昧而落下的不良影响。在第二点中涂氏认为耶稣的真理、教义、

圣经是永久不变的，也不是可以任意更改的，所以无所谓“新”和“旧”之

分。”，在阐述中，涂氏再次把天主教与“长老教会”作对比，认为新教长老
教派的新，是从年代方面来说的。并指陈长老会172“是十六世纪天主教叛徒

骆得马丁等创设的”，而 “不是使徒传下来的”。为此涂氏认为长老会的新，

“不但不能保证是真教，反而证明它(指长老会)是假教。”173

    从以上一番介绍分析可以看出，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信徒接受的基本上

是教会十分传统的宗教观及神学观念。涂氏在论述在几次特别提到长老教

会，把长老会斥为“假教”，并使用了“叛乱” “叛徒”等字眼，固然是天

主教传统观念所致，不过也反映其对长老教会的成见之深，因此这不能说涂

氏早年时候 (日据时期)没有受到天主教和长老会之间摩擦的影响。

    从涂氏的教会观念，我们了解到了日据时期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之争的

历史的根源。不过考之日据时期两教之争，是不是完全出于这一历史留下的

原因，还是别有因素?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分析。

B.现实原因

    从冲突整个过程来看，日据时期的天主教和新教长老会及真耶稣教的矛

盾引发，实际上有更为重要的现实的原因。兹就主要几点述之:

    一是教势发展的失衡。这一点天主教与基督教长老发展相比尤为明显。

这在本节前面对教势发展的对比的分析中以十分清楚.日据时期天主教与

基督教长老会在台发展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的反差，主要有两点:第一、国

际政治因素。台湾道明会的母会所在国家西班牙，在十九世纪时己失去往

日殖民强国的势头，在以殖民扩张为推动的近代基督宗教的海外传教的潮

流下，台湾道明会的教势自然不如当时称霸世界的殖民强国为背景的英国

长老会了’74。另外台湾天主教是归属于菲律宾道明会省管辖，不过美西战争，

170涂敏正.《天主教史》，载《云林文献》第二卷第三期，第447页.
m涂敏正，《夭主教史》，载《云林文献》第二卷第三期，第447-448
in其实这里应该说荃督教新教才确切.
173涂敏正，《天主教史》，级《云林文献)第二卷第三期，第447页.
174加拿大本为英国的殖民地，即使是20世纪初仍为英联邦国家一员，关系非同一般。而加拿大的



西班牙战败，菲律宾被让给主要信奉新教的美国，这对道明会的远东传教来

说影响不小。日据时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西班牙国内政局动荡，国内的

天主教会包括道明会的母会— 西班牙道明会总会都倍受影响，日据时期罗

马天主教仅有道明会一派，自然也受到牵连。反观台湾长老会的母国英国和

加拿大。20世纪前叶，英国虽受到一战和之后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但

国内政局稳定，政治经济排在世界的前列，而此时加拿大经济发展迅速，国

内局势也十分稳定，这自然促进了在台英加两国的长老会的发展。第二、教
会本地化不同的努力。清末和日据初期，长老会就积极的开展“三自”运动，

与日据中期开始建立起“自治”、“自养”“自传”的独立教会，这极大促进

了长老教会本地化的进程。而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神父对本地教会的成立并

不热心。这充分的体现在台湾本地神父的培养上。直到日据后期台湾才出现

了第一位本地神父涂敏正，而整个日据时期台湾不过培养出三位本地神父。

第三，教会传教模式不同。长老会的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而

天主教却显得保守而具有封建性。日据时期长老会的传教的重心是在城镇，

而天主教却主要在农村，这与中国大陆十分相象。长老会还积极利用了医疗

和教育两个清季延续下来的传教方法，并扩大了规模，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

医疗设施和教育体系，不仅吸引了不少的信徒入教还为教会提供了不少传教

经费。而天主教虽办有孤儿院，然孤儿院事业影响十分有限。至于教育，天

主教创办的中学仅有静修女中一所，其他大多都规模很小的传道学校。因此

天主教教会学校影响远不如基督教长老会。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会的传教经

费主要由教廷和岛外教会的提供，在本岛少有自筹经费的办法。因为天主教

大部分信徒并不富裕，要靠信徒献金方法往往行不通，传教工作常受此束缚。

此外，基督教长老会积极利用发行教会报纸和书籍、并进行圣经白话文本的

翻译和编撰，使更多人了解长老会，极大扩大了长老会的影响。而直到日据

结束，天主教都没有办过出版事业正式发行刊物宣传自己。

    教势的失衡往往会加剧两教之间的摩擦。日据时期看到基督教的发展，

相对处于弱势天主教自然会极力拓展教务。一些地方的长老教徒以优势者自

居，对后来的天主教极力的排斥，于是促使两教信徒间冲突。

    二是传教空间的争夺。综观台湾教会冲突的情况，无论是清季还是日据
时期，传教空间的争夺的应是教会冲突的主要原因。天主教道明会和新教长

长老会本来也是英国长老会的一个支会，两会经常保持联系.加拿大长老会在台湾开教的第一人
马偕牧师赴台前，加长老会便有照会英国长老会，请求台湾南部长老会给予帮助。马偕便是在英
国长老会的帮助下，顺利在北部台湾登陆开教的。



老会重返台湾伊始，由于尚处于初步传教的阶段，并且虽然同在南部开始传

教，但具体的地点毕竟不同，因此尚不能构成冲突。天主教由于在台南开教

受挫，转而在高雄前金、万金等几个小村落传教;而基督教一到台湾，由于

传教士一开始利用行医作为掩护，能在台南这样的大城镇稳下脚跟传教。所

以，在各自忙于站稳传教脚跟的传教之初，两地相隔的天主教和长老会自然

不会也没有机会发生碰撞。随后随着教势的发展，老想重返台南传教的天主

教道明会神父，听说长老会在台传教获得成功，于是也派人前往发展教务，

而基督教也向高雄一带扩展势力，这样为争夺信徒，两教的摩擦自然就避免

不了，于是便有相互的诽谤事情发生.。由于台岛乃一弹丸之地，东部高山险

壑，只剩西部狭长地带有利于传教。随着天主教和长老会亦步亦趋在相同或

临近地方相继开教与发展，这种争夺传教空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有时

甚至是为了抢夺传教市场，而故意在同一处设教.从天主教北部台湾开教便
可显见。天主教见到基督教长老会顺利展开传教活动并取得很大的成果，受

大极大的触动，先前一拖再拖的北部传教计划立即提上日程，于1885年6
月派何安慈神父亲自北上了解情况。"61886年良方济更在当年的台湾的教务

报告表露了北部开教的原因和用意:

    “..⋯我们在台湾的传教活动偏向南部..⋯北部还没有任何的传教活

动.我们必须在那里宣讲，基督教已在那儿顺利展开工作，就我们所知，他

们已建立三十几座教堂..⋯，

    看来我们必须赶哈扩展工作，并在淡水(沪尾)设立一两个本堂.因为

北部居民似乎真诚愿意接受天主教的真理，而且基督教长老会已有相当发

展，我们的传教工作，多少能平衡一下状况.”’7‘

    良方济的字里行间已清楚表明天主教北上开教，乃是为了分这里的一杯

羹，以“平衡”北部台湾长老会一统天下的“状况”。1887年3月何安慈神

父良接受良方济派遣，率陈沛然传道员与两名天主教信徒正式赴台北和尚州

开始传道工作。由于何安慈在台湾传教势头猛速，引起长老会的不满和嫉妒，

于是天主教和长老会就爆发了冲突.从前文述的清末几个两教冲突的例子

中，很明显是两教相互争夺地盘引起的。

    日据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长老会都获得极大的发展，信徒迅速地增加，

"'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19-120.而陈嘉
  陆记载何亲自北上的时间是1886年6月。
IM见1886年7月2。日良方济写于打狗(高雄)的传教信件。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
  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19-120.



传教区也迅速的拓展，基本上除了东部台湾高山地区外，其它地方都有两教

传教活动。日据时期台湾罗马天主教仍然只有道明会一派，而新教的差会可

是增加不少，除了原有的英、加长老会外，日本的本土的基督教新教各派也

随着殖民统治者纷纷涌入台岛，竞相吸引教徒。日本的其它宗教如神道、佛

教、道教等也一道传来，台岛一时宗教教派林立。使原本很狭小的传教空间

就更为狭小了，于是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不由更加紧张.对于日据时期台湾宗

教信仰的景况，1928年巴多玛神父描述到:

      “世俗、贪欲和罪恶是我们信仰的传统的死敌;更别提异教了，这些敌

人在台湾有庞大的势力，我们必须随时积极奋战，以胜过他们.但我们有另

一个竞争者，我指的是基督教派.

    基督教派在台湾的潜力不可忽视，..⋯基督教派的派别很多，但最有影

响力的是长老会一一加拿大会在北部，英国会在南部。日本人也在台湾传扬

各种宗教，使情势更加复杂，但仍以基督教占多数，佛教僧尼较少.

    明显地，如果我们要在此地建立基J出，必须加倍的开展传教活动，因为

竞争愈来愈激烈。..⋯”177
    天主教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除了大力贬斥非基督宗教外，与本位同宗

同源基督教新教的矛盾也就更深了。由于日本基督教各派发展的教徒基本为

在台的日人，在吸收台人方面不十分成功，规模也很小。因此日据时期天主

教与基督教新教之争，也就主要表现为道明会和长老会的矛盾。不过此时期

较为特别是真耶稣教的传入。真耶稣教在日据时期由大陆传入台湾，被台湾

许多基督教派称为“怪教”。由真耶稣教在台传教一开始本身就具有本地教

会特点，是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独立教会，教会的信徒与教会

联系密切的联系，教会之间也经常互访。178由于这些原因，真耶稣教发展

十分迅速。真耶稣教早期在台湾成立的教会线西、牛挑湾、清水等三处，1940

年以前成立的教会有以下15处:台中教会(1926年):台南教会(1927年);

二林教会 (1929年);和美教会 (1929年);大林教会 (1929年):民雄教

会 (1929年):梅山教会 ((1929年);中庄 (新港)教会 (1929年);鱼寮

教会 (1938);嘉义教会 (1931年);屏东教会 (1931年);新竹教会 (1930

年):台北教会(1936年);罗东教会 (1931年);花莲教会 (1935年)。可

见日据时期真耶稣教在台湾建立的传教点大部分也是其它基督教特别是天

177见.928年5月巴多玛的1928年台湾教务报告.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
  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2.
n8杨富森，《台湾真耶稣教会史略及发展原因分析》，载《台湾文献》第52卷第4期，2001年12月.



主教所极力拓展的地点，加上真耶稣教吸收的教徒大半是其它基督教教派的

信徒。因此真耶稣教与其它基督教各派自然势成水火。
    三是教徒成分不纯。由于“教会定例以入教多寡为教士之功过殿最”，179

因此与中国大陆一样，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重返台湾后，就不遗余力的发展各
自的信徒。由于两教均有西方列强为后盾，一些民众为寻求靠山或其它现实利
益而加入教会，180因此不乏有不少不良信徒混迹其中。天主教就曾指责长老

会信徒“仍和异教徒一样家里到处是偶像，他们(长老会信砌的 ‘神’是金
钱且沉浸在情欲中”。‘“，而民众对依仗教会势力的为非作歹的基督徒也十分不

满，他们质问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他们反而做坏事?”神父为此

感到十分的难堪。182这些说明了教会确存在一些信徒行为不端的现象。

    另外一些台民为对抗当地长老教会信徒势力，延请天主教前来传教。有

些信徒利用教会的势力各立门户，相互对立，因此经常发生摩擦甚至武力争

斗。日本据台后，排斥欧美各国在台势力，传教士已失去了清季在台的种种

特权，183加上日本殖民政策的弹压，教会信徒之间的武力冲突较少发生，不
过之间矛盾并未消失。不少地方的有力者出于一些世俗的因素延请教会前来

传教，往往造成地方的一股强力势力，当两股依附与同教会的势力在利益发

生矛盾时，往往就发生冲突、互相攻击.再加上一些品行不良的信徒从中搅

浑，使局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前述的日据时期，台中天主教和基督教长老

会发生冲突时，长老会信徒中就有“有品行不端之二三无赖者，受其利用假

装求道而再接近我教会学道，而数布流言大贬我教之价值观，”184使天主教
的传教倍受影响。

    有上文分析可见，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有历史的原因，

许多的现实的原因。历史留下的教义分歧与门派成见自然是两教矛盾的根

源，但现实利益的冲突和传教空间的争夺乃是这一时期两教冲突的主要因

素，不过应该看到两教冲突的原因不仅仅以上分析这些，在就个别的冲突例

子还有许多其它特别的因素。

179吴雷川，《基怪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出版社，1948年.
is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撼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
191参见当年3月31日郭德刚写的传教信件。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
  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54.
...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
"'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
I“大国督编，《台湾A F i 7小史)，页306.

页152-153.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

页132.
页152-153.



第三章 神的事业:教会之经营

第一节 上帝的牧者:传教人员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会经历了初期的动荡、一战后经费的短缺、及后期

的二战期间炮火的侵袭，但总体上来说，是平稳的发展的。期间主要是经由

神父、男女传道员、修女等诸多传教人员管理、协助一起用心经营而成的.

一、神父

    1949年之前台湾天主教教会是由道明会独力经营的。期间经历几个教

区阶段.1859年道明会重返台湾开教，台湾传教区就归道明会玫瑰省所管，

并于1860年8月将台湾传教区划入同为道明会玫瑰省所管的福建教区下。

11860年前金教会顺利建立后，道明会玫瑰省随即在1861年成立台湾区，为

道明会的自治会院区。1883年10月3日厦门成立代牧区，台湾划归厦门教

区管辖。

    1913年7月19日台湾脱离厦门成立独立的监牧区，1919年11月26日

日本成立宗座代表，台湾和高丽皆受其管辖。2在台湾隶属于厦门教区时，

台湾与福建特别是厦门有频繁的人员往来。来台的道明会神父不是从马尼拉

经厦门到台湾，或是由厦门调来台湾，就是之后调往厦门。3特别是厦门的

几任主教均由台湾调任的，如1884年3月27日，在台传教22年杨真崇神

父(Andres Chinchon)升任为第一任厦门主教，而台北天主教会开教功臣何安

慈神父((Celedonio Arranz)也于1896和1905两度赴任厦门副主教，之后在台

布教七年的黎克勉神父1900年调任为厦门第2任主教，41 916年台湾第一所

传道学校的建立者马守仁神父伽anuel Prat)继杨、黎两人之后成为厦门第三

1道明会在1631年派遣会士由台湾进入福建。展开传教工作.随后几年陆续有其他道明会士来到福
  建，后来教廷就划福建为道明会传教之地，传教范围包括厦门、福州、福宁、建哑、长汀等地。
  顾保鸽主编，《台海天主教修会简介》，页16-17. (Missions des Dominicans Espagnals)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 Tome, XXXIXp.2l6.Parisl867。转引自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
  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未刊稿)，2003年，页23.
x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台南:闻道出版社.民国69年9月)，页50.
  64. 67.

1参见后面附表"l9世纪道明会来台神父一览表”，及本章表3-1-1.
a资料来源: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148-149.



任主教，此后一直担任该职直至1947年1月6日去世。1913年台湾成立监

牧区后，台湾的对外教务往来逐渐转到日本四国地区，不过与大陆仍保持着

联系。

    台湾天主教重返台湾时，最初两、三年只有郭德刚神父一人在台传教，

随后几年，来了较多的道明会神父海年至少有4位神父，有增加到5位到6

位。1899年菲律宾由西班牙割让给美国时，当年同时增派4名神父来台，在

台的神父因此增加到9位，直到1928年在台神父基本保持这个数目以上。5

    据J.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法)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日据时期部分年份的神父人数(包括监牧在内)

如下:

              表3-1-1    1914年一1938年间部分年份的神父人数

年份 1914 1918 1919 1923 1924 1925 1927 1928 1932 1938

神父P,4tres -

Europ6ms O.F.P. 10 11 10 11 10 11 12 11 13 15

    资料来源:J.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o Japon, 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年度，分别为第318-319, 310, 394-395, 413-414, 450, 570页。1928年的数据

是据该年5月巴多玛神父写的台湾教务报告的记载,1938年是据Araniz O.P在1938年所著的台湾道

明会传教史的记载。(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

页190, 27). 1918, 1924数据引自日本天主教半月刊(声》no.518(1924/03,p54),no.588(1925/01,p60),

(参见古伟滋，《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页4-6)

    19世纪来台的道明会神父总共为20位。日本据台后，留在台湾继续传

教的还有李嘉禄(Ramon Colomer)、何安慈(Celedonio Herce).黎克勉(Isido

Clemente )、高煦能((Francisco Gine‘又称高恒德)。6日据时期，天主教传

教士陆续来台的，有三十余人，根据江传德的《天主教在台湾》中有关日据

时期在台的天主教神父的资料，制成“日据时期来台神父一览表”如下:

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0,
见附表六 ((19世纪道明会来台神父一览表)，据江传德 ‘夭主教在台湾》(页148-149)制定.



人

数

西文

名宇

中文

名字

来台

年月

离

台
备 注

I Jose Alvarez 白若瑟 1895/822 1904
先在罗盾教会担任本堂神父达7年，1886年转到淡水教会调.

191”年8月3日任为日本四国教区首任监牧.8月4日抵该地.

2 Leon Gallo 良雅约 1995/12/25
最初驻在高雄，翌年2月调到罗盾，1896年5月”日在罗盾

教会被水牛袭击过世。

3
介 mas

Masoliver
钟利狱 1895/5/30 1900

先到安平，翌年转到罗唇。1897年到淡水任本堂神父.1903

年‘月1日调回西班牙。

4 M阴.1p门t 马守仁 18982!11 1916
先驻淡水‘年后到罗膺.创办罗胜传道学校，，191‘年调往厦

门为厦门第3任主教。

5 Tomes Pascual
多玛斯(又

称巴多玛)
1899/920 不详

先在前金，两年后转到罗膺。1902年调到万金布教5年，1907

年再次前金。1912年6月调往马尼拉，1916年3月第2次来

台，驻前金班莱盯天主堂。1919年到田中。1929年12月再次

调往马尼拉.1938年3月第3次来台后一直在田中教会布教

6
Angel

Rodrigoez

洪罗烈(又

称洪罗肋)
1898/9/20 1945

1900年转任台南本堂，后到树子脚布峨13年，1903年到合中

1920年到斗六，1923年到台南，1933年到台北笼莱盯，1936

年3月回乌尼拉，1939年12月24日再度来台北。后到高雄

任本堂，1941年因战争影响，从高雄转到鑫义.后年因美机

轰炸.撤离到斗六.1945年战争结束不久病逝.

7 Predro Prat 良伯铎 1898/9/20 19的 来台后一直在高雄任本堂神父，1907年调往香港任教会会计.

8 Toribio TDVal
陶神父(或

杜尔钦)
19此 948

驻台南7年，后转到谈水布教直到1915年，同年到高雄，1922

年再调到笼莱盯，1930年转任淡水，1940年间仍驻淡水.

9
它陌navent山泊

GOrdaliza
吴达查 19021417

先在埔姜仑，1920年转到台中，1923年调到商雄。1930年调

到万金，1941年因战争被迫离开万金教会，1950年2月7日

病段于台中。

10 Joan氏 比记e 明义德 1902/4/7 1928
在台北淡水教会工作一段时间，翌年(1903年)转调员林.

1905年再调回演水.1907年赴万金，1928年在万金病段.

II
Clemenk

Femsndez

林茂才(又

称林启明)
1903/12/13 1920

与杨多狱一起来台，驻蔑莱叮天主堂.翌年6月IS日转到淡

水任本堂，1905年再到台北桦山叮任本掌.1913年升为台湾

首任监牧，1920年，月16日调往马尼拉.

12 Tomes de hoz 杨多默 1903/17113

抵台即在盔莱叮天主赏.1904年10月5日调往日本四国.1920

年12月回台。井于翌年升任台湾第二任监牧监管四国教区

1923年转往台北后一直驻桦山盯天主堂，1941年接受教廷传

信部安排卸任监牧.由里胁接任.

，此处报据大国奋所载.但据马守仁写于1903年8月，日传教信件载:马守仁来台后在台湾北部(淡水〕只呆3年多便
  转到台淘中部工作了半年。1903年初才调到罗膺以Psblo Femsndez O. P.若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
  百年耕耘，，页152.).1916年I月27日，升任厦门代牧区主教.(见赵庆派《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
  表》，页“)，而可见大国任书软马守仁于1919年4月受推荐为厦门主教并在当年7月赴任.可见大国怪书对马守仁
  的一些记级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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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Felipe

Villarmbia
白斐理 1904/8/4

来台驻树子脚，1907年调往罗膺，1916年调往蓬莱盯至1922

年，1923年转往台中，后到斗六，1930年到田中.1932年回

西班牙。后来再来台驻高谁教会.1960年10月病段于高摄.

14 Justo sari即 闪佑道 1904/8/4 1918 最初在罗屠，19肠年到田中，1918年12月25日调回马尼拉。

巧
Faustino

Rodriguez
包神父 1904/8/4 1912

与闪佑道一起来台，1904年10月5日赴日本四国布教4年多.

后因病回马尼拉，1910年再度来台.191.年又染病回马尼拉.

16 Eu6mio Percz
游智谋《余

智谋)
1914/3/12 1923

1915年转任树子脚，1919年8月16日调往台南.1923年6

月转调埔姜仑，同年，月17日调往马尼拉

17 Felix Sanches
山济慈(即

孙继慈)
1917/Ian 1951

1919-1930年间驻罗膺，1930年调往璐莱叮，1940年任基隆教

会本赏，1941年因故争迁往斗六，1951年回西班牙.

18 Jose Gavilan 颜若瑟 1916 1917 未曾在台传教即调往马尼拉.

19
G曲riel

Gmaechea

盆备厄尔

(怀神父)
1918/9/1

由福建来台，来台后一直驻在笼莱叮教会.日据时期任莲莱盯

教会会计主任，井未从事传教工作，1962年病致于高雌.

20 Julian Villegas 良雅师 1921/7/17 不详
1923年2月至.935年间在埔姜仑，1940年在田中任本堂，1950

年回西班牙，1952年10月再度来台.

21 Eli. Ferandez 李安斯 1924/10121 1956
1929年起一直在高峨教会，1939年返回西班牙，1952年10

月再次来台，1956年离台.

22 Futagami 二神 1927 1929 日箱，返回日本四国.

23 Vicente Prada 德增辉 1928/9 1975

先在田中1930年调往斗六，直到1938年，月28日离台回西

班牙，1947年再度来台.1950年再次离台.1971年第3次来

台。1975年回西班牙.

24 Jose ma Arregui 陈若瑟 1929/4/20

初在罗膺教会，直到1935年调往台中任本堂.1936年4月赴

日习日语，同年12月返台，台消第四任监牧，高雄首任监牧.

1979年8月5日去世.

25
Maceline

DO州 。
马西略 1930/3/16

1932-19”年间在田中，1935年后驻墉姜仑。1938年赴日研习

日语，1939年返台仍驻埔姜仑，194，年4月回西班牙.1949

年5月再度来台，1997年“月25日在高雄去世.

26 Jose Villaverclc 若瑟 1930/5/30 1945 1940年间在台南任本堂，1945年回西班牙。

27 Unino Gonzalo 罗道真 1930/6 1940年间在鑫义教会任本堂神父.

28
Constant认0

Mo川侣门
峨刚翻 1934/11 1940年间在罗盾任本堂神父，现退休在离堆道明会馆。

29 F吕世tino日日.2 包.良 1934/11 与峨刚位一起来台，1940年间任斗六教会本童。

30 Jo娜n SamwaF 里胁浅次郎 1941/1/2 1946 台湾第三任监牧.战后返回日本

引 F仙川如we 古川 1942 19肠 日抽，战后遗返日本

资料来源: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82-299,301-304;大国督《台湾力卜7夕小史》，页399-406,

          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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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表3-1-2可看出，日据中期以后，又陆续增加不少的传教士，特

别是在1930年后，这与表3-1-1所开列的数据呈现的上升的趋势是相吻合

的。另外从表3-1-2也可得知:不少神父在台达几十年，经历了整个日据时

期，有的则在台从事了一些重要的事件。此外，除了上表列出的31位外籍

神父在台传教，日据晚期还出现了3位本地神父。因为道明会对本地神父的

培养不热衷，加上一些外在的因素，日据时期只培育出涂敏正(彰化罗盾人，

台湾第一为本地神父)、李天一(云林饶平人)、李惟添(高雄前金人)三位

本地神父。以下将个别的神父略作介绍，一窥神父经营教会的情形。

马守仁神父

    马守仁 (1873-1947)    1873年生，西班牙人。1898年25岁来台，先

后在淡水、罗膺教会服务，并曾任台湾区会长，1916年被任为厦门第3任

主教而离台。1947年过世，享年74岁。

    马神父来台后在各支教会协助教务到1901年，后调往淡水传教3年，

1903年转任罗膺教会本堂神父职务，任期由1903年到1915年离开，在罗

借教会共计12年。任内进行多项工作，如罗膺教会第一代教堂于1906年因

地震损毁后，1912年新建第二代教堂完成，在此之前1910年先完成员林教

堂的兴建工作。s在对外传教上，不仅持续在员林传教，马神父也在坡心、

溪湖西势湖各设立一处传教所。1913年马神父派陈沛然传道员到二林大排

沙传教，传教范围延伸到了海边.1914年也在台中进行传教工作。9

    最值得一提的是，马神父在任内进行的传道员培育工作，1905创办传

道学校，是第一座传道学校。1905年4月创办传道师养成所，是台湾第一

所传道学校。一开始就招收到 14名学生，聘请罗膺传道员邱超然为教师，

1907年白斐理神父(FilipeVillambia)来到罗借协助马神父办理传道学校，并

担任副本堂。这所传道学校先后训练出3届传道员，毕业后分派到全省各地

a丘季卿主编，《夭主教台中教区员林圣体堂开教一百年纪念专刊1898-199劝(彭化:员林天主堂，
  1998) 页42.
9大国督编，《台湾A h 7 9小史》，页319-320.



教堂服务，月薪 12元。’。后来为了加强并提高传道学生的素质与水准，遂

于1915年迁到当时台湾首要之地台北大稻埋教会开课，同时马神父也随学

校到台北主持校务。“

山济慈神父

    山济慈 (1892-1961)  1892年生，西班牙人。1917年25岁来台，山神

父在台先后曾服务过罗盾、基隆教会及台北、台中等地。1951年回西班牙，

尔后前往南美洲传教，1961年过世，享年69岁。

    山神父于1919年接任罗膺教会本堂神父职务，任期由1919年到1930

年离开，在罗膺教会共计11年。山神父任内努力向外传教，使得二林大排

沙教务发展欣欣向荣，后因信徒年年增加，故迫切需要教堂，山神父见此遂

选择在交通及位置较为适合方便的面前仑兴建教堂，1929年购地，同信徒

之力，兴建了砖造教堂与传道员宿舍.u并重新兴建了红砖造的男女道理

厅与传道员宿舍各一栋.’3

    另外，山神父更是涂敏正神父走上圣召的提拔者。涂敏正小时候曾在罗

膺教会帮当时本堂山济慈神父的忙，获得山神父的赏识与栽培，并通过考验.

后来当杨多默监牧来到罗膺教会巡视时，山神父向监牧推荐说涂敏正想神科

学，因当时台湾并无神学院，所以只好让涂神父在1924年时入台南传道学

校研习。

陈若瑟神父

    陈若瑟(1903-1979)  1903年生，西班牙人。1929年26岁来台，1948

年被教廷任命为台湾监牧区第4任监牧，至1949年台湾监牧区划分为台北、

高雄两监牧区时，仍任高雄监牧区监牧到1961年引退。陈神父先后曾服务

过罗盾、台中、蓬莱盯、高雄圣明堂等教会，1973年退休在道明会馆静修，

黄竹榻，《台中教区天主教罗膺天主教会简史》，页4.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188.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188.
大国督编。《台湾h卜，夕小史，，页320.陈嘉陆译，《天主教来台传教壹百年简史》，高雄:天主
教道明会，1960年(网络版).http://www.cathlinks.org/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190.



1979年在台过事，享年76岁。

    1930年陈神父来到罗盾教会接任本堂神父职务，任期由1930年到1937

年离开，在罗盾教会共6年，中间一度到日本学习日语，由戴刚德神父代理

职务。陈神父呆在罗膺教会时间并不特别长，但任内进行了多项工作，特别

有意义。

    首先向外传教工作上，1933年应大东村人的邀请，派传道员至大东村

讲道，结果甚好。陈神父就和传道员来到该村开道理演讲会。后来还购买建

材在求道者的土地上兴建了小规模的传教所，作为慕道者的集会所。终于在

1935年圣母升天节时。首批领洗者共37名。1940年重建一新的传教所，并

派姑婆在当地传教。可惜的是。该传道所于1953年关闭，今己不知所在。14

    除了开发新的传教据点外，陈神父就任罗膺本堂后立即装修教堂内部。

此外陈神父还致力于教会男女青年信徒的教育，1930年组织了西乐队来帮助

传教活动的进行，为此还请了老师前来指导演奏乐器，15西乐队不分教内教

外喜事丧事都有参与，相对于过去教会极少参与社会活动，颇得教内教外人

士的好评，直接活络了传教工作。在他任期间，教堂每晚除了有信徒的例行

晚课外，常有圣母会、青年会的集会，以及西乐队的活动。16并于1932年成

立青年会，以帮助教会工作，陈神父还曾协助青年经营农场，种植凤梨。‘，

白斐理神父

    白斐理(1878-1960)  1878年生，西班牙人。1904年26岁来台，1930

年代曾回西班牙，而后再度来台。白神父先后曾服务过树仔脚，罗膺、蓬莱

盯、台中、斗六、田中、台南、高雄、万金等地教会，1960年在台过世，

享年82岁。

    白神父来台后在树仔脚教会协助传教，1907年调往罗詹教会帮助当时

本堂马守仁神父办理传道学校，为马神父的副本堂。马神父在1915年随传

道学校转移到台北，而调往台北后，·就由白斐理神父接任，任期由1916年

“黄清富等编。《天主教台中教区罗借耶酥圣名堂开教125周年纪念专刊1875-2000,页38.
!，黄清富等编，《天主教台中教区罗膺耶酥圣名堂开教125周年纪念专刊1875-2000),页34.
16黄竹榻著，《台中教区夭主教罗膺天主教会简史)，页6-7.
17江传德，《夭主教在台湾》，页195.



到1918年离开，为期3年。任内屡至番仔田传教，也搜集有关传教资料编

写罗膺传教概况。‘8

    19411946年间白神父再度担任罗膺教会本堂神父，此时白神父60多

岁，年事已高，不久马西略神父(Marcelino Delgado)就到罗盾来，协助白

神父处理教务到1945年。这个时期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殖民地政府

对西班牙籍神父管束极严。

戴刚德神父

    戴刚德(1909-) 1909年9月4日生于西放牙阿斯图利亚斯省(Asturias),

1926年在西班牙成为道明会修士，1930年前往美国，1934年在美晋铎。1934

年底25岁时来台，1950年回西班牙度假。戴神父先后曾服务过罗膺、蓬莱

盯、台中、田中、高雄玫瑰堂、旗山、台南、台北、万金等诸教会，1977

年到1981年任道明会玫瑰省台湾区会长，1989年任道明会馆院长，至1992

年在万金教会退休，现于高雄市道明会馆。

    戴神父来台后先在罗PRE教会学台语，之后曾到台北，尔后再回罗膺教会，

担任陈若瑟神父的副本堂。1936年4月陈神父赴日学日语时，职务就由戴

神父代理，同年12月陈神父返台，不久1937年又他调，戴神父遂正式接任

为本堂神父，任期由1937年到1941年，为期5年，当时员林、面前仑、番

仔田、大东等教堂传教所，都属罗詹教会管辖。戴神父对青年信徒特别开心，

不但为西乐队再聘乐师给予加强训练，并订制团服，鼓励青年参与堂外东队

活动，又组织圣歌(唱经班)参加教会各种礼仪，青年信徒为教会的生力军，

带来了无比活力。’9

    1947-1950年间戴神父再度来到罗膺教会，担任第13任本堂神父。今

日老一辈的信徒，对戴神父仍有鲜明的印象，且大多是一般生活的趣事，如

在主日的前一天傍晚，戴神父会穿着白衫或是黑衫的长袍，沿著今日文化路

往往信徒最多的后壁詹走去，提醒信徒记得参加主日弥撒。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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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敏正神父

    涂敏正 (1906-1982)   1906年8月30日出生于台中厅武西堡罗屠庄

百五十八番地.20涂敏正的父亲涂宰，生于1868，死于1911，育有四男一

女，长男涂通，长女涂昭，次男涂明智，三男涂明正，四男涂明珠。涂明正

就是后来的涂敏正神父。涂敏正出生后即于9月6日由罗膺教会本堂神父马

守仁(Manuel Prat)付洗，圣名雷蒙(Raymond)，为涂心，‘家族第三代信徒。

涂敏正小时侯曾听到祖父涂心说“如果我后代，能有人当神父是多么好啊i1

这话常在他脑海中激荡，后来他自己对父母问能不能当神父，他的双亲很高

兴并应允，由此就兴起作神父的念头。22涂4岁丧祖，5岁失估，由于祖父

改宗，在族谱上被除名。在此孤立情况下，其家人与神父相当接近，教会也

就成为涂敏正少年时常去之处。他母亲也在他11岁时(1917年)去世，此

年他在旧馆公学校毕业。"1919年后涂在罗膺教会帮助本堂山济慈神父

(Felix Sanches，又名山捷师或孙继慈)，获得山神父的的赏识和栽培，并

通过考验2‘。后来杨多默监牧来到罗盾教会巡视时，山神父向监牧推荐说涂

敏正想读神学，因当时台湾并无神学院，所以只好让涂敏正神父在1924年

时入台南传道学校研习。1926年厦门主教马守仁刚在白水营盖了小修院，

当他到台南时见到涂敏正愿意读神学，就送涂敏正入厦门鼓浪屿白水营小修

院进修。’‘初学完成后，又转入香港鸭巴甸华南大神学院.其间身体不适，

20此乃依据彭化县埔心户政事务所户籍膳本，埔心乡户字第002891, 002892号所载。古伟该，<台
  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教正)，页13.
21据载，1875年春季，有一位罗膺居民名叫涂心((1833-1910),经常往南部经商。一次在打狗听了
  神父讲述天主教之教义，非常感动，因此极希望罗盾庄之居民亦能听到此奥妙之道理。于是回罗
  膺庄后，便同几位亲朋好友。后壁膺刘江，仑头黄过枝，新膺刘镇等，与庄中比较有名望之人士
  商t，并至打狗邀请神父来罗盾庄开教.在接到请求后，在台湾的道明会玫瑰省副区会长杨真崇
  在1875年5月就派老埠本堂吴万福神父带教所兼神父之住宅，开始向近邻布教.涂心、黄过枝、
  刘镇、刘江等就成为罗借一带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后发展为早期的各个信教家族.(古伟该，<台
  沟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页住。)
22黄竹相著，《台中教区天主教罗膺天主教会简史》，页‘
23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国史馆主办的《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学术讨论会》
  抽引本，(台北:国家圈书馆，2001年)，页13.
74据载山济慈有时以金钱考脸，涂氏诚实奉还，均不起贪念，山济慈十分赞赏。参见古伟滚.(台湾
  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国史馆主办的(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学术讨论会》抽引
  本，(台北:国家图书馆，2001年)，页13.
”杨惠娘，《天主教在台沟中部之传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未刊稿)，2003年，页124-125.然据古伟滚载，涂入台南神学院就读为1923年，而马守仁来访
  是1924年。古氏所载与杨有出入.



1933年先赴港尾调养，1934年还返台休养过一段时期，并到北部台湾一带

传教。1936年香港大神学院毕业，并于12月19日在厦门晋铎。随后于12

月22日返台，1937年1月1日回到家乡罗盾举行首祭，之后很想在出国深

造，但因卢沟桥和二战爆发之故，无法成行作罢。加

    战争期间，涂敏正神父因本省籍身份行动方便，肩负起外籍神父无法行

动后的传教工作，并积极与日籍里胁浅次郎监牧合作进行传教工作。战后里

胁返日，监牧职委托涂敏正代理，从1946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教会经济

经常面临困窘，涂敏正神父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终得大陆籍于斌主教之援助

与国民党政府之救援.后来功成身退而辞代理监牧职务，先后在高雄、五块

膺办理神学校，并创办了台湾第一份天主教 《台光月刊》.1949年后转往云

林各地传教，1976年退休，1977年11月28日获教宗册封蒙席，1982年2

月4日逝世。”

    涂敏正神父是台湾第一位本地神父。他所留下的日记(1924-1950),《云

林县的传教史》及《云林县方志》28，都是日据时期台湾传教史的珍贵资料。

尤其是涂敏正日记，不仅得以重建涂神父的个人的生平事迹，也提供了相当

多的宝贵的资料，尤其是在日据晚期，及战后初期教会面临的真实环境。又

如涂神父对于自己是台湾第一位本地神父的身份意识，涂敏正与里胁浅次郎

监牧及西班牙神父三者的微妙的互动关系。战后涂敏正与国民党当局的接

触，以及代理监牧期间关注传道员、信徒的生计，与西班牙神父在教务管理

权上的冲突，还有1949年后隐没于云林教区等。

    涂敏正的一生反映了在西班牙神父的管理下，本省籍要成为神父的困

难。虽然教会无法或不太支持，但因出生涂家(及黄家)为虔诚的信徒家庭，

经济还不错的后盾下，方能毅然决然的走上神职人员的路，不可忽略的是，

涂神父能在陶成培育的过程克服困难、受到磨练，也是其终能成为神父的重

要的条件。可惜的是，涂敏正在卸下代理监牧后，并没能好好发挥才能。首

先是1948年台湾教会再度由道明会负责，不久1949年大陆各修会、传教人

36古伟该，(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国史馆主办的《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学
  术讨论会》抽引本.(台北:国家图书馆，2001年)，页13.
27施丽兰，<走访中部教会的根— 罗膺夭主堂》，载《见证》月刊2000年报I月号.杨惠娥，《天
  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刊稿〕，
  2003年，页124125
u施丽兰，(走访中部教会的根— 罗膺天主堂)。载《见证》月刊2000年报1月号.



员大批来台，在传教资源与人力剧增下，教会逐步地由国籍大陆人士主导，

涂敏正神父未能有机会充分贡献给教会。29

    承上所述，涂敏正成为神父的最初动机来自于家人的期许，并在罗盾本

堂山济慈神父与马守仁神父的提拔与栽培下，终于成为首位本地神父。并在

光复前后教会困难时期，勇挑重任，完成应有的使命，后功成身退。其在台

湾教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

里胁浅次郎神父

    里胁浅次郎(1904-1996)   1904年 (明治37年)1月31日在长崎县

西彼柞郡外海盯出津村出生。1918(大正7年)，前往长崎的拉丁神学校读

神学。之后于昭和4年 (1929)赴罗马乌尔班诺大学留学，翌年在罗马见到

柯鲁贝神父，鼓励他回到日本传教。1931(昭和 6年)晋铎，1935(昭和

10年)从罗马到日本，担任长崎市大浦天主堂主任神父，同时兼任教区会

计，及该地天主教教报之编辑工作，1941(昭和 16年)1月出任长崎市中

盯教会主任。该年3月，里胁被任命为台湾天主教教区长，年方37岁。30

    1941年7月2日里胁抵达基隆，7月6日(星期日)里胁正式在台北桦

山盯就职。就职弥撒时，共祭的有两位，一位是里胁从日本带来的秘书;一

为是台湾土生土长的涂敏正神父.31

    接任后，里胁监牧即南下视察教务，经过台中，最后抵达高雄，这里的

一切让他深具信心。他看到为数约二千人的教友大团体，看到一座漂亮又庄

严的圣堂— 这是李安斯神父的杰作，里胁监牧决定留在高雄。32因此高雄

成为监牧办事处，以前是在台北。但促使监牧迁移的主要因素是，高雄已对

外国传教士关闭，故需要一位能被日本当局接受的人驻留该地，以照顾信徒。

33当时高雄辖有6个堂区及3,000位的信徒;而由于时局所逼，当时班籍神

”黄清富等编，《罗盾耶稣圣名堂开教125周年纪念专刊1875̂-2000)，页68-69.陈梅卿，(代打者
  — 台湾神父涂敏正》，《史苑》第63号第2号，页110-123.
”参见古伟该，(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国史馆主办的《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
  物学术讨论会》抽引本，(台北:国家图书馆，2001年)，页8.
31(里胁台湾教区长划时代的就职仪式，内地及台湾教友热烈参与》，昭和16年(1941) 8月3日
  《日本力卜') i 4新闻》，81，二版.

"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01.
33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01.



父则移往台南及台北。34

    里胁在来台后第二年，即1942年的8月，台湾基督教及天主教会各界，

随日本国内形势的发展，成立战时体制，35里胁在台北参加了日本基督教

奉公会的成立以及事前的教师研习活动，并代表天主教会发表演讲。

    在担任教区的期间，还有一个教务上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外籍传教士与

本地神职及教徒之间的纠纷.36

    在台湾不久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里胁常驻高雄荃雅区的教堂，1944(在

昭和19年)12月还应征入伍，到琉球作战，次年战争结束返回高雄，着力

于被毁坏的教堂的修建。1946年3月将台湾教务交由台籍神父涂敏正署理

后返回日本。里胁归国之时，在4月3日任命台湾人的涂敏正神父为代理教

区长，而其向罗马的辞职手续尚未完成，仍具有教区长的资格。

    五十年后，里胁回德在台湾服务的岁月时，着墨不多:

    日美关系恶化之后，外国传教士的行动开始不自由，必须依赖日本传教

士之支援，由于台湾与长崎教区最近，本人就被派遣到那儿去了.

    1941年5月渡台，立即，总督府由于有三位传教士有间谋嫌疑，要我们

接受将他们驱逐.不久战争爆发了，传教士被安置在两个收容所，我致力于

传教士的间谋嫌疑加以洗清，以及传教士可以从收容所中出来自由行动等，

我逐渐了解我被派遣来的意义了.由于台湾南部成为军事要塞，外国人不能

进入此地，因此我不得不照顾三个小堂区.不过在终战前一年，大约十个月

左右的时间，我也被征召入伍染上战尘，但在主日可以回教会施行圣事。

    然而由于日本战败，日本人开始离开台湾，台湾教友向中国政府请愿将

我留在台湾，而外交部长签署的许可书也送到了.不过，在台湾的教会日本

人神职的角色结束，我乃归国.37

    可能是事隔多年，里胁的记忆有所遗忘。比如，根据当时报纸，他来台

赴任应为7月，回国则是在4月。有趣的是他在回忆中提到战后台湾信徒要

求里胁继续领导台湾天主教会。不过里胁认为:日本神职人员在台湾天主教

会内所扮演的角色业已结束。可见里胁善于把握时局并对自己来台的使命十

36(里胁教区长、小松师等归来)，载《日本1)卜qi9新闻》，昭和21年(1946) 5月1，日，第
  981期.

《日本力卜1) ̂r r新闻》，昭和17年(1942年)已月9日，第872号.
《涂敏正日记I.

37(里胁浅次郎枢机卿二闻r1，页9.



分清楚.日据结束，台湾教会不再需要日籍的主教来保护整个教会的利益(例

如保障教产不受侵占或担保外籍传教士的人身安全等)，里胁因应时局，毅

然放弃教区长职位而返回日本。

    里胁返国后，历任教会要职。381979年5月教宗任命里胁为枢机主教，

为日本有史以来第三位枢机。1990年2月退休，定居于大浦天主堂，1996

年8月8日因脑瘤以92高龄去世。39

    对里胁在台湾的教区长任内的贡献，教廷的报纸曾有如下的评述:

    马关修约的结果，日本领有台湾，1913年7月13日台湾成为独立的监

枚区.该地之宣教原为马尼拉的道明会玫瑰省所受委托传教，委托期限到

1941年3月20日，此时由教廷临时管辖的同监软区之管辖转移到日本的神

职人员手中。其录初的教区长即是由里胁浅次郎蒙席担任。

    台湾的职责一直要到战争结束才停止.在此期间，台湾被视为日本政府的

重要据点.当时的情况对于临时管理者而言在布教上十分困难.里胁尽全力

避免卷入日本本国的军部权力及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中。除了监牧职责，又担

任台北及高雄两小教区的工作，尽心尽力服务，作为一个司牧的评价颇高。‘“

    此项报道的标题即是:“台湾教区长。‘试练”，，而这是在里胁于1979

年升任枢机主教时所写的，由此可见里胁的台湾经验对其日后教会事功的表

奠定了基础。

二、传道员

    除了神父之外，还有传道员协助神父处理教务。清季天主教在台重新开

教时，最初的一批传道员是随神父从大陆渡海来台的。根据万金和前金天主

堂所保留的当年的《堂区登记簿》及其他有关的文献资料可知，最早来台的

三位传道员是蔡向、杨笃及严超。“稍后一些本地的信徒经过个别的训练也

成为传道员。比较有名的比如教会建立初期的阿成哥、林水龙、陈论先。清

季台湾夫主教曾尝试建立传教学校培养本地传教员，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

参见古伟流，《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国史馆主办的 《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
物学术讨论会》抽引本，(台北:国家图书馆，2001年)，页12.
[* h 9 >教报》，196年9月1日，长崎出版，第四版.
《日本1)卜Ur̂r新闻》，197，年7月29日。
古伟滚，《堂区登记薄》，载《见证》2000年2月(网络版).



现。日据时期，道明会开始有系统的培养本地传道员，在罗詹 (1905)、台

北 (1915)、台南 (1924)、斗六 (1927)、田中(1930)各地陆续建立传道

学校，成功的培养出男女传道员来协助传教工作。

    道明会神父为了方便对妇孺传教，1900年开始正式从厦门教区带了2

位姑婆 (女传道员)来台。其中一位被称为“含笑姑婆”，由于她们通晓闽

南方言，因此一来就在台北协助传教工作.‘2由于姑婆的加入，使传教事业

获得很大的绩效，1906年，当时台湾道明会会长高恒德(Francisco Giner)

利用到厦门出差之机，又带4名姑婆来台，主要安排在台湾中部传教。"1921

年高雄成立女传道养成所 (即女传道学校)，培养本地姑婆。高雄女传道养

成所前后有3届，共培育出20名女传道员，包括第一届7名，第二届6名，

第三届7名.此外加上各地教会的独立训练，如白斐理在斗六指导，从新入

信的女信徒中挑选志愿者，经三年栽培出3名姑婆，分别安排在斗六、斗南、

高雄三处传教。弓司另外罗盾教会出身的廖宝及黄欣两位姑婆，分别在罗膺教

会和树仔脚教会接受训练。这样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先后共有33位姑婆。45

1934年(昭和9年)还有一名日本籍的传教员高井，在高雄教会协助传教。“

据 J. 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法)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日据时期部分年份的传道员人数如下:

表3-1-3 日据时期部分年份的传道员人数
年份 1914 }1918 11919 11923}1924 11925}1927 1928 11932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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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一:
    资料来源:J.M. Planchet编的夭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an. 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年度.分别为第318-319, 310, 394-395, 413-414, 450, 570页。1916年记载的

1914年份的传教成果没有开列传道员的数据。1928年的数据是据该年5月巴多玛神父写的台湾教务

报告的记载，(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1.)

42古伟派.<姑婆)，载(见证》2000年4月(网络版).
43大国督编，《台湾力卜少夕小史》，页384.
w大国督编，《台湾力卜夕夕小史》，页285.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64-267.慈亲楼编，《天主教慈亲楼建立10周年纪念(主历1983-1993))
  高雄多明会，1993),页13-14.
ns《声，，昭和9年12月号(1934匆12)。转引自古伟滋，《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
  页 6.



1914, 1918, 1924年数据引目日本天主教半月刊 (声》no.472(1915/02,p16),no.518(1924/03,p54),

no.588(1925/01,p60)o另据(声〕no.611 (1926/12,p68-69), 1925年的女传道员为14位，与J.M. Planchet

所载有些出入。1940年数据是引自大国督编 《台湾A F 7，小史》，页442-444.

    从表3-1-3可以看出男传道员的人数一般比较稳定，而女传道员的人数

则呈攀升的态势，日据中期已逐渐的赶上男传道员，1940年更是超过了男

传道员。说明姑婆在教会的作用的比重逐渐的加大。

    以下对日据时期的部分传道员略作介绍:

陈沛然传道

    员林人，最早受聘为罗盾教会在员林的“天主教道理厅、汉学研究班”

的汉学老师，后来成为员林第一位领洗的信徒，经罗詹本堂何安慈神父训练

成为传道员，协助何神父在员林地方的传教工作。当何神父北上至和尚洲传

教时(1887)，他也跟随北上以协助何神父。不过，之后又回到中部。1913

年时，罗借本堂马守仁神父就派遣陈论先到二林大排沙传教。

    值得一提的是，马守仁神父在1905年于罗膺教会办了台湾第一座传道

学校，罗盾信徒也有进入受训，成为神父传教上的有力助手。目前就文献资

料与信徒口述得知，黄以仁传道员就是由传道学校栽培出来的，在这之前仅

知本地传道员为邱超然1人，邱超然还曾担任传道学校教师。

黄义弟传道

    黄义弟 (1914-2000)   1914年3月20日生，埔心乡罗膺人.1930年

入田中传道学校，1933年毕业。之后到员林传教，在员林一年后至屏东万

金庄服务，协助本堂神父作牧灵工作，负责每日早、中、晚三个要理班为慕

道者讲道，历时三年。1937年黄义弟回到彰化二林的面前仑天主堂服务，

当时该堂附属于罗膺天主堂.且适逢二次大战期间，传教工作推进艰难，曾

3年不支薪，黄义弟只好以“寄药包”(家庭平安药)来维持家庭生计.47

a黄清富等编，《罗膺耶稣圣名堂开教125周年纪念
台海中部之传教— 以罗盾教会为例),
页127-128.

专刊1897̂2000)，页76。杨惠娥，《夭主教在
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刊稿)，2003年，



黄竹塌传道

    黄竹塌(1921-1985)  1921年生，埔心乡罗膺人。黄竹塌4岁时父亲黄

炭病逝，公学校毕业后，与台中市本堂神父陈若瑟神父同住，并经由神父介

绍，1938年进入台南天主教传道学校就读。1940年自传道学校毕业后，即

派到万金天主堂当传道员，开始传教生涯，时年20岁。之后陆续在斗六、

树仔脚、台北华山堂、罗膺、二林、溪湖等教会担任传教工作，直到 1981

年才从台北旅北教友中心退休。48

涂祟意传道

    涂崇意 (1923-1996)  1923年6月23日生埔心乡罗盾人，为涂心家族

的第四代信徒。1925年3岁过继给员林黄怀仁、涂昭夫妇为子，涂昭为涂

崇意的姑姑。1938年进入台南传道学校，1939年时值战争期间，未完成课

程毕业。日据时期涂崇意主要在员林教会服务。当时员林教会尚属于罗膺教

会。涂崇意帮助教会给儿童教授要理、辅祭班及拉丁语。49

胡成洲传道

    胡成洲(1916-2000)   1916年生，田尾海丰仑人。14岁时公学校毕业

后到台南教会服务4年，之后前往溪湖学制作西服与旗袍，学成后返家开设

西服店。战后进入罗膺传道学校，1954年传道学校第一届毕业，当时年已

40岁，被派往大甲镇开教，后回乡服务，2000年9月15日过世。so

受理贞女姑婆

    圣名罗撒利亚，民前5年9月5日出生于高雄市等雅区的一个非天主教

家庭，全家只有受理姑婆一人信教。1926年在高雄接受传教训练结业后，

48黄清富等编，《罗盾耶稣圣名堂开教125周年纪念专刊1897̂2000).页72-73.杨惠娥，《天主教
  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页128.
49黄清富等编，《罗盾耶稣圣名堂开教125周年纪念专刊1897--2000).页79.杨惠娥，《天主教在
  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盾教会为例》，页129.
，。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页85-86.



立志献身传教事业。曾至三家村、刘膺庄、秀水、台中、大排沙、面前仑、

万金庄、潮洲等地传教。日据时期曾协助过高煦能神父((Francisco Giner，又

称高恒德)、马守仁、白斐理等多位神父。对日据时期的传教经历，其有一

段自我的描述:

    “在大排沙、面前仑传教时，正逢太平洋战争，教会非常的困难，一个

月神父只来一次为教友作弥撒、办圣事之后就到其他地方。

    我们的本堂是属于罗屠庄辖下，教友有事就得步行三个小时才与本堂神

父会面，那时有一位从大陆厦门来台湾传教的美姑婆，名叫严月，她年纪大

概开二岁，人很活泼也热心传教⋯⋯”5，

黄欣姑婆

    黄欣(1918-1996) 1918年6月8日生，埔心乡罗膺人。黄欣出生于

3代信徒家庭，圣名玛利亚，献身教会渊源于3岁时身染恶疾，有生命之虞，

其母向天主发愿，只要黄欣痊愈原将她奉献于天主。后黄欣奇迹地复原，遂

跟随当地姑婆早晚作息度过童年。1932年16岁时在树仔脚接受高煦能神父

(Francisco Giner，又称高恒德)及伏球传道进行为期2年的训练。

    1938年20岁黄欣姑婆正式投身于传教工作，曾至台南、台中、台北、

仑背、埔心、罗借等地传教，前后40余年，5270岁(1988)于高龄退休罗膺教
会退休。退休后的黄欣姑婆，也待在罗膺教会协助各项事务，因老家位于教

会大门前右侧，对往来的教会一清二楚，所以被本堂神父戏称为副本堂。由

此可知黄欣姑婆在罗詹教会担任的角色有多重要。19%年逝世，享年79岁，

葬于罗膺教会圣山。”

杏姑

    原名蔡艳杏，日据时期在台北石旋天主堂的女传道员，后来转到南部教

会服务。

，，古伟该，<台海天主教研究回顾》附件，《台湾基督教史:史料与研究回顾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
  民国87年5月28. 2，日。未刊稿.
慈亲楼编，《天主教慈亲梭建立10周年纪念(主历1983-1993))(高雄多明会，1993)，页26-31.
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页87.



    1931年初，洪罗烈神父筹募经费，并在信徒的协力下，在石碳兴建天

主教教堂和传道员宿舍的建筑，并于1934年6月的耶稣圣心瞻礼日落成，

经祝圣称为“耶稣圣心堂”。在洪罗烈经营下，石旋天主堂的传教事业发展

很快。

    由于信徒甚多，洪罗烈请了一位传道员来协助传教。这就是蔡艳杏。由

于其待人亲切、热诚、耐心，信徒称她为“杏姑”。她协助神父教导教友及

非教友，诸如背诵圣经，道理、福音。在神父和杏姑努力传教下，民国30

年前后，石锭堂区已有130多位教友。杏姑在石碗服务10年之久，之后到

南部服务。据陈丽惠所言，杏姑目前住在高雄，年纪己100岁，身体还很康

健。54

三、修女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传教队伍增加一个新的成员，即道明会修女。台

湾道明会修女均属于圣道明传教女修会 (简称圣道明女修会)。圣道明传教

女修会本称“圣道明传教会” (Religious Missionaries of St. Dominic)，为
道明会玫瑰省的附属修会”。圣道明女修会所辖甚广.总院原设在西班牙，

后移至菲律宾，其分院在20世纪初即遍设福建、台湾、日本东京等处。圣

道明女修会主要活动是设立学校、医院看护、及办孤儿院(育婴堂)等。56

    1903年，台湾道明会向菲律宾圣道明传教女修会，请求派遣修女来台协

助传教，成为第一个来台的修女会。1903-1945年间共有31位圣道明修女会

修女来台协助传教。，圣道明修女会来台主要协助孤儿院。

    1903年首批来台有两位修女，一位西班牙籍的约瑟修女

(Sr.Mo.Josepha,O.P，又称约瑟芬、约瑟发)，来台随即接任孤儿院为第三

任院长;另一位为菲律宾籍的罗撒修女(Sr.Rosa Remedians,O.P) e 58罗撒修

女原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圣加大利纳会员，来台协助主持工作后，使孤儿院的

资料来自:陈丽惠，《石旋天主堂兴盛史)，载，《教友生活周刊》20074/28,总第2454期.
顾保鸽主编的《台湾天主教修会简介》，页77.
《公教周刊瓦民国23年11月18日第92期总292期，福建厦门鼓浪屿天主堂1934年发行，页15-16.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72, 278-279。大国督《合清AF7?小史》，页389-391。具体见
本文附表九“日据时期来台修女一览表气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73.



工作起色不少。道明会传教士在信中称她随和并善于结交朋友。在罗撒修女

的帮助下，高雄孤儿院获得不少捐助，使孤儿院继续顺利开办。5夕
    1906年孤儿院院长约瑟修女在台逝世。圣道明传教女修会派魏修女来接

替工作，另外还有两名修女协助。60之后陆续有道明会修女加入。1917年

圣道明修女会又北上协助道明会在台北创办静修女子学校 (即静修女中)。

日据时期静修女子学校一直是由道明会修女来经营和主持的.在道明会的修

女的努力下，天主教在台办的唯一的中学获得很高的声誉。根据《Religiosas

Misioneras de Santo Domingo UN SIGLO DE APOSTOLADO) (1887-1987),

静修女中历任院长修女如下:Sor Clemencia Mas修女，1918-1921; Amada

Olea修女，1922-1927; Candelaria Goicoecheavu修女，192'7-19330 6‘由于修

女有其一定的崇高地位，且有利于妇女及儿童之传教，可以深入社会，散播

信仰的种子，1943年教廷批准成立一在地的本籍修女团体，即高雄圣体修

女会62，这是教会地方化重要的一步。除了道明会道明会修女，日据时期还

有一个修女团体为圣婴会在台活动。据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记载，1932

年在台圣婴会女有3名外国人，1名日本人。63

    关于每年在台修女的数目，目前还没有人综合各种资料加以统计。J.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法)里面有一项

有关“Religieuses Domincaines”的数据。而法文“Religieuses"可指“修

士”也可指“修女”，因此“Religieuses Domincaines"便为“道明会修士”

或者“道明会修女”，考之日据时期的在台的道明会传教人员，并没有过“修

士”来台。因此，J.M. Planchet所载的“Religieuses Domincaines”即为

“道明会修女”无疑。另对应当时日文期刊《声》所载的一些年度的修女数

统计数字，与 J.M. Planchet所载数目一致，也证明T " Religieuses

Domincaines”即为“道明会修女，，。根据J.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法)和《声》所开列的一些数据，制表如下:

”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60.
“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78.
.，FIDEL VILLARROEL O.P.  (Religiosas Misioneras de Santo Domingo UN SIGLO DE APOSTOLADO)
  (1887-1987)ROMA ISBN Tipografta Vativana  1993 p.254.

6i 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8.
63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9.



表3-1-4 日据时期部分年份在台的修女数

年份 1914 1919 1923 1924 1925 1927 1932

修

女

道明会修女 8 7 7

圣婴会女 3 3 2

小计 3 7 11 10 8 11 11

  注: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9)记载:1932年从事教育的修女有6名外国人和1名日本人;

圣婴会女有3名外国人、I名日本人。而据J.M. Planchet载1932年的11名修女中有两名是本籍修女

(indigenes).

    可见在1923年后在台的道明会修女一般每年保持在7, 8名左右，加上

圣婴会女，在台的修女总数每年一般在10名以上。由于日据时期似乎并没

有台籍的修女出现，所以J.M. Planchet载的本籍修女(indigenes)很可能就

是日籍修女。例如，在二战期间，在台的道明会修女都受到监控，而只有日

籍的山内修女可以自由地活动。64

四、传教人员分析

    在披览早期的台湾的传教史料，呈现在人们眼前更多是一部西方传教士

的奋斗史，而本地的传道员往往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然而当造访昔时的堂

区及往日的信徒时，尘封的历史便一页一页地翻开，一个个那些湮没在历史

长河的传道员便逐渐鲜明的映入人们的眼帘。本小节着意于在前文耙梳史料

的基础上，对日据时期在台的神父、传道员、修女的各个角色作一较为深入

的分析。

    与基督教新教不同，天主教是一个有十分严密组织的宗教。教皇是教会

的最高统治者，下面有主教，是各个“主教区”的神长。主教区(代牧区、

监牧区)下还辖有几个堂区。有的堂区只有一个天主堂，有的有两个或几个

天主堂。每个堂区都有一个或几个神父处理堂区教务，其中主持神父称“本

堂神父”。主教、教皇都是神父出身。主教区的神父在天主教有很重要的地

位，信徒要服从他们。神父服从主教，主教服从教皇。

    另外，天主教内还有许多的男女修会。女修会一般从属于男修会。如圣

00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01.



道明传教女修会就隶属于道明会总会。每个修会都有总会和支会，对应负责

人是总会长和会长。从13世纪开始，修会的有两项重要活动:一是对外传

教;二是从事慈善、社会福利、教育等社会事业。入修会出家可分为两种:

一种做神父，一种不做神父。不做神父一般称修士，地位比神父低。作神父

的都要经过神学院学习，经过几个阶段的训练考核，合格方能祝圣为神父。

    一个主教区可以有几个修会在活动，但为了传教方便，避免不必要的纠

纷的出现，教廷总是把某个教区交由指定的修会管辖，特别是在海外传教地

区，如中国福建就是由道明会负责传教。修会的神父与主教区的神父有些不

同:一是主教区的神父听命于主教，而修会神父则遵守各自的会规，听命于

各自的会长和总会长;二是主教区神父主持本教区各天主堂，从事教务活动;

修会神父则按各修会的宗旨活动:三是主教区的神父一般不离开各自教区的

范围，修会神父有的远离本国，外出传教.“5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厦门教区时期 (1883-1913)，台湾传教区的行政区

隶属关系则如下图:

厦门教区时期行政区之间关系 ((1883-1913)

教}廷

厦甲代牧区
台湾传教区

  }
  各个堂区

        }
各堂区所辖的各天主堂或传教所

    但是因为台湾厦门代牧区和台湾传教区同为道明会玫瑰省会管辖，所有

传教人员均由西班牙道明会总会或总会下属的菲律宾玫瑰省会支会派出的，

顾裕禄 《天主教古今谈》，在 《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一期，页149-150.



其教区主教也是道明会派出的，只不过是接受教皇的任命而己。因此教区主

教直接对教皇负责外，向教廷呈报教区的教务外，因为其本身又是修会的一

员，所以也往往要向修会的会长(如菲律宾玫瑰省会会长及西班牙道明会总

会长)汇报修会的教务情况，接受其监督。其它的道明会神父也接受教区主

教的管辖。不过从修会的角度来看，厦门传教区的道明会与台湾传教区的道

明会的地位是一样的，同属于菲律宾玫瑰省会直接管辖下。因此在台湾传教

区道明会神父往往绕过主教区主教而直接向设在马尼拉的玫瑰省会会长汇

报教区情况，再通过玫瑰省会上报到西班牙道明会总部。菲律宾玫瑰省会则

直接管理厦门代牧区和台湾传教区的道明会修会的人事和教务，转达西班牙

总部的有关指示。由于这一时期台湾天主教只有道明会一个修会的在台活

动，因此台湾传教区的传教事务也就全部由道明会主持。

    因此，在厦门教区时期 (1883-1913)，台湾的教务和传教人员隶属关系

如下:

厦门教区时期 (1883-1913)教务和传教人员隶属关系

菲律宾玫瑰省会

厦门代收区

各个堂区的天主教堂及传教所

(注:箭头表示辖从关系，直线表示教务传达AA员的健调)

    1913年7月19日台湾脱离厦门成立独立的监牧区，台湾的教区的行政

区隶属关系如下:



厦门教区时期行政区之间关系 (1883-1913)

                      教 廷

台湾一’区
各个堂区

各堂区所辖的各天主堂或传教所

而台湾的教务和传教人员隶属关系则如下表:

                    台湾监收区 ((1883-1913)教务和传教人员隶属关系

教廷

菲律宾玫瑰省

台湾监收区

各个堂区

各堂区的天主堂和传教所

(注:衡头表示格从关系，直线表示教务传达及人员的健调

此外，在台的道明会也选有自己的会长。66不过要由马尼拉道明会玫瑰

的黄德宽译书称为台湾道明会“区会长”，大国督书称作台海道明会“副管区长”，陈嘉陆译书译作
  台湾道明会“副会长”.M. Planchet编的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o Japan(法)称“Vic. Province
  即“副管区长".



会省任命。67台湾道明会会长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传教士，或能力比较强的

神父任之，领导在台神父进行传教活动.日据时期台湾历代道明会会长如下:

                  表3一卜5 日据时期合湾历代道明会会长一筑表

序号 西文名字 中文名字 任期 备注

1 Celedonio Ananz 何安慈 1893年一1897年 第8任会长

2 Isidoro Clemente 黎克勉 1897年一1900年 第9任会长

3 Francisco Giner 高熙能(即高恒德) 1900年·1906年 第10任会长

4 Manuel Prat 马守仁 1906年一1908年 第I1任会长

5 Toribio Toval 陶神父 (或杜尔默) 1908年一1910年 第12任会长

6 Manuel Prat 马守仁 1910年一1915年 第13任会长

7 TomasPascual 多玛斯 (又称巴多玛) 1915年一1917年 第14任会长

8 Angel Rodriguez 洪罗烈 (又称洪罗肋) 1917年一1919年 第15任会长

9 BonaventuraGordaliza 吴查达 1919年一1922年 第16任会长

10 TomasPascual 多玛斯 (又称巴多玛) 1922年一1929年 第17任会长

11 Francisco Giner 高熙能 (即高恒德) 1929年一1933年 第 18任会长

12 Julian Villegas 良雅师 1933年，1939年 第19任会长

13 Angel Rodriguez 洪罗烈 (又称洪罗肋) 1939年一1945年 第20任会长

13 Jose Villavarde 若 瑟 1945年— 第21任会长

    资料的来源:O大国督编，《台湾力卜7夕小史》，页288. 407.

              。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00-206.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上道明会会长的神父都是德高望重并对台湾道明会

作出较大贡献的人。有的神父如高恒德、马守仁、巴多玛和洪罗烈等不止一

次当选为台湾道明会会长。其中马守仁一例证明了被选为台湾道明会会长不

仅靠资历和德高望重，还要靠能力和所作的贡献。马守仁来台不久便两次当

选为会长，不是凭着资历，而完全是靠能力和所作的贡献。马守仁于日据初

期来台，在过渡阶段对台湾天主教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

是在罗膺教会任本堂神父期间，创办了台湾第一所传道学校，并重建了罗借

天主教堂，于任内极大了拓展了罗膺教区。后来马守仁于1916年被调往厦门

任厦门教区第三任主教，可以说是对其在台所作的贡献和能力的最大的肯定。

‘，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06.



    虽然台湾道明会会长是台湾道明会的“一家之长’，，但是台湾道明会会

长对在台道明会神父没有权力上的约束关系，只是名誉上的领袖和起着一种

协调和统筹的作用.所以台湾道明会神父在汇报教务情况时，并不一定通过

区会长，而是可以直接上报给玫瑰省会会长。在台湾传教区，还有许多的堂

区，每个堂区一般都有自己的本堂神父，下辖有几个小教堂或传道所(传教

所)。日据时期，由于道明会神父并不多，这些小教堂和传道所一般由传教

师(传道员)进驻。19世纪晚期，道明会的在台耕耘了几十年后，在台湾南部

和中部逐渐建立几个传教点，北部的传教也有了突破。在南、中部，如高雄

的万金、前金地区，中部的罗借地区等几个地区，逐渐建立了几个扎实的初

步规模的教友庄。神父在些信徒的共同生活中，也逐渐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

信任。早期台湾天主教神父被尊称为“叔公”，即使对年轻神父也如此二a这

种称呼比父执辈要高些，虽然可能只是一种习惯，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对一个外国神父如此称呼，说明了神父的确是得到信徒的信任与尊敬。

    日据时期台湾信徒也沿用这个称呼。在殖民统治中、前期，台湾各种宗

教在“宗教信仰自由”口号下得以迅速发展。日本的诸多宗教也涌入台岛，

面对如此众多的宗教在台积极的扩张和发展，也是台湾民众对外来宗教逐渐

产生一种宽容或习以为常的心态。而近代教育在台引进和发展，加上社会发

展及对外交流的增强，使台湾社会风气渐开，台民也逐渐能以现代人的一种

普通平常心态来对待外来宗教。

    另外，由于台湾“殖民地性格”的确定，台民视为异族来统治和同化。

而日本据台后，依仗自身的国力的增强，极力排斥西方列强在台的势力，使

传教士的背后的强国势力逐渐的削减，慢慢淡化了自身原有的殖民侵略的色

彩，而其原有的神贫的生活方式、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作风、以及秉着福传

热火的服务精神则逐渐的突显出来。这种身份的转换使19世纪时期普通台

人与西方传教士的之间的敌对关系逐渐消饵。同时在面对日本的强势的殖民

统治压力时，由于传教士给信徒和部分民众带来确实的生活上的帮助以及心

灵上的慰籍，不少台民也开始转向教会寻找某种现实利益或精神上的诉求。

同时教会内部的信徒在神父的领导下，成立各种普会团体，开展各种互助活

动，确实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加强了信徒之间及信徒与教会之间的联系。

6日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74,



以上这些因素，逐渐促使信徒及部分台民(特别是堂区周围的居民)

会神父之间的联系加强，神父也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平和的接纳。

白斐理其信中写道:

与道明

1906年

    “最值得安慰的是，我发现传教士很受中国人的尊敬，教友视他们为精神

上的父亲，待之于一种特别的礼貌，甚于对待亲生父亲.一般的人对神父也

很客气、单敬。..⋯无论如何神父们受到普遇的草敬是事实.也是因为这缘

故，我们才能平静的过日子，可以自由的传教，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干涉.”‘，

    可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日据时期，神父己在普通台民中逐渐的重塑

起一种新的形象，传教事业也得以顺利的开展。同时这种形象的重塑某种程

度上也促使了更多的本地信徒投身于传教的行列，也激发少数的信徒走向了

圣召之路.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道明会并不重视本地神父培养的时代，仍然

出现了涂敏正、李天一、李惟添三位本地神父。涂敏正正是由于家人期许，

并在当地道明会神父的感染之下，才毅然走上神职的道路，终成为台湾第一

位本地籍神父。

    在台湾传教队伍中，有一类的传教人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传道员(传

教师)。就目前台湾的传教员来说，有两种:一种是属于修道士;一种是非

修道士，可以娶妻和拥有财产。日据时期台湾没有修院，基本上没有本地籍

修士，后期可能会有个别几个，但都在岛外如中国大陆、日本等地进修并进

铎为神父方回岛内的，如涂敏正及稍后的李天一、李惟添。

    传道员一般都要事先接受一定的训练。早先的传道员由神父或个别堂区

训练而成的，日据时期台岛成立传道学校专门的培训本地传道员。也有一些

传道员是从大陆渡海过来的。此外也有一些日本人加入传道行列。日据时期

日人的传道员每月薪金为18元，而台籍传道员每月才12元，说明当时天主

教会乃遵循殖民政府的政策，采取了差别对待.另外，教会还酌量给传教师

的家属一些生活费.70传教师一般由教区主教任免。任用时由教区主教赐予

耶稣圣像及圣母玛利亚神像，挂在传教师的胸前，以来表示传道师的身份，

二来以避邪魔。此外，对于男传教师还赐予十字架、念珠、经牌 (护符)，

0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68.
ro据道明会的信件:当时的台岛的天主教男传教师每人每月是30菲币.见Pablo Femandez O. P.著
  黄德宽译 ‘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百108.



对于女传教师则给予圣衣。了’

    19世纪台湾开教以来，道明会士十分重视传教师的作用，并逐渐的发

展出一套本地传教的方法，就是让传道员在前面开路，然后再由神父出面，

去收割传道员播种耕耘的庄稼。’2传道员的使用，极大的解决了语言、风俗

习惯、气候对传教士的困扰，为教会和台民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在神

父十分缺乏的年代，传道员也帮忙照看相当一部分的小教堂和传道所，帮助

信徒信仰的维持。日据时期，在台天主教会仍延续这种做法，而且随着教务

的发展及传教区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信徒加入传教师的行列。

    早先的教会的传教师一般为男性。男传道员可以成家，不过19世纪不

少男传道员献身于传教，终生未娶。日据台以后，越来越多的男传道员都成

立家室。1900年以后传道员队伍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 女传道员.与神

父被称为 “叔公”相对，日据时期的女传道员一般被称为 “姑婆”，是一个

仅次于道明会士的重要角色。73与男传道员不同，姑婆一般指为传教工作而

献身的独身女子。’‘刚开始女传道员的人数还比较少，后来逐渐的增加。然

而并不是出身贫困的女子才当姑婆，有些出身富贵的信徒家庭女子，由于信

仰的吸引，也加入了姑婆阵营。75日据时期，在对比男女传道员的整体表现

时，道明会神父认为，男传教师表现较为一般，而女传教师却很出色。对此，

道明会神父作如下解释:

      “如果一位男性具中上才赋，传教工作似乎并不吸引他.薪水也是一个

问题，虽然我们每月支付每人三十 ‘菲币’，本能说微不足道，但却无法供

养一个大家庭。另一方面，如果传教师要有好成绩，必须毫无私心的献身与

传教工作，具有这种精神的男人并不多啊.”’‘

    的确，在日据时期，天主教会所付的薪金的微薄是未能吸引男传道员为

传教献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点与在台新教长老会对比更显而易见。但必

须看到，天主教由于未能给传教师提供一种晋升的机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

因。造成这一点可以从两点来解释:一是，道明会十分不重视本地神职人员

，，《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页112-113.
n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08.
73古伟滋，《姑婆》，载《见证》2000年4月号.
7e古伟该，《姑婆》，载《见证)2000年4月号.
”古伟派，《姑婆》，载《见证》2000年4月号.
re Pablo Femandez 0.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1.



的培养，天主教教会没有给本地愿意献身神职事业的信徒和传教师提供一个

提升的管道。信徒只能当普通的传道员，没有机会成为更高一级的神职人员。

二是即使有机会成为神父一类的神职人员，也不见得对台人有多大的吸引

力。因为在传统的中国人心里，男人长大成家立业，是天经地义的事。而神

父的独身制，无疑使本为华夏子孙的台人对圣召之途望而却步。

    而女传道员在这方面表现就很不同.华夏文化中，“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被视为当然，但也有不少贞女、节妇。虽然这与教会守贞女本质并不一

样.但由于在旧有观念中，女子不须承当传宗接代责任，在担当赡养家人的

角色也比男性来得轻。因此终身未婚的女子在当时社会毕竟较为平常。况且，

教会并不要求姑婆一定守贞不嫁。只是嫁夫随夫，便得相夫教子、承担家中

事务，这仍是当时台湾社会主导观念。出于献身传教考虑，女传道员往往作

了独身的选择。日据时期，姑婆的传教事工常常得到神父的赞赏，说明其在

传教中的确起到重要的作用。从上文对个别姑婆的事迹的介绍也可窥一斑。

由于姑婆保持独身，能够全身投入传教的工作。加上身为女性，能够免除不

必要的误会和猜忌，直接深入家庭接触妇女和儿童传教.妇女儿童是很重要

的教会信徒的来源，并且透过妇女儿童，可以较快使信徒全家信教。”另外，

由于独身，比较没有经济上的负担。教会也于较底的薪金来聘请她们。姑婆

这一角色作用在日据时期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据

时期姑婆数量逐年的上升。1921年更在高雄成立女传道养成所 (即女传道

学校)，专门培养本地姑婆。租而据1928年5月巴多玛神父写的台湾教务报

告，当年台岛己有9所女传道学校，而男传道学校才3所。79

    然而日据时期姑婆的待遇并不高。据现存的八、九十岁姑婆所言，在她

们初出道工作时(约日本统治后期或民国30年代)，姑婆薪水每月才10元，

相比男传教员的30元，so无疑是非常菲薄的。因此对经济并不宽裕的教会

来说，聘请姑婆往往比男传道员来得划算。

    根据古伟派所述，在早期的台湾天主教会史上，姑婆每到在一个新地方，

会住在教堂边的一个很狭小的空间中，自行举炊。平日的黄昏，在家庭主妇

”古伟滋，《姑婆》。载《见证》2000年4月号.
73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264267.慈亲楼编，《天主教慈亲楼建立10周年纪念(主历1983-1993))
  高雄多明会，1993),页13-14.
，Pa61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1.
N古伟派，《姑婆》，载《见证》2000年4月号。



较有空闲的时刻，就到村落中较有善意的人家中庭院坐下，并召请邻近亲友

前来。姑婆开始先闲话家常，再随机介绍天主教要理，内容尤其强调和民间

信仰的区隔以及对一神的崇敬。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神哲学训练，但由于姑

婆直接与人接触，关怀他们的日常生活，聆听他们生命中所遇到的大小事件.

在没有任何物资资源的基础下，单纯以信仰及传教的热忱协助解决社区内小

团体的问题，从而为教会争取到相当数目的信徒，建立了早期台湾各地虽小、

但很扎实的地方教会。“，

    日据时期，教会除了姑婆，还有一类的特殊女性传教人员，即修女。日

据时期，修女除了主要从事孤儿院和教育工作外，还给慕道者教授教理，也

承担传教师的角色.82其实，修女的经营孤儿院和教育工作就是一种传教

方式。教会孤儿院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刚入院的孤儿施洗。并且不少孤儿

长大后还投身于传教的行列。另外，修女在创办教育过程中，对一般学生施

予宗教的教育和熏陶，也吸引了不少学生入教。

    综观日据时期的天主教的发展，姑婆和修女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除了

上述的作用外，姑婆和修女还有十分重要的角色作用，就是女性传教员的身

份赋予教会意义一种特别的含义。19世纪道明会的传教人员均为男性，这

在民众的眼中未免有性别失衡的感觉。姑婆和修女很修女的加入，无疑平衡

了这一性别失衡，消隐了神父独身对普通民众的不良的感受;并为教会增添

了“慈母的温柔及亲切”83，给在台天主教会信徒对圣母钦崇带来现实的实

感，加深了信徒对道明会的圣母信仰理解的内涵。姑婆及修女与神父及男传

道员的角色互补性，对日据时期的台湾天主教的发展显然是极为重要的。

.，古伟该，《姑婆》，载 《见证》2000年4月号.
82高恒德于1905年2月2。日在信中写到:当时在打狗(高雄)孤儿院的修女们在照看孤儿之余，
  也给慕道者教授教理，主要对象是信徒的儿子，因为这些信徒的儿子常下地种田，没办法与其他
  人一起听道理，而且传教师也没办法另找时间教导，因此修女就承祖起教导的贵任。(参见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62,)
”古伟滋，《姑婆》，载《见证》2000年4月号。



第二节 十字纵队:教会团体组织的发展

比起清统时期，日据时期台湾的天主教地方教会有了显著的发展，各堂

区的机构和整个台湾天主教会的组织和团体不断的完善。

一、团体组织

    有关日据时期团体组织资料，现在保存下来极少，一些重要的数据基本

上没有.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只能对一些团体建立的经过了解个大概。据

相关资料，主要介绍如下:

圣母会

    圣母会...一般之汉人民族中，每遇有婚嫁，丧葬时，不论贫贱富贵均不惜费用。盛

放鞭炮，或者盛宴招待亲友之习惯，为此常不顾及经济耗费金钱，以致债台高筑被迫作出

不义之行为者不鲜其人。而此一弊风不久亦渗透至熟蕃社，致之陷入苦境之日，教会当局

为将此苦境，由客家族之压迫中救济熟蕃为目的，遂劝诱有力之教友，于一八七七年组织

圣母会，以所得之捐款购置地产，将该收益之一部，充为贫困教友之婚嫁葬祭等补助费，

以减轻其生活负担所设立者，该会自成立至今 (指1941年)经六十余年之久，今尚为隆盛

活跃教会之中而不衰。84

    以上引文是大国督书对圣母会的会的记载。圣母会是道明会玫瑰省于

1859年来台第二次传教约20年后，神父为顾及当时的教会与教友的需要，

所成立的信徒善会组织。最早成立圣母会的教会是万金天主堂(1877年)，

再者是高雄玫瑰堂(1877年)之后。两会组织的宗旨，主要是在教会和信

徒之间，保持持久不断的密切的合作，一是帮助教会的传教事业，二是减轻

信徒在大瞻礼时庆典费用的负荷，三是帮助改善信徒的生活并教育信徒子

弟。9s据杨惠娥调查，约在1880年代何安慈神父任内，罗盾教会也成立了

圣母会组织。关于圣母会的由来，杨惠娥根据白斐理的笔记中认为，是由何

安慈神父建议购买土地，让穷人自己有土地可以耕耘，不要当佃农，因此成

大国普编，《台湾h卜夕夕小史》，页166.
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80, 474-476



立了圣母会。86

    由于年代久远、又无相关的资料留下，对于圣母会之后的运作的情形，

现在很难追查。根据有限的资料，只知道圣母会购买的土地承租给信徒耕作，

信徒必须交纳给圣母会一定的租金，当作传教经费来运用。如此一来，不仅

协助信徒生计，更帮助了教会的自力更生，颇有自养的雏形。87

临终会

    临终会，罗膺教会继圣母会 (1884)之后成立的早期信徒团体。关于临

终会成立的时间无明确的记载。杨惠娥根据一些教会档案资料从三方面进行

了考证。88首先，杨惠娥根据白斐理神父的笔记资料中所言，认为何安慈的

神父任罗膺本堂神父时 (1880-1887)籍购买土地让信徒耕种，因而成立圣

母会外，也成立了临终会。第二，杨惠娥在研究罗膺教会土地契约时，发现

1898年有3笔以临终会的名义购地，团此推测临终会应在1898年之前已成

立。第三，杨惠娥从保留下来的2张1916年的临终会会员的证书中，发现

今日所见的保留的临终会会员证书标号多集中在1915年、1916年间，加上

会员证书为印刷出版品，而罗詹教会直到1905年才有从马尼拉来的罗马字

印刷机。由此杨惠娥认为临终会可能在1903 1915年间由马守仁创办。

    综合上面三点，杨惠娥作出一个解释:“在何安慈神父时已有构想籍由

买土地，让信徒耕种，来成立临终会，并在1898年前正式成立。之后若不

是临终会在马神父接任前曾解散过，就是临终会成立初期并无证书以兹证明

为会员的做法，直到马守仁时期才有颁发证书之做法.”不管怎样，临终会

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立，并且在日据时期，活动还比较活跃。

    据杨惠娥调查，临终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临终亡故的信徒处理善后，而且

上了年纪的信徒可以自由加入该会。可见临终会是罗膺教会为信徒服务所组

成的信徒团体。对临终会的运作情景，据杨惠娥调查得知，加入该会的的信

徒须缴纳稻谷两大袋给临终会作为基金，一旦信徒过世时，临终会即发放治

丧费，支付如办丧事、出殡、棺木、墓园⋯⋯等费用。此外，信徒入该会并

86白斐理神父笔记，页12.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唇教会为例》，页90.
ev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借教会为例，，页90.
“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借教会为例》，页131-133.



无限制，且会员身份由父死子继的方式继承下去。杨惠娥还发现，临终会似

乎也负责、管理教会公墓事务，入会信徒过世后当埋在教会公墓，之后发展

出凭临终会会员证书预约坟地。“9
    从杨惠娥对罗盾临终会的调查，可知临终会是在教会领导下的信徒团

体.临终会的运作，不仅加强了信徒之间联系，解决了信徒实际问题，更体

现了一种互助的美德，其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传道会

    由台湾第一任监牧林茂才于1918年之后成立。大国督书 (陈嘉陆译书

同)对传道会的成立因由有作介绍，兹引如下:

    “素来本岛之我教会之维持费，系每年由罗马教皇厅及各外国之教会所

供给，至大正7年(1918年)起渐次减少，致本岛教会之经济拮据，不得不

由各方面节约费用，及施行裁减传道人员，而引致本岛之传教事业上遭受莫

大之打击.虽经第一代之主教林茂才为突破此难关计，于最大决心之下设立

传道会，为补充传教费用之一部份，策励全岛教友之乐捐，但此策亦不能永

续而以半途而废.’，”

    可见传道的设立为了解决传教经费不足的问题，而传道会筹措经费的方

法是策励全岛信徒捐输。由此得知，传道会应该是面向全岛性质的组织.1918

年一战后不久，欧洲经济受到重创，正忙于战后重建，当时台岛的教会也受

到了影响.

玫瑰会

    台北蓬莱盯天主堂，于 “大正13年(1924年)5月，为教友之属灵生

活着想，组织玫瑰会，共有百余名日籍和台藉教友入会，均皮硕圣母玛利亚，

祈求保护，并转求救灵之恩典.时教会中主要的青年干部里有黄启修氏，协

助其父亲进行贸易，事业日盛并向海外发展.黄氏在百忙中抽暇指导青年会

员，且从教理研究会至教会一切之杂务，都予以帮忙料理，不遗余力.诚为

89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页1931-1933.
99大国督编，《台湾力卜，夕小史》，页367.陈嘉陆译，《夭主教来台传教壹百年简史》，高雄:天主
  教道明会 1960年(网络版)，http://www.cathlinks.org/.



一模范之教友.”91

    另外，于1925年2月就任埔姜仑本堂的良雅师((Julian Villegas)神父，也

在埔姜仑堂区成立玫瑰善会，“大多数信徒均为会员，在一致努力下信仰日

益坚固”。92
    可见玫瑰会乃是信徒之间参研学习教理、为属灵生活起见的信徒团体。

“羊会”

    约1940年，台北桦山天主堂(日人专用)信徒已达200余人，“为强化

传教阵营并促进教友间之亲爱起见，而组织一名为 ‘羊会，之团体，专务教

理之研究、传教、慈善等事而尽其最大之努力。”该会青少年男女还组成文

艺部，由日人信徒工藤枯信为主干，曾出版 《七星》小杂志，后工藤转任他

处，由北川喜辉接任.93

    可见 “羊会”与玫瑰会性质基本相同.

西乐队

    1930年由陈若瑟神父成立了西乐队，寓意籍此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

这也是全台第一支西乐队。西乐队刚开始只有8名学生，由陈若瑟指导他们

吹喇叭的技巧，之后就聘请了员林的老师来指导演奏乐器。西乐队不分教内

教外、喜事丧事都有参与，相对与过去教会极少参与社会活动，颇得教内外

人事的好评，直接间接活络了传教的工作。

    1937年戴刚德神父为加以训练西乐队，不仅再度聘请了乐师，也为西

乐队订制团服。当时的制服有红色、紫色，加上双色的披风，红紫两色是为

了方便参加喜事丧事场合使用。此外，戴神父也鼓励青年参与堂外乐队活动，

使得西乐队不仅能在教会活动中发挥作用，日后在二战前后更出现在乡公所

或地方上的庆典及特别的活动中。

    对于西乐队的事迹和贡献，至今还为神父和信徒津津乐道。

91大国督编，《台湾t卜7夕小史》，页274-275.
97大国督编，《台沟力卜少夕小史》，页344.
93大国督编，《台湾力卜7夕小史)，页281-282.



青年会

    当时传教士很重视青年信徒的教育，许多堂区都成立青年会，如岁借青

年会、嘉义天主教青年会。

    1932年罗盾本堂陈若瑟神父成立了青年会。陈神父担任罗膺本堂神父

期间，对于男女青年的教育特别的注重，为促进青年的团结并对教会产生向

心力而设青年会。1933年陈神父也于员林教会成立青年会，后来协助罗膺、

员林与三家村等青年会，共同筹款购地，经营农场种植凤梨，从事产生事业。

    戴刚德神父在1937年接替陈神父为罗詹教会新的本堂，继承陈神父之

志 尽力指导罗膺教会的青年会，以协助教会的传教工作。

    1936年底嘉义天主堂青年信徒也成立了“天主教青年会”，致力于在非

信徒中传播传播福音。对此白斐理等神父大加赞赏。94

    除了上面的团体组织，日据时期在各堂区尚建有各种组织，特别是日本

信徒中有各种善会组织，如青年部和女子部等，而且相当活跃。，5限于资

料的缺乏，无法一一介绍分析。

二、日据时期信徒团体组织的分析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成立各种善会组织，上面所举的玫瑰会、圣母会、

“羊会”应属于其中的一种。它们只是名称不一样，但性质和主要功能是一

样的，都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因所处的地区不一样，比如农村和市镇，其活

动的具体内容也有所区别。天主教善会在日据前就有存在，如临终会、玫瑰

会，不过直到日据时期，才大量出现或者活动才比较频繁。原因是:清季台

湾的天主教徒人数还很少，日据时全台的信徒还不过1300人，而这些信徒，

绝大多数是聚居在万金、前金、罗借等几个村落，形成为数不多的小聚落。

加上当时反教气氛很浓，因此这时的信徒团体组织很少，大多为圣母会，并

且大部分集中在前面所举的天主教小聚落，其活动也教少。日据时期，天主

教团体的大量出现，一个原因当然是教会的壮大，不论是传教人员，信徒数

w 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8.
”江传德，《夭主教在台湾》.页26-27.



还是传教点的数量。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一是政治环境，

虽然日本统治者统治实质上是为了使台湾日本化，但它所实行的“宗教自由”

政策，毕竟给天主教的发展带来了政策上的保证，创造较为和平的政治环境。

另外，随着台湾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对西方的文化接触日渐增多，因此台湾

民众能以较为平常的心态来接纳教会。所有这些都为教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

    但值得提出的是教会各种团体组织的成立，特别是新式的团体，如青年

会，与日益开展的各种活动是很有关联的。

    1920年前后台人逐渐自觉，民族运动蓬勃发展。殖民政府为阻止这一

运动的发展，加强台人的向心力，开始逐步重视社会教育团体的组织，且对

组织青少年团体特别予以重视。日人根据不同的年龄层，组成青年团、少年

团，以及成年团体，灌输认同教化.96 1921年至1931年，台北先后有西门、

荣叮、本盯、大成、儿玉、府后会、大稻埋、锰脾、日新、川端等青年团，

与台北女子青年团。青年团的活动有体能训练、演讲会、补习教育、神社参

拜、团员间的联谊，有的青年团亦以风俗改善为教育要点。1931年11月台

北市联合青年团成立，成为青年团联合中心。以后随着时局的转变，青年团

数与团员屡有增加，1936年团员640人，1937年为1204人，1938年为1564

人，1939年为1360人，1940年猛增至16436人，1941年更是达到19378

人。，7各街盯皆有青年团成立。可见由于时局的变化，青年团的组训得到不

断的加强，以为战时体制服务。天主教的青年团也是在20年代开始增加，

30年代中后期活动最为活跃。可见天主教青年团积极拓展与当时的社会状

况是相呼应的。

    天主教的其他善会团体如圣母会、临终会、玫瑰会、“羊会”的开展也

与当时总督府倡导的民风运动很有关系。1919年，殖民政府设有同风会。

1925年加以改革，增设户主会、主妇会，其成立的宗旨在使会员相互亲睦、

增广德智、研讨家庭生活的改进与促进社会教化，举办的活动有演讲会、练

肠《台湾社会运动史》，原名《台湾总督府替察沿革志》第二篇占领以后。治安状况 (中卷)，台湾总
  督府答务局。1939年，龙溪书舍重刊本，页52.
97《台北市统计书》(1941年)台北市役所，53-55.温振华，《日本殖民统治下台北社会文化的变迁》，
  载《台湾风物》第37卷第4期 (1987年12月31日)，页，.



习日语、改善生活、推动公共慈善事业等。以后又有成人会、妇女会的成立。

由于各社教团体间彼此缺乏横的联系，乃仿日本设社区教化团体，以“部落”

(相当保甲)为单位，成立“部落振兴会”。这个组织的成立与青年团相同，

目的在配合展示生活，强调日本国家概念，但对社会习俗显然有更新替代的

作用。9观之天主教善会团体，不难发现与这些社教团体有不少的共同之

处。显然天主教的善会运动乃与当时民风运动大有关联。天主教会利用当时

的政府倡导的开展社团活动，也积极的发动善会活动，以促进传教的开展。

同时这些善会团体也确实起到加强信徒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了信徒队伍的

力量，无疑为些信徒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种保障和依靠。

    日据时期天主教回应社会的变化，有一个值得提的事，就是1930年西

乐队的成立。台湾天主教教会常引以为豪，一般认为是“全台第一支西乐队”

其实在此之前，台湾就成立过两支乐团。一是台北医学校就成立音乐团(1920

年之前，具体时间不详)，为台湾最早乐团，是由台人学生组成。另外一个

是玲珑会，成立于1920年，为张福兴设于锰脚张宅。成员是台北医学专门

学校学生、师范学校学生、及社会上爱好音乐的人士，为台湾最早的管弦乐

团，1923年解散。99
    西方音乐在清季开港以后随着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传入，已在教

会中萌芽。日据台以后，教会与学校对西乐的启蒙均有贡献。100北部基督

教的淡水中学、神学院、南部的长荣中学、神学院，对许多音乐人才如高慈

美、林秋锦、陈泅治、翁荣茂、林善德、黄秀峰等皆有培植启蒙之功。‘“，公

学校的“唱歌”一科，也培养学生对西乐的兴趣，有些公学校学生也赴日深

造学习音乐。1910年代起在新式教育成长的一代，赴日学音乐者日多。102在

留学生的努力下，1930年前后渐有些成果，遂有音乐竞赛会的举办。1931

年在留日音乐家李金土之筹划下，锰脚共励社举办了第一次“台湾全岛洋乐

竞赛大会”，可谓开台湾西乐演奏竞赛风气之先。由此，台湾的一些有志之

卯李汝和主编，《台湾省通志〕，卷五，教育志教育设施篇，台湾文献委员会，1970年，页133a-135b.
W(音乐与舞蹈运动座谈会会》(19”年5月2。日)，张维贤发言，载‘台北文物》，4卷2期，页65-68:
  及张彩湘，《我父亲张福兴生平》。载《台北文物》，4卷2期，页73.
too《音乐与舞蹈运动座谈会会》(1955年5月20日)，张维贤发言，载《台北文物》，4卷2期，页64.
lot刘敏光，《台湾音乐运动概略》，载《台北文物》，4卷2期。页2.
阴刘敏光，《台湾音乐运动概略》，页3-4.



士便开始推展西乐的努力。103随者西洋音乐的传播，一些乐团相继成立。

天主教的西乐队便是台湾早先成立的仅有几支乐队(团)之一，而且乐队成

立积极参与各种演出，可见在推进台湾西乐，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与许

多乐团总是集中在市镇活动不同，西乐队经常在乡间出演，这无疑在促进普

通台湾百姓了解西洋音乐文化方面，有一番特别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教会因应社会时局，成立各种教团组织，对传

教所作出的努力。

第三节 上帝的权柄:传教方法综述

    日据时期，因传教人员仍以道明会神父为主所以其传教方式亦延续上一

期的方式。西班牙道明会在传教方法上有明确可见、依循的做法承传下来。

一、道明会时期的传教方法

    这里 “道明会时期”指的是17世纪西班牙据台时期、清季天主教复传

时期、及日据时期，因为这三个时期台湾天主教基本上只有道明会一派，传

教士也基本上是西班牙籍。因此这三个时期的传教方法基本上是一脉相承

的。

    张隆顺神父在 《我国教会传教方法之探讨— 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

年》104一文认为道明会时期的传教方法是一种在乡间的教会的直接传教方
法，先后有巧个步骤，其步骤是:

  1.先学地方语言。

  2.老神父指导新神父传教方法:讲话技术，与老百姓建立感情，学习本地人的讲话

技巧及应对礼节。等到新神父可以独立作业时。老神父便由长上调走。当新的神父独

当一面时.他们不得不加强各方面的知识技巧而无暇做直接传教以外之活动。当神父

缺少时，一人得兼数处要理厅。

  3.神父之间，切实遵守 “服从”之愿，彼此鲜有职务上之计较。凡事先问:“此事

1m刘敏光，《台湾音乐运动概略》，页4-5.
1w张隆顺，(我国教会传教方法之探讨— 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校
  友纪念册校友纪念册》(台北:辅仁。1989年)，页57-58.



有违会规否?此事有益于教友信仰吗?”

  4.以身作则:神父处理堂务事，躬亲参与，使协助他的教友多所感动，少有以老板

身份发令，致使历代教友尊重神父，远胜父兄，尊称“XX公”，公在中国的看法，有

德高望重神父的形象，无形中被教友肯定，也为教外人士所认同。

  5神父们出入皆显示神父的身份，不论寒署皆着会服，富有一股无形正义凛然之气，

有令人有“不言而威”之感。唯其有威仪，严中有慈祥，自然能摄服人心.其言论也

有份量。

  6.神贫美德感化人心，生活活俭朴，常令初识的教外人士惊讶。因为一般人的想法，

只要是外国人，其生活水准一定比国人高，他们来台湾竟这么刻苦，为了什么?一般

好奇心乃使教外人士来接近教会。

  7.严以律己，宽以特人:热心协助放大解决困难，当然是量力而为，但出于至诚，

使教友视神父为大家长。

  8.善用人才，用者不疑，让属下全心以赴。过去聘用的传教员皆是当地有学识的人

而且有影响力。传教员德行好，富有牺牲及服务精神。还有一些姑婆 (守贞姑娘)也

都是长期训练在妇女方面引导慕道方面贡献良多。

  9.有专门的传道训练所，同时定期集会商讨及交换心得意见。

  10.勤于家庭访问:神父对堂区教友家庭状况了如指掌，因此与教友建立深厚感情。

通常神父访问家庭也会向教外的邻居招呼问候，久而久之也建立情感。逢年过节，神

父就叮泞教友也引领左邻右舍的人来参加，以加深他们对教会的好印象。

  11.常办各种形式的演讲会 (小规模的说书会)，租用民房与教外人沟通，用图片展

示来吸引人等。

  12.组织乐团、话剧班、歌咏班吸引青年。

  13.其它:将民间技艺纳入教会活动加以圣化;又提倡早晚课，使教室成为教会聚

会所，这为农业社会很适合;定期举办教会庆典使各地也发动支持。这种合作精神，

近代之堂区似乎遂渐式微。

  14.向中下层社会传教也重要，因所占的人数很多。不过，不忘记因材施教的原则

而去努力。

  15.发动教友传教协进会去找慕道者。而负责讲授教义的人员应殷勤指导，并随时

塑造自己的形象。以领导人而把剩余的时间去找迷失的羊。



潘贝欣根据张隆顺所谈的道明会士传教步骤，归纳出五条道明会士传教

方法，并加于阐述:105

1.以德服人法:

    潘贝欣认为，本地人之所以尊称道明会传教士为“高公”、“白公”及“洪

公”，实在是因为道明会传教士以德服人，非以力服人;成功的传教士以身

作则，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故信徒们为其德行所感化，乐意饭依天主，信从

福音。

2.直接传教法:

    第二度来台道明会士传教方法，基本上采用的是所谓的直接传教法，所

重视的是达成教会三使命传报、共融及服务中的传报，传报内容则包括见证、

初期宣讲、归化与洗礼。106潘贝欣指出，玫瑰省道明会士秉着一股福传热

火，涉洋来台，无非是要把福音传给人，要台湾人接受基督，受洗入天主教

会，并叫人要信仰真理，故初期道明会士这股传教热火，虽然只散发在乡间，

无暇向知识分子传教，然而台湾的老信徒充份表现尊敬传教士之精神，因此

由老信徒中产生不少圣召。

3.媒体传教法(Preaching by media):

    玫瑰省道明会士的传教方法，事实上也包括利用各种各别的、团体的、

小规模的、大规模的传播媒体作为其有效的福传方法，这虽然只是间接传教

法、但它吸引人的力量并未被道明会士所忽略。这也是办说书会、图片展示

及组织乐团、话剧班、歌咏班的原因及吸引年青人的好方法.

4.要理传教法

    古伟像教授在 《近百年本地使用的要理书》一文中提到，《圣教问答白

话直解》是本世纪初以来流行半世纪的基本要理书。107事实上在大部份道
明会士管理的堂区，每年道理班的教材便是 《要理问答》，该书把天主教教

ins潘贝欣，(高母羡与玫瑰道明会传教方法研探)，《庆祝辅大创校70周年 台湾天主教第二次开教
  14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台北:辅大，19”年)，页34-36.潘贝欣乃为台湾道明会修士.
IM陈振贵，《台湾天主教福传小白皮书，，教友生活周刊社，1999年3月21日第5版.
107古伟该，《近百年来本地使用的要理书》，载《见证月刊》，1999年11月号，页22-25.



义以问答方式展现出。潘贝欣是道明会修士，他提到:年幼时所背诵的:“你

为舍米生在世间顶?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他至今都还能琅琅上口，

就像吟唐诗一样，风味十足。据古伟派的研究:《圣教问答白话直解》应是

以大陆早年出版的同类书籍为依据.潘贝欣根据该书为闽南语音发音这一

项，进一步指出《圣教问答白话直解》的最早版本应是根据菲律宾马尼拉大

学 1593年出版的 《Doctrina Christiana》中文本而来。这里的 《Doctrina

Christiana》中文本是玫瑰省道明会士针对马尼拉福建厦门人而编写的要理

书。道明会的传教法自始便采用这种 “要理传教法，’o

5.文化融入传教法((Preaching by Enculturation)

    玫瑰省道明会士一到台湾，先学台语，讲话技术，与老百姓建立感情，

并学习台湾本地人的讲话技巧及应对礼节。潘贝欣认为，这种入境随俗的精

神，在第二度来台道明会士身上随处可见。潘贝欣还特别提到，高恒德神父

(又称高公)，在台湾传教达六十年之久，曾经编曲及填词写过多首台语圣歌，

在当时圣歌本地化方面，确实发挥天纵英才。据潘的说明，现今台湾道明会

用的《玫瑰圣母玛利亚》、《耶稣圣心歌》及 《哀号歌》便是高的作品。《哀

号歌》是一首追思亡者的圣歌，曲调是纯台湾民歌劝世歌仔风格的五声音阶

的本土化作品，而此歌的灵感取材系由说书艺人在庙前榕树下招徕听众，利

用嗓音和手势动作说故事，来博取赏钱的最受欢迎歌谣脱胎而成。108

二、日据时期传教方法之评价

    基本上，日据时期道明会神父在台湾的传教时也采取了上述的作法，尤

其在文化融入法、要理学习法、媒体传教法有具体可见的内容与成果。

    就文化融入法而言，最明显的是道明会神父来台前大多都先学闽南语，

或是来台后即开始学习闽南语，惟有学会当地的语言才能与当地人沟通、建

立关系、进而讲道传教。日据时期来台许多神父均提到他们学习当地语言的

经历。掌握语言仍是此时期传教的第一道工序.日本据台后，为同化台人，

逐渐推行日语，因此为传教需要，不少天主教传教士赴日学习日语。同时英

IN潘贝欣，《感思集》(高雄:多明我出版社，1995年6月22日)，页152-162.



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普及，及台湾与西方各国交流的增加，越来越多台人感

受学习英语的好处和重要性，有些台人甚至用会不会英语作为评价一个外国

人的知识渊博与否。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也认识到这点。早在日据初的1906

年，林茂才强调指出:“英文已逐渐成为国际性的语言了”，因此 “派来台湾

传教的神父，都必须先有特别的准备，不仅学好中国话，最好也会英文和法

文，尤其是英文.”109
    此外此时期的文化融入法还表现在圣母游行上。圣母游行的做法在清统

时期就有了。Ito到了日据时期这种传统的做法也保留下来。实际上，圣母

崇拜与当时的台湾的文化有相当的契合点。天主教每一所教堂，在落成时会

找一位教会里的圣人或圣女作为企求天主的中保者，所以每个教堂必有它的

主保(patron saints)，并以主保的名为教堂的名称，也以主保的纪念日作为
该教会的节庆日称为 “主保瞻礼”。如台湾最早的天主教堂万金教堂便是以

“无站原罪始胎圣母”为主保。道明会时期，台湾的天主教堂许多以圣母为

主保，教堂正面安放圣母玛利亚的神像，两旁则摆有许多的圣像，或圣多明

我像。川这种做法一个原因当然与道明会崇拜圣母的传统有关，但与当时考

虑到台湾的宗教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早期教会主要在平埔族或山地人中传

播，以圣母为主保与当时的平埔人和山地人(生番)的老祖(母性)崇拜及

汉人的妈祖、观音崇拜有一定关系，”2而圣母游行则与台湾汉人迎神赛会

风气相迎合。另外教堂内圣母摆设与中国传统寺庙如观音庙也十分的神似。

这些都有利于消除民众的敌对态度，从而有助于传教活动的开展。日据时期，

平埔族的老祖信仰虽然式微，但台湾的妈祖、观音崇拜的却十分的兴盛，天

主教鉴于此，也积极利用圣母这一的身份，开展传教活动。

    除了运用文化融入法，在要理传教法上，天主教也下了很大的工夫，

如马守仁神父利用印刷机出版罗马字的台湾语祈祷书，《要理问答》，《古史

略》、《新史略》，《传道规则》，以及一些经文等，分发给青年信徒研读。不

管在隶属于厦门教区时期，还是在台湾监牧区时期，台湾天主教因语言的使

'0'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73.
"0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
，，’《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页Illb.
112《老祖祭祀与天主教礼仪之比较》(网络版)，1998/11/28.
  http://myweb.hinetnet(bome4lp7834067/AAGHIM。据此文研究，老祖祭祀可能是以前基督教会教
  化平埔人留下的痕迹。



用及以往的习惯，信徒所用的经本、教会年历等，仍旧多采用厦门或福州教

区的出版品。如1642年，在福建传教的艾儒略(GAleni)，曾将天主教史及

基本教义等以《天主圣教四字经文》相比较，在内容上约略有40处不同。113

可见日据时期天主教神父仍重视当时台湾的实际，用本地话传播要理，并根

据本地语言的一些特点，对教理书的译本作适当的修改。

    对于媒体传教法，在日据时期更显成果。如成立西乐队、利用宗教电影。

1930年由陈若瑟神父成立了西乐队，1937年戴刚德神父又加以训练，使得

西乐队不仅能在教会活动中发挥作用，甚至在乡公所或地方的庆典中出现，

这样的方式虽较为间接，但它吸引了的力量并未被道明会神父所忽略。除此

之外，利用电影这一当时新兴的媒体，播放宗教电影，再配合布道大会进行

传教，也是日据时期教会传教一个特色，这方式比起西乐队更为直接。其实

媒体传教法也是文化传教的一个方面。不过它侧重的不在与融入，而是在于

引进，并利用人们的好奇或追赶时髦的心理，吸引人们来接近并进而了解教

会和教义，从而达到传教的目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一些道明会神父也曾因应传教地区的民清，而发展

出适应的传教方法。如员林传教时，因员林地区民风闭塞，排外心理很重，

所以神父就采用“教育为主，传教为辅”的双向方式进行，遂挂起了“天主

教道理厅、汉学研究班”的招牌，定期由神父、传道员在此布道，同时聘请

了当地的汉学老师“阿论先”(陈沛然先生)和黄启萍先生为汉学老师，教

导地方青年识字，并研习四书、千字文、昔时贤文、三字经、孝经等。从此，

汉学研究与传播天主教教义双管齐下，遂将工作推展开来。114同时天主教

会也顺应当时社会风气演变，采取相应的布道方法。日据中期台湾逐渐兴起

演讲的风气，天主教也积极抓住时机，举行各种布道大会，取得不菲的成果。

日据时期，天主教看到在台长老会利用教育(办学)进行传教取得极大成功，

也开始重视教育，最终成立静修女中，并交由道明会修女经营。日据时期静

修女中在社会上获得很大声誉，为在台天主教会增添了不少光彩。不少学生

受到教会的熏陶，加入了天主教会。

    日据时期，天主教传教人员仍以道明会神父为主，所以其传教方式亦延

‘曰古伟派，l4四字经文》、本位化与台湾天主教)，《第七届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中国教理讲授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台北:辅仁大学，2001年)，页165-279.
u4邱季卿主编，《天主教台中教区员林圣体堂开教百年纪念专刊1898-1998)，页39.



续上一期的方式如传道员协助神父模式。不过这时期建立了不少传道学校，

不仅培养男传道员、也培养女传道员。1900年代开始，台湾天主教还从请

一些姑婆 (女传道员)来台协助传教。同时教会继续开办孤儿院，并请道明

会修女前来协助。收养孤儿，表面看来是出于博爱的社会服务、慈善事业，

但在收养的过程中，必将之领洗接受教会的教养，这亦达到对儿童传教的效

果。日据时期由于有女性传道员加入，大大方便了直接向妇孺传道，取得很

大的绩效。

    综上所述，日据时期，台湾虽然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日本殖民者也不

遗余力的推行同化政策，台湾的文化传统虽然为此也染上不少殖民的色彩，

但其本质仍未改变。台湾固有的宗教信仰并未消除.这从日本退台后，日本

宗教也随之销声匿迹便可得到佐证。因此，台湾天主教会注重台湾实际，延

续前一时期的传教方法。并且教会尚能适应政策的变动及社会风气的变化，

相应的采用不同的传教方法，蝎力传教，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效果。整个日据

时期，教会发展基本上呈稳定上升的态势。



第四章 上帝的子民:教会信徒

    教会成员除了传教人员外，信徒是教会中为数最多的，力量最为可观的

一份子，也是教会形成与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信徒经由洗礼(领洗)后就

具有天主教会成员的标志。天主教信仰表现在信徒身上，在日常生活上与个

人生命里，都发挥出重要而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信徒也经由家族通婚与

组织信徒团体，交织成密切复杂的网路，并将非信徒与非信徒划分出来。

第一节 日据时期信徒的发展

    日据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发展，很大一部分表现在信徒的增长。因此了解

日据时期天主教信徒增长的趋势与来源，是探讨和还原日据时期合湾天主教

的必不可少的一环。研究日据时期信徒的增长趋势，可以通过对比日据时期

的每一年度信徒的总数和领洗的人数而得出。

    对于日据时期每一年份信徒总数，在本文第一章第一节，由于论述佐证

的需要，已有就个别的资料，的统计而列出个别年份的统计数据，如引用日

文天主教半月刊《声》所载的数据(见附表二)。另外J.M. Planchet编的

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也开列T个别年度的台湾信徒统计数字

(见附表三)。对比附表一和附表二的有关数据，不难发现，J.M. Planchet编

的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中有关数据应是引自《声》.因此结合

两者，在补充其他一些文献所举的数据，制成日据时期天主教信徒统计表如

下:

如大国督、江传德的台湾天主教史的书有开列个别年份的数据.而日本天主教半月刊杂志《声》在
1900-1945年陆续偶有台湾教会的消息，也登载有不少年份的统计数据，古伟派教授在撰写《台湾
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就引用了不少《声》的资料，本文有关《声》的资料均转引
此文.













































    对于这点，翁伟志在考察台湾的基督教长老会时作过较为深刻的阐述。46
这里结合其观点，对日据时期天主教信徒发展与原著民作一简析。

    日据台后，为了达到对原著民的同化的目的，除了本国的神道之外，禁

止任何的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向山地的原著民传播。1930年起，日本

的军国主义日渐抬头和加强，对生蕃的管理越来越严格，而被日人歧视为“欧

美人宗教”基督宗教(新教和天主教)，要传入原著民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47
    另外在禁止其他宗教入传外，为了掠夺山地的资源，日本在据台伊始，

便开始推行理蕃政策。其政策经历了“怀柔放任”、“镇压”、“抚育”等三个

时期。在殖民政府炮弹与糖衣、恩威并用的统治下，原著民的生活和社会结

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汉番”关系变化。由于日本政府规定平定汉民

不能进入“番地”，48亦对汉蕃之间商品交易严加限制，因此清代频频繁盛

的汉蕃冲突在日据时期就很少见了。二是原著民的生活变化。据台后为巩固

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原著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原住民的生活和

生产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此外，虽然日人对原著民的统治，基本上不

触动原著民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有意识的让原著民的一部人在其统治中获得

一些权力。一些经过选派的原著民子弟可经教育的途径担任公职，这些子弟
的家族的地位就可因此得以提升。略，

    因此在日本殖民政府的这些理番政策的实施下，在台的传教士对原著民

原有的吸引力逐渐的丧失。清季平埔族人之所以大量入教，原因在于平埔族

人在当时台湾社会为一弱势群体，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落后与短缺，使其处

于以在汉人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的边缘而遭受到后者的压制;同时在其汉

化的过程中，平埔人原有的宗教信仰遭到削弱和失落产生信仰需求的恐慌。

这样，最终导致了平埔人的“社会地位的危机”及“信仰的危机”，从而迫

使平埔人转向西方传教士以寻求社会政治的保护及信仰的补偿。而传教士籍

西方列强的政治背景，打着“救赎”的旗号，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平埔族人

粼糯生霸晨望鸳弩瓮鳖瓜键绪并老会为中心“895-1945))(福建”范“
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之研究一 以台湾长老会为中心 〔1895-1945))(福建师范大学历
史系硕士毕业论文，未刊稿，2001年)，页44.
as 1915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平定岛内的人民的反抗之后，颁布了《番地取缔规则》，
能进入番地，且之前的凡外地人在“番地”的任何所有权和占有权一概取消.

规定平地汉民不

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之研究— 以台湾长老会为中心(1895-1945))(福建师范大学历
史系硕士毕业论文，未刊稿，2001年)。页44-45.



渴求拯救的意识.然而由于原住民的信仰往往带有浓厚的世俗的动机，而随

着日人在岛上统治的确立，传教士的特权的消失，原住民对入教的兴趣就大

大的消减了。对此，道明会神父不无懊恼的写道:

      “每当有大量阪依者或民众的突然热心的时候，常是因为世俗的动机，

甚至是自私的理由，也许神父对他们有好处，或相信神父会保护他们。

    但自从日本人占领台湾以来，即使这种错误动机的信仰也荡然无存了。

日本完全控制本岛事物后，传教士已不再有这个 ‘保护，特权，⋯⋯现在不

再有人来找我们的神父寻求保护了。”5“

    加上前面所述的日人理番政策给原住民生活带来的改善，使教会的原有

的善举显得更加不突出。

    可见日本殖民统治使教会和原住民原有的互动的关系破裂。传教士原有

光环的消失，使原住民渐渐丧失了入教的热情;而日本殖民政府的理番更使

教会失去了仅存的吸引力，也失去了接触吸引原住民信徒的渠道。这就是为

什么天主教在日据初期传教20多年而平埔族信徒不见增长多少的原因SI

    二是身份特征的转化与教会与汉人社会关系的改善。

    这一点在本文第一章第三节分析殖民宗教政策对基督教传播和第三章

第一节分析神父角色特点时已略有阐述。这里再结合信徒作进一步的阐述。

    日据时期，随着殖民统治的确立，传教士依附本国列强原有的特权也随

清政府的离去而消失，传教士的殖民色彩逐渐的消隐，而其原有的神贫的生

活方式、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作风、以及秉着福传热火的服务精神则逐渐的

突显出来。而从台人方面来看，由于台湾“殖民地性格”的确立，台民尤其

是台湾汉人的主权地位旁落及台湾传统文化 (汉族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台民为此被视为外化之民来进行统治。这种身份的转换使19世纪时期普通

台人与西方传教士的之间的敌对关系逐渐的消饵。并且在殖民统治的强势压

力下，由于传教士给信徒和部分民众带来确实的生活上的帮助以及心灵上的

慰籍，不少台民也开始转向教会寻找某种现实利益或精神上的诉求。

    另外，“宗教信仰自由”口号的提出，天主教得到殖民政府的一体对待，

，Pablo Fem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52-153,
，‘根据前面所述:1895年天主教信徒总数为1290人，若平埔人占一半多的话，则近700人，然据《台
  湾事情》统计，1917年台湾天主教的平埔族信徒仅有772人，与工85年相比不见增长多少。



教会在政策上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且逐渐的获得殖民政府的认同52。加上日

本的诸多宗教也纷纷涌入台岛。台人在这些外来宗教的冲击下，逐渐产生一

种宽容或习以为常的心态。而近代教育在台引进和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和对

外交流的增强，台湾社会风气渐开，促使台民逐渐能以现代人的一种普通平

常心态来对待外来宗教，台人年轻的一代也较能够独立思考，按自己心中所

想行事，而不用顾虑来自父辈、社会以及政治等各种权威的威胁53;同时台

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也有助于对基督教的认识。

    可见，在社会发展和强力的殖民统治的双重作用下，天主教会与台湾汉人

两者基本的和平共处的共处关系得以确立。也正基于这种关系的确立，天主

教才能把工作的中心转向占台湾人口大多数的汉人，并求得教会新的发展。

二、日据时期的初代信者

    由于教会和汉人为主体的社会友好关系的逐步确立，教会便利用各种机

会，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传教，建立了新的传教点;不少台民在重新认识天

主教会后，也主动引进天主教信仰。

    兹根据大国督书，引几个例子稍加分析:

1.刘盾

    “大正12年(1923年)应花坛部落某有力者的请求，彰化方面有神父赴

该部落二、三次试行讲演，但是对传教上无任何的成绩.本来此讲演会是由

该有力者所主催的，且是在怀有别的目的之下发起的;而一般与会的部落民

众系对他的一片义理及感情上，不得不参加;其实他们对我天主公教的理解

可以说全无印象。因此讲演会全无收获，也属理所当然的。其后至大正 22

年((19”年)，村中有志再次连名向当时的杨多默监牧，诗求前往举行讲演

会.杨多默接到请愿书后，即准其请，并亲至该村举行一场演讲会，以日语

阐述要理，并由随行人员译成台语.与会听众颇受感动。二，，，.”’‘

    从上面看来，刘膺天主教的传入，乃是由该地的有力人士引进的，初时

Macleod, Duncan. The Island Beautiful解17.
Macleod, Duncan, The Island Beautiful,户16.
大国督编，《台河A F 7 }小史》，页309-310.



是“怀有别的目的之下发起的”，带有极浓厚的的世俗的动机，传教并未成

功。后来杨多默监牧应村民联名请求，以主教身份亲往口授教理进行传教，

村民为之所感，才渐渐接受福音。

2.水尾

    “在水尾村，有一信心深固的有力者，于偶然之机在树子脚接触我教，

获悉我教精神崇高伟大，经其热心研究，领悟其中要理，结果全家四名同时

领洗归奉我圣教，后来由其所请在水尾村设五一传道所，⋯⋯””

    水尾天主教传入，当为日据时期较为典型的例子。从上面记述可见，天

主教的入传乃是由一普通村民于偶然之机引入，该氏是经过研究教理后方入

教，说明是基于信仰上的需求而信教的。而该氏带领全家受洗，也体现了当

时台民集体入教的一种特点.

3.鹿寮

    “在埔姜仑所播之福音种子，渐届收获期时，时有一鹿寮之木匠，至埔

姜仑一教友处做工，但该木匠目见雇主常至教会，而请其代为引进。该教友

闻悉后十分高兴，并如约常带领木匠至圣堂听道，嗣经木匠热心学习圣教要

理，及至工作完成时，彼已臻可以领洗之程度.喜得真理之木匠于回村后，

即招集知友，将已所得要理，逐渐灌输彼等，并互相研究，使其领悟，致受真

光宠照自愿归奉者日日增加，故由沙仑仔之林齐德传道师负责。至该村训解

我教之道理，而村众亦甚踊跃参加研究教理，时为明治30年(1897年).”’‘

    从上面可以看出，鹿寮之木匠的信教，是受当时埔姜仑信徒的影响。另

外由于木匠在长年在外面闯荡，见多识广，思想也较为开放，因此比较容易

接受新的宗教思想。而木匠回村带领村友入教，体现当时天主教在地方传播

的一个特征，及一人信教而带动全村人信教。木匠为有一技之长的人，见识

又较广，在村里应有一定声望和号召力，其入教不免为村民树立一个榜样，

村民也为之仿效。

”大国督编，《台湾n卜，夕小史》，页341.陈嘉陆译.《天主教来台传教查百年简史》，高雄:天主

  教道明会，1960年(网络版)。http:/八www. cathlinks. ora/
36大国督编，(台湾力卜7夕小史》，页346一47.



4.仑仔顶

    “一祖居于虎尾海口附近之某氏，为了经营米粉出售，因此常到土库一

所经营面米类出售的加工厂见习.该加工厂的经营者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皮诚

的天主教徒，因此海口某氏在工作之余从该教徒的言饲之间了解天主教的要

理;该氏又常见土库传道师前来传道，并从传道师的讲道中了解天主教教理

的大概，于是起了信教念头。因尚不明公教真理，故恳请传道师至所居之仑

仔顶传教，使村众皆能获悉真理同享天福.””

    仑仔顶的天主教的传入，与鹿寮十分相似。传入者为商人，与木匠一样，

也是走南闯北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这样的人一般被普通乡亲视为有能耐的

人。其入教当有很大的号召力。

5.左营之保禄谢吉氏

    “该氏系与黄连泉氏(谢振明氏之养继父)同批领洗之一热心教友，业饮

食贩出售自制之肉丸鱼丸等，家庭小康之一皮信之佛教徒，每于空时身穿白

长褂，站于庙口讲解佛教之所谓圣谕，苦口劝诱佛教徒避恶向善。遇有当时

之传道师夜间传教后，至其饮食摊吃点心之机，谈论中提及宗教问题而接近

我教道理，经自不断研究并借我教经册等与我国古文书籍互相引证，及高传

道师之谆详引导之下，得以认识真理。于是毅然摒弃旧有信仰。而全家归奉

我教不计亲朋之反目欺压凌辱等。一心研讨圣教耍理并屡劝亲朋奉教，可称

为左营之一模范教友，终于民国三七年西一九四八年蒙主召其灵魂，现其孙

辈中大部份有参加圣氏军青年团等，’为协助光荣天主救灵事业而奋斗，””

    左营信徒谢吉是一个十分特别例子。从上面记载可知，谢吉乃是由佛教

徒59改宗为基督徒的，可见谢氏原先已是笃信宗教的人，其从佛教改宗为基

督教，多少体现对佛教信仰的一种失望之感.不过谢氏转信基督教，是经过

慎重思考的，先是与传教师讨论教义，又借阅天主教经册与中国古籍相引证，

方才转信天主教。从谢氏本身入教例子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谢氏所信应不是

真正的天主教，其所理解和接受仍为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及伦理道德观念。

，大国餐编，‘台湾A F i 7小史》，页351.陈嘉陆译，《天主教来台传教查百年简史》，高雄:天主
  教道明会，1960年(网络版)。http:刀}.cathlinks.org/
，“陈嘉陆译 《天主教来台传教查百年简史》.高雄:天主教道明会，1960年 (网络版)‘
  http://} .cathlinks.org/
”从记载判断，谢吉起先应该是一在家居士，或只是一个佛粉信者。



二是日据时期天主教传教仍遵循利玛窦一些传教方法，即利用中国典籍来附

会天主教的教义经册，以达到传教的目的;同时体现了，即使到日据晚期，

台民的根本思想仍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说明日本五十年同化之功并达到

使台民变为“皇民”的目的，也说明了教会立足台湾实际进行传教的思想。

另外，谢氏一家后来全家入教并发展为一兴旺的笃信天主的家族，也成为日

据时期台湾家族式入教的屡见不鲜现象中的一个有力实例。

s.民雄

    “.⋯，.时巧有于昭和7年(1932)年起，有一称为真那稣教之怪教派流入

该地，致力谗谤我公教，一面扩充其布教势力.对此我教会当然不能澳视，

于是派两位神父与两位传道师轮流至该地，一连三日间放映电影及公开演讲

会，彻底的反驳真耶稣教之谬论，立证我公教之真实性。其中参加此演讲会

亦有不少长老教徒.自此会开后，民众对我教之研究如火如茶，求道者人数

急剧增加.天主教遂乘机租民房为传道所。当时有一任长老教传道师多年之

某氏，率其全家至传道所研究要理.最后全家改奉我教，后来在西螺任我教

之传道师.此外尚有一长老教内之重要人士，亦继而改奉我教，而现在该地

之圣堂(宽二十四尺，深三十六尺)，及传道所等之用地皆为该民所献，后来

我教会当局再投一千六百元增建神父住所.”‘，

    民雄这一例子体现了教会势力的转换对民众信仰取向的影响。天主教与

真耶稣教进行辩驳时，为台民提供一个了解基督教义的很好的机会，由此吸

引不少人入信。不过这里起到更大的作用是体现了天主教会在某些地方的优

势力量。真耶稣教与日据中期传入台湾时，吸收的信徒大多为长老教徒，为

长老教所攻击。另外真耶稣教在传教过程中也与在台天主教发生多次的摩

擦，面对共同的敌人，天主教会和长老会达成某种共识，共同对抗真耶稣教，

如民国18年({1929年)真耶稣教于大林等处，与该地的基督教各派发生冲突，
引起各教派之不满。各教派共请天主教出面与真耶稣教辩论对抗61。可见在

台天主教虽然从整体上教势不如长老会，但在个别地方，天主教还是占优势

地位。这种优势在对抗真耶稣教时就体现出来，因此促使部分的长老教徒改

宗天主教，普通台民也由此看到教会体现的力量，从而燃起入教热情。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7夕小史》，
大国督编，《台鸿力卜少夕小史》，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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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家春

      “有一天彰化传道所的传道妇在清理院子时，见一少妇面带忧容，暗泣

而过，传道妇见其莞莞弱质，楚楚可怜，知其必有隐情，无处需诉，因之招

其入室，秘询其由时该少妇声泪俱下，痛陈遭遇云:‘苦命女系为不可抗的事

情所迫，牺牲自身，屈居侧室，受尽嘲言冷语，逆来顺受，依然无法挽回悲惨之命运，

于今不舍跌入无底深渊，无以自拔。况处境日非，来日堪虞，人生至此，了无生趣，

自恨命薄，难获人怜，故万念俱灰，饮恨含愁，故傍徨于生死边缘之境。，传道妇闻

诉之下，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即多方劝慰，晓以人生意义解脱无为苦恼，并

解说圣教耍理，劝将精神寄托我教痛苦自会消除，时少妇顿有所悟，惟有所

托圣主，方能无苦无愁，使其黑暗前途，顿露曙光，当即欣然允诺，含欢而

去，以后每天至传道所倾耳学习耍理，并恳切请求传道妇至三家村传教，愿

其父母亲朋也能得人生的真理，传道妇准其所请至该村传教.经至少妇家二、

三天详解要理之后，不但其全家，甚至部落一般民众也拥至该家，请开讲演

会将真理公诸村众.受此热诚所感动的传道扫，即将此报请台中的主管神父，

于是高恒德神父即率祀传道师赴该村讲演，结果博得与会多数人欢迎而求道

者日增，颇感建堂之需耍终于昭和6年(1931年)，购地新建一临时圣堂及

传道所各乙座，初次产生三十三名之领洗者.目前(1941年)已有八十七

名教友，成为甚有希望之小堂区。”‘，

    另据陈嘉陆译书译书注释:三家村受感化的少妇，名为素贞，后来献身

教会成为一传道妇服务于台中教会;而感化者为彰化传道妇罗撤姑婆。。3

    三家村这一信教事例十分的特别。教会在例子中真正的扮演了一回“救

世主”的角色。素贞女身心遭受摧残而失去人生的目标和对生活的信心，遂

萌发了轻生的念头。罗撤姑婆身为传道妇，从精神救赎的角度出发，劝其入

教并达到了效果。从这一事例，我们清楚地看到宗教的精神上的作用和力量。

素贞女之所以轻生，受到歧视是初因，但由歧视引起的精神上的无所适从无

所依托才是主因.天主教会虽然不能改变素贞女在实际的家庭生活的境遇，

但毕竟在其人生渺茫之际为之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寄托和庇护之所。

62大国督编，《台湾4 h，7小史》.页311-313.陈嘉陆译，《天主教来台传教壹百年简史》，高雄
  天主教道明会，1960年(网络版)。http://www.Cathlinks.org/
6)陈嘉陆译，《天主教来台传教查百年简史》，高雄:夭本断道明会。1960年 (网络版〕

http://www.cathlinks.org/



、信仰与信徒

    从前面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初代信徒呈现出以

厂几个特点:

    一是延请传教的不少为当地有力者。日据时期时期，一些地方上的有力

者，出于各种目的，延请天主教至当地传教。这一类人入教世俗动机很强，

对天主教的教义不甚了解，信仰并不牢固。不过其入教常能促使一大批跟从

者入教，形成一股势力。因此教会还是十分重视发展这类信徒。日据时期天

主教利用当地有力者为突破口进行传教，这点与清季十分的不同。清季台湾

社会上的强势力量往往不屑于加入天主教，对教会予以排斥打击，因此教会

吸收的多以少数、弱势人群为对象，如平埔族人、乡下较为贫困的佃农。对

比两个时期信徒变化，不难看见天主教传教对象的范围的扩展。

    二是经常外出做事的人较易入教。前文已有分析，这类人，如木匠、商

人等，由于经常接触事物较多，见识较广，较为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且其往

往事先已有接触天主教，并渐受其它信徒的感染而入教。这类人在接触天主

教过程中对教理教义有较深的了解，一旦入教信仰较为牢固，也较为热忱。

不过其入教仍不能排除有一些世俗的原因。由于此类人常年在外头闯荡谋

生，除了需要一些信仰来支持其面对困难的勇气外，也往往带有祈福镶灾的

愿望:并且日据时期台民已与教会建立和平关系，仇教事件己鲜有发生，作

为教会一员，有时会给这些人的事业带来一定的方便和帮助。

    三是一些台民看到教会显示的力量而产生信教念头。这点从上面民雄的

一例便可一览无遗。天主教在驳斥真耶稣教时，不仅达到打击竞争者的目的，

还吸引当地的长老会教徒的改宗入信，在当地树立威望，使民众纷而入信。

    四是家族式的入教。天主教在吸引一个人入教时，该信徒往往引导家人

全部入教，上面几个例子都表现了这一点。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家族式的入

教，无疑扩大了教会的影响，教会发展较为迅速，往往会形成一个信仰的圈

子。从信徒角度来看，家族式信教，会给信教者营造一个安定的信仰小环境，

有利于个人信仰的保持。同时家族式的信教进而加深家人之间和亲戚之间的

连带关系，并衍生出代代相传的家族宗教。

    五是一些台民从基督思想里找到精神的需求而入教.每个信徒入教，不



管其世俗动机如何，多少有从精神上需求来考虑，只不过是这一因素在入教

的促成因素中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左营谢吉氏和三家村素贞女的入信，两

者出于信仰的动机的成分会比较大些。谢吉氏从一个佛教徒的身份改宗，其

原本就对宗教需求较为浓烈。素贞女在孤援无助时信教，其精神是最需抚慰

的，天主教便趁隙而入。另外，从整个台岛来看，日据时期本为华夏子孙的

台民转而被异族统治，并且日本殖民者不遗余力的推行同化政策，时刻企图

消灭台湾的传统文化。在这种压力下，原有文化或信仰往往会以另外一种方

式表现出来。不少台民接受作为中间者的基督宗教信仰，而排斥统治者的国

家神道，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除了由例子归结出的以上五点特点，日据时期天主教信徒当然还呈现出

其它诸多特点。不过最大一点是，日据时期的天主教信徒是以台湾汉人为主

体的。这是与前一时期最大的不同。

    从日据时期的天主教初代信徒特点看出，此时期台民入教其实很大程度

上带有清季的特点。不过毕竟背景不同，因而也烙上时代印记。

    在审视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初代信者，也要关注到从清统时期延续下

来老信教家族和团体。这一部分的信徒在日据时期还是在极大的比重的，比

如万金、前金、罗It3等一些天主教传入比较早的村庄。

    清季道明会再度来台时，由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不利于传教活动，接

受天主教也以社会的少数、弱势的人群为主，所以早期的台湾天主教的传教

据点，如万金、前金、罗膺等教会都有成立教友庄“。教友庄的形成，一方

面是信徒自己搬到教会附近定居，另一方面是教会购买土地吸引信徒来此居

住和耕种。如良方济神父主持万金本堂教务时，便以代耕方式把教堂所属的

田地让于信徒耕种，而且万金的信徒也可以免费使用教堂的土地该房子as日

据时期，不少教会仍保持这些做法。教会这一举措，吸引不少村民入教;同

时一些信徒为承租教会土地，而迁居到教会所在地方，在教堂附近形成一个

0̀ 16-17世纪天主教随着西方国家在中南美洲的殖民扩张，传入当地的土著社会，为避免接受天主教
信仰而改宗的信徒受到其他非信徒土著的虐待，耶稣会士曾沿用西班牙方济各会的作法，将信徒
聚集到教会周围的村庄居住。这种作法，成为夭主教传教区中特有的“教友庄”的景象。参见:John
McManners编，张景龙等译，(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261.

story of Christianity)(牛津基督教史插图本)，

“Pablo Fernandez O.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52-153.



天主教小聚落。日据时期虽然天主教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外教人的攻击可能，

但教友庄保留和发展在一些方面仍发挥着作用。教友庄往往能够营造一个信

教的微型社会，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天主教信徒信仰的维持。信徒通过共同

生活在教友庄，促进了相互的联系，许多家庭还通过相互的联姻形成一个信

教的团体网络。比如清季罗膺的涂心、黄过枝、刘镇与刘江等几个信教家族，

繁衍到日据时期己经是第三、四代了，并且这几个家族在共同信仰生活中互

相联姻，形成当地一个较为强势的团体。这些天主教家族无疑增强了信徒在

社会上生存的力量，也共同抵御别种宗教信仰的冲击。

    除了“教友庄”外，信徒还成立各种教友团体，如玫瑰会、圣母会、临

终会等各种善会团体、以及青年会、西乐队等等N。这些团体的作用前文已

有论述。针对这些团对信徒信仰个别层面的作用再稍加分析。

    从前面一章的介绍可知，天主教各种信徒团体，大部分 (如玫瑰会、青

年会等)十分重视教理的研究和学习，并且常以集体参研的形式进行，这对

促进信徒之间的交流，保证和提升信仰是很有助益的。

    同时这些团体还进行各种互助活动，如圣母会购买土地让信徒来耕种、

临终会为老年信徒身后事的关注和帮助，这些活动使信徒得到基督宗教信仰

中“互助”“博爱”“救赎”等思想的真实体验，从而促使信徒更以一种感恩

的心态来接受并坚振自己的基督信仰。当信仰热诚高涨或是感受到信仰的召

唤时，信徒往往会依循教会提供的管道成为神父、传道员、或姑婆、修女等

传教人员。从前一章对部分的本地传道员和姑婆介绍便可看到这点。

“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二节“十字纵队:教会团体组织的发展气



第五章 人间的关怀:教会的社会事业

    "19世纪台湾长老会有两项重要的社会工作，即教育及医疗。在从事

男女教育及设立医院、甚至帮人拔牙的工作中，不但吸收了许多信徒，也培

养了不少人才，因而莫定今日长老会的基础.反观道明会在台湾以传教为主，

虽兼收养弃婴，但因人手不足且经费有限，因此无法有其它的社会工作.”‘

    古伟派这一番话，归结了清统时期在台新教长老会与天主教道明会传教

的方式的最大不同之处。西班牙道明会，无论在清统时期还是日据时期，其

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远不如在台的长老教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者率先利

用传教的两件法宝:医疗及教育。

    历来探讨教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最为人所关注的其中一项，就是教会

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表现。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会开始对社会服务事业投予

更多的关注。除了继续办孤儿院外，教会还开始兴办教育。此外还有个别的

医疗传教活动。J.M. Planchet编的1933年度的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法文)，中，载有道明会修女于1932年在高雄孤儿院附设诊疗所

(Disepensaire)的相关数据，。此诊疗所应该是应孤儿院的需要而设立的，

但有时也为其它人看病。可能因为被视为孤儿院的一部分，所以其它文献没

有记载。以下以教会的慈善和教育活动两项，对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会与地

方社会的关系作一探讨。

第一节 慈善事业

    日据时期，在台天主教的慈善事业只有孤儿院一项。日据时期台湾天主

教办的孤儿院有高雄的养生堂和罗詹的慈仁堂，均由道明会修女负责。J.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对日据时期台

，古伟该，‘静修女中》，载 c见证》2000年5月号，页22.
，资料来源:J.M. Planchet编的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Annde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法文)其中1916年度编的书没有静修女中的记载.表格中的1917年的数
  据是根据苏婴珠一文。1940. 1941年根据陈易陆译书。1943年据《重修台湾省通志旁，卷六文教
  志学校教育篇，页326.
，J.M. Planchet编的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Dixidme Ann6e，1933.p569-570.



湾天主教孤儿院作过统计，兹采用该年鉴(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六个年度)相关数据制表如下:

年份 1914 1919 1923 1925 1927 1932 备注

孤儿院数 2 2 2 2 2 2

孤儿数 77 41 76 56 50 68

    资料来源:J.M. Planchet编的夭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o Japon, 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年度，其中1916年度记载的台湾1914年传教成果时没有孤儿院的相关数据，表

格中1914年的数据乃是 《声》1918年12月总517号所列数据.

    由上表可见，日据时期孤儿院的个数与清统时期一样，一直保持2所，

可见J.M. Planchet所载与其它文献资料记载一致.对照大国督书(陈嘉陆译

书同)与江传德的书，可知这两所孤儿院当为高雄孤儿院和罗盾孤儿院。在

道明会时期，罗膺孤儿院是附属于高雄孤儿院的一个分院。从上表可以看出，

日据时期的这两所孤儿院所收的孤儿数变化不大，每年在院的孤儿保持在

50, 60名左右，但个别年份变化较大。J.M. Planchet还在年鉴中把高雄孤儿

院单独开列。兹根据其记载的数据，制表如下:

表5-1-2 日据时期高雄孤儿院部分年份统计表

年份
    院长

(Supdrrieure)

  修女数

(Religieuses)

  孤儿数

(Orphelines)

    望教者

(Cat,chummes)

  救护病人数

(Malades soign6s)

1925 R.S.Clemencia 4 58 10 300

1927 R.S.Clemencia 4 58 10 300

1928 RS.Clemencia 4 68 10 2oo

    资料来源:l.M. Planchet编的夭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年度.其中1916. 1921. 1925年度记载的台湾1914. 1919. 1923年传教成果时

没有孤儿院的相关数据。另:括号里的是各项目在原材料里的法文称呼。

    对照前面的表格，我们发现高雄的孤儿院在1925年、1927年的孤儿数

都为58,竟然比同年度的台湾两所孤儿院的孤儿总数高，这里肯定是印刷

的问题。而上表在的1932年高雄孤儿院的孤儿数与当年的两所孤儿院的孤

儿总数一样，出现这种情况是罗詹孤儿院收养的孤儿数极少，是高雄孤儿院

的分院，且两院的孤儿也经常互调，可能因此r.M. Planchet把两所孤儿院一



体对待，两所的孤儿院都归到高雄孤儿院名下。这也可以在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年鉴中J.M. Planchet只提到孤儿院数为2个但并未把罗盾

孤儿院有关数据单独开列这一事实得到佐证。不过无论怎样，这些大体的数

据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日据时期孤儿院的孤凡数一直变化不大，这与道明

会在信函里所述一致。

    为了进一步了解教会慈善事工与社会关系，以下就以高雄孤儿院和罗借

孤儿院为对象加以探讨。

高雄孤儿院

    高雄孤儿院，也被称为“养生堂”，4原名‘怪婴孤儿院”，J.M. Planchet

编的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称“Ste Enfance"5，中译即“圣婴”。
    1859年郭德刚到台南传教，见有不少孤儿弃婴，遂起创办孤儿院的念

头。但因人手不够等原因，未能即时实行。

    9年后 (1866),郭德刚觉得时机渐以成熟，乃以25元在台南城内租一

间民房，派传教师严超 (味增德)前往收容孤儿。严成立“圣幼儿之家气

并雇有乳母。经过一年，收养了60多名孤儿并获得2. 3名望教者。6

    1868年5月发生教案，台南的教堂被烧毁，孤儿院关闭。孤儿暂寄养

于各信徒家。后郭德刚求助于西班牙本国。西班牙国内成立了一个后援会。

籍该会的努力，1879年起，法国巴黎孤儿救济会里昂支会同意每年拨款500

‘雷一鸣，《荷西入台传教观》，载 《台湾文献》6卷4期 ，1955年，页397.
‘J.M. Planchet编，Les Missions de China et du Japon, Huiti6me Anode 1929, PE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29, p449

“杨惠娥认为高雄孤儿院正式成立为工86年.不过据大国督书记载, 1864年高雄道明会即收养了2
  名孤儿，而台南孤儿院在1866年才成立，参见大国督编，《台湾AF，7小史》，页382, 201.另
  据“̂ Special Issue 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1626-1965"所载:郭德刚在高雄前
  金建立天主教堂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孤儿院，收养了大约'Tt'名的孤儿，不过在1868年孤儿院连
  同教堂被烧毁，孤儿暂寄教友家，这种状况持续了月10年之久方才从新在高雄建立孤儿院，另外
  郭德刚还于1866年派严超(A-Pai)到建立“圣幼儿之家(Institute of the Holy Infancy)”。过
  一年，约收孤儿60:名。(参见，"A Special Issue 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1626-1965"，
  VERBIST STUDY NOTES, Nr.16 Fb.2004. Published occasionally by the China Progam Of the
  CICM SM Province,Taipei. P80).   "A Special Issue 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1626-1965"这一文献有注明所引材料是出自陈嘉陆译书 (也就是大国督书)，不过据大国督书记
  载，这文献对高雄孤儿院的记载不少是错误的。如:把台南孤儿院收养的60名孤儿数和孤儿院被
  毁一事张冠李戴的写成是在高雄发生。综合上面分析，最合理的解释是:郭德刚一开始可能在高
  雄前金收养有孤儿，不过孤儿院最初是建在台南.后来才迁到高雄.

163



元补助金给孤儿院，孤儿院得以继续开办，后迁到高雄。由于仇教和谣言的

影响，开始每年只能收养4, 5名孤儿。后来民众慢慢了解事情真相，孤儿

院才开始慢慢发展。1885年孤儿之数己增至乳母求不应供的程度。

    孤儿院开始是由传教士雇保姆协助照看的，后来有一些姑婆(女传道员)

和女信徒也帮忙照看。道明会修女来到台湾后，才由修女接管高雄孤儿院。

，1903年，道明会向菲律宾圣道明传教女修会(Religious Missionaries of St.
Dominic，简称圣道明女修会)，s请求派遣修女来台协助传教。应此要求，

1903年圣道明传教女修会即派两位修女来台。其中约瑟修女((Sr.Mo.Joseptla )

来台后即接任孤儿院为第三任院长。另外一个修女罗撒修女 (Sr.Rosa

Remedians,O.P)之前是菲律宾马尼拉圣加大利纳会员，来台协助主持工作

后，

友。

办。

使孤儿院的工作起色不少。道明会传教士在信中称她随和并善于结交朋

在罗撒修女的帮助下，高雄孤儿院获得不少捐助，使孤儿院继续顺利开

    1906年孤儿院院长约瑟修女在台逝世。圣道明传教女修会派魏修女来

接替工作，另外还有两名修女协助。‘“之后陆续有道明会修女加入。据J.M.

Planchet编的年鉴，大约在1925-1928年间，高雄孤儿院是由R.S.Clemencia

修女主持的。(见表5-1-2) 1940年的孤儿院院长是Gloria Dies，于1928年

来台，另外还有一名日籍修女坂本小须磨协助院务。’‘据大国督书所载，

至1940年历届孤儿院院长如下表:

序 号 姓 名 就任年月

第一任 Federico Jimenez神父(即高贤明) 约1869年

第二任 Andr6s Chinchon神父(即杨真崇) 1879年

第三任 Josepha修女(约瑟修女) 1902年

第四任 Vistacion修女 (魏修女) 1907年

第五任 Modesta Arquel to修女 1909年

，Pablo Fernandez 0. P.

.圣道明传教女修会本称“
  教修会简介】，页

.Pablo Fernandez
" Pablo Fernandez
，，大国督编，《台湾

著黄娜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6.
圣道明传教会，，，为道明会玫瑰省的附属修会。顾报鸽主编的《台湾天主

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60.
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78.

力r7'}小史》，页381.



第六任

第七任

Clemencia Mas修女

Gloria Dies修女

1922年

1940年

资料来源:大国督编 《台湾力卜少夕小史》，页379.

    至1939年底止，高雄孤儿院共收养孤儿1324名。12 1935-40年R11，因

孤儿院所在的旧司祭馆年久失修且由于孤儿增多地方日显狭小，道明会便费

2万3千余元重建孤儿院。13

    与前一时期一样，日据时期高雄孤儿院收养的孤儿院大部分仍是被抛弃

的女婴。孤儿院除了由修女等一批传教人员照顾外，还雇佣民间乳母。乳母

的佣金是按孤儿数计算的，每个孤儿月支5元。1940年，高雄孤儿院共有

65名孤儿。由于病弱、难症、畸形儿和贫困引致之营养不良等原因，孤儿

死亡率比较高。孤儿院重视对孤儿的教育。1910年开始，高雄孤儿院配置

内外修女负责教育。除了宗教教育外，还注重社会智育，并按公立学校课时

制，教授修身、日语、汉文、算数、裁缝、手艺等各科目。有部分学生进入

公立学校读书。年龄大的院童还帮忙院内杂务。14长大成人的孤儿每年有2,

3名成为女传道员，也有不少出嫁的。’5

    据黄德宽的译书，1941年里胁浅次郎接任台湾监牧后，开始对教务进

行了一些革新。里胁关闭了高雄孤儿院，把地方让给了新成立的圣体修女会，

孤儿院的孤儿就转到罗膺孤儿院抚养。’6可见高雄的孤儿院是在战争期间

就关闭了。杨惠娥在其硕士论文提到高雄孤儿院关闭的时间是1949年，应

该是错误的。这从杨惠娥提到的相关人物汪红柿的口述资料也可证明。汪氏

现年71岁 (2003年)，原为高雄孤儿院的孤儿。高雄孤儿院关闭时，汪氏

也随着迁移到罗膺孤儿院。据汪氏回忆，她大约在7-8岁时转到罗膺孤儿院

的。以此推算，汪氏由高雄转到罗膺，正好是1940年前后，与黄德宽的译

书所载一致。

    日据时期，高雄孤儿院还附设诊疗所(Disepensaire )。诊疗所设立目的
应该是为了照顾生病的孤儿。不过J.M. Planchet所给的数据看，诊疗所还附

以历年收养的孤儿数详见附表八“1864年以降年度孤儿收容数、
曰大国督编，《台湾力卜r夕小史》，页379.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3.
11大国督编，《台湾力卜.7夕小史，，页380-381.
"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 《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8.



带医治其它的病患，每年救护的病人都达2, 3百人，而且孤儿院每年还为

教会赢得了不少的望教者。(见表5-1-2)

罗盾孤儿院

    罗膺孤儿院成立于1875年，由吴万福神父所创设。依据大国督的记载，

吴万福设立的孤儿院的正式名称是“高雄孤儿院罗膺分院”。与高雄孤儿院

一样，孤儿院收养孤儿主要以女童为主。在高雄孤儿院关闭之前，罗詹孤儿

院一直由高雄孤儿院兼管，是其附属的一个小分院，收养孤儿很少。最初收

养了19名，之后平均每年收养5, 6名孤儿。日据末期由于弃婴现象逐渐消

失，孤儿数也不断的减少。到1940年为止救助的孤儿总数为347名，其中

180名过世，有8名成为姑婆 (女传道员)。1941年后，高雄孤儿院关闭，

罗詹孤儿院就接受了该院的孤儿。二战晚期，由于战乱，圣道明传教修女会

修女从台北逃难到罗膺，应该也协助办理罗JIM,孤儿院。‘7孤儿院的事业在战

时得以继续维持。18

    道明会时期，天主教在台设立的孤儿院就高雄孤儿院和罗膺孤儿院两

所，这也是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台创办的唯一一项慈善事业。早期的教会在中

国大陆办的孤儿院常叫做“育婴堂”、.“养生堂”、“慈仁堂”等，台湾也一样。

日据时期仍沿用上述的一些称法。上文提到高雄孤儿院被称为“圣婴孤儿

院”、“养生堂”就是一例。罗膺孤儿院也不例外。在一些教会文献中罗盾

孤儿院一般写作“高雄孤儿院罗膺分院’，，而在罗膺古文契书中却有两种不

同的称法，一在 《明治三十年十一月黄笨园立杜卖尽根田契》，契字中称为

“育婴堂”，一在 《天主降生 1913年曾标立甘愿养儿凭约字》、《天主降生

1913年曾标立乞求女儿遵约字))中，则称为“慈仁堂”。19由此可看出，孤

儿院的名称，部分反映天主教在开展传教事业时并未忽视当时主流文化观

念。

u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渭中部之传教一 以罗借教会为例》，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未刊稿〕，2003年，页142.

拍大国督编。《台湾力卜，夕小史》，页323-324.
”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一 以罗借教会为例》，页136.



    另外从孤儿院的发展也可看出当时台湾社会演变的脉络。

    清统时期，台湾社会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认为“女孩子长大对家

庭没有帮助”，20因此弃婴的现象很普遍。日本据台后，日人采取了一定的

措施，严禁弃婴行为的发生，否则给予严厉的处罚。2，同时随着台湾近代

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世界民主运动的普遍兴起，加上日人也推

行放足断发等破除旧习的运动，台湾旧有的观念逐渐有所改变。台湾弃婴的

现象逐渐消失。到日据中期，天主教孤儿院就“不在拥挤了”。22

    天主教孤儿院的经费主要是由道明会提供的，也曾拥有一些土地作为资

产。据杨惠娥调查，在罗膺教会的古文书中就有一笔土地的交易，是 1897

年当时的罗膺本堂神父白若瑟以孤儿院的名义买下来的。该契字《明治三十

年十一月黄笨园立杜卖尽根田契》中，明确记载了1897年武西保苟蕉教庄

人黄笨、黄园，将水田2段共2甲2分5厘卖与罗盾教会孤儿院，由当时的

本堂神父白若瑟出面承购。23不过孤儿院也接受了台岛和外国的一些慈善团

体的资助。如高雄孤儿院曾受日本宫内省拨下的补助金，并受当时台湾总督

府、高雄州、大正救济会、明治救济会、庆福会、台湾事业协会、爱国妇人

会等各机关团体的救助。24由于修女们的努力经营，孤儿院事工逐渐为世人

所认识，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赞赏。

    日据时期，天主教孤儿院是由道明会修女管理的，这也是道明会修女来

台的最初和最主要的使命。从上文介绍可知，孤儿院还雇有保姆 (乳母)，

一些姑婆(女传道员)参与照顾婴儿，而保姆据说大多来自教会的女性信徒

25。由于资源有限，孤儿院的收养的孤儿，以来自台岛中部各地为主。日据

时期道明会还规定只收养前金和罗膺两地的孤儿。26教会修女们除了照顾

孤儿的生活起居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接受天主教信仰。孤儿进入孤儿院后，

都会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至于孤儿的姓氏，据相关文献记载，高雄的孤

儿院是以“受”作为孤儿的姓氏，如出身孤儿院受理姑婆。27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60.
0'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60.
"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2.
幻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页142.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夕小史》，页379.
，‘杨惠娘，‘夭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盾教会为例》，页142.

'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60.
17古伟该，《姑婆》，载 《见证》2000年4月(网络版)。



    清统时期，由于当时的社会风俗弥漫重男轻女的观念，加上孤儿的特别

身份，使教会神父对孤儿特别是孤女的处境十分的担忧。1890年李嘉禄神

父曾在信中表露这种心情:

      “此地外教人有遗弃女童的习惯⋯⋯如果我们把女孩带回来抚养，使他

们在信仰的气氛中长大，后来反而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我这样说是因为

这些弃儿们不会有嫁妆，在台湾一个没有嫁妆的女孩怎可能找到好对象?只

有穷极潦倒或身染恶习的人才要她们.但和这样的人作伴，一生会有什么幸

福可言?"28

    由此可见神父十分为孤儿担心，也深感弃养及嫁取条件等恶习对孤儿造

成的伤害。日据时期这种情况有相当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迁、民众旧有思

想的传变，孤儿院的的工作逐渐得到人们的同情和认可，孤儿的处境也有很

大的改观。

    孤儿院收养孤儿，需要人力、经费等才能维持，因此天主教会也愿意有

人来领养孤儿，日据时期这种事例不少。不过教会对领养孤儿有相关的规定。

据杨惠娥调查，在罗p, IF教会的古文契书中，就有领养孤儿的记录文件，上文

提到的《天主降生1913年曾标立甘愿养儿凭约字》、《天主降生1913年曾标

立乞求女儿遵约字》为来自南投厅鲤鱼头保鲤鱼尾庄的曾标，在1913年向

马守仁神父领养孤儿院女子李两，所立下的相关资料。z，此外，教会还专

门制定有领养人遵守的规定。兹引罗借教会当时制定的《教友乞求慈仁堂女

子条规》30如下:

教友求乞仁慈堂女子条规

    1. 圣教会付给仁慈堂女子与教友切愿者就是照顾女子灵魂肉身的平安今世

身后之福。

    2. 教友求乞仁慈堂女子意系为相助圣教会称加道之有无送给多少银以便将

资转收外教遗孩。

    3. 该看待仁慈堂女子与自己家人亲生无异并不行任意打驱使如女牌等事。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 《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33.
”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盾教会为例》，页142.
，“黄清富等编，《罗膺耶稣圣名堂开教125年纪念专刊1875-20001，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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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该善待其灵魂是如学习答问切要及各等要紧道理经文及开悟时领其到堂

告解领圣体及各等奉教人之本份。

    5. 该堂女既及笋或要修道可要出嫁他人不得相强拂其意思。

    6. 该堂女既以定意出嫁或在家修道得家业或办嫁妆与自己家人无异一体看

待又当与本堂神父相商.

    7. 该堂女倘不遵教训亦可暂时送入仁慈堂内姑婆代为劝资但所衣食该教友

应当供给。

    8. 教友既然求乞仁慈堂女子因家中乏人相帮或立女儿姐妹均可如日后该堂

女配合自己家人或作小媳妇切不准乃圣教严禁.

    ，. 该堂女嫁后其夫身故倘再嫁应由本堂神父简择配其财礼仍由夫家收领但

该堂女所生子女不准搜卖外教人。

    10.教友徜不遵以上所拟条规本堂神父立即将该女收回仁慈堂其原银不还。

    从上面所列的条规可见，教会对领养人的条件规定得很清楚。首先“教

友乞求慈仁堂女子条规”便规定了领养人必须是信徒，这样规定自然是为了

确保孤儿在天主教的信仰的生活环境下成长，不至于丧失了信仰。条规的内
容也明显的体现了这一点，如第1条便指陈领养人要照顾孤女的“灵魂肉身

的平安今世身后之福”;第4条则敦促领养人不要疏忽对孤儿的宗教教育。

上面给条文说明孤儿虽受领养人的领养，但很多时候仍要服从于教会。教会

对受人领养孤儿的教养、身份地位及出嫁问题的规范，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孤

儿得到完善的照顾的考虑，但也体现其对孤儿精神生活的控制。

    日据时期，孤儿院的孤儿，除了不幸逝世或被人领养外，大多在教会的

安排下找到各自的归宿。考虑到孤儿的日后出路，此时期孤儿院除了对孤儿

进行宗教教育外，还施予一般的普通教育，如上文提到的修身、日语、汉文、

算数、裁缝、手艺等各科目，这些科目都是日据时期公学校的普通课程。不

过宗教教育的仍是最主要的。孤儿在孤儿院成长，经过宗教熏陶，大多成为

虔诚的信徒，不少成为传道妇 (即姑婆)，献身于传教事业。也有不少在孤

儿院长大的孤女出嫁后婚姻生活理想例子。」，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r夕小史》，页381.



    可见通过以上对台湾两所孤儿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社会慈善

事业的实质与特点。创办孤儿院是天主教教会传统的慈善事业，也是与新教

较为不同的传教方式之一。台湾天主教教会创办孤儿院，收养并让弃婴孤儿

接受天主教信仰，并时时敦促这些孤儿的信仰的维持，本质上就是具有很浓

传教动机的传教活动。不过在具体活动的过程中，这种传教行为也就转变为

富有社会服务性质的慈善救济事业。32然而教会关注更多的是传教本身，

而且日据时期孤儿院的规模本来就很小，培养出的仍只是带有宗教思想的传

统女性，因此孤儿院的慈善救济事业，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微小的。

第二节 日据时期的天主教教育

一、殖民教育的政策与实施

    19世纪末以来，日本的国家主义和殖民扩张主义日渐抬头。日本据台

后，台湾被定位为殖民地。因此在日本以帝国主义的政治架构和以工业为主

体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下，日人统治下的台湾“殖民地性格”，被统治者发

挥到极至。而在教育方面，尤为显著。日据时期的殖民教育政策主要表现在

同化政策、差别教育、愚民政策及国家主义教育四个方面。’3

    日人据台后，一方面尽量废弃使用汉语和地方方言(如闽南话、客家话、

山地语言)，籍此来消灭台人的民族观念;一方面极力推行日文、日语，作

为同化政策的最佳的工具。日本推行同化，采用的是渐进主义策略。日据初，

为了吸引台人子弟进入公学校就读，日人在公学校设有 “汉文课”，但此举

并非真心教化台人子弟，其灌输仍是日本大和民族思想。当时的公学校所设

的汉文课使用的是总督府公开发行的 《汉文课本》，内容与国语 (日文)课

本相同，仅将原文汉译而己。里面则多为一些诸如“明治天皇”、“大日本帝

国”、“台湾神社”、“天长节”等样板文章。34即使如此 日人仍逐步的缩小

汉文课的比率。1898年8月16日，殖民政府公布“公学校规则”，将汉文

，公杨惠娥，《天主教在台湾中部之传教— 以罗膺教会为例》，页136.
路详见《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台湾文献委员会编，1993年4月，页215.
朋失内原忠雄著，陈茂源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2年6月).
  页76-77.



并入读书课中，每周12小时;1904年改为每周5小时;1918年则减至2

小时;1922年该所有汉文课为每周2小时的选修课，并视地方情势，废留

汉文课。1937年4月，公学校的汉文课完全废止。35对于汉文的废止，当

时《台湾民报》的一篇文章一语道破其实质:“公学校用的国语教授，是同

化政策的表现，⋯⋯公学校不是学校，简直是人种变造所，是要将台湾儿童

变造日本儿童，不是要教他学问，启发他的智识，仅仅是要使他变种，变做

日本人种。所以知道公学校废止汉文科或汉文科改为随意科的原因，并不是

因为要减轻儿童的负担，是要消灭民族观念，使儿童容易日本化的缘故。it %

    日据时期，为了培养可供利用的特定的人力资源以发展台岛的资本主义

经济，殖民者在岛上建立众多的学校，但实行却是一种不平等的差别教育，

尤其在初等教育 (小学教育)阶段，其差别措施更为显著。“，在初等教育阶

段，日人借口学童的“国语”(日语)的程度和能力有别，把初等学校分为

小学校、公学校和教育所三种:小学校的师资力量最强、设备最好，专收日

本学童;公学校的师资和设备都很差，专收台湾学童;教育所由警察担任教

学，根本谈不上什么设备，专收“蕃族”儿童。初等学校以普及日语及日本

文化为主要目的，所设的课程中日语、修身、读书等日式教育占总课时的

70-80%，教师大部分为日本人。公学校修完六年的总课程，其程度一般都

在小学校以下，且升学率比小学校低得多。鉴于台民对差别教育和文化的失

望和反感，1922年2月6日，总督府以第20号救令颁布了新《台湾教育令》，

允许常用日语的台籍家庭子弟申请就读小学校，但由于会日语的台人不多，

因而实际上只有少数台湾儿童才有机会进入小学校学习。381941年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为了加紧推行同化政策，才在名义上把小学校和公学校一律称为

“国民学校”，但教学内容仍然维持不变，日童教学使用课程第一表，台童

使用第二表，“蕃童”使用第三表，程度悬殊很大。”

      日据时期，台胞的升学管道受到极端的限制。不光高等教育，就连进

入中学也是相当不易。日本此种做法乃是愚民政策的表现。1908年，曾为

朋王顺隆《日据时期台湾人“汉文教育”的时代意义》，在《台湾风物》49卷4期.
1.d驳台日社说的谬论》，载《台湾民报》154号，页12。引自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之研究
  — 以台湾长老会为中心(1895-1945))〔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硕论，未刊稿，2001年)，页66.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台湾文献委员会编，1993年4月.页216.
切‘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台湾文献委员会编，1993年4月，页259.
朋《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台湾文献委员会编，1993年4月，页216.



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的伊泽修二在检讨台湾的教育的成效时强调:“虽然内

地(指日本)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唯台湾则无此必要，尽可能教育上流或中

流以上家庭之子弟，乃是殖民政策之良策。”‘。总督府当局和一些日本殖民

学者在考察了各国列强的殖民地教育情况后，考虑到许多殖民地的教育对殖

民统治者带来的威胁，于是认为日据初实行的初等教育为主并缓慢扩张是明

智之举.弓‘为此，日据时期总督府仅有限的扩充公学校，并尽可能地防止和

限制台人有接受较高等教育的机会。日据时期，中学教育的设立最初只是为

了满足在台日人升学的需要。当时总督府设立的程度较高的台北中学、台南

中学、及台北第一师范学校均只收日籍学生，不收台籍生。中学的校长均为

日人。1922年颁布的新《台湾教育令》，对中等以上的各级学校采用“日台

共学”的原则。虽然表面上废除了教育上的差别待遇，但由于入学考试考官

多为日人加上必须通过日文考试和熟背教育救语，因此事实上得以入学的台

人并不多。‘2可见日人始终对于台人接受中等教育加于种种限制，千方百计

控制台籍考生的升学率。日据时期，台籍学生在这种种限制下，升学的机会

极少，‘3只有家境较殷或获得资助的部分学生才能远涉日本留学。此外，中

学教育的教学内容侧重于台湾地方需要，科目多为实用性。除了初等和中等

教育外，日人在台还办有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医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

工业学校等专科学校及台北帝国大学。这些机构同样排斥台人。同时日人实

施的是“日本工业、台湾工业”的殖民政策，因此好不容易进入高等学校的

台籍学生也往往被工、商类学校和科系拒之门外，多数只能学农、医。“日

人不鼓励升学，只希望公学校毕业生仍追随其父兄务农和经商，或成为新工

业的半技术工人，从而满足殖民地建设对中低级人才的需求，同时达到了愚

民政策的目的。

    随着军国主义的膨胀，特别进入战时体制阶段，日人除了推行同化、差

别和愚民政策外，还极力推行国家主义教育。日据时期，殖民地教育带有浓

持地三郎，《台湾殖民政策》(东京，1912年)，页299。转引自吴文星著的‘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
导阶层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民国81年3月。页98.
吴文星著的《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民国81年3月，页98.
驹达武(Komagome Takeshi)著，李明芳译《台南长老教中学神社参拜问题— “踏绘，式的权利
形态》，载《中外文学》，第31卷第10期总第370期，台沟中外文学月刊社，2003年3月，页48.
庄明水等著，《台湾教育简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页133.
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之研究一 以台湾长老会为中心((1895-1945))(福建师范大学历
史系硕士毕业论文，未刊稿，2001年)，页65.



重的军国主义色彩。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教师体罚学生被视为当然。

日据时期的教育所谓的“一视同仁”，是以死忠于天皇为条件，极少宣传近

代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思想。‘5

二、日据时期的天主教学校

    事实上，台湾天主教在清统时期就有设立传教学校的计划和尝试。道明

会传教士重返台岛开教不久，就开始挑选一些受洗的本地儿童，教他们读书

写字，训练他们成为传教师。4“最初的一批学生实在由郭刚德神父委托良

方济神父负责培训的。良方济对传道师的培养极为重视和热心。1867年10

月15日，也就是道明会在台开教第8个年头，良方济神父进而向菲律宾道

明会省提出创办传教学校设想，目的是帮助当地小孩学习读书写字，从而以

这些孩童为媒介，使当地人认识教会。4，良方济的建议得到道明会的支持，

并得到道明会600元的资助，于是于1868年在高雄沟子境建设一草顶的竹

造结构的校舍43。但由于无人报考，只好由中国大陆募若干名学生草草开班。

开学不久，多数学生因不服水土而犯病。于是道明会认为不适宜在台湾培养

传道师，首次办校计划归于流产。49

    随着传教的拓展，传教师的作用益显突出，培养本地传教师更显重要了。

鉴于传教师相当缺乏，1872年4月13日的台湾教务报告再次提到设立学校

培养本地传道员一事:

    “在台湾的所有神父都认为，要获得足够的传教师，唯一的办法就是设

立修道院或学校，以训练传教师，学校不需要太大，只要能容纳十位或十二

位年轻人就可以.

    我们已有一些年轻人，另外再招葬一些;课程包括基督徒的一般教育和科

学训练，有一天他们就能从事传教工作并能协助无信仰者领受圣事。即使有人

从来发现不适合从事传教工作，至少我们的宣讲和指导，使他们获益匪浅。”’。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台湾文献委员会编，1993年4月，页218-219.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53-54.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75.
"A Special Issue 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1626-1965"，VERBIST STUDY NOTES
Nr.16 Ph.2004. Published occasionally by the China Progam Of the CICM SM Province, p69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r夕小史》，页219-220.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09.



    在台道明会传教士向马尼拉省会呈报了建校的建议并请求省会支援建

佼经费，立即得到省会长的批准和支持。在高贤明神父的带领下，经过一番

积极的筹备工作后，一所传教学校终于在次年 (1873) 10月在高雄前金落

成。不过不知什么缘故，办学不到两年就“什么也没有了，连回忆都很难。”

传教士又筹措建另一所学校，仍告失败。5，从这以后，道明会士似乎再也没

重新提起建校的建议5z，直到日据时期。

    上面通过对台湾天主教创建教会学校最初努力的回顾，我们清楚见到，

清统时期在台的道明会传教即已对设立传教学校一事曾一度相当重视。同时

知道，教会设立学校主要目的是培养本地传教师，只局限于神学训练，应不

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53不过传教士同时认为教会学校也可作为一个沟通的

桥梁，让群众了解教会从而接受福音。这个建校的思想，也充分体现在日据

时期的教育事工上。

    清统时期，台湾天主教会几次创办学校均告失败，以致后来销声匿迹。

直到日据时期，由于社会状况的改变及传教的迫切需要，创办学校才重新提

上日程，教会教育事业才有了突破。日据时期，西班牙多明我会在台办的各

种教育，但从影响方面来说，远远不如在台基督教长老会。新教长老会在台

设立了很多的学校，有各种类型，形成一个完整的培养体系，归纳起来有以

下几种类型: 小学、中学、神学、主日学、训替堂。54天卞教在合的教育.

"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14,
能不过据良方济神父1887年5月26日的传教信件:何安慈在北部开教不久。即把租作传教所的房
  子的“入口处 (可能是厅堂)”改作一所“学校.大约有20个年轻人，从早到晚在诵读孔子和他
  门徒的著作”。(参见《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25);还有，大国督书记载;
  高恒德来台后，于1891年任“高雄神学生养成所主任”(参见大国蟹编，《台湾hhly9小史》，
  页398):另据“A Special Issue 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1626-1965"载:清季台
  湾天主教一些堂区建有“catechumen school"(教理学校)，1892年台南教会还建立一所学校教授
  汉文，不过用的是教会编的教理课本(可能是汉文教理书)。(参见“A Special Issue 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1626-1965"，VERBIST STUDY NOTES, Nr.l6 Fb.2004. Published

occasionally by the China Progam Of the CICN Sld Province,p69):此外，清季罗膺教会曾在
员林办“夭主教教理厅、汉学研究班”，早期著名的传道师陈沛然就是最早受聘为该教理厅的汉学
教师.(参见邱季卿主编.《天主教台中教区员林圣体堂开教百年纪念专刊1898-1998).页39).
结合其它文献，何安慈办的学校、“高雄神学生养成所”及1892台南成立的学校，应该是与“天
主教教理厅、汉学研究班”同一种性质，是一简单的培养本地传教员，算不上正式学校，因此严
格的说清季台湾教会并未成功的举办过一所正规的学校或神学校。
本文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根据办校目的和招生的对象，把台湾天主教教育分为神学教育和社会教
育两类.

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之研究— 以台湾长老会为中心 (1895-1945)),页66-67,



根据性质的不同，可分为神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天主教在台创办的神学教育，

主要是各种传道学校。除了神学教育外，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还办有社会教

育，主要有书房和静修女中两种。

    J.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法)

对台湾天主教设立的传道学校作过统计，并对这些传道学校做过精细的分

类。兹采用该年鉴相关数据制表如下:兹介绍如下:

              表5-2-1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办学部分年份统计表

项目 年份 1914 1919 1923 1925 1927 1932

! 修道院S,minaire

学拉丁语者Latinistes

学神学者Th6ologiens:

1 3

:
2 修道士Religieuses Domincaines

欧洲人Europkennes

本地人indigenes

总计 3 7 11 8 II

9

2

11

3 教授教理者Catechistes

男Hommes:

女Femmes:

25

11 :; :; :: :;
4 男女教员

Maitres et maitresses de Ecole: 23

5 Ecoles primaires:

学生 (数)Eleves

9

400

6 Ecoles paroissiale(所/处):

学生 (数)Eleves: ::5:;3:::681523
7 Ecoles Secondaires

学生 (数)Eleves: ;6:32688436
8 Collages de Catachistes:

学生 (数)Eleves: 16 112
9 Collages:

学生 (数)Eleves: 217 :3 :5
10 Collages de filles:

学生 (数)Eleves:

t

310

Il Collages Mixte de filles:

学生(数)Eleves: ;:6
361
I376;7。

    资料来源:J.M. Planchet编的夭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o Japon. 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年度，分别为第318-319. 310. 394-395. 413-414. 450. 570页。又: 为准确反

映J.M. Planchet的分类，这里保留了原资料的法文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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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表分得如此精细的各类学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分析，以便使人们

了解各类学校在当时具体是什么学校，比如是神学校还是社会办学。

    在J.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的年鉴中，静修女中的法文称呼是

" ,oll6ge de la Be Imelde"，即静修女中西班牙名称“Colegio de la Beata

Imelda”的法译;J.M. Planchet还在下面注明“Coll6ge de enseignement

secondaire"(即中等(或高等)学校)”，并开列了天主教静修女中的的有
关数据(祥见后面表5-2-2).据有关文献得知，日据时期的台湾女子中学，

日人称之为高等女学校或女子高等普通中学。56可见J.M. Planchet记载无

误。通过表5-2-1表5-2-2的几项相关数据对比，我们发现:上表 (表5-2-1)

中的项目10和项目11的数据表5-2-2，除了1925. 1927年学生数可能由于

印刷原因而有一点出入外，其余年份的数据都相同，因此表5-2-1中的项目

10和项目11所指的学校即为静修女中。项目5的Ecoles primaires和项目6

的Ecoles paroissiales可分别译为“小学校”和“堂区小学校，，，从名称、学
校个数、学生数对比来看，都很接近，应是同一种学校;从学校名称、及学

校数目和学生数都比较大来看，应该是教会在堂区或堂区周围开办的小教会

学校或一些书房(私塾)之类的学校，给周围的儿童教授一些教理并办有普

通教育，不是专门培养神学生;大国督书中有提到的日据时期高恒德曾创办

书房;上面的数据说明日据时期这类学校的确存在，并且规模不小。至于项

目7的Ecoles Secondaires和项目8的Colleges de Cat6chistes，则可译为“中

等学校”和“要理学校”。在法文中“Ecoles”既可统称“学校”，也可特指

“小学校、小学”，"Colleges”则一般指“中学”。团此结合学校名称和学校
个数及学生数，项目7和8应该是文献中所说的传道学校或传道师养成所，

鉴于项目7学生数比较大，而日据时期天主教专门培养传教师的传道师养成

所的规模似乎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因此通过对比，可以认为项目7指的是传

道学校，这类学校在培养传道师同时也训练其它信徒学教理，而且程度比项

目5. 6来得深一些;而项目8应该就是传道师养成所或叫修院，专门培养

传道员。

    关于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创办的传道学校。黄德宽的译书有一些记载。

兹录如下:

参见J. M. Planchet编，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Diaipme Annde,1933,p569.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页304.



引录一:1903年第一批西班牙道明会修女来到打狗 (高雄)接管圣要孤儿 (即高

      雄孤儿院)，几年后在高雄设立了一所女子传道学校。‘，

引录二:1904年道明会神父在罗盾创立了传教学校，后来搬到台北，最后改成小

        修院。阴

引录三:1920年杨多默(Tomas de hoz)继任为台湾监牧后，在高雄设立了修道

        院，专门培养本地司铎。”

引录四:据1928年台湾的教务报告，当年岛上共有12所传道学校 (不包括静修

        女中)，其中三所男校、九所女校。.

引录五:1936年的教会报告曾提到当年台岛除了静修女中外，“尚有二所传教学

        校，男女各一，及各种培训班”。“吐

    从引录中可以发现，道明会士在报告台湾的传教学校的个数时前后出入

很大，J.M. Planchet所列的学校数目与这些报道差比较多。因此有必要作一

分析。

    对比引录四所举的数据与前面表5-2-1的1927年份的学校个数，则1928

年台湾的教务报告所说的学校应是J.M. Planchet所说的Ecoles Secondaires

和Co118ges de Catechistes，即表5-2=1中项目7和8所指的学校，是主要用
来本地培养传道师的;如果这成立的话，那么表5-2-1中的项目5和6的学

校就应该是教会办的书房之类的小学校或者是引录五中所说的“各种培训

班”，这些小学校大多都相当简陋，一般只有一个可共读书写字的房间。综

合上面资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办过许多传道学

校，但只有少数几所规模比较大，称得上“传道学校”或“传道师养成所，’，

大部分是培训班性质的小传道学校，或兼有普通教育性质的书房或教理研习

所。而这种书房或教理研习所常由传教师来负责承担。从J.M. Planchet所列

的1914-1932年间的几个年度的传道员(Cat6chistes62)数目来和人员的比

”Pablo Fernandez O.P.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6.
'0 Pablo Fernandez O. P.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8.
' Pablo Fernandez O.P.黄德宽译《夭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26.
' Pablo Fernandez O.P.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0.
0' Pablo Fernandez O.P.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6.
.，"Cat4chistes”直译应该为“传授教理者”，这里指的是传道员;不过从字面意思也可看出传道
  员的任务和性质。



率(男、女)来看，当时的学校确实是比较多的。

可见，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天主教是十分重视教育事工。下面以具体的

学校，对教会教育作进一步分析。

神学校

    根据前文的探讨，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神学教育，是源于清统时期创

办传教学校培养本地传教师的努力。不过清统时期在台天主教创办学校的计

划均遭流产，其本地传教师的养成是由神父在堂区内个别训练而成。日据时

期，天主教比前一期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就是成功设立多所神学校，培养了

本地传道员。天主教在台设立的神学学校，一般称为传道学校或传道师养成

所。虽然日据时期有天主教像J.M. Planchet所列的如此多的的学校，但无

论在教学设备、学校规模方面，均不如在台的长老会办的神学校(如台南神

学院、牛津学堂)，社会影响自然不如长老教会。日据时期，新教长老会的

神学教育开始采用新式教育体系“，拥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从低到高的神学培

养体系，可以独立培养专门的神职人员 (比如牧师)，如牛津学堂。而天主

教的神学校，招收的基本上是小学阶段的孩童，授予他们神学等知识，毕业

出来只能当传道员 (非正式神职人员，只是协助神父传教)，如果要进铎，

获得神品成为神父，还必须到专门的神学院培养，如厦门、日本、菲律宾等

地的天主教神学院或修院。台湾第一个本地神父涂敏正就是到厦门修道院和

香港神修院学习才获得进铎资格的，而另外两个本地神父李天一和李惟添则

是到日本修院学习而进铎为神父。创日据时期台湾总共就产生3位本地籍神

父。不过在日据中后期，台湾天主教开始尝试神学生，比如斗六的小神学生

养成所(后来迁到台北);黄德宽的译书也提到1920年杨多默(Tomas de hoz )

继任为台湾监牧后，在高雄设立了修道院((S6minaire)，专门培养本地司铎;

另外J.M. Planchet编的年鉴记载在1925-1932年间少数几个学拉丁语和学

神学的神学生 (Latinistes和Thdologiens)，并且有一些 (7̂-11名)的

臼吴学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三自运动(一八六五~一九四五)》，载《台北文献》直字121期，
  1997年s月，页180.
时古伟该，(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载国史馆主办的《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
  学术讨论会》抽引本.(台北:国家图书馆，2001年)，页13-14.



多名我会修道士(Religieuses Domincaines), 1932年还出现了两名本地

(indigenes)修道士。65(见表5-2-1)

    不过虽然J. M. Planchet对在台天主教教会学校作了一定级别的划分，

但实际上，从相关的日据时期的史料来看，还未发现这几类学校之间有联系，

也就是说，较低的学校 (如书房，天主教书房也有训练学生学教理)是并不

是为较高的学校 (如传教师养成所)输送学生而设的。天主教的各种传道学

校基本上各自为政，独立培养传道师。可见当时台湾的天主教教会教育并非

是系统的。在这点上，与新教长老会的教会学校很不一样。

    以下就个别的传教学校加以探讨:

    1.罗詹传道学校

    罗膺传道学校(即罗膺传道师养成所)，成立于1904年。由于多种原团，

特别是人力物力缺乏的原因，台湾天主教一直未能成立专门的机构培养本地

传道员。罗盾传道学校是台湾天主教首次创办成功的传道学校，因此被称为

台湾天主教第一间传道学校。罗盾传道学校培养不少优秀的本地传道员，大

国督书称“从来于本岛之天主公教传教事业上，能产生大效果者，系由于配

置全岛各圣堂之罗膺传道养生所之毕业生。”石“

    罗盾传道学校的设立应归功于马守仁神父(Manuel Prat). 1903年马守

仁接任罗盾本堂神父，便积极筹备设传道学校。1905年4月，传道学校终

于落成，初次招收14名学生67，学制四年。马守仁聘请罗膺传道员邱超然

为传道学校的教师。1907年白斐理(Filipe Villarubia)来到罗膺协助马守仁办

理传道学校，并担任副本堂。另外1903年马守仁从菲律宾马尼拉圣多玛斯

大学取得一部西文打字印刷机，出版了教理书和祈祷书。如据马守仁于1908

年10月25日报道，当时他们正在印刷一本《热心参与弥撒》的小册子，已

印了一半。出版工作是由神父负责的，传道学校的学生协助帮忙，如帮忙制

作活字版。68印刷事业对传教学校的顺利开办乃至教会传教事业发展起了

，‘不过据分析."Religieuses Domincaines"
  帝的牧者:传教人员，’.

更有可能是道明会修女，详见本文第三章第一节“上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r，小史》，页284.
据大国督书载，罗盾传道学校初次招生是12名，参见大国督编.《台湾力卜r夕小史}，页324.
Pablo Fernandez 0. P.

参照古伟渡
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81-182。并

(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与涂敏正》.页3.



遏要的作用。

    罗膺的传道学校共办有3期，培养的传道员毕业后分派到台湾各地教堂

服务，月薪12元。69由于罗盾传道师养成所培养的传道师所取得显著成效，

天主教教会当局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与水准，于是从第四期起 (1914年)

将罗詹传道师养成所迁至当时台湾首府— 台北的蓬莱街天主堂(即大稻埋

教会)，成立台北传道学校 (1915年‘即蓬莱街天主堂附属传道师养成所)。

马守仁随学校到台北主持校务，’“并负责专授汉文和要理学两科。后来由于

马守仁升任厦门教区主教，加上传道生多数来自台岛中南部，不合北部的水

土，导致半途退学者日增，最后台北传道学校被迫关闭。

    2.高雄女传道养成所 (即女传道学校)

    1921年在高雄成立，主要培养本地姑婆 (即女传道员)。高雄女传道养

成所前后有3届，共培育出20名女传道员，包括第一届7名，第二届6名，

第三届7名。71

    3.台南传道学校

    台南传道学校(即台南传道师养成所)，成立于1924年。成立之初仅有

七、八名学生，由熟谙台语的洪罗肋神父为初任主任。大国督书认为关于该

校的设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称赞该所的毕业生— 于1940年服务于大

湾的林传道师，以及服务于斗六的传道师等— 是模范传道师。72可见该所

比起蓬莱街天主堂附属传道师养成所及蓬莱街天主堂附属小神学生养成所，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外对于台南传道师养成所，值得特写一番还有一

个人物，便是毕业于该所的涂敏正神父。涂敏正是台湾第一位本地神父，也

是日据时期台湾仅有的三个本地神父之一。涂敏正神父在台南传道学校毕业

后，被保送至厦门白水营小修院，之后又到香港仔华南总修院深造。"1937

年12月9日，在厦门被授予司祭，归台后在台北近郊各部落传教，于3年

曲黄竹榻，《台中教区天主教罗唇天主教会简史》，页4.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188.
汤江传德，《天主教在台湾》，页188.大国努编，《台湾力卜7夕小史》。页284.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r夕小史》，页384-385.
，，大国督编，《台湾It h 7 9小史》，页371.
73古伟派，(台湾天主教史上的里胁浅次郎和涂敏正》，国史馆主办的《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学
  术讨论会》抽引本.(台北:国家图书馆，2001年)，页13..



后转任树子脚本堂神父。74

    4.斗六小神学生养成所

    1926年，斗六开设小神学生养成所，白斐理神父任主任。最初招有4

名小学生。次年2月，其中3名因成绩不佳而中途退学。剩下一名与另一名

新入学的学生被送到厦门神学校学习拉丁语与汉文，并于1930年9月转入

东京的大神学校就读。不过在第四年 (1933年)，一名染病，另一名因成绩

不佳，均半途退学。1931年，养成所又从田中招考第二批学生，共5名，

其中一名不久便退学，其余4名在养成所学习了两年。两名进步较快，因成

绩优秀被送至日本福冈的神学校就读，后再到四国的松山学习，但不知什么

原因，中途辍学。剩下留在田中的2名学生。1933年和1934年分别再招考

2名和4名学生。这样在1934年，共8名学生在田中小神学生养成所就读。

然其中3名不久半途辍学，仅留下成绩较优良的5名。

    天主教会当局鉴于田中是乡村，学生学问不易进步，遂于1936年将该

养成所迁至台北蓬莱街天主堂，即台北小神学生养成所(蓬莱街天主堂附属

小神学生养成所)。留下的5名学生也随学校到台北，白斐理神父随往并担

任主任兼授拉丁文与音乐两科。其余物理、化学、数学、地理、日文等各科，

均招聘附近的静修女中的教师充任。在5名学生中，有3名专心学业，进步

比较快，于1937年9月，转送至日本东京大神学校留学。余下两名均半途

退学。1939年4月，招第四批神学生共8名，其中半数在开学不久即退学。

余4名由多玛斯(Tomas Pascual,又称巴多玛)神父负责。75

    从上面介绍可见，教会创设传道学校，乃是为了培养传道人才。传道学

校一般不带有普通教育，即不招收非信徒学生。传道学校除了教授神学课程

之外，也有汉文、物理、化学、数学、地理、音乐等课程，可见传道学校的

教育仍有考虑到社会的一般的需要。比如日语，这是官方要求的语言:设汉

文课，则更多是考虑到当时台湾的实际。日据时期总督府虽然极力推行日语，

不过台湾普通民众通用的仍然是“汉文”。当时台湾所谓的“汉文”，不只是

“大国督编，《台湾A hi，小史》，页371-372.
71大国督编，《台湾力卜，h小史》，页289-291.



指汉语文言文，还包括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等各种汉语方言。日据时期

是传教学校的规模都很小，这也延续了清统时期的办校思想，“学校不需要

太大，只要能容纳十位或十二位年轻人就可以”’。。这也体现了培养本地传

教人员这一宗旨。可见天主教的传道学校实施并不是普通的教育，而是神学

训练的宗教教育.

书房教育

    日据时期存在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 书房。书房是清统时期遗留下的

产物。据 《台湾教育沿革志》载:

    “清朝时代的府县儒学、书院、义塾等官立者，至我(日本)领台后全

部废除，而民间的书房义塾等依然从事初等教育的工作。依明治二十九年(光

绪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地方厅的调查，书房义塾数目因战乱而减至

半数，其后有渐增的趋势.””

    可见，日本据台后，清朝官立的义学、义塾、社学及官立的书院、儒学

也随政权的改易也消失。而民间的私立的义学、义塾，以及自费的各种学校

和私立书院，仍保留下来。由于日人仍使用“儒学”、“书院”等词，可见这

里所说的书房、义塾，指的是包括所有私立的义学、义塾及自费的各种启蒙

学校。又据明治29年木下邦昌视察报告书说:

    “书房的的设里，或由有子弟有心教育的人二、三十名合力聘谕教师开

设学堂，或由教师自行幕集学生开设学堂两种。教室通常都在教师住宅，有

时也由家长共同选择适当的场所、往往选在观音堂或庙里.没有特别的建筑

成学校的.学堂的名称借由教师自仃.⋯，，义塾有官立和私立，是招收不能

上民学的平民子弟之初等、中等教育机关.””

    依此所言清代保留至日据时期的学校，若不计算书院的话，只有书房和

义塾而己。根据《重修台湾省通志》，“书房”一词并未曾出现在清代所有的
府县志里，是日人所创的名词。所以从以上两段引言可知:自费的书房即指

>. Pablo Fernandez 0. P.著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09.
”《台湾教育沿革志》页969，引自‘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台河文献委员
  会编，1993年4月。页95.
扭《台湾教育沿革志，，页968,引自‘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台湾文献委员
  会编，1993年4月，页96.



自费的启蒙学校，如蒙塾、蒙馆、家塾、私塾等;除了书房，还有免费的义

塾或义学。另外，书房也就是学堂，一般只有一间教室而已;而义塾又与民

学对比，说明民学是自费的，因为义塾是免费的.义塾与民学皆包括初等、

中等教育。书房或由家长合力聘教师或教师自行开设，加上书房和民学皆为

自费，因此这里书房即指民学。’9

    明治31年1月15日在书房义塾的讨论中，嘉义县代表说:“义塾现在

实在已经没有了，以书房称之可也。”’。可见至少在嘉义县，明治31年初时，

已无免费的义塾，其他各县也可能存留不多。根据以上分析，日据时期台湾

的传统教育的学校存留情况如下:

    一、官立学校:儒学、书院、义塾(全遭废除)

    二、私立学校:免费:义学、私塾 (逐渐减少)

                自费:书房 (学堂、民学)(继续保留)

    关于天主教书房教育记载，相关记载极少，日后学者也很少提及。大国

督书中，留有些许的记载。为帮助人们对此有些了解，兹全文引用如下:

      “⋯⋯在此情势下之高恒德神父，以为自光绪一八年西一八九二年在台

南设立教会以来，一进一退仅十二名之教友对职责上有亏，并为使该区之教

势兴旺计，排除万难另建圣堂及道理厅，不计费用而采用信德最坚之传道师

数名，采用我教会之教理课本.开设书房教授汉文，竭其所有方法勉力传教.

尤其在书房方面所收之成绩相当可观，因之再进一步准备教授罗马字之时，

拒料于民国元年西一九一二年希烈神父(即高恒德，引者注)公出我大陆方

面，致此一事业一时停顿，使对其将来投一暗影。幸而不久有余智谋神父来

任，继承高恒德神父之志再向教书事业迈进，结果救理研究班甚为进步，又

他方面之书房普通教育实绩大振，尤其不能升中学之贫穷子女，自动请入书

房攻读者续增，间接对我传教事业上有莫大之帮助。其后于民国一二年西一

九二三年希烈神父转调马尼刺，其缺由洪罗肋(或称洪公)神父接任，洪神父

亦继续扶持前任之遗创事业，而每年能获得十名左右之新教友.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台湾文献委员会编，工99年4月，
《台湾教育沿革志》，页968，引自《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
会编，1993年4月，页96.
大国督编 《台湾力卜7夕小史》，页36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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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在此情形下”是指当时1918年开始教廷和外国教会提供给台湾

天主教会的经费逐年减少，导致台岛传教经费短缺，不得不裁减传道人员并

节约各方面开支。由此可见，高恒德建立书房应该是1918年后不久，初衷

乃是为“教势兴旺计”，从引文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点。不过高恒德所创

办的书房内同时办有教理研究班和普通教育，教内教外的子弟皆收，为当时

未能升入中学的贫穷的子弟提供就学的机会，可见是一半神学性质社会教

育，而且程度似乎略高于当时政府的初等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课本

多采用教会的教理书，因此吸引了一部分非信徒的子弟入教。

    此外，引文中虽未明确说明高恒德办的书房是自费还是免费，但据前文

分析已知日本据台不久免费的义塾数量极少，己基本消失。另外(台湾力卜

少夕小史》一书是日人大国督在台湾第二任监牧杨多默口述的基础上编辑而

成，而且大国督原来就是静修女中的日语教师并且是天主教徒。”2从前文得

知日据时日人对书房与义塾区别己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大国督对此区别也应

该了解。加上高恒德办的书房已是1918年以后的事情，并且是出于传教经

费困难的考虑而发起的。综合上面分析，高所办的书房很可能自费的，或者

收一部分学费;而引文中的“在书房方面所收之成绩相当可观”等字眼似乎

与前面的经费困难的处境相呼应，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不过鉴于当时不少

台人常把书房义塾相混淆的事实以及传教士出于传教的考虑，高所办的书房

也可能是免费的，只是为了吸引望教者或教育信徒子弟。如果这样的话，高

恒德办的学校是义塾而非书房.

    根据J.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提

供的数据分析(见表5-2-1)，日据时期天主教创办的这种书房可能为数不少。

客观地看，这种书房式的教会学校的确为堂区周围普通百姓子女特别是贫穷

人家的孩子提供读书认字的启蒙教育的机会，并且籍此使教会更易于接近民

众，方便其传播基督的思想，因此每年都能赢得不少的望教者。不过随着日

人同化政策的逐渐增强，加上书房教育内容单薄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肚杨嘉陆的译书原书就是大国督编的《台湾力卜少夕小史》。陈盆陆译书注明原书的著者为杨多默，
  由于杨之译书中的人名的译名多不统一，一个人有几种译名，余曾费很大气力进行校对，并发现
  该书与大国蟹书内容一致:为此，余曾咨询于台大历史系教授古伟该先生.得答复如下:“杨多默
  之书，即是大国怪之书旧文)。大国督将杨氏所述记下而成，在道明会看来，即是杨之书，但在
  记录上为大国督.大国督为静修女中的日语老师、教友:因而成为执笔者，杨嘉陆所译即为此书，
  但中文太差，为人批评.”



书房教育便日渐式微。加上教会对普通教育并不重视，与教会传道学校及稍

后成立静修女中相比，教会书房教育对整个台湾社会的作用是十分微小的。

中学教育

    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创办中学，只有台北静修女中，其前身为“静修高

等女学校”93，西文称Colegio de la Beata Imelda英译即Bleesed Imelda's

School，是为了为纪念一位静心修身的意大利小圣女而命名的“。陈嘉陆译

书中称静修女中为“台北私立静修女子中学校”。85目前所留资料不多。根

据前人一些相关文章de及一些文献，对日据时期天主教成立和发展的经过作

一梳理。

1.静修女中成立原由及时间考证

根 据 Religiosas Misioneras de SantoDomingo UN SIGLO DE

APOSTOLADO (1887-1987)一书的记载，早在1859年台湾道明会传教士

便已经开始酝酿着创办一所女子中学的理念，但困于经济的拮据，一直未能

实现。旧了直到日本据台以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基于传教发展的考虑，

创办中学一事再次提上了日程。1906年6月20日，林茂才神父 (Clemente

Femandez，即林启明)向西班牙玫瑰省会长神父报告台北大稻坦的教务时，

积极建议道:“至于使工作更有效的办法，我建议办学校。如果在台北能设

立一所中学，并由兼晓日语、英语的神父管理，一定很成功。”} 1909，台

湾教会向有关当局申请，要求设立一所女中，但未获准许。'1913年台湾脱

”方豪.《台北市天主教志略》，《台北市志》卷四社会志宗教篇，总第1961页。日据时期，台湾女
  子中学，日人名之为高等女学校或女子高等普通中学(乃教育令公布之后一时之称).大国督编《台
  湾b卜-;, 7小史》，页291.
M古伟滚，(辞修女中)(《见证》2000年5月号).页21-22.
肠陈嘉陆译，《天主教来台传教壹百年简史》，高雄:天主教道明会，1960年 (网络版).
  http:刀www.cathlinks.org/
朋主要有:古伟藏《静修女中》(《见证》2000年5月号，页21-22).及苏婴珠《静修事知多少》“见
  证》2002年3月14日，网络版)等.

，，Religiosas Misioneras de Santo Domingo UNSIGLO叱APOSTOLADO(1887-1987), FIDELVILLARROEL,
  O. P. ROMA 1993 ISBN Tipograffa Vaticana p..251;苏婴珠 《静修事知多少》，载 《见证》2002
  年3月14日，网络版。
m Pablo Fernandez O.P.黄德宽译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73.
"" Pablo Fernandez O.P 黄德宽译 《夭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rift 193.



离厦门教区，成立独立的监牧区，林茂才被教廷任命为首任监牧。林茂才任

监牧后，便积极筹备创办中学。终于在多方努力下，于1916-1917年间如愿

以尝。

    对于静修最初成立经过，有些不太一样的记载。兹引如下以作对照:

    1928年的台湾教务报告:

    “早在一九0九年，教会即向有关当局请求许可，设立一所女中，但直

到一九一六年才实现这目标.由当时的监牡林启明主教买下了一个破产的的

造酒厂，改建而成.1917年得到总替府民政局的许可状，但教育当局直到

一九二一年才正式承认，此校为外国人办的私立学校。””

    大国督书 (陈嘉陆译书同)载:

    “教会当局以设立女子中学，不分日台籍之女子施之教育，以贯彻其传

教之目的，故当时林启明教区长，由马尼拉圣道明支会借款六万元，于蓬莱

街圣堂横对面之马路侧，以八三六坪之教会所有地点，兴建两屠之校舍及五

六。坪之宿舍，受当时日总督府之许可，于大正六年(1917年)四月一日，

由林启明教区长任初届校长，而举行盛大之开学典礼.””

    方豪撰 《台北市天主教志略》载:

      “静修女中之前身，乃静修高等女学校，民国六年四月一日由当时之‘台

湾天主教会财团法人圣徒会’呈请日人准予成立.地点在蓬莱天主堂侧对面，

今名宁夏路，旧名六馆仔街.在日据初期，其地有 ‘台湾制酒会社，，社长

吴文秀，但不久即倒闭土地售于天主教会.林茂才神父即开办茂源制酒工厂，

购兰新机器，酿制各种酒类，规模之大，冠于台北.教区基金，赖此莫定。

但为发展教育，林神父共拨地八三六坪，又建宿舍五六。坪。日台籍女生均

收.由林茂才任第一任校长.””

    古伟滚著 《静修女中》载:

      “台湾首任监软林牧才(Fernandz Clemente，又称林启明或林茂材等)

颇欲有所作为，乃向马尼拉道明会借了六万元，于一九一六年在一酒厂旧址，

兴建了台北私立静修女学校，西名为真福严美黛学校(Blessed Imelda's

School )，为纪念一位静心修身的意大利小圣女.此校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

Pablo Fernandez O.P 黄德宽译
大国督编 《台湾力卜，夕小史》，
以《台北市志》，卷四社会志宗教篇，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页193.
页、291-292.“林启明”，即林茂才。
总第1961-1962页.



日开学，招收日本及台湾女生，由林监软担任校长，并由菲律宾派遣修女来

协助。，，，:
    苏婴珠 《静修事知多少》所载较为详细:

      “一九一三年教廷任命#阱L孟德斯神父(即林茂才)为台湾教区第一任

监收，一九一六年香港玫瑰道明会将部份资金转存到台湾，请根礼孟德斯监

枚代为管理，因此机缘，于是才民礼孟德斯监软向香港玫瑰道明会筹借资金，

而以六万圆日币买下位于宁夏路的酒厂，并以酒厂作为抵钾，随后将酒厂稍

加整修，即转变成一座巍峨的学府，命名为Colegio de la Beata Imelda

英译即Bleesed Imelda's School中文意即贞女严美黛的学校就是静修女中·‘..‘..
    教育局来视察后，对学校的一切都留下极好的印象，于是学校在一九一

六年四月十日开学，招收本省籍和日本籍学生共一百五十位。一九一七年总

督府民政局发给许可状，而教育局则在一九二一年正式承认这是一所由外国

人创办的私校.”’‘

    在上面几项引文中，1928年教务报告为最早。此报告乃巴多玛神父

  (Tomas Pascual，即多玛斯)于1928年所写。巴神父于1898年来台，1912

年6月调往马尼拉，1916年3月第2次来台。1929年6月巴再次调往马尼

拉，1938年3月第3次来台。因此无论教会申请设立中学，还是静修女中

成立，巴多玛当时均在台湾，极有可能参与设立中学一事。因此其言当为可

信。大国督书乃是根据台湾第二任监牧杨多默 (Tomas de la hoz)口述上编

辑而成95，因此所载与巴多玛神父所述一致，但交代更为细致。杨多默于1903

年来台，但1904年10月调往日本四国，1920年12月才重返台岛，并担任

台湾第二任监牧监管四国教区。虽然静修女中成立时，其身在日本，但与台

岛道明会保持紧密联系，因此肯定对此事十分了解。杨多默在日本多年，熟

谙日语，与日人交往甚密。这是使得他成为第二监牧的重要原因。杨返台第

二年1921年，静修女中即获教育局的最终承认。两者之间应有很大关系.

至于方豪、古伟派及苏婴珠三人的记载，通过对比分析，基本上是根据巴多

玛和杨多默所述(即大国督书或陈嘉陆译书)补充而成，不过也有一些不一

古伟该，《静修女中》，载 《见证》2000年5月号，页21-22.
苏婴珠，《静修事知多少》，载《见证》2002年3月14日，网络版.
大国督编 《台湾方卜少夕小史》。页5.



致的地方。

    对于建校时间，方豪把日人颁发许可状的日期(1917年4月1日)做

为建校日，显然是把政府的认可作为学校成立标志。古伟溉则完全采用杨多

默的说法，认为学校于1916年成立，1917年4月1日开学，把建校日与开

学的日期分开来。苏婴珠所述差异最大，认为学校开学时间是1916年4月

10日，1917年接受许可状。可见对接受许可状的日期，所有人的说法是一

致的。古氏在 《静修女中》一文的末尾还提到“《台湾史料稿本》大正五年

(一九一六)十一月十四日就有静修女学校设立的正式认可”。对这个说法，

可以这样认为，总督府在1916年11月14日前批准了，只是还未发许可状，

或者许可状已发，教会出于某种原因直到1917年4月1日才与开学典礼一

起公布。照此分析，则苏婴珠的说法当属可信。关于开学或建校的日期有如

此不同的说法，可能是由于判断标准或者利用材料不一样又加上表述方式不

一致而造成的。上面的几个说法中，苏氏的看法当值得考虑。苏氏虽未说明

其说法的出处，但苏氏身为道明会修女又是现任静修女中校长，且苏氏一文

的写成时间最晚，所以苏氏应该是利用学校的相关档案并做了一番考证才作

此记述。综合上面所述，如果苏婴珠所述无误的话，那么就是:林茂才在事

先得知总督府已经许可设校，于是在教育局视察过后，便于1916年4月10

日进行招生，1917年4月1日总督府民政局颁发许可状当日举行开学典礼，

开始正式上课。除了以上几个人所述之外，《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静修女

中创立的时间是“民国五年三月”，即1916年3月。N根据上面的分析，《重

修台湾省通志》所载的应是林茂才开始改建校舍的时间。

    对于建校经过，以方豪和苏婴珠记载最为详细。方豪神父迁台不久，即

从事台湾天主教研究，并作过田野调查，访问过当时留台一些道明会士，整

理一些新的史料。“，因此方豪对建校地址来历作了较精细的交代，并提到林

茂才经营酒厂一事，弥补这方面的历史。根据方豪所述，林茂才购置酒厂不

完全是为了建校，也就是说不只是为了建学校才买酒厂。这与前面两位道明

会神父的记述有一定的出入。方豪所述也许为事实。在Fr. Pablo Femandez

O.P所编道明会书信集— 《天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耕耘》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页326.
《台北市志》，卷四社会志宗教篇，总第1963页。



一书中，道明会神父都没有提到办酒厂一事，连高恒德建书房也没有提过。

可见道明会神父在报告教务应是有所取舍，所以才会出现所述与方豪不一致

的情形。古伟冻和苏婴珠则避开前面两方的矛盾，直接交代买酒厂设立学校，

没有表态买酒厂和设立学校关系。古伟派身为学者，可能基于学术严谨考虑。

不过苏氏提到一个与前面几个都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办校的经费6万元是从

香港玫瑰道明会筹借，而非向直接从马尼拉道明会筹借。造成说法不一致的

一个解释就是，当时大陆、台湾、香港及日本的道明会都为马尼拉道明会所

管辖，台湾教会可能先向马尼拉道明会筹借经费，正好香港玫瑰道明会有这

笔钱，因此台湾道明会便通过马尼拉道明会，转向香港玫瑰道明会筹款。苏

婴珠修女应该是利用了静修女中的相关的档案资料，才有此记述。

    2.日据时期静修女中的发展状况

    林茂才在1916年把酒厂改建成校舍后，便向正式向日本总督府提出建

校申请。林在申请书上清楚写明，其建校宗旨为:“对内地(即日人)及本岛

女子施以高等普通教育，陶冶其品性，养成贤妻良母性格，兼教以日常生活

上有益之知识技能。”虽然林茂才在申请书上极力表明学校遵守日本殖民政

府的政策，最终还是借助于一位日本律师S. Komiya的帮忙，方得到殖民政

府的设校许可，但附带三个条件:，”

    1.应该是一位男性日本人，负责学校内部的管理。

    2.所有学生应隶属在这位管理者之下。

    3.学校不可以教授任何宗教课程。

    据苏婴珠所述，校时教育局曾来视察，并对学校的一切都留下极好的印

象。1917总督府民政局发给许可状，而直至1921年教育局才正式承认这是

一所由外国人创办的私校。起初学校名为真福严美黛学校(Colegio de la

Beata Imelda英译即Bleesed Imelda's School)。静修女中专招女生，日、台
籍皆收，首次招生共150位。林茂才担任首任校长，并从菲律宾邀请道明传

教修女会的修女Sor Mercedes Oliver, Sor Rosario Armendiriz(二位西班牙

籍)，Sor Margarita Morat(菲律宾籍)三人前来协助主持校务，Sor Mercedes
Oliver不久因病离开。1917年5月1日菲律宾总会院的3位西班牙修女Sor

Clemencia Mas, Sor Berta Roy及 Sor Rosario Armendi{riz，首次被正式委派来

姗苏婴珠，‘静修事知多少》，载《见证》2002年3月14日，网络版.



台掌管校务，直到1922年，静修女中一直维持有6位到7位修女在学校服

务。的
    1922年，总督府继新《台湾教育令》之后颁布了“私立学校规则”，宣

布废除1905年所颁布的第1V、号私校规则，规定私立学校成立时必须 “设

立财团法人”。’00因此台岛的己有私立学校必须根据新救令进行重组，否则

将遭废置。于是真福严美黛学校改为四年制，并将学生整编，101命名为私立

静修女中(或静修高等女学校)。静修女中改组后，受到殖民政府监督，宗

教色彩转淡，其宗旨改为:“本校奉戴大日本帝国天皇大诏圣救之宗旨，遵

照大日本帝国之国是，以培育最具品格、最美善之帝国妇女，以此精神施行

国民教育。”1.2
    1925年4月，杨多默继任校长。日本总督府命令该校完全脱离宗教，

必须按照日本的教育方针，以教育妇女为宗旨。’。3静修女中的一切经费由道

明会玫瑰会省则负责支出，其行政管理，原则上是必须遵从日本政府的规定，

如:教师是由政府聘任。’。‘静修女中在道明会修女中经营下，举得了不菲

的办学成果。1932年的一封传教信函称:

    “益立在台北府城的这所女中，它的学生皆是岛上的富家闺秀，静修女

中设有高等科，赢得了很好的称誉，尤其是教学的认真和素质优异的毕业生，

更是有口皆碑..⋯ 除普通中学课程外，还开设美术、刺绣、音乐、外文、

烹饪等课程，很受欢迎，上课的A141L多.静修的声誉，真是实至名归，毕业
生程)M 高，在别的学校都能胜任教师的工作.’。，

    据《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日据时期静修女中共设三部:第一部专收

日本人，分四年制高等女科及三年制预科:第二部专收台人，分三年制 (民

国十一改四年制)高等科及四年制初等科:第三部特别科，分语文(英、法、

的苏婴珠，《静修事知多少》，载《见证》2002年3月14日，网络版.大国督编《台湾力卜i夕小史》，
  页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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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美术、刺绣、烹饪等，后三者于民国十一年后改为三年制家政科。至

于家政科设置的具体时间《重修台湾省通志》并未交代。100据方豪及古伟派

所述，1934年，静修女中考虑到学生将来的就业需要，乃增设日文及西文

打字部与筝曲等科，107次年2月7日又将学校一部分的章程加以修改，增

置家政科，修业年限为3年，于5月1日开课。108校长仍为杨多默监牧。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人对在台教会学校的事务并未过多的干涉。九一八

事变后，中日两国交恶，日人逐渐强化“国体”观念，加紧同化台民，为其

侵华服务。因此，意识形态的控制日趋增强，教会学校感到的压力日渐增大。

1934年初发生的台南长老会中学事件，促使总督府加紧对教会学校的控制.

事情经过如下:

    1933年底，台南长老会中学校长万荣华牧师回国休假时，该校教头(教

务主任)上村一仁因为率领学生前往台南神社参拜，被代理校长沈敦毅阻止。

翌年(1934年)1月台南长老会中学的理事会上，会中一致决议通过上村一

仁免职。原因在于，上村未经请示校长，便擅自和总督府文教当局会谈，同

时被学生及家长称为“法利赛人”而不被信任等理由。上村得知后感到震怒，

于是将神社参拜事件与自己被免职一案结合，向媒体发布消息。当月26日，

日籍教师的集体辞职，事态进一步扩大。日籍教师以“无法实施日本帝国臣

民之国民教育”为由提出辞呈，并向台南州教育课递交请愿书，提出“改组

理事会，增加五名日本人”、“校长由日本人担任”、“教员三分之二以上为日

本人担任。”等苛刻要求。同日，由住在台南市的日人有力人士组成的“台

南同志会”召开集会，首先开炮谴责中老会中学的非爱国精神，并期望接管

这所在南部唯一的教会学校，以消灭该校的基督教基础。此事掀起悍然大波，

引起总督府的相当重视。为此，1934年4月末，万荣华校长自英国赶回台

南处理该事。最后由台北基督教牧师出任上与二郎，并于同年完成校董的改

组和学校改革。‘。，

圈《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页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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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长老教中学事件波及其它的教会学校。总督府借台南长老教中学事

件，开始对仅有几所教会中学进行改组，要求校长一律换为日人。1937年2

月日本基督教牧师植村环女士接任台南长老会女学校长。而北部的在淡水的

长老会两所中学也难脱厄运，常受报纸蔑骂为非爱国者所经营的学校.‘功而

日籍老师则对皇道精神无法普及而懊恼，加上有教师因为使用带有天皇菊花

纹样的茶碗受到日本警察的“严重注意”，因此淡水中学在此压力下最终被

迫改组。1936年6月有数位日本教师仍认为校方没有诚意而辞职。教会当

局只好在当年11月以九万元将淡水中学移转给台北州，并组织新的财团法

人来管理。川

    在台湾长老会几所学校遭受攻击之时，处在台岛首府同为教会学校的天

主教静修女中自然也受到影响。1936年8月21日日本政府突然宣布杨多默

辞职，立即由小宫元之助接任，1941年师范出身的铃木让三郎继任，直至

战争结束。不过，据古伟滋所言，静修女中并未产生过大的冲突，校长之职

交接也很平顺。两任日籍校长均与教会保持信任与友好的关系。’‘，

    关于历任校长，据静修女中大事年表记载:首任校长为“根礼孟德斯”

即林茂才的西名音译;第二任校长于1922年改组后上任，其名为“根礼孟

多”;杨多默(Thomas de la Hoz，音译为侯多玛斯)，于1925年任第三任校

长:1936年8月21日，小宫元之助接任为第四任校长;1941年铃木让三郎

继任，直至战争结束。

    但据古伟滋研究，在静修女中的大事年表所记载第 2任校长“根礼孟

多”，实际应无此人。古氏认为，第3任杨多默 (Tomes de la Hoz，又译多

玛斯，即台湾第2任监牧)应是第二任校长。兹引如下:

    “据静修大事年表记载，首任校长为 ‘根礼孟德斯’，实际上即是林监

枚的西名音译。第二任校长于一九二二年改组后上任，其名为 4̀"L孟多’;

杨多默(Thomas de la Hoz)监牧，音译为侯多玛斯，于一九二五年任第三

任校长，但其它记载都说杨为第二任，因此就出现了谁是第二任校长之问题.

湘《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第586.

川古伟派.《静修女中》，载《见证》200。年5月号，页21-22.
湘古伟派，《能修女中》，载(见证) 2000年5月号，页21-22.
.11古伟该，《静修女中》，载 《见证》2000年5月号，页22.



经查资料，道明会当时成员中除了林监枚外，并无此名称之人，其时任学校

附近蓬莱a7天主堂的本堂神父为白哭理(Felipe Villarrubia).他最有可

能兼职，但名字差太远;而当时的道明会台湾区会长为多玛斯 (Tomas

Pascual )神父，人在田中，也不可能兼校长。因此杨监秋应是第二任，只

是在文件上可能尚未将林的名称改换回来，才会有这种误解。”

    可见古氏对静修女中历史作过一番深入的考证。此外，苏婴珠认为，台

湾光复前静修女中名义上的校长是教会历任监牧或日本人，而实际上首任校

长林茂才监牧只担任一年就退居幕后工作，而实际在校内服务的是道明传教

修女会的修女们，因此实际的校长应该是修院院长修女。l14根据《Religiosas

Misioneras de Santo Domingo UN SIGLO DE APOSTOLADO)) (1887-1987),

静修女中历任院长修女如下:Sor Clemencia Mdds修女，1918-1921; Amada

Olea修女，1922-1927; Candelaria Goicoechea修女，1927-19330 "6苏氏认

为Candelaria Goicoechea修女一直到台湾光复仍任校长职务，并引用王秀兰

的话证实。王秀兰目前是台湾静修校友会会长，1945年毕业，对于Candelaria

Goicoechea先生仍印象深刻，认为虽然名义上铃木让三郎是校长，然而实际

综理校务的是Candelaria Goicoechea先生。I LB其实这也可从大国督书可得到

证实。据大国督书记载，1940年静修女中的院长修女兼舍监仍为Candelaria

Goicocchea，另外还有5名修女协助学校的校务，并担任音乐、美术、手艺、

英语等科目的专任教师。这五位修女分别是:Camino Martinez、Asuncion

Ferrero Lu内、Inocencia Gonzales, Asuncion Iriarteo 117由此可见，道明会修
女在静修女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对此道明会神父在书信中多有提及。u8

    至于两位日籍校长，身份则稍有不同。小宫元之助出身长崎，是当时的

名律师。古伟滋根据小宫的出身，认为小宫应该是天主教信徒。小宫元之助

一直就是静修的顾问，常代表道明会签字。铃木让三郎则为日本宫城县人，

历任日本中学校长，并曾在长崎服务。就任静修女中校长之前，曾任台北第

114苏婴珠，《静修事知多少》，载《见证》2002年3月14日，网络版。
，，，FIDEL VILLARROEL O.P.  (Religiosas Misioneras de Santo Domingo UN SIGLO DE APOSTOLADO)
  (1887-1987) ROMA ISBN Tipografla Vativana 1993 p.254.
助古伟滚，《静修女中》，载《见证》2000年5月号.页22.
.17大国督，《台湾力卜r夕小史》，页392.
ll’参见:Pablo Fernandez O.P.黄德宽译，《天主教在台开教记一道明会士的百年的百年耕耘》。



一_，高等女校校长，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家。Ilp虽然日籍校长任职内没作过特

别的举动。但两人平和的姿态和日籍的身份，则为教会和殖民政府架设一道

桥梁。

    因此在相对比较平静的环境下，通过道明会士，特别是修女的努力经营

下，静修女中因应社会和殖民政策的变化，适时地进行相应的调整，得到快

速的发展。据1940年统计，静修女中除校长1人外，有男女职员22名，在

校生740名，毕业生高中部2113名，家政科327名，并每年招生之定员为

120名，于1940年增至585名，1941年652名。而日文和西文打字部从成

立至1940年为止，共毕业150名，全部供职于各机关、银行、工厂等，深

受好评。”。

    据道明会神父称，日据时期该校为台岛唯一之私立女中。对此，按古伟

溉的解释是，由于该校除“高等女学科”以外，还有 “家政科”，所以并非

纯粹的高等女学校，因此有人称该校为当时台湾唯一的私立女学校。’2，静

修女中在日据时期颇著声誉。其在运动方面，特别是网球和桌球，尤负盛名。

当时静修女中的学生在台湾本岛女子网球竞赛大会中，曾连续 4年均获冠

军，因而得到总督颁发的优胜杯，并代表本岛到日本参加明治神宫竞技大会

3次。而桌球方面，在每年全岛桌球竞技大会上称魁全岛而无人出其右。122

静修女中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毕业生。如前面提到的静修校友会会长王秀兰女

士，毕业后即在小学任职四十几年直到退休，她的同届校友也有多人担任教

职。光复后校友中有名的有连方璃、世新大学校长成嘉玲及节目主持人张小

燕等。’23另外日据时期静修女中学生团体也很活跃，组织有同窗会 (即校

友会)，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除同窗会外，还有“静修爱国子女团”

组织，该组织主要到日本军队(如陆军医院)去慰问病人，并举行各种活动

庆祝日本军队归台或出征。124说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教会学校也因应时

局，采取了一些迎合统治者做法。

，”古伟派，《静修女中，。载《见证》2000年5月号，页22
，湘《台北市志》，卷四，页1962。大国督，(台湾力卜r，小史》，页293.
JZI古伟该，《静修女中}，载 《见证》2000年5月号，页22.‘
璐大国督，《台湾力卜̂r夕小史》，页293.
‘，，古伟派，《静修女中》，载《见证》2000年5月号，页22.
川大国督，《台湾A h 7 9小史》，页294.



根据J.M. Planchet编的天主教年鉴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法

文尹5，结合前面所列数据，兹制定日据时期静修女中数据表如下:

                  表5-2-2  1917-1943年静修女中相关数据表

年份 1917"6 1919"' 1923 1925 1927 1932 1936 1940 1943

院长

修女

R.S.Molest

a-人rguello

R.S.Molest

a-Arguello

J吸.口‘‘a」10吧.1日了

iaGoicoechea

修女数 4 4 7-

学生数 巧0 310 486 360 360 470 700 740 280

    从上表得知1925-1927年间主持静修女中是Molesta- Arguello修女，不

是Amada Olea修女与FIDEL VILLARROEL O.P.著的《Religiosas Misioneras

de Santo Domingo UN SIGLO DE APOSTOLADO》中记载的有些出入。而

1932年院长修女与《Religiosas Misioneras de Santo Domingo UN SIGLO DE
APOSTOLADO》所载一样，都是 Candelaria Goicoechea修女，只是 J.M

Planchet所编的年鉴是法文，因而拼写上有个别字母不一样。在静修女中协

助校务的修女人数，每年保持在4人以上，基本上符合与苏婴珠所述。至于

静修女中的学生数，虽然每年都有定额招生，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实际

入学的人数也有一定的变化。据上表所列的各年度在学人数，制成变化趋势

图如下:

，，资料来源:J.M. Planchet编的Les Missions de China et du Japon(Annde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法文)分别为第318-319,
编的书没有静修女中的记载。

310, 394-395, 413, 449, 569页，其中1916年度
表格中的1917年的数据是根据苏婴珠一文。1936年据黄德宽译书.

1940, 1941年根据陈嘉陆译书。1943年据《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页326.
这里学生书是根据苏婴珠《静修事知多少，一文所给的数据，但《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
宗教篇(页493)则记载是:
职员10名。

静修女中是在1916年3月创校，创校时有5个班级，学生总数26,教

为1916年度所载的统计年份，
表格所注的年份与编书不一致.
据J. M. Planchet所载:其中
据江传德 (天主教在台湾)(页

因为J. M. Planchet编书的年份总是比统计年份晚1, 2年，所以

Espagnoles(西班牙人)修女6个，indigbne(本地)修女
29), 1932年从事教育的修女6名外国人，1名日本人。

Planchet所载indig6ne修女应该是日本人

1个:而根
因此J.M.

关资料，这一日籍修女应该是山内修女。
静修女中。

因为当时还没有台湾籍或中国大陆籍修女.根据相
山内修女于1927年来台，直至台湾光复前一直呆在台北

195



                      表5-2-3 在校生数变化趋势图

人一性一鉴汽复 I
”::一鉴 鑫呈二当

            1917     1919     1923     1925   .1927     1932     1936     1940     1943

                                                        年代

二于一 月740

/’‘“ \
/ \

/产、理、 }̀ 470 \
.拣 960-x360 \

//一 ‘28"
f150

    从上图中明显看出以下几点信息:

    1917年开学，即已招收150人，可见报考的人应是十分踊跃。之后学

生数逐年上升，1923年达486人。这几年间人数上升的一个重要，显然是

年级增加，也就是说老生没毕业，在加上每年的新生。1917年只有一个年

级，学生150人，起点算比较高。到1919年，刚好是第三个年头，学校1

至3年级均有学生在读，这样平均每个年级有100余人，说明学校发展状态

良好。1923年在校生猛增至486人，原因在于1922年学校根据日本政府发

布的《私立学校规则》进行改组后，原来第二部(专收台人)中三年制高等

科升为四年制，ILB这样无疑当中就增加了一个年级的学生数。另外一个原

因应是此时学校己渐渐为群众了解，同时改组后宗教色彩转淡，吸引了更多

的非信徒的台人子弟前来就读;此外，1922年“日台共学制”颁布实行，

也促使更多的日籍学生进入静修女中学习。

    1923年以后，在校人数呈下降趋势，原因可能是日台共学制的逐渐推

广，加上会日语的儿童慢慢增多，因此部分学生转向公立的中学，因为公立

的中学的毕业生可以拿到相应的文凭，而在教会学校却不能获得。据道明会

称静修女中的学生“皆是岛上的富家闺秀”，因此有机会入公立学校，这些

有钱的富家“闺秀”当然是首先考虑并争取的。不过，整体来说，静修女中

在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稳定，一般保持在360人以上，并在这基础上不断的

扩大发展。随着台湾人口的增加，女子就学风气渐开，加上道明会修女陆续

来台加入学校管理阵容，静修女中迅速发展。1932年有7个道明会修女主

比.《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学校教育篇，页326.



持校务，学生数回升至470名。1936年更是增加到700名。说明学校在1934

年设立打字部、筝曲等科以及在1935增置家政科的两项改革，的确为学校

赢得声誉，吸引相当一部分的学生。1939年静修女中1940年在校生为740

人，比前面几年又有了进展。表明在两位日籍校长的领导下，静修的发展仍保

持良好状态。1940年之后静修女中开始扩大招生，更能说明这一点。但适

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受到影响。1943年4月统计，在读学生仅为280人。

三、日据时期天主教教育的作用与评价

    由于日本人实行差别教育，台胞子女很难有机会就读，只有少数人有机

会上公学校。公学校毕业能考取中学(基本上是为日本人而设)的比例更是

微乎其微。因此，教会学校就成了台胞子弟求学的地方。翁伟志在研究台湾

长老会时认为，日据时期台湾的教会学校主要发挥了两个作用:一是为台人

的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一是台人反抗日本统治的一种选择。130考之日据

时期台湾天主教的教育，也不难显见其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不过也呈现一些

不同的特点。以下对此略作讨论:

    由于日人不平等的差别教育和愚民政策，台人一般很难就读小学校，只

能念公学校。而公学校的差别和同化教育常使一些台人子弟不堪忍受，而原

有书房教育又跟不上时代，因而教会学校就成一部分人的最好选择。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会办有书房和各种教会学校。书房原是具有准备和

启蒙性质的教育机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式教育的引进，教法落后及内容

陈旧的书房逐渐失去吸引力，日渐没落与凋零;所余的也在殖民教育政策和

制度的影响下，逐渐地改变教育内容与功能，沦为殖民初等教育的辅助机关。

，3‘天主教会所办书房实施虽然不完全是普通教育，但也为一些台湾子弟特别

是贫穷家庭的孩子提供启蒙教育的机会，并且教会书房课程设置往往比原有

的书房丰富而实用，这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台童来就读。而传道学校培养

的是专门培养传教人员，但毕竟为一些台人儿童(一般为信徒子弟)提供了求

学之门;并且传道学校除了教授神学课程之外，也有汉文、物理、化学、数学、

自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之研究— 以台湾长老会为中心 (1895-1945))，页66
昊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民国81年3月，页96.



地理、音乐等课程，可见传道学校的教育仍有考虑到社会的一般的需要。

    日据时期，公学校的毕业生能考取中学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许多优

秀的台人子弟不甘为日人虚饰，于是教会中学就成为集合全台蔷英之处。其

中天主教静修女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据英国长老会牧师万荣华(Band Rev. Edvward)回忆，日据时期台岛“除

了屈指可数的几所用以训练初等学校教师的语言学校外，日本当局还设了台

北医专(Taihoku Medical College)，用于培训医生。这些机构对于推广日语

和保持公共卫生的特别目的非常的重要。但在日本统治的前二十年内没有为

台湾设立的任何其它的中等的学校。⋯⋯当时岛上唯一为台湾的男童提供一

般的中学教育的是在台南的英国长老会中学(由马偕在淡水建立的‘理学院

堂大书院’是一个办有预科的神学院，加拿大长老会的教会中学在1914年

才成立)o " 132 1932年在一份写给英国驻淡水的领事报告台湾的教育情况的

备忘录中表明，道明会开办的女中以及由加拿大和英国长老会创办的中学，

  “据说可能是唯一的跟得上潮流的、并对台湾人进行有效的教育的学校，"133

就教育而论，日本人认识到即使教会的学校的工作受限，“它赢得得了一些

台湾人的最高的赞美，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机构，他们将连上初等学校的机会

都没有。”134同时教会学校的教育也符合当时新式教育的标准。从课程的

设置上看:教会学校除了教授圣经与教理外，更包括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

天主教静修女中的课程就是按当时的女子中学要求而设置的。除普通中学课

程外，还开设美术、刺绣、音乐、外文、烹饪等课程，很受欢迎。此外，教

会学校的无政府姿态也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平等的学习氛围。因此每年报考静

修女中人很多。

    日据初期，日本殖民殖民统治者对教会的各种学校持冷漠的态度，并不

干涉教会的教育，”。教会基于台湾的社会实际，课程中设有汉文科。教会学

校的汉文教学，在日本殖民政府推行日语、实行同化的情形下，无异给台胞

" Band Rev. Edvward，Working His Purpose Out: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5 Vols. Published by the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p142.
，，，Ion. A.Hamish, The Cross in the Dark Vavelley: The Canadian Protestant Missonary Movement
    in the Japanese Empire,1931-1945,Pl00, pl01
" The Cross in the Dark Vavelley, p10O,
" E. Patricia Ta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al in Taiwan, 1895-1945, pub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and London, England, 1977. p125.



一个学习汉语，保存本族语言文化的空间。因此从这意义上讲，教会学校无

形当中为台人提供反抗日本统治的选择或渠道。不过单从保存“汉文”的角

度来看，似乎略为不够。日据时期教会学校也是当时台人子弟获取高等教会

的一个渠道。不少台人子弟(尤其是信徒子弟)通过教会的关系，远涉国外留

学接受高等教育。这些接受过教会学校教育后来成为领导当时社会运动的一

批著英，36，却也体现了教会学校在作为台人反抗日本统治的渠道所起作用。

    然而，应该明确的指出，教会学校的这一角色，并不是其主动承担扮演

的。因为“当时学校没有一点反抗日本人的意思，相反它还融入日人的教育

系统。”137

    教会学校的一个根本目的乃是为了传教，其活动终究带有宗教色彩。天

主教静修女中亦不能例外。随着同化政策的逐渐增强。教会学校这种基督教

化思想与殖民政策的矛盾日益突出。正如古伟派所言，“以帝国观念及强势

统治著称的殖民政府，对于所谓 ‘基督教主义，的教会学校早就不满，疑其

所施的宗教教育和皇道精神相抵触，欲将所有教会学校彻底非宗教化。””“

的确，在神道和皇民化思想统治一切的宗教政治的意识形态下，殖民政府对

以这种以耶稣基督之名、违背殖民统治本愿的西方教化未免感到踌躇，对传

教士的无政府主义的姿态不免感到反感，于是便试图加以利用并控制。教会

学校在种种压力下，不得不随时作出相应的调整。日据时期，静修女中在日

人的教育救令下，便几次对其办学宗旨及行政人员作了相应的调整。因此，

在校内教授汉文，只出于传教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反抗日本人的政策。

    此外，从个案分析的角度来看，也并不是所有的教会学校都有这种作用。

    从一般的初等的教会学校来看，天主教的书房只能算是一种启蒙的教

育;而传道学校则专注于传道人员培养，并且不能为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

机会。因此两者的影响十分微小。加上台湾天主教教会学校是各自独立，不

像长老会的学校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因而使天主教教育的影响更加有

限。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会虽然也办有中学，但只有静修女中一所。客观

地说，静修女中为台人女性提供了就学的机会，并为社会输送一批具有近代

例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民国81年3月，页142-143.
，，，Tong Hollington(萤显光),Chritianity inTaiwan: A History, Taipei, China Post, 1961. p58.
湘古伟该，《筋修女中》.载 《见证》2000年5月号，页22



意识的职业女性，特别是静修女中的享誉全岛的女子体育运动，对当时民风

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1月17日，当时台湾文化和

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蒋渭水、林献堂等一批人，在天主教静修女中举行“台

湾文化协会”创立典礼.虽然尚没有相关的史料证明两者有何特别的联系，

但也无疑为静修女中的历史染上了一点文化及民主运动的色彩。

    然而应该看到静修女中本身是女校，培养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而且

对当时台湾女子来讲，最高的教育往往局限于中学教育139，极少有进而接受

高等教育，更不用说挤身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作为台人反抗日人统
治的提供一种选择这点上，天主教的静修女中的作用是远不如长老会中学。

并且，正如道明会传教士所提到的，当时就学静修女中“皆是岛上的富家闺

秀”，其教育对象范围是很窄的。而且静修爱国子女团的活动体现了静修女

中的学生接受的皇民思想的教育是十分浓厚的。正如当时身为静修中日语教

师的大国督所说，静修爱国子女团的学生“极大发挥了日本女性的责任感”140

可见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的教育的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E. Patricia Ta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al in Taiwan, 1895-1945, pub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and London, England, 1977. p126.
大国督，《台湾力卜̂r9小史》，页294.



结 论

    19世纪，西班牙道明会士籍不平等条约，重新踏上了东方这一美丽之

岛，迎面而来却是仇教者的嘲笑、唾骂、棍棒、石击以至绑票。道明会士在

单路蓝缕下，在上帝信仰的“荒岛”上艰难的耕耘播种，而四十多年的劳苦

之功，仅结出了前金、万金、罗盾等几处不足1300人的果子。

    世纪之轮慢慢驶向一个新的世纪，昔日“大帆船时代”的帝国已逐渐地

陨落。“美西战争”使这位往日以“我的宗教、我的祖国和我的国王(Mi

religion,mi Patria y mi Rey)”为口号的上帝信仰狂热的国度，在东方失去往

日的色彩。而1899年条约使菲律宾岛，这个被教皇称为天主教东传的奇迹

之地，更易新主，西班牙的东方殖民的时代结束了。

    殖民帝国从这广裹的太平洋一陌渐渐隐去，而上帝所眷顾的福音的使

者，仍不顾艰险，梯海东来，在这东方猎头族的“巴比伦之岛”上继续耕种

主的葡萄园。

    回顾天主教日据时期天主教在台的传教的历史过程，从1895年马关条

约的签定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这50余年期间因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走过的

三个阶段。在这一特殊的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天主教由当时的传教的背景、

人员与传教情形及方式中，交织构建出一幅传教历程的历史图象。总而言之，

天主教在台传教，发展脉络与台湾的历史、社会息息相关。日据时期台湾天

主教50余年的历史，是台湾天主教整个历史的重要的一个片段，在各方面

留有更为显见台湾历史演变、社会变迁的留下的烙痕。

    日据时期的台湾天主教会，经历了日清之战后的恢复重建的过渡阶段、

教区独立后的良性快速发展以及战时体制下遭到的短暂的阻滞和破坏。天主

教在各个阶段发展呈现了不同特点，并因应社会政治的发展采取的相应的措

施。整体而言，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在道明会神父的主要负责下，并在修女

和本地传教人员的积极协助下，无论从教势、教会各层面还是从教会与地方

社会的关系，比清统时期有了极大的改善和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比同

期在台传教的基督教长老会逊色不少。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延续了清统时期

与在台新教特别是长老会的矛盾和冲突。由于教义的不合而产生的门户之



见，更主要是出于传教空间的争夺及其他各种现实的原因，两教之间经常发

生矛盾。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真耶稣教从大陆入传台湾.同样由于上述

的原因，天主教与真耶稣教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有联合其他基督教会共同对

付真耶稣教的举动。日据时期天主教与新教教派的矛盾，从另一个角度体现

该时期天主教所处景况。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信徒有了极大的发展，教徒成分逐渐转变，汉族信

徒已占据主体地位。日据时期的初代信徒入教的原因，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

征。信徒在教会历史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尤其信徒在接受天主教信仰后与

非信徒有极大的不同。日据时期台湾信徒的信仰生活固守旧有的天主教传

统，不过信徒利用各种礼仪节日加强了之间的往来。日据时期台籍的天主教

信徒仍然过着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习俗节日，也利用台湾民间一些传统的庆祝

节日的方式如放鞭炮、演奏民间音乐等来庆祝教会的一些节日，说明信徒除

了信仰不同外，仍然依循传统的社会习惯，显示了信徒与非信徒同样生活在

台湾生活，同属于一社会生活形态的社会成员，也一侧面的反映了日本同化

政策并未使台人文化传统产生本质的变化。

    与清统一样，信徒在代代相传中形成天主教家族，并在彼此的联姻中形

成了天主教的信仰团体网络，而且一些乡下的信教家庭，常以教会为中心，

形成教友庄。而当信仰热诚高涨或是感受到信仰的召唤时，信徒往往会依循

教会提供的管道成为神父、传道员、或姑婆等传教人员。日据时期天主教比

清统时期的一个突破就是成功建立了各种传道学校，培养了不少本地籍的传

道员。而女传道员(姑婆)的加入及随后不久成立专门女传道学校专门培养

姑婆，是该时期一大特点。也是促进该时期传教发展一大因素。日据中后期

出现了三位本地籍神父:涂敏正、李天一、李惟添。涂敏正是台湾第一位本

地神父，是台湾天主教史的重要人物，在战争期间协助日籍监牧里胁主教主

持台湾天主教事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信徒之于教会，最能发挥力量的是由信徒组成的信徒团体。日据时期，

除了原有的圣母会、临终会继续活动外，许多教会团体纷纷成立，如传道会、

玫瑰会、“羊会”、青年会、西乐队，这些信徒团体的成立的主旨最初是让信

徒在生计、后事等方面得到援助，后逐渐转成让信徒协助传教。信徒参与团



体的活动，加强了信徒之间的联系，增进了了解，有助于天主教信仰的保持。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团体组织同样带有时代的印记，教会团体的频繁活动是

与当时台湾社会相呼应的。

    日据时期教会除了传播天主教，使得信徒成为天主教会成员，并进入天

主教徒的信仰生活，教会还从另一方面，即社会服务，架设起与台湾社会沟

通的桥梁，从而对后者起到一定的影响。日据时期天主教的社会服务内容有

了相当的扩充。除了继续办孤儿院的慈善事业，还办教育。日据时期台湾天

主教的社会事业主要是由此一时期来台道明会修女主持的。道明会修女来台

主要负责孤儿院和静修女中，其工作获得相当的肯定。由于经费的短缺，加

上社会的演变，弃婴现象的减少，孤儿院的事业并未多少发展，因此天主教

的孤儿院虽然获得社会的肯定，但影响是微小的。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学校

静修女中获得不菲的声誉，对台湾社会和天主教教会所出一定贡献。不过该

时期台湾天主教教育并未像长老会一样形成完整体系。天主教虽办有各种学

校，不过规模都很小，大多为传道学校，中学仅有静修女中一所。因此天主

教的影响自然远不及在台的长老会。

    综观之，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会，籍由教会各成员的努力，在各层面都

得到了显见的发展，但因诸多方面因素的制肘，比起同期的基督教仍显不足。

透过史学研究的角度，本论文以日据时期台岛殖民宗教政策及国际政治经济

形式为背景，在传统教会史之着重探讨神父等传教领导阶层的主导作用下，

进一步关注到天主教与其他基督教派的关系，并深入探讨天主教信徒群体及

信仰的层面。因此本论文籍对日据时期天主教各层面之探究和耙梳工夫，完

整的显现了日据时期的台湾天主教的发展的脉络和历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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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903-1942年台湾天主教和长老会对照表

年代
(年底) 天主教会{，老“

年代

(年底》 天主教会{畏老会
布教师}信徒}布教师一信徒 布教师{信徒{布教师{信徒

1903 12     2452   108    10316 1923 35     5658   165    29185

1904 15     2048   111    12740 1924 32     5732   171    31153

1905 17     2212   113    12588 1925 33     5773   177    29793

1906 18     2358   124    15005 1926 33     6092   1万 32317

1907 23     2558   124    16447 1927 34     6540   174    34878

1908 31     2606   135    17106 192 43     6588   177    36093

1909 20     3446   152    17167 1929 39     6770   176    36581

1910 24     3179   144    18648 1930 43     6352   174    37842

1911 33     3422   146    21090 1931 41     6929   185    38446

1912 34     4280   143    24429 1932 45     6765   193    39274

1913 34     4308   139    16389 1933 43     7135   198    39960

1914 29     4186   145    19055 1934 41     7287   186    39340

1915 30     3886    145    20307 1935 40     7368   189    44748

1916 39     3724    146    23830 1936 39     8105   187    39339

1917 38     7246    158    19841 1937 39     7531   209    42076

1918 39     3951    167    23352 1938 33     7837   187    41808

1919 39     4213    166    28082 1939 37     8136   193    41745

1920 47     4931    161    28626 1940 38     7880   191    44747

1921 42     4942    175    29143 1941 41     8536   169    59721

1922 42     4860    168    28798 1942 40     8172   176    54540

    资料来洱:台河省行政长官公署 统计室编，《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D，台北 1946年，页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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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日据时期的台湾天主教统计数据

年份 1914/10/1 1918/10/1 1923/08 1924/08 1925 1932、

信徒总数 3532 4252 5145 5264 5362 6967

台人 3452 4122 6669

日人 65 120 293

外国人 15 10 5

受洗 73(成人)

道明会长 1 l

传教士 9 !0 11 10 11

道明会修女 3 8 7 7

6(R)
1(日)

圣婴会修女 3 3 2

3(4F)
1(目)

传教员 31 36 24(男)

14(女)

28(男)

14(女)

27(男)

14(女)

27(男)

22(女)

小教区 9

教堂 34 12

小圣堂或临时圣

堂

10

教会 11

传教学校 】

学生 16

祈祷厅 20

小学 9

学生 320

孤儿院 2

孤儿 77

资料来源:(声》(日)no. 471 (1915/02), no.517(1918/12), .no.578(1924/03), no.588(1925/01),

no.611(1926/12), no.794(1942)中有关台湾教务统计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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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914-1932年台湾天主教统计表

年 份

本地人IndigBnes
日本人Japonais
欧洲人Europ6ens
总计

台湾总人口(Population)

信教比例(Proportion)

1914   1  1919}1923】1925  1  1927}1932

信徒数

Nobre de-

Chrdtiens

3453

65

15

3533

3290978

1/931.76

4295

135

11

4441

3500000

1/788.11

4883

250

12

5145

3583405

1/696.48

望教者(慕道者)Catechumenes

教区长Prefet Apostolique

神父Pr6tres Europdens O.F.P.

WAR   *#1Tiff W LatinisteS6minaire    *0 4 * t Th 6ologiens19 itTeis1           81: i9 A  Europ 6

5362

3873324

1/722.37

670

5704

引47462

1/727.11

523

6967

4679135

1/671.61

1013

10 10 12 13

飞

分

户
0

 
 
 
 
 
 
 
 
 
 
 
 
 
 
 
 
 
 
 
 
 
 

，
l

9

，
1

‘.
1

Religieuses-
D--;nraines 本地人indig&nes

总计

11 11

27

22

49
一23

0

1、
曰

叹
户

2

目.1

几
j

27

加

47

，
j

月
峙

，
，

，
︸

，
1

两‘

﹄j

J.1

6

八
‘

l
l

f
J

教授教理者

CatLschistes

Hommes

Fenimes

男

女

总计

Maitres et maitresses de 6cole

Ecoles primaires:
      学生 (数)E16ves

Ecoles paroissiale

      学生 (数)El6ves
Ecoles Secondaires:

9
400

学生 (数)El6ves

17

703

3

268

22

858

8

436

68152313
755
3
塑
2
17

2

巧
 
 
 
 
 
 
 
 

，
J

，
‘

，
.

1
‘

Collbges de filles:
      学生(数)E16ves:

Coll6ges  (de Cattchistes ):
      学生(数)Elbves:

;1。
16

Co110ges Mixte de filles:        I } }1
学生 (数)E16ves: 486 361 1376

1

12

1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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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

2

68

116

24

294

50
一63

22

56
-74

76
-84

诊疗所Dispensaire:
受照顾病人Infinnes secourus

孤儿院Orphelinats:
孤儿(数)Orphelines

      }adultes 41109

45

459

208

3833

13532

74

5

84

2

2

份
」

0
夕

Jq

内J

lf
︸

月
才

，
山

6

飞
分

n
仲

，
石

，
1

0
0

八
石

，
︸

0
曰

，j

70
168

347
一34

‘
U

‘
U

n

o

，
‘

1
.L

‘
J

Z

320315878310910236307611670
圣餐

id. 加art. mort.

enfants de chr6tiens

enfants de pal ens
id.enfsnts de pa;e.s 1x rtn. mart.

总计

Confinnations

Confessions annuelles

Confessions de d6votion

Communions annuelles

Communions pascale

Communions de d6votion

1237846
315217809301717266305017960

终缚ExtrBmes-Onctions
结婚Mariages

堂区Paroisses

传道所Chr6tient6s
小礼拜堂浙祷室Oratoires

教堂和小教堂 Eglises
Chapelles

3778

23687

73

55 I1I

12
一40
一34
一12

65
-63
-10
-41
-13
-24

55
一36
-9
一38
一15
-23

56
-45
一10
一35
一16
-17

10
一32
-23
-
10et}30

m注:(I]dont 18 avec dispense

m资料来源:J.M. Planchet编的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1916, 1921, 1925, 1927, 1929,
1933, 1939)(法文)



附表四 日据时期的台湾天主教统计数据

年

代

教

务

所

说教所 布 教 师 信 徒 数

教}讲
  }又
堂{所

日

本

人

本

岛

人

外

国

人

小

计

日

本

人

本

岛

人

外

国

人

小

计

1915(大正4年)12月31日 ‘}口
1916(大正5年)12月31日 21}12厅 26 12 39 144 3778 4 3926

1917(大lE6年)12月31日 l

”}’‘
l

22A4.210p2330602
141

::::
12 4965

1918(大正7年)12月31日 1 31 厂 20 12 32 273 4461 10 4744

1919(大正8年)12月31日 1 33 39 39 217 3984 12 4213

1920(大正9年)12月31日 33 47 47 228 4681 22 4931

1921(大正10年)12月31日 33 42 42 239 4689 14 4942

1922(大正11匆12月31日 33 42 42 103 4742 15 4860

1923(大正12年)12月31日 32 35 35 125 5504 29 5658

1924{大正13年)12月末日 32 32 32 209 5495 28 5732

1925(大正14年)末 28 33 33 205 5551 17 5773

1926(昭和元年)末 29 33 33 2叮 左合?2 17 6092

1927(昭和2匆末 29 34 34 名5 6429 26 6540

1928(昭和3年)末 29 43 43 222 6355 11 6588

1929(昭和4年)末 30 39 39 397 6370 3 6770

1930(昭和5年)末 30 43 43 285 6061 6 6352

1931阅和‘年)末 31 41 41 307 6604 18 6929

1932(昭和7年)末 31 45 45 349 6402 14 6765

1933(昭和8年)末 31 43 43 411 6710 14 ’7135
1934(昭和9年)末 32 41 41 378 6890 19 7287

1935(昭和10年)末 33 40 40 417 6923 28 7368

1936(昭和”'_,)末 33 39 39 427 7647 31 8105

1937(昭和12年)末 33 39 39 414 7096 21 7531

1938(昭和13年)末 33 33 33 429 7399 9 7399

1939(昭和14年)末 33 37 37 464 ，“6 石 8136

1940(昭和15年)末 33 3旧 38 357 7490 33 7880

1941(昭和16匆末 33 们 41 445 8049 42 8536

0注:△为女性，·为熟番 (平地原住民)

0资料来源:《台湾事情》(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地区·
有限公司影印).

第193号，日本总督府编，台湾成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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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日据时期台湾长老会统计数据

教 I说教所

小

计

币

干

.

.

教

-
本

岛

人

布

一
日

本

人

年

外

国

人

讲

义

所

教

务

代 堂

所

48
-
24

1915(大正4年)12月31日

(天主教与基督教)

1916(大正5年)12月31日

1917(大正6年)12月31日 2296524834
，
扮

-

，
乙

27

13

-
17

14

一
13

38
一
36

竺
420
一40
38
-
51

艾
一
51

34
-
55

50
一
37

1
二

竺
1
-60
一竺
124
-59
-竺
120
-115
-173
-158

64

29
一
16

230

134

30

273

147
一166
一161
-168
-175
-165
一171
-177
一196
-174
-177
-176
-174
-185
-193
-198
-156
-189
一187
-209

1918(大正7年)12月31日

1919(大正8年)12月31 FI

  1920(大正9年)12月31 1_I

1921(大正10年)12月31日

1922(大正11年)12月31日

1923(大正12年)12月31日

1924(大正13年)12月末日

1925(大正14年)末

1926(昭和元年)末

1927(8(1和2年)末

1928(昭和3年)末

1929(Q召和4年)末

1930(昭和5年)末

1931(昭和6年)末

1932(昭和7钧末

1933(昭和8年)末

1934(昭和9年)末

1935(昭和10年)末

1936(昭和11年)末

1937(昭和12年)末

1938(昭和13年)末

1939(昭和14年)末

22913

17926

  - 6884

22965

28056

28609

28759

29107

29135

31110

29693

32233

34723

35966

36459

37688

38276

39051

39765

39046

44785

39293

41803

41708

414676

9

30

=75

23006

28082

28626

28798

29143

29185

31153

29793

32317

34898

36093

36581

37842

38446

39274

39960

39340

44948

39339

42076

41808

41745

竺
丝
丝
些
些
丝
竺
逻
翌
翌
翌
竺
竺
竺
翌
翌
翌
竺
理
翌
竺
185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一
2

一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山△为女性，*为熟番(平地原住民)

必资料来源:《台湾事情》(日)〔中国方志从书·台湾地区·第193号，日本总督府编，台湾成文出版

有限公司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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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19世纪道明会来台神父一览表

匡
!数

外文姓名

Angel Bofurull
Fernando Sainz

Mariano Anton

Miguel
Limarquez
Andres Chinchon

Francisco Herce

来台 离台

1859'   18591859'   1869',1861 IF 1862I

文
名
一保
一德
一东

中
译
一洪
一郭
-安

邓
一3

‘
叶
-
石

Ramon Colomer 李嘉禄 1866年}1903年

Vicente de la -

Asumcion Kang

JuanHang
Federico Jimenez

Manue Tarazona

Vicente Gomar

Jose Nebot

江 味 增
德

杭若望

高贤明
严达道

吴万福
王灵牧1868'   18691F-1868,'f                                                         1892'18694-} 187718721f- 187418721f  1880'1874IP  1885*10

一11
一12
一13

14 }Celedonio Arranz!何安慈
1879年
1月

8日

15 }Isidoro Clemente!黎克勉 1883年 }1900年

16   1 Francisco Giner

1886年
10月

18日

0

-
0

一
5

0

-
9

-
，

0
0
-
8

一
︵吕

Francisco

Pedro Agi
Blas Saez

Pitach

通U丁e

Adana

黄神父
吴义烈
雷赛逸

1886年

1887年
1890年

17
-15
一19

20
Nemesio

-Fernanddez
林茂德 】1890年 】1895年

备注

因病返厦门

返马尼拉

因病返福州

返马尼拉

调任为第1任厦门主教

第7任台清区会长.后因病回马尼拉

1875年调厦门，1882年再来台。驻沙
仑仔，1887年3月转到罗盾.1891年

调往万金教会，1903年再调往厦门，
1905年在厦门病逝.

中国籍，因病回马尼拉

越南籍，返越南东京

因病赴厦门

因病调回马尼拉

调回马尼拉

因病调回马尼拉

先到高雄前金，后转驻罗盾.1887年
才从罗盾调往台北担任本堂神父.直到

1896年赴厦门任副主教，1897年再来
台北任本堂，1905年又赴厦门任副主

教，1921年病逝于厦门.
调任为厦门第2任主教。
先在高雄前金，翌年5月转到中部的沙

仑仔，，9，】年夏转到高雄并任高雄神

学生养成所主任，1909年任台南教会

本堂，1912年6月10日回高雄，三年

后再到台南任本堂神父，1919年奉调

厦门教区，1923年回台。呆在台中直
到1937年，后调到树子脚任本堂，1940

年间因病在台北蓬莱盯教会疗养，1946
年4月于罗盾逝世。

因病返马尼拉

因病转往及门

1895年2月I日调往马尼拉

1890-1895年在罗借。1895年3月奉调
厦门;同年闻何安慈病重，重返台湾在
台北协助何安慈，不过不幸于当年7月
7日病逝于台北.

资料来源:江传德，屯天主教在台湾》，页149-149.大国督编，(台湾h卜9 g小史》，页39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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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1941年2月台湾天主教各堂区传教员进驻情况

堂区 传道师 }传道妇 传道师 }传道妇

台北蓬莱盯天主堂

新店传道所

石锭天主公教会

基隆天主堂

淡水天主公教会

台中天主堂

彰化传道所

三家春传道所

秀水传道所

花坛传道所

员林天主公教会

罗盾天主堂

面前膺天主公教会

大东传道所

田中天主堂

赤水传道所

斗六天主堂

总计

        堂区

竹山传道所

斗南天主公教会

树仔脚天主公教会

西螺传道所

埔姜仑天主公教会

土库传道所

鹿寮传道所

嘉义天主堂

沙仑仔天主堂

台南天主堂

大湾传道所

新化传道所

高雄天主堂

山下天主公教会

旧城传道所

五块膺天主公教会

1 }赤山天主堂
传道师21名

      } 1
传道妇29名

资料来源:大国督编，哎台湾firy}小史芳，页411-4120



附表八 1864年以降年度孤儿收容数

年度 孤儿数 年度 孤儿数 年度 孤儿数 年度 孤儿数

1864 2 1889 14 1907 32 1925 21

1865 5 1890 15 1908 38 1926 11

1866 3 1891 19 1909 34 1927 21

1867 7 1892 23 1910 29 1928 19

1875 5 1893 22 1911 19 1929 16

1876 4 1894 20 1912 2盆 1930 25

1877 1 1895 30 1913 19 1931 16

1878 3 1896 33 1914 18 1932 24

1879 3 1897 18 1915 17 1933 33

1880 5 1898 21. 1916 21 1934 38

1881 5 1899 21 1917 23 1935 23

1882 7 1900 28 1918 18 1936 9

1883 5 1901 20 1919 20 1937 8

1884 7 1902 35 1920 21 1938 6

1885 10 1903 42 1921 28 1939 7

1886 7 1904 34 1922 38 1940

1887 16 1905 44 1923 34

1888 21 1906 43 1924 28 总计 1324名

资料来源:大国督编，《台湾力卜"rq小史》，页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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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日据时期来台修女一览表

序号 西文姓名 抵台年月 1941年情况

1 Foserha(即Josepha) 1902年 己在台逝世

2 Rosa Remedias(菲) 1902年 不详

3 Vistacion 1907年 已在马尼拉去世

4 Asuncion hiarte 1908年 在台北

5 Modesta Arqu6llo 1909年 在马尼拉，第四代修道院院长

6 Engracia(菲律宾) 1910年 已在马尼拉去世

7 Mercedes Oliver 1917年 在马尼拉，第一代修道院院长

8 Rosario Armendariz 1917年2月 已在台北去世

9 Clementa Mas 1917年6月 在高雄去世，第二代修道院院长
10 Berta Roy 1917年 在西班牙

11 Carmen Viurrun 1918年6月 在福州

12 Mercedes Landa 1918年8月 在厦门

13 Candelaria Goicoechen 1921年7月 在台北，第五代修道院院长

14 Rosanlio Razon 1921年 在马尼拉

15 Amada Olea 1922年 已在马尼拉去世，第三代修道院院长
16 Telesa Snares 1922年 不详

17 Patrocnio 1922年 在日本松山市

18 Barbara 不详 1923年归返马尼拉
19 Angeles Alonso 1925年 在马尼拉

20 Rosa Pando 1925年12月 在西班牙

21 Maria Cruz 1927年 在日本松山市

22 山内(日本) 1927年 在台北

23 Gloria Dies 1928年 在高雄

24 Maria Agirre Begonia 1929年 在日本松山市

25 Mercedes Miquiel 1929年 在马尼拉

26 坂本小须磨(日本) 1931年 在高雄

27 Jacinta Monett 1932年 在马尼拉

28 Asuncion Ferrero 1933年 在台北

29 Cannon Martinez 1934年 在台北

30 Fosefa Gomez 1938年 在马尼拉

31 Inocencia Gonzales 1940年 在台北

中注:除了用括号标出外，其他均为西班牙籍。

Q资料来源:大国督，《台湾力卜少夕小史》，页389-391,



附表十 1940年台湾天主教各教区及信徒的分布状况

区域 名称(粗体为管辖教会)

桦山盯天主堂

        所在位置

台北市桦山盯21号

蓬莱盯天主堂

石旋天主公教会

新店传道所

和尚州天主公教会

淡水天主公教会

  石门传道所

  小基隆传道所

墓隆天主公教会

  四脚停传道所

  瑞芳传道所

  大武仑传道所

  暖暖传道所

台中天主堂

台北市笼莱盯29号

文山郡石旋庄

文山郡新店庄

新蔽郡鹭洲庄

淡水郡淡水街

淡水郡石门庄

1940年的信徒数

238名(其中48名为

新竹、台东地方信徒)

572名

135名

71名

67名

82名
台北州

基隆市 屈川盯

基隆郡瑞芳街四脚停

156名

135名

28名

12名

彰化天主公教会

刘膺传道所

三家春传道所

秀水传道所

罗膺天主堂

基隆郡七堵庄

台中市新富盯

彰化市

彰化郡花坛庄刘膺

彰化郡花坛三家春

彰化郡秀水庄秀水

员林坡心庄罗膺

台中州
员林天主公教会

面前膺天主公教会

番子田传道所

大东传道所

员林郡员林街

北斗郡竹塘庄面前盾

北斗郡竹塘庄番子田

田中天主堂

大新天主公教会

赤水传道所

北斗传道所

鼻仔头传道所

员林郡田中庄田中

员林郡田中庄大新

南斗郡名间庄赤水

员林郡二水庄鼻仔头

195名

40名

38名

87名

63名

884名咆括孤

院11名信御

304名

290名

157名

45名

288名

270名

125名

24名

114名



斗六天主公教会

台中州
竹山天主公教会

劳水坑传道所

台南州
树仔脚天主堂

  水尾传道所

  西螺传道所

埔姜仑天主堂

斗南天主公教会

鹿寮天主公教会

土库传道所

仑仔顶传道所

206名

114名

59名

224名

73名

63名

223名

193名

212名

162名

嘉义天主公教会

台南州
民雄天主公教会

小梅传道所

大湖传道所

北港传道所

沙仑子天主公教会

台南州斗六郡斗六街

台中州竹山郡竹山庄竹山

台中州竹山郡竹山庄劳水坑

台南州斗六郡前桐庄树仔脚

台中州北斗郡溪州庄水尾

台南州虎尾郡西螺街

虎尾郡土库庄埔姜仑

斗六郡斗南庄斗南

北港郡元长庄鹿寮

虎尾郡土库庄土库

新化郡仑仔顶

菇义新富盯

嘉义郡民雄庄民雄

嘉义郡小梅庄小梅

嘉义郡大林庄大湖

北港郡北港街

台南天主堂

大湾天主公教会

新化天主公教会

高雄天主堂

台南市大正叮

新丰郡永康庄大湾

新化郡新化街

高雄市菩雅寮

高雄州

五块fm天主公教会

山下天主公教会

】日城传道所

凤山传道所

赤山天主堂

凤山郡凤山街五块膺

高雄市山下叮

冈山郡左营庄旧城

凤山郡凤山街

潮州郡万峦庄赤山

潮州郡潮州潮州

84名

72名

67名

48名

37名

75名

161名

165名

44名

1051名(其中66名

孤儿院信徒)

455名

206名

129名

21名

1128名

潮州传道所

由注:“— ”

。资料来源:

没有相关的数据.据上表统计:1940年台湾夭主教信徒总数为9737名。

大国督编，《台湾力卜少夕小史》，页437-444,























图二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教堂和传道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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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如白驹过隙，己匆匆而逝。回首之际，几多感慨

和眷念。

    在这三年时光中，于各位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不仅学术研究有所增益，

在为人处世上也有所成长。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特别要感谢以下一些人。

    一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古伟稼先生。本论文得以完成，得益于古教

授的帮助最大。古教授是目前国内夕 台湾天主教史的专家，不仅著作

等身，更是学如其人，勉力提携后学之人。本人在论文选题初拟之际，便

曾求教于古教授。在撰写论文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和困难。然有幸得到

古先生的解疑并免费馈赠重要的文献资料和先生本人的论著，不少问题方

迎刃而解。在此对古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二要感谢是台湾万金圣母圣殿的潘世华秘书和本人同门学兄翁伟志。

潘秘书热情而无私地提供不少教会出版物和一些宝贵文献资料，解决了本

文搜集资料的不少困难。而伟志学兄原来硕论所作是日据时期的台湾长老

会研究.本人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得到他不少建议和启发。翁学兄还提供

了不少日据时期基督教资料，虽多为有关长老会方面，但使本人较快了解

日据时期台湾基督宗教的处境，受益匪浅。

    既作台湾天主教研究，然未能赴台岛考察，于收集资料等方面受到颇

多制肘。不过去年香港之行弥补了这方面的不少缺憾。承蒙香港中大的邀

请，在导师林老师的帮助下，有幸于2003年暑期在中大崇基学院进行为期

一个月的基督宗教的研究和学习。在中大神学组的老师的热情帮助和指导

下，不仅收集到不少论文资料，而且学业上进益不少。此间，本人曾抽一

个星期的时间，呆在香港圣神修院，阅览了大量有关天主教书籍及文献，

特别是台湾方面，收集了不少有关本论文的重要的中西文资料。期间要特

别感谢圣神研究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不仅提供了借阅和复印资料等各种



方便，还为余这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准备午膳。实让我这一教外之人深为

感动。

    坦言之，能如期完成论文，不得不归功于恩师林金水教授.本人原所

学乃为外语，于历史和宗教学所知甚少，仅凭一厢爱好才选择了基督教研

究。林老师正是带领本人进入学术殿堂的第一人。从硕一开始与老师接触，

到后来就学业、生活各方面交谈，及最后老师拨冗审查论文并谦冲温和给

予指点和肯定。两年多来，在林老师的耳提面命下，于做人、做学问的方

法与态度上，学生受益匪浅。在生活及其它各方面亦得林老师颇多关心。

本论文是林老师国家课题的一部分，因此林老师特别予以关注，学生也不

敢懈怠。在老师持续付出和指导下，学生得到相当的磨练，积累了相当的

学术经历，为此才能将论文完成。另外，得益于林老师提携和牵引，有幸

认识了国内外的一些学术同道及前辈;在彼此交往中，学业颇有进益。回

顾两年多来与老师相处，从不熟悉到熟悉，这段师生之情必深留于学生心

中。

  另外要感谢的是谢必震教授。平时得感罐师不少关怀和帮助，倍感
亲切。与谢老师的交往.-1与人格上愈对谢老师表示敬重，自身亦特别受到

感染。特别是在香港中大相处一个月的日子里，谢老师给予不少关照和学

业上的建议与指导，实是毕生难忘。

    此外，也必须感谢家人的支持。三年研究生期间，家里景况多有变动，

然家人尽力安排，而不使我操心，以让我安于学业。而在我遇到困难时，

则多方帮助和劝慰。因此于此三年间，我对亲情有更增一份深切的体会和

理解。

    正是以上众人的帮助，本文才能顺利完成。因此纵使本文有不成熟和

未竟之处，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番深切的意义，当鞭策学生更加勉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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